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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如何建立

荣兆梓∗ 　①

摘　 要　 “以管资本为主” 的国有经济顶层体制如何建立， 是当前国有经济改革

争论的焦点。 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 还

要解决国有资本股东代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全世界发展的潮流是投资者拥有的资本

采取信托基金形式， 无论它是共同基金还是其他的公益基金， 它都是信托制。 我们在

选择改革目标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大潮流。 国有经济的分类管理首先要在资本管

理的顶层设计上区分三种类型的基金： 公益类基金、 国家产业基金和营利性社会信托

基金； 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 公司必须建立在信托制的产权基础上， 按照三类信托基

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 大国资委体制要逐步向承担国有资本监察责任的小国资委体

制转型， 以最终实现 “政企分开” 和 “政资分开” 的市场化改革目标。

关键词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信托制度　 国家产业基金　 社会信托投资基金　 政府

监察机构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强调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

资、 运营公司， 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 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

目标要求， 是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向前迈出的重要步骤。 但是文件这部分讲

目标内容比较充实， 谈措施内容比较空泛， 反映了有关部门仍然存在较多意见分歧。

本文讨论当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产权模式和经营模式选择， 以及通往这个模式

存在的若干实际问题， 进而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顶层制度设计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 虽然论文主体部分写于 《指导意见》 公布前， 但对当前的讨论仍然有较强的现

实针对性。

一　公司制改革只走了半程

当前国有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在哪？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公司制改革只走了

半程。

我们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为股份公司制度已经有 ２０ 多年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３

① 荣兆梓， 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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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已经明确这个目标， ９０ 年代中期这个改革起步， 也改了 ２０ 多年了， 但是到目前为

止， 公司制改革只走了半程。 笔者认为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根源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改革只走了半程， 很多应该有的效果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本文先从公司法人产权制度的安排说起。 这是一个产权安排。 公司制改革首先完

成了一个两权分离， 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被称为政企分开。 但我们真的政

企分开了吗？ 我们知道国企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分

开， 这个基本的产权制度安排为我们实行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奠定了产权基础。

可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制度构架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理解， 很多人认为公司法人产权就代

表经营权， 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就代表政府的所有权， 那么公司一改制政企就分开了。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先从一个所有权变成两个所有权这样一个基本的产权变

更说起。 传统的企业制度是一个资本所有权， 业主制下面只有一个资本所有权， 资本

所有者拥有这个企业， 同时也经营这个企业。 尽管到后期出现了所谓的委托代理， 资

本家请一些代理人来管理， 但是他只是授权经营， 没有增加另外一个产权或者所有权。

但是， 公司制情况不一样， 在公司制下面我们看到原来的一个资本所有权裂变为两个

资本所有权， 也正是因为它裂变为两个资本所有权， 出现了一个所谓公司法人财产所

有权， 因此公司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产权， 做到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可是从

法学上看，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本来只有一个所有权， 它怎么会通过一个公司的

设立就变成两个所有权了？ 这多出来的一个所有权从哪来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公司制才

开始的时候， 笔者在 《江汉论坛》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 《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

《江汉论坛》 １９９４ 年第 ７ 期）， 是这么解释这个现象的： 实际上公司的产权安排在原有

的一个所有制———一个主体、 一个客体这个前提下， 通过法律的形式拟制了一个虚拟

的人格———公司法人人格。 这个法人是一个虚拟人格， 从民法的意义上讲是这样的，

他不是现实的自然人， 他是法人， 是法律拟制的人格。 一般讲公司制度的时候， 只知

道有这样一个法律拟制的人格， 多了一个法人出来了， 可是我们没有想一想多出一个

虚拟法人的同时还多了一个东西， 这东西叫虚拟资本。 原有的资本所有权现在投到公

司里去了， 成为企业实际的法人财产、 现实资产， 但是与此同时， 股东拿到了一个股

权证书， 拥有股票的所有权， 这个股票所有权不仅仅让股东在企业里面举举手、 投投

票， 他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现金流———企业资产增值的现金流。 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个

东西是可以资本化的。 一个现金流可以资本化为一个虚拟资本。 这其实是最初意义上

的虚拟资本， 就是公司股份资本的所有权。 股份资本本来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它

本来没有， 就是一张股权证书， 是一个关于股东的权利证书， 它不是资本， 不是现实

财产。 这个东西现在资本化了， 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卖， 它是有价证券， 成为一种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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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虚拟资本。 公司法人制度设立其实是法律拟制了一个

法人人格， 同时资本市场又产生了一个虚拟资本， 多出了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 有趣

的是在公司制度里， 那个现实的公司财产现在由虚拟的公司法人人格拥有， 它的所有

者是公司法人， 而那些现实的资本所有者———股东们， 现在拥有的财产却是虚拟的财

产。 一个所有权成了两个所有权，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现在讲到的整个现代市场经济

下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存在， 它的基础就是股份公司制度下面的这样一个虚拟所有权，

一个所有权裂变为两个所有权， 这是它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在这个制度安排里， 到底是谁拥有公司财产？ 是不是公司的那些高层经理人员？

不是。 法律明确地说， 这是由公司法人拥有的。 关于公司法人制度有一种误解， 说公

司董事长就是法人。 错！ 那是法人代表。 法人是谁？ 法人是一个法律拟制的人格， 他

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在这个地方他作为公司现实资产的所有者， 是法律承认的， 公司

法人可以去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法人财产权总是要有人来操作的，

总是要有人来享有的。 那么是谁享有呢？ 它是通过一个公司治理结构去享有， 这个治

理结构里面有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还有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 他们通过一系

列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个法人治理结构。 这个治理结构是干什么的？ 就是用来行使公

司法人财产权的。 在这个机构里面真实的情况是， 权利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

部分是股东与股东代表， 他们活跃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里面； 另一部分就是公司的高

层经理人员， 他们主要通过董事会， 通过经理办公会议这样的机构来分享权力 （荣兆

梓： 《企业制度： 平等与效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７５ 页）。 这是一个制

度安排， 除了经理办公会是上下级的关系， 总经理或者公司总裁有决定权外， 其他几

个机构都是投票表决的， 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 是一种机构治理。 公司治理的一

个特点就是相互制衡， 机构与机构相互制衡， 个人与个人相互制衡。 为什么要设计这

样一个复杂机构？ 因为要把两部分人合在一起分享公司法人财产权， 不是哪一部分人，

更不是一个人拥有公司法人财产。 认为董事长拥有公司经营权的观点其实是不对的，

法人财产权是由两部分人共同分享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点？ 在公司治理结构里， 股东始终要发挥重要作用， 离开了

股东， 法人财产权的行使是不完整的， 是不可能规范的， 公司法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是

真正合理的。 如果把整个法人财产全部交给经营人员， 那和传统的业主制企业里的代

理人有什么区别？ 那些业主制企业的老板对代理人都放心， 都能把所有权交给代理人

吗？ 不可能。 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制衡机制。 整个公司制度就是为了能够一方面保证

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 另一方面又保证公司的专业经理人不会越权， 不会漫无边

际地损害资本所有者的权利。 所以说， 公司制度是人类的 “伟大发明”， 创造了资本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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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和专业经营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我们强调这点， 是为了说明在公司制度里面

股东的存在、 股东的行为对于公司制改革至关重要。

现在来看看国有资本的出资人能做些什么， 不能做些什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

改革在最初的十年里， 直到 ２０００ 年以后的几年， 一直没有国资委。 也就是说， 国有企

业在公司法人财产权的行使过程中， 股东代表是不到位的， 没有出资人代表。 这就导

致了前 ２０ 年改革一方面是国有资本的大量退出， 规模在逐步缩小； 另一方面， 这种规

模的牺牲没有换来效率的提高， 十年期间企业的效率提高非常缓慢， 以至于给那些质

疑国有制经济合理性、 必要性的人提供了口实。

低效率的同时还有国有资产的流失， 因为没有股东代表。 企业的经理人 “当家做

主” 了， 代理人变成 “老板” 了。 很多企业改革由他们制定改革方案， 因此出现了所

谓的 ＭＢＯ， 即 “管理层收购”。 全世界的 ＭＢＯ 都是高于市场价收购的， 只有中国的

ＭＢＯ 是低于市场价收购的。 什么原因呢？ 中国特色？ 这里面只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我

们没有股东代表。

２００３ 年以后国资委成立了。 尽管国资委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但是国资委成立后的

十余年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在国资委的管理下， 国有企业普遍提高了效率。 实际上，

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的效率始终是跟民营经济不相上下的。 即使是在竞争性领域， 国

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于民营经济的效率， 但是在这十年里， 这两条曲线在逐步靠拢，

差距是收敛的而不是扩散的 （见图 １）。 也就是说， 国资委工作有成效。 有出资人代表

和没有出资人代表大不一样， 肯定是这样的。 你自己的钱自己不去管， 人家当然就要

偷偷地拿走了。 有人管总是要好一些。

图 １　 制造业 ２０ 个竞争性行业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比较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

当然， 国资委制度也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 关键是， 国资委制度仍然不符合市场

经济要求。 国资委充当出资人的尴尬在于： 一方面， 政府机构的目标是多重的， 政府

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如何建立
第 ５ 卷

目标和作为企业股东代表的目标是有冲突的。 股东的目标是什么， 投资就是为了挣钱，

保值增值是股东的目标。 但是政府目标不限于保值增值， 它有很多目标： 社会安定、

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 环境保护。 把所有这些目标都放到一起， 结果作为政府机构，

国资委在行使股东职能的时候， 它的多重目标就产生冲突了。 与此同时， 国资委虽然

说是 “管人、 管事、 管钱”， 全管了， 事实上作为政府机构里的一个特设机构， 不可能

独享权力。 国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多头的， 包括人事部门、 组织部门、 发改委、 经信

委， 还有其他机构， 仍然没有避免多头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 国资委加强企业管理，

包括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都是动力不足的。 另一方面， 政府的行为能力与市场对它的

要求是错配的。 从行为能力来说， 政府的成员也好， 机构也好， 更善于行政性的操作，

而不善于在不同的产业领域经营资本。 政府行为在某些方面还受到限制， 比如说， 作

为股东在企业里表决是用两种手段的， 不仅用手表决， 而且用脚表决。 不行的话， 我

就卖了股票走人了。 但是这个用脚表决的能力， 国资委是受限制的。 它不能像普通的

股东那样， 不满意了， 就卖股票。 国资委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是政府机构， 但是到后来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国务院的特设机构。 因为它内部的机构、 运行的原则都是和其他的

部委一样的， 甚至国资委副部级干部的职数比其他任何一个部委都多， 它更 “官气十

足”。 所以国资委这个身份本身注定了它和市场的要求、 和市场对股东代表的要求不一

致。 尤其在政资分开方面， 它做不到。 所以公司制的优势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从而

影响了所有的国有股份制企业，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国资委选派的人员在公司治理

结构中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地位是尴尬的。 当前我国国有控股企业中大量存在的经营

者败德行为， 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行政化的国有股股东代表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不能有效

发挥作用造成的。

进一步说， 国资委的尴尬还体现在当前阶段， 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放到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下。 我们看到国资委的角色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地受限制。 国资

委作为一个政府机构， 它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实际上还是以管企业为主， 而不可能是

以管资本为主。 国资委的管理是一个行政性的管理办法， 至少要在控股企业里面， 它

的行政意图才能自上而下地贯彻下去。 它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 这和基于资本

所有权的管理方式不一样。 依靠资本所有权来管理， 你可以在这个企业里面拥有很多

股票， 也可以拥有较少的股票、 很少的股票。 只要参股， 作为资本所有者就可以管理

自己的股本。 行政管理与资本管理、 产权管理最基本的区别在于行政权力只能是独占

的， 不允许分享， 而资本所有权不是这样， 不管你是控股也好参股也好， 都可以管。

因此， 要在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大背景下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继续发展， 只能靠

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方法来推进。 国资委一年要搞成多少混合所有制企业， 有多少国企

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现在要改制， 下达目标任务， 不是市场主导的发展。 我们希望这一轮的改革推进混合

所有制经济由市场主导， 但是靠国资委的行政领导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的机

制本身不适合。

二　改革模式选择

如何解决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对此有了非常清晰的提示： 从以管企业

为主到以管资本为主， 核心就是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改革。 怎么改？ 选择什么样的目

标模式？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史正富教授的观点非常相似。 史正富与刘昶前两年合作写

了一本书 （史正富、 刘昶： 《看不见的所有者： 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２８ ～ ３８ 页）， 提出 “所有者替身化” 与 “信托资本主义”

的观点。 他们认为这是世界潮流， 全世界股份公司的股权管理越来越趋向于所有者替

身化， 用一种信托基金的方式来管理。 “二战” 以后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主

导者。 机构投资者不是直接拥有资本， 他是替人理财， 所以被称为替身所有者。 在机

构投资者主导的投资体制下，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已经从两权分离走向了三权分离， 就

是企业经营权、 资本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的三权分离。 图 ２ 大体上描绘了从 １９５２ 年到

２００４ 年期间， 美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由大约 １０％ 逐步增长到 ６０％ 。

可以说， 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主导力量， 不是股东自己在管理

他的股权， 而是由各种各样的资本管理机构在管理， 包括个人信托基金、 私人公司养

老基金、 投资公司、 人寿保险， 还有一些公共机构的退休基金等， 都是机构在管理，

不是资本所有者直接管理。

图 ２　 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公司持股比例 （１９５２ ～ ２００４ 年）
资料来源： 史正富、 刘昶： 《看不见的所有者： 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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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权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 起初是传统市场经济当中的业主制资本主义三位

一体， 资本家同时又是经营者这样一个模式；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后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

经理资本主义， 两权分离， 资本家自己做股东了， 只有经理层在企业里面进行管理；

然后再发展到三权分离， 现在股东不是终极所有者了， 那些资本经营机构、 专业的投

资机构成为替身所有者。 这样资本市场就出现了三个层次、 三个主体。 当然基本的法

律框架还是公司制， 但是现在投资者不是直接作为股东代表， 而是把股东代表的责任

给了资本经营机构。 史正富把他叫作替身所有者。 我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也写过一些文章强

调， 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 还要解决政

府作为股东时这个股东代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我提出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惯例， 股

东代表正在越来越多地由这些机构承担， 股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信托资本， 由社

会交给一些专业机构， 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 我把它叫作社会信托投资基金 （荣兆

梓、 杨积勇： 《公司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解决方案》， 《改革》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这就形成一个很明确的改革方向， 就是学习淡马锡。

但是， 到现在为止， 淡马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还是有争议的。 我们的想法其实很

简单， 就是———学习有益， 但是不能完全照搬。 淡马锡模式肯定是有借鉴意义的， 当

然我们不主张全盘照搬。 淡马锡模式哪些东西是适合我们的？ 首先， 淡马锡是一个主

权投资基金， 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 但它是一个独立的信托基金。 其次， 淡马锡的运

作是高度市场化的。 淡马锡核心的经验是， 尽管淡马锡的董事会里面有政府官员， 但

是他们基本上不干预企业的经营， 也就是把方向而已， 具体怎么操作， 完全按市场原

则。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淡马锡模式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学不到的或者不能学的？ 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我们是

与它不一样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跟新加坡的规模不能比。 两个国家的国有资本显

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是很特殊的市场经济国家， 正如皮凯蒂在 《２１ 世纪资本

论》 这本书里正确指出的那样， 中国在全部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一个特例。 一般市场

经济国家的公共资本 （包括土地资产、 金融资产在内的广义资本） 只占全部国民资本

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当下中国的公共资本几乎占了国民资本的一半， 这在全世

界是极罕见的。 这样庞大的规模注定了中国国有资本管理有自己的特点。 即使是学淡

马锡， 我们也要坚持多元化、 多样化。 不能是一个淡马锡， 而是许多个淡马锡； 这些

淡马锡还不能是同一个模式， 要根据国有资本的功能等， 区分不同类型。 因此， 改革

要防止一刀切。 前二十年的改革最大的痛处在于一刀切。 国资委就管了那么多的国有

资产， 用一个基本相同的规则来管理这些形形色色的国有企业， 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给

管死了， 可是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没有实实在在被政府规制。 一刀切的标准没法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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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目标同时实现， 分类管理是必然选择。 我们在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必须有这样

的思考。

总之， 公司制我们只走了半程。 我们解决了一个企业的独立产权问题， 只实现了

公司法人产权的独立， 初步建立了一个法人治理结构， 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国有股

权机构的建设问题。 我们建立了一个出资人代表机构， 但这个机构是政府机构、 国务

院特设机构， 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符。 全世界发展的潮流是， 股份资本的管理越

来越替身化， 越来越通过机构投资者的形式来主导资本市场； 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本

都采取信托基金的形式， 无论它是共同基金还是其他的公益基金， 都是信托制。 我们

在选择改革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大潮流。

实际上，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 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国有资本要

通过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形式来管， 不能靠政府去管， 不能靠

政府机构去管， 要靠市场主体———一个有自己独立财产权利的机构去管。 同时决定里

面也说了， 要分类管理， 不能一刀切， 要适应我们国有经济的规模大、 功能多， 各种

不同类型的国有资本、 国有企业需要有不同的管理模式这样一个基本特点。 但是， 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关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具体方案一直存在争论。

三　三个重要问题的讨论

以下讨论与争论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国有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资委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国

资委与现在的这些国有企业之间我们再按一个投资公司的层次来解决国有股权的代表

问题。 现在不是政府代表了， 政府到哪去了， 政府到他们背后去了。 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机构， 那国资委就不应该

成为这些机构上面的另外一个婆婆， 它只能是规模更小的一个监察机构。 这是争论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分类管理问题。 大家都承认要分类管理， 这已经成定论了， 但是究

竟怎么个分类法， 是分两类呢还是三类， 甚至更多类型， 也没有定论。 有媒体透露，

说主流意见是分两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写文章谈国有企业分类管理， 我也主张分两

类， 一类是竞争性领域， 一类是垄断性领域 （荣广宏、 荣兆梓：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改革的一个建议——— “国有官营” 与 “国有民营” 两大管理系统分开》，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 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 现在的主流观点， 据说是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营利性国

有企业。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 认为分两类不行。 考虑到现实的可操作性， 我现在也认

为分两类不行。 因为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过渡性的东西， 分两类不能涵盖， 分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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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操作， 这是争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管。 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 公司作为国有股的代表来管理国有

股权没有问题， 但是到底怎么个管法？ 国有投资公司也好，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也好，

它的产权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它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

以下对此做更详细的分析。

（一） 投资公司的作用和规模问题

我们现在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是把它作为一个国有股权管

理的顶层机构来设计， 而不是作为一个由国资委作为顶层的金字塔结构里面的中间层

次来考虑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设立的这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是最高级别

的， 没有上级； 希望能设计出这样一个模式， 这些公司上面没有国资委做它们的股东，

拥有独立产权。 这个独立产权当然不适合用股份公司制的框架来构建。 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有的， 得靠信托制度， 用信托基金的法律框架来构建这些国有资本的产权机构。

信托制度在英美法系里最早其实是在遗产管理中发展起来的。 信托制度有三个法

律主体， 一个叫信托人， 一个叫受托人， 还有一个叫受益人。 一般的法律理论都认为

信托制度里面真正的所有者就是这个受益人。 但是， 在资本市场常见的共同基金或私

募基金中， 这三个法律主体的关系不明显， 因为在这里， 委托人与受益人是同一个人。

这类信托叫作自益信托， 我把资产信托给你， 你给我管理， 完了最后赚的钱是我的，

你得到 “手续费”。 但是还有很多信托是他益的， 比如说诺贝尔基金， 它就是一个信托

财产。 在欧洲不叫信托， 叫财团法人， 其实法律关系是相似的。

在国有资产的管理当中， 所谓国有信托基金的法律主体是一个什么关系？ 其实是

国资委作为信托人，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受托人， 而受益人是全国老百姓。 可以不再

回到政府那里， 你把钱管好了， 最后应该是全体老百姓受益； 把经济发展了， 把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了， 受益人是全体老百姓。 这样政府机构就可以逐步淡出资本管理体系。

所以我说， 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中， 需要运用信托制度、 信托市场经济。 史正富

教授用了 “信托资本主义” 概念， 他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

充分利用信托制度。 在国有资本管理中， 信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解决政资

不分问题。 在政府职能分工思路下， 国有资本肯定得由政府机构管理， 而在信托制度

里面就未必。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设立一个既没有上级也没有股东的国有资本管理

基金。 国资委将成为对此类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营进行监察的政府机构， 逐步精简为小

国资委， 不再是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 而是作为国有资本监察机构的国资委。

与此同时， 改革必须防止国有股权代表机构的 “碎片化”。 既然是顶层设计， 数量

上就一定要有控制。 你不能搞几百家几千家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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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叫顶层设计吗？ 中央一级的几万亿的权益资本可以设立十几家最多几十家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或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每一家规模都要大， 才能体现这样一个顶层设计

的要求， 才能实现政府的监督、 公众舆论的监督， 真正实现对这些国有资本投资 （运

营） 公司的有效管理。 为此目的， 必须防止碎片化。 但是改革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碎片

化， 因为一旦要设立投资公司或者信托公司， 所有的这些国有企业每个都争着上， 都

想做龙头老大， 结果口子一放， 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变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了。 等于啥

也没做， 换个名词而已， 没有实质性意义。

从顶层设计的要求看， 这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当成为国有股权专业管理机构。

你不能是混合的管理机构， 既管国有股权， 自己又做项目、 搞实体。 那样国有股权是

管不好的。 这么大规模的基金， 集中精力管都不一定管好， 如果还要零零散散地去搞

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那肯定出问题。 所以要防止这类机构混同于普通的实体公司，

这类公司的设立不能用普通的公司法， 要依特殊法设立。

最后， 国资委还不能撤， 不能再次造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那样的国有资本权力真空，

国资委必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转型， 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国有资本运营的监察者，

分步有序地将国有股份资本管理的顶层机构让位于市场化的基金管理公司。

（二） 分类管理问题

将国有企业分成两类管理的主张， 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 是在企业层面分类还是

在资本层面分类？ 既然要从以管企业为主转到以管资本为主， 那么在顶层设计上应当

是按资本功能分类而不是按企业职能分类。 企业当然有分类， 公益性的企业、 营利性

的企业， 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型企业。 但是国有经济管理的顶层设计不能按企业

划定管理范围， 说这些企业归你管理， 那些企业归他管理。 我们正把管理的重心从企

业层面移向资本层面。 国有资本是能够流动， 也必须流动的。 按企业标准划定管理范

围实践中越来越难以操作， 必然带来一系列弊端。 管公益性资本的顶层机构和管营利

性资本的顶层机构应当是两类机构， 在管理体系、 管理机制上都要有严格区分。

争论更多的是本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 到底是分成两类还是三类？ 我的观点是现

实当中有很大数量的国有企业不在两个极端， 它既不在自然垄断领域， 不是完全的公

益性机构， 也不在完全竞争性领域， 不是纯粹营利机构。 它在哪呢？ 在寡头垄断领域，

有一部分公益性， 又有一部分营利性。 一方面， 这些领域都有一个很强的战略安全意

义， 比如说能源、 交通、 金融等。 国家的产业政策， 甚至国家的发展战略都要在这些

领域里得到贯彻。 这有很多政策性的因素在里面， 让这些领域的资本完全用一种跟竞

争性领域的资本同样的方法被管理不合适。 另一方面， 说它是公益性资本也不对， 它

是有竞争的， 它是要赚钱的， 只不过它的竞争是有限竞争， 是寡头间的竞争。 把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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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东西放到两极都不合适。 笔者几年前发过一篇文章 （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

革的总体思路》，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讲国有资本改革的总体思路， 提

出了三分法的主张， 将国有资本分为三类———公益性国有资本、 产业类国有资本和竞

争性国有资本， 分别组织三种类型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第一类由隶属于政

府部门的国营企业来管理； 第二类建立行业性的国家产业投资公司， 它要实施某一个

特定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 要为这个产业领域的发展以及这个产业领域大中小企业的

协调等负责； 第三类就是综合性的资本运营公司， 它不限在哪个产业， 只有保值增值

一个目标， 在竞争性领域里灵活运营。 这样分三类管理既有可行性， 管理效果也会

更好。

举例来说， 第一类有国家电网。 现在的国家电网还不适合完全地成为这样一个公

益性的隶属于政府机构的资本管理机构， 因为现在的国家电网公司还有配电功能， 不

仅仅是一个输电网， 它把最后这个末端配电功能也放在网里面。 我们知道， 配电这一

块的确是竞争性的， 不是完全垄断性的。 完全自然垄断性质的是输电网， 将来改革应

该进一步拆分， 然后把国家电网真正建设成为公益性的公法人。 还有国家邮政。 邮政

不能完全放开， 要完全放开， 完全让市场来调节， 那偏远地方就没人送信了。 经济效

率太低了谁去送？ 另外还有铁路， 跟电网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的铁路总公司把运输业

务也放在里面， 将来路网和运输业务也一定是要分开的。 因为骨干铁路网比如说高铁

网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公益性的机构； 而所有的铁路运输公司， 不管是客运公司还是

货运公司， 都是可以参与竞争的， 应该是一个竞争性机构。 二者要拆分开来。 其他还

有一些因为特殊原因， 政府要拿在自己手里。 比如烟草， 因为它的税太高了， 当然现

在已经逐步少点了， 但是仍然很高。 还有粮食储备公司， 因为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命脉

所在。 这些数量有限的公益性机构应当怎么设立？ 要专门立法， 专门设立国家电网公

司法， 或者是国家邮政法。 因为它不适用于普通公司法， 它是政府直接管理的， 严格

地说它就是国营企业。 说改革以后国营企业全部取消， 我认为这个话绝对了， 在这一

小块领域里恐怕还要有国营企业， 这样才能更好地提供公益性服务； 它的主要目的就

是公益， 不是赚钱。

第二类就是所谓的国家产业资本。 在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关注的产业领域里要设立

若干家国家产业投资公司来控股产业内的寡头企业， 参股产业里若干重要企业， 通过

这样的股权控制、 参与来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 这些领域需要有这样一类的资本管理

公司。 首先是设立国家产业基金———国家能源发展基金、 国家交通发展基金等， 然后

把基金交给投资公司去管理， 用它来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 来协调整个产业领域的发

展。 比如国家金融投资公司———汇金公司大体就是这个角色， 但是汇金公司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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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模式去设计。 本来汇金公司的资本可以就是国有银行的国有股， 这就是它的

资本来源， 但是汇金公司却反过来用国家的外汇储备作投资， 没必要地搞得复杂化；

汇金公司甚至也不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大股东。 可能在金融领域有其特殊性， 不能

在其他产业领域完全照搬。 但是， 汇金公司毕竟是中国现有的产业基金当中的第一家，

它是在特定的产业领域里的一个国有控股公司， 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国

企改革是有用的。 不能完全否定汇金公司模式， 这与淡马锡模式的经验相似。 在讨论

国企改革模式的时候， 有人说汇金公司模式可以照搬， 而更多人认为汇金公司模式一

无是处。 我们认为汇金公司经验有值得推广的地方， 但是肯定不能完全照搬。 其他还

有国家能源投资公司。 当然能源范围太大， “两个石油” 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 或

者可以搞两个能源投资公司。 不管怎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要用国家产业资本

来控制。 还有国家交通投资公司、 国家电信投资公司等。 这些重要领域， 应该有这一

类国有股权管理机构， 国家的产业目标、 政策目标和赢利目标在这里交融， 两个目标

在这里找到平衡点。 这是这一领域国有资本管理的难点， 但也是必须解决的重点。

第三类信托基金管理的性质比较简单， 就是在竞争领域设立若干个综合性的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来参与市场竞争， 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信托资本主义” 是世界

潮流。 延伸到中国改革， “信托市场经济” 适应世界潮流。 在竞争性领域通过社会信托

投资基金来管理国有资本， 唯一地以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目的完全可以做得到： 管

理这些基金的是专业的资本经营者， 他们组成一个受托人合伙公司， 受托管理一定数

量的国有资本， 把它在竞争性领域分散布局， 哪里有资本增值机会， 就往哪里投资。

这当然是国有经济， 因为它的国有资本增值的受益人不是任何亿万富翁、 私人老板，

而是全体老百姓。 基金赚了钱怎么用？ 可以留在基金里面继续投资， 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 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部分上缴国库， 来补充财政收入的不足。 它的管理模

式基本上可以仿效淡马锡模式， 不管有没有政府官员进入董事会， 政府不干预企业经

营，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三） 投资 （运营） 公司产权模式和经营模式问题

大家都主张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现在已经写到文件里面去

了。 但是，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到底怎么管？ 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 应该是信托基金制

度。 首先是因为信托基金制度的法律框架适合政资分开的目标。 我们知道， 在股份公

司制度下尽管可以两权分开， 有股份资本所有权， 有公司法人财产权， 可是无论如何，

政府不能从终极所有者的身份退出， 甚至也不能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 “共同行使” 中

退出。 所以在讨论公司制度怎么才能实现政企分开目标的时候， 很多专家就给了一个

模糊的解释， 说只要不断增加母子公司层次， 不断淡化政府作用， 政企分开终究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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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这话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层次再多最上面一层还是它。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母子

公司链条已经足够长了， 并没解决问题啊！ 关键是， 最终的国有股东代表机构到底能

不能靠公司法人制度来解决。 它解决不了！ 弄来弄去还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母子公司体

制。 只有信托基金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 在信托制度中， 信托人可以与受益

人的身份分开， 形成一个他益信托， 这样它就不再是最终的所有者。 信托制度可以恢

复国有经济的本来面目， 信托受益人即最终所有者是全国老百姓。 政府不需要夹在中

间做代表机构， 而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做个监督者， 就像我们现在的审计署对各个政府

机构进行审计一样， 将来政府的小国资委对基金管理公司就起这样的作用。 这个法律

的框架不需要股东， 信托基金不需要有股东， 他益信托是没有股东的， 诺贝尔基金的

股东是谁？ 肯定不是诺贝尔。 这样， 政府、 管理公司、 公众关系就可以理得更顺些。

其次， 原本意义上的信托制度是基于信任的委托， 绝对是最要好的朋友最信任的

人才能把遗产交给它去管理。 我们今天的国有信托基金， 也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

我们也需要这个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信托制度。 但是， 现代信托制度的信任， 是建

立在有关基金管理对象和管理模式的一系列有效制度安排基础上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

资本财产， 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动辄就是几千亿， 甚至上万亿。 这么大的资

本规模， 再加上无孔不入的资本利益， 怎么能够信任少数人？ 关键是今天我们讲的信

托基金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它的产权边界非常清晰， 就是一个基金， 它是有边界

的； 二是它的管理模式比较透明， 钱不放在基金公司， 而是放在第三方金融机构， 比

如说银行里面， 然后基金公司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发指令， 你给我买什么卖什么，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本身之间有隔离层。 这是世界通行的办法， 对基金管理者的监督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如果我们再增加一个限制条件， 这些管理巨大规模国有资本的基

金公司， 其经营被限定在虚拟资本的范围内， 禁止投资实体经济， 也就是它只能买卖

股票， 或者其他金融资产， 但不能自己去办工厂， 自己办实业， 用这样的办法使公司

成为纯粹的资本管理公司， 而不是混合型资本管理公司， 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资本管

理的漏洞。 依靠这些制度安排， 政府监察机构的监察以及公众舆论的监督， 就是可行、

可信的， 国有资本的信托制度就可以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这里国资委的作用是很明确

的， 国资委应当逐步演变成为监察机构， 而不用直接去管理这些机构投资者。

最后， 就是公司运行机制问题。 管理者的动力从何而来， 如何使得替身所有者能

够有效地成功地去管理这些资本？ 必须要有一个激励机制， 按规则分享资本增值。 到

底怎么分享， 具体的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与此同时， 替身所有者必须在资本市场上

竞争， 这不是由政府当保姆的国有企业， 而必须是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去赢得自己

发展空间的真正公司。 关于这个公司的成本和收益， 基本的原则就两条： 整个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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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主要是靠收取管理费， 不管多大规模的企业、 多大规模的资本， 都要按几个点来

收， 这是公司日常管理最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 这是一条； 另一条就是公司经营者要

有长期激励， 比如五年一清算， 到底这个基金增值了多少， 给经营者相应的可观的利

润分享， 用这样的方法来调动国有资本经营者的内在动力。 它不是天使， 它是经济人，

你给它适当的激励， 再加上一个制度的约束， 它就可以有合理的行为。 这事并不难，

市场经济已经把信托基金的运行规则、 具体形式都逐一实验过了，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四　改革目标与利益集团

无论争论再多， 放到桌面上的讨论毕竟都还是冠冕堂皇的。 推进当前国有经济改

革向纵深化发展的真正障碍在哪里？ 三十年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利益集团。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起步时比现在困难更大、 阻力更大，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利益集团， 只不过是大家思想僵化没有跟上形势， 利益集团的

力量并不强大。 打点小算盘是有的， 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 一改革就牵扯到拥有上百

亿、 上千亿利益的集团。 但是现在有了， 这个是改革推进的大困难， 尤其是在国有企

业改革方面， 这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要按照顶层设计的规范来推

进改革， 防止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改革目标的扭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改革决策的每一步都必须有他们参与， 因为他们是当事人， 但利益集团可能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来扭曲改革目标。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设计了一个顶层改革目标， 改革实践能

不能走向这个目标？ 我们知道， 改革不可能是完全建构式的， 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

肯定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前推进。 这个过程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很大。

要防止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目标的任性行为。 当然， 关键是我们的改革目标明确。

只要目标明确， 我们是可以制止利益集团的扭曲行为的。 怕就怕我们自己的目标模模

糊糊， 给别人这样一说那样一说， 就糊涂了。 比如说， 以 “职工持股” 为名将大量的

国有资本转换为高层经理人员股份， 这是一种扭曲。 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高决策

层表态明确： 就是不同意， 你别想靠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发财。 问题就解决了， 利益集

团就影响不了改革方向。 再如， 大型集团公司争相做国有股权代表机构。 如果大家都

争， 管理部门一律照准， 反正是改革嘛，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恐怕会出现国有股权管

理碎片化的情况。 碎片化最终会使顶层设计落空， 几千个上万个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就

等于没有了。 碎片化是一种扭曲。

诸如此类的扭曲还会有很多， 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 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 大

家还会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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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
　①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②

樊　 纲 译　 左大培 译校∗∗∗ 　③

编者按　 本文系罗斯多尔斯基的名著 《马克思 〈资本论〉 的形成》 一书的第 ７ 篇

第 ３０ 章。 罗斯多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多年前曾在国内正式出版过一个中译本， 但不知何

故， 该中译本遗漏了该书第 ７ 篇的全部内容。 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所的朱绍文教授， 曾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组织翻译罗斯多尔斯基的这部著作的

全文， 这是该书的第二个中译本。 但令人扼腕的是， 朱绍文先生已于数年前仙逝， 译

稿却一直未获出版。 参加朱先生主持的这个译本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的， 有顾海良、 樊

纲、 左大培等人。 蒙左大培先生推荐， 本刊得以首次发布该书第 ３０ 章的译文， 以飨广

大读者。

本书前边的主要目的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我们的前提是， 以往的研究都过分集中

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内容， 而对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缺乏兴趣，① 因此我们力图表明

《草稿》 在方法论问题上具有多么大的教益。 而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 那么前面研究

所获得的方法论上的洞察力也将有助于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那些早就引起争议

的问题， 特别是人们反复讨论的 《资本论》 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问题和所谓的实现

问题。

第 １ 节　 导言

１ 关于 《资本论》 第二卷中再生产图式的形式问题

为了便于后面对问题的阐述， 我们先简单地考察一下 《资本记》 第二卷中再生产

图式的形式， 即它的数字形式。

１２

①

②
③

①

本文为罗斯索尔斯基所著的 《马克思 ＜ 资本论 ＞ 的形成》 一书的第 ３０ 章。 该书中文版在 １９９３ 年曾由山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当时未收录第 ３０ ～ ３４ 章内容。 本文根据德文版的英译本翻译。 英译本于 １９７７ 年出

版， 译者为 Ｐｅｔｅ Ｂｕｒｇｒｅｓｓ。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Ｒｏｍａｎ 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 为一位多年参加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活动家。
樊纲， 著名经济学家、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左大培，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

员。
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特点。 马克思曾批评他们 “浅薄地只知道注意内容”， 而对于 “搞
清楚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区别” 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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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 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第Ⅰ部类

生产生产资料， 第Ⅱ部类生产消费品。 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 ｃ ＋ ｖ ＋ ｓ， 也就是在

某一生产时期中使用的不变资本、 用于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和在该时期生产中创造的

剩余价值。 然而， 马克思考察了为使下一期的生产得以进行， 各部类产品的各价值组

成部分有多少必须相互交换。

第一个问题是简单再生产 （即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得以进行的条件。 马克思构造

了下列图式加以说明。

Ⅰ　 ４０００ｃ ＋ １０００ｖ ＋ １０００ｓ ＝ ６０００

Ⅱ　 ２０００ｃ ＋ ５００ｖ ＋ ５００ｓ ＝ ３０００

由于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 第Ⅰ部类所需要的不变资本与前一生产时期内所消

耗的恰恰相等， 即 ４０００ｃ， 因此它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补偿这 ４０００ｃ， 而不需要与第

Ⅱ部类进行交换。

类似的， 生产消费品的第Ⅱ部类， 可以直接用 ５００ｖ 和 ５００ｓ 来满足工人和资本家的

消费， 而无须与第Ⅰ部类交换。 但是， 第Ⅱ部类价值相当于它的不变资本的产品部分，

以及第Ⅰ部类价值相当于它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的产品部分， 则必须在两部类

之间进行交换。 显然，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平衡的一般公式就是：

ｃⅡ ＝ ｖⅠ ＋ ｓⅠ

即第Ⅱ部类耗费的不变资本必须等于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

然而以上的公式并不适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就是说不适用于剩余价值的

一部分被积累起来， 不是被资本家消费而是被用来增加各部类的不变资本与可变

资本的情况。 我们可以采用布哈林的方法， 以符号 α 代表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部

分， 以 β ｃ 代表用于增加下一生产时期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 以 β ｖ 代表用于增加可

变资本的剩余价值。 这时， 前面的平衡公式就必须加以改变， 以符合扩大再生产

的条件。

ｃⅡ ＋ βｃⅡ ＝ ｖⅠ ＋ αⅠ ＋ βｖⅠ①

事实上， 这就是构成 《资本论》 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扩大再生产图式基础的一般

公式。

在这一章中， 我们可以见到两个图式，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它们分别表示资本主

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中的积累过程 （马克思， １９７５： ５８１）。 以下是第一个图式 （我

２２

① 这个公式见布哈林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Ｂｕｋｈａｒｉｎ， １９７２：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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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马克思图式中的数字略做改动， 并用布哈林的符号表示）：

　 　 　 　 　 　 　 ｃ　 　 　 　 　 ｖ　 　 　 　 　 ｓ　 　 　 　 α　 　 　 　 βｃβｖ

第一年： Ⅰ ４０００　 ＋ １０００　 ＋ ５００　 ＋ ４００　 ＋ １００

　 　 　 　 Ⅱ １５００　 ＋ ７５０　 ＋ ６００　 ＋ １００　 ＋ ５０

第二年： Ⅰ ４４００　 ＋ １１００　 ＋ ５５０　 ＋ ４４０　 ＋ １１０

　 　 　 　 Ⅱ １６００　 ＋ ８００　 ＋ ５６０　 ＋ １６０　 ＋ ８０

第三年： Ⅰ ４８４０　 ＋ １２１０　 ＋ ６０５　 ＋ ４８４　 ＋ １２１

　 　 　 　 Ⅱ １７６０　 ＋ ８８０　 ＋ ６１６　 ＋ １７６　 ＋ ８８

第四年： Ⅰ ５３２４　 ＋ １３３１　 ＋ ６６６　 ＋ ５３２　 ＋ １３３

　 　 　 　 Ⅱ １９３６　 ＋ ９６８　 ＋ ６７７　 ＋ １９４　 ＋ ９４

第二个图式表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更高阶段的情况， 因而假定具有更高的资本有

机构成。 而且与第一个图式不同的是， 这时两部类的资本构成是相同的 （即都是 ５ｃ：

１ｖ）。 在第二个图式中， 再生产按以下方式进行：

　 　 　 　 　 　 　 ｃ　 　 　 　 　 ｖ　 　 　 　 　 ｓ　 　 　 　 α　 　 　 　 βｃβｖ

第一年： Ⅰ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　 ＋ 　 ５００　 ＋ 　 ４１７　 ＋ 　 ８３

　 　 　 　 Ⅱ １４３０　 ＋ ２８５　 ＋ １０１　 ＋ １５３　 ＋ ３１

第二年： Ⅰ ５４１７　 ＋ １０８３　 ＋ ５４２　 ＋ ４５２　 ＋ ９０

　 　 　 　 Ⅱ １５８３　 ＋ ３１６　 ＋ １５８　 ＋ １３２　 ＋ ２６

第三年： Ⅰ ５８６９　 ＋ １１７３　 ＋ ５８７　 ＋ ４８９　 ＋ ９８

　 　 　 　 Ⅱ １７１５　 ＋ ３４２　 ＋ １７１　 ＋ １４３　 ＋ ２８

第四年： Ⅰ ６３８５　 ＋ １２７１　 ＋ ６３６　 ＋ ５３０　 ＋ １０６

　 　 　 　 Ⅱ １８５８　 ＋ ３７０　 ＋ １８５　 ＋ １５５　 ＋ ３０

这两个图式都受到了罗莎·卢森堡的严厉批判。 关于第一个图式， 她指出， 由于该图

式中第二部类的积累和消费缺乏任何 “看得见的规则”， 是以一种 “无规则的方式”

进行的， 因此她认为马克思 “为第一部类的积累关系所确定的种种精确的逻辑规则”

是以未能 “确立任何第二部类积累的规则” 为代价的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１２２）。 卢森

堡承认在第二个图式中两个部类的积累都有规则地进行以至于 “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分

配的随意变动” 不再发生。 而且， 她认为即使在第二个图式中， 下述情况仍然可能发

生， 即 “第二部类的积累完全由第一部类的积累所制约、 所决定……第一部类首先采

取行动， 并在整个积累过程中掌握主动， 而第二部类只是被动地跟随”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１２７）。

关于上面第二方面的批评 （其正确性奇怪地从未受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挑战）， 已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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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琼·罗宾逊的令人信服的反驳。 她论证说， “算术并不偏袒任何一个部类”，① 对积

累的推动力完全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部类。

事实上， 马克思第一个图式中的积累也并不像卢森堡所认为的， 而且至今仍然被

人们认为的那样， 是 “可变的” 或 “无规则的”。 因为， 如果不考虑第一年的情况，

就可以看到在此图式中， 第一部类的积累总是剩余价值的 ５０％ ， 第二部类总是 ３０％ 。

这绝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这两个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必然造成的。 我们可以用代

数的方法表明②， 假定两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 并且在再生产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

那么平衡公式

ｃⅡ ＋ βｃⅡ ＝ ｖⅠ ＋ αⅠ ＋ βｖⅠ

就要求每个部类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具有严格的配合关系。 如果按照马克

思的图式， 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和积累率在接连的几个生产时期内都不变， 我们就会看

到， 两个部类的积累率 【之比】③， 必须与有机构成 【之比】 成反比。 用公式表示

就是：

βⅠ
ｓⅠ∶ βⅡｓⅡ ＝ ｖⅡ

ｃⅡ ＋ ｖⅡ∶ ｖⅠ
ｃⅠ ＋ ｖⅠ

因此，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图式中， 两部类积累率的关系是 （第Ⅰ部类） ５０％ ∶ （第Ⅱ部

类） ３０％ ， ｖ ∶ ｃ 的关系④， 第Ⅱ部类是
１
３ ， 第Ⅰ部类是

１
３ 。 由于 ５ ∶ ３ ＝ １

３ ∶ １
５ ， 再生

产所需要的平衡关系是满足的。

然而， 这就足以说服罗莎·卢森堡的 “数字” 错误。 她大概是对于马克思的数字

例证的形式感到迷惑， 这种数字例证显得难以把握， 容易引起混淆。 而之所以如此，

就在于两个图式中初始年的积累， 都没有服从以后各年所遵循的规则。 我们只好猜想，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 不过因为这是他初步的探索， 还没来得及

修改。

而奇怪的是， 马克思图式的不恰当形式， 也使卢森堡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布哈林误入歧

途。 如上所述， 布哈林最先将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一般地公式化为 ｃⅡ ＋ βｃⅡ ＝ ｖⅠ ＋ α

Ⅰ ＋ βｖⅠ， 但是他却从这个公式中引出了另外两个错误的公式， 即 ｃⅡ ＝ ｖⅠ ＋ αⅠ和

βｖⅠ ＝ βｃⅡ （Ｂｕｋｈａｒｉｎ， １９７２： １５８）。 事实上， 对于马克思第一图式的初始年来说，

４２

①
②
③
④

琼·罗宾逊为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 英文版所写的序言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１９）。
这里要感谢我的朋友， 底特律的统计学家 Ｈ·查斯特， 是他对这种关系作了数学证明。
方括号中的字为中文译者所加， 下同。
原文如此。 严格地说， 此处应为 “ｖ： （ｃ ＋ ｖ）”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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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 ｃⅡ ＝ ｖⅠ ＋ αⅠ和 βｖⅠ ＝ βｃⅡ。 但是， 这仅仅是由马克思无法直接确定 ｃⅠ和 ｃ

Ⅱ的正确比例造成的情况。 而在第一图式以后各年和第二图式各年中， ｃⅡ都必然小于

ｖⅠ ＋ αⅠ， βｃⅡ则必然地大于 βｖⅠ。 换句话说， 布哈林完全忽视了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

生产， 不仅必然导致 ｃ 和 ｖ 的增大， 而且必然导致 α 即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增大。 然而，

这个基本的错误将近 ２０ 年未被发现① （Ｂｕｋｈａｒｉｎ， １９７２）。 布哈林则一直由于反驳了卢

森堡的攻击捍卫了马克思这个首屈一指的行家给我们留下的作为其天才的完整产品的

理论分析， 而被普遍视为马克思正统学说最权威的捍卫者。 不过布哈林的平衡公式还

是很有用的， 尽管他也像大多数卢森堡的批评者那样， 往往将阐发问题的公式错当成

问题的解决。

２ 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如何 “接近现实”

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形式， 我们就谈以上这些。 而当我们进而考察这一图式

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必须首先搞清马克思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想用这些图式来描

述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过程。

奇怪的是， 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搞清这个问题。 例如， 如果有谁参加围绕卢

森堡的著作进行的对再生产图式的讨论， 他就会立刻遇到一个奇怪的悖论。 反对卢森

堡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即考茨基、 鲍威尔、 埃克什坦、 希法亭及其他一些人）， 当

然十分清楚马克思图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舍象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些根本性特征，

例如， 非资产阶级的存在， 世界上各种经济区域的存在， 外贸、 平均利润率作为价值

转型的生产价格的存在， 等等。 然而尽管如此， 所有这些作者还是在这些图式中寻找

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无限生命力的具体证明。

我们先来看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卡尔·考茨基的论述。 在他的杰出

著作中， 他强烈地批评了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因经济的原因而崩溃的 “假设”。 他

指出， “卢森堡使自己成了马克思的反对者， 因为后者在 《资本论》 第二卷即在再生产

图式中证明的是相反的观点” （Ｋａｕｔｓｋｙ， １９２７）。

考茨基事实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而他的学派的其

他成员则早得多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鲁道夫·希法亭 １９０９ 年在

他的 《金融资本》 中解释马克思图式的时候就说， 根据这些图式， 在各生产部门之间

保持正确比例的条件下， 资本主义生产 “能够无限地扩大……而不会导致商品的生产

５２

① 如果我们记得卢森堡几年前成了法西斯杀人犯的牺牲品， 我们就会感到布哈林的咄咄逼人和经常显得有

些轻佻的语调是令人不愉快的。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布哈林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而不是学术的考虑。
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打破德国共产党 （ＫＰＤ） 内仍然十分强大的 “卢森堡主义” 的影响， 为此似乎什么手

段都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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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① 在 １９２６ 年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大会上， 希法亭提醒他的学术听众说， 他反对

“崩溃理论”。 他声称： “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我完全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而崩溃

理论总是被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表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 不断

地扩大规模的生产是可能的。” 然后他还开玩笑地说： “我常想， 读过第二卷的人非常

之少， 这真是件好事， 因为在一定条件下， 它会被当成赞美资本主义的颂歌。” （Ｇｒｏｓｓ⁃

ｍａｎｎ， １９６７： ５７ － ５８）

我们可以看到， 希法亭也想从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中直接得出反驳 “崩溃理论”

的论据， 他也混淆了数字阐述与理论论证， 而最主要的是， 他混淆了 “抽象” 的领域

与 “具体” 的领域！ 奥托·鲍威尔的思路也是一样的。 虽然他承认卢森堡所说的

“ 《资本论》 第二卷中马克思为表达再生产过程所用的数字都是任意选择的， 不能避免

出现矛盾”， 但他说： “然而， 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有缺陷这一事实， 并不意味着这种论

证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由此出发， 鲍威尔构造了他的 “非任意的” 再生产图式， 并

且继续声称他构造的数字 “表达” 或 “证明” 了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理解， 都可

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地扩张自己。 （Ｂａｕｅｒ， １９１３： ８３６、 ８６６）

埃克什坦对卢森堡的批评最轻， 他甚至设法将两种不同的看法———纯理论的和经

验的———塞进了同一句话。 因此我们看到在他们论述开始时说： “如果谁想研究危机问

题②， 他就必须首先研究资本积累的现实性与仅仅表明平衡可能性的马克思平衡图式的

相互关系。” 但是， 接着在下一页他又写道： “马克思的图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要想

保持平衡， 就必须怎样运行———它们在事实上表明了对于各种产品的社会需要的规

模。” 接下一页他又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对利润的追求支配。 因此问题在于马克

思的图式是否表明了资本家的利润是如何实现的。 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图式则恰恰

表明了由谁来购买产品。”③

以上的一些例子足以说明我们的论点。 它们表明， 亨利克·格劳斯曼的下述论述

是如何正确： “和谐论者盛赞平衡图式， 并非由于这些图式是特别优越的分析工具， 而

是由于他们混淆了分析方法与所分析的现象， 从而以为他们在这些图式中真的发现了

资本主义内部平衡的趋势。”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９６７： ９５）

怎么解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错误呢？ 他们怎么会犯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

错误呢？

“愿望是思考之父”，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完全沉浸于改良主义的运动之

６２

①
②
③

参阅本文第Ⅳ节 （Ｒｏｍａｎ 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ｒａ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 ４８３）。
我们可以看到， 埃克什坦混淆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和危机问题。
埃克什坦的这些评论见卢森堡著作 《资本积累》 的附录 （１９２３：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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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本能地抗拒现行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崩溃的观念 （同样地， 他们也不能理解奥匈

帝国以及轴心国的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这太容易了。 这种下意识的动机自然起了重

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认为， 他们的错误， 也要归因于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

缺乏理解。

如果这种方法论被当作一种实证主义方法论 （也就是说抽取它的辩证法的特征），

显然就很难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与 “经院理论” 的概念程式区别开来。 “经院理论”

总是先撇开经济现象的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征 （即所谓 “抽象” 的方法）， 为的是在以

后的各阶段中再将这些特征引入 （ “逐步具体化” 或 “逼近” 的方法）。 然而， 由于这

些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征仅仅是 “从外部” 被撇开和重新引入的，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

辩证的中介， 由此很容易产生似乎在 “抽象” 与 “具体” 之间没有任何质的 “桥梁”

的幻觉。① 人们很可能认为理论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具体研究对象的所有基本因素 （虽然

是在简化的形式上） ……就像地形图上， 虽然仅仅能看出山脉、 森林与大江大河， 但

已显示了景物的基本要素那样。 那就必然要忽视 “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

系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ａ： ９１）， 从而就会产生一种幻觉， 以为抽象的图画是对

具体情况的简单反映， 而不存在任何 “中介” 形式。 在我们看来， 这正是卢森堡的奥

地利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犯错误的方法论原因。 就是说， 他们忘记了， 《资本论》 第二

卷中的抽象公式所代表的仅仅是 “分析的一个阶段”，② 因而不能不需要大量的 “中间

环节” 就直接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具体实际， 换言之，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错误地混

淆了马克思的两个不同的分析阶段， 必然地走上辩证法的错误的道路。 他们无视马克

思的辩证法， 结果最终受到了辩证法的惩罚。

３ 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第三章我们已经指出， 使用价值范畴也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之中。 对此，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二卷分析再生产过程的开头部分就说：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

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 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 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

的， 例如， 不论它是机器， 是谷物， 还是镜子都行。 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 任何一个

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 ……说到资本的再生产， 我们只要假定， 代表资本价

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 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 从而再转化

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 同样， 我们只要假定， 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

７２

①

②

“知性的、 有限的认识在那里是这样进行的， 即它在抽象地产生那个普遍的东西时从具体物所扔掉的东

西， 现在又同样外在地捡起来。 相反地， 绝对的方法不是像外在反思那样对待自身， 而是从它的对象

本身去采取规定的东西， 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 （黑格尔， １９７６： ５３６ － ５３７）
参见托洛茨基的观点 （ Ｒｏｍａｎ 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ｒａｘｓ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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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 但是， 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 这种仅

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 就不够用了。 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 另一部分

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 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

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 而且是物质补偿， 因而既要受社

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制约， 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 它们的物质形

式的制约。”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４３７ － ４３８）

以上引文直到 《资本论》 第二卷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未做任何进一步的发挥①。 而我

们之所以在此大段引用， 是由于我们认为它能指引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图

式。 马克思在这里所考虑的显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互对立， 这种对立在本书

中已多次提到， 不仅在分析价值与货币的时候遇到， 而且事实上贯穿于资产阶级经济

学的整个体系。 可以说， 马克思对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考察， 给人的印象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而现在， 当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

产时， 我们发现， 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遇到了前面的分析所没有考察的障碍， 即

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ｂ： ７１６）。 为了再生产出资本， “社会”， 即 “总

资本家”， 不仅必须有一笔供其支配的价值基金， 而且必须使各价值部分采取特殊的有

用形式———机器、 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以供使用， 而它们之间的比例则由生产

的技术要求所决定。 总之， 即使不考虑那些寻找买主的商品产品是否必然能卖掉， 价

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在技术上受 “社会物质变换” 的制约的。

但是是否这就在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是以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

需要为目的的呢？ 完全不是。 这个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并且仍然是对不断增长

的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 因而， 只有当 “物品” 同时也是价值的时候才被生产出来，

人类的物质需要， 也只能被满足到对于增加剩余价值来说必不可少的程度。 因此， 例

如， 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即工人， 具有巨大的 （而且十分幸运， 是不断增长的） 需要，

然而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市场上可出售的商品， 并且只有当他们证明了自己能够

创造出剩余价值， 因而得以将劳动力商品售出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需要才会被满足。

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 “客观因素”： 即使是最完美的机器或最完美的生产技术， 也只

有当它们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的时候才会被采用。 最后， 即使是 “总资本家” 本身的

舒适和享受， 也受到不断积累的必要的限制。 因而， 即使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

看价值范畴受使用价值范畴的制约， 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也仍然要服从于价值以及资

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创造。 在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时， 我们要时刻记住的是，

８２

① 在恩格斯编辑的 《资本论》 第二卷中， 这是 《手稿Ⅱ》 中的一节， 接下去的是 《手稿Ⅷ》 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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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分析的这种相互矛盾的目的之间的对立冲突， 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必须相

互适应的范畴之间永恒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

费品的部类， 并使这两个部类互相服务。 这个图式所提出的， 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简单

的模型， 而解决前面所说的那个矛盾冲突的基本可能性， 却无疑只能由这样一个模型

来加以表示。 为了使生产过程重复进行， 每个部类都必须设法使自己的生产要素的价

值得到补偿， 而它要达此目的， 就又必须在适当的物质形式上从另一部类取得这些生

产要素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每个部类要想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 又都必须通

过等价物的交换从另一部类换取。 这种 “价值补偿” 和 “物质补偿” 的相互依存， 在

再生产图式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 而这种相互依存之所以得到说明， 则是由于图式严

格地区分了两个部类， 并将它们的相互关系仅仅局限于等价物的相互交换。 因此， 所

谓图式基本前提假设的 “刚性”， 恰恰是与它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相适应的。 如果众多

的理论家 （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 奥托·鲍威尔和其他人等） 企图通过引入较为宽松

的条件来 “改进” 马克思的图式使之更加现实， 那不过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图式的机

构和含义懂得非常之少。

社会再生产过程所揭示的是解决使用价值与价值这对矛盾的可能性， 而在资本主

义实践中亿万次发生的事实却表明， 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商品价格根据社会需求的调整，

通过私人企业的倒闭才能获得解决。 这自然会使人们对于表明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性

的理论的意义产生疑问。 无可否认， 资本主义现实告诉我们的是经济危机的现象， 这

一现象恰恰 “十分明显地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与对抗”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５７０），

所表明的正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周期性的不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看，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这个问题的考察， 当然具有理论上

的意义， 《资本论》 第二卷生产图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巨大的

贡献。

４ 再生产图式与实现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 《资本论》 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前提假定， 社会生产的两个

主要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 无论从价值的观点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都必须相互

适应， 才能保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我们必须强调再生产图式的这种必要

条件， 因为不幸的是，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 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当然， 研究再生产图式并非仅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马克思构造再生产图式的任

务也绝非仅仅如此！ 他的主要目标———追随魁奈的榜样———是要设计一个新的经济表，

将资产阶级社会表明的 “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 概括为 “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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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即 “几个巨大的、 职能上确定的、 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３９８）。 因此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的这些评论， 同样也适用于 《资本论》 第二卷

中的再生产图式。 这些图式的目的同样也是将 “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

程” （这时流通仅仅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形式）； 同时不仅将 “收入的起源、 资本和收

入之间的交换”， 而且将 “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 以及 “消费者与生产者之

间的流通”， 包含在这个再生产过程当中。 （马克思， １９７５ｃ： ３６６） 区别仅仅在于， 马

克思的科学任务， 要比魁奈的更加复杂、 困难得多！ 首先， 对于魁奈来说， 价值与使

用价值是完全一致的，① 因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他

来说是不存在的。 其次， 魁奈所考察的仅仅是简单再生产。 因此，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

式就不仅要表明社会年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 （ ｃ ＋ ｖ ＋ ｓ） 是如何相互补偿的， 而且

要表明已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如何被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而

这种扩大再生产自然是以价值各组成部分之间正常的相互交换和在市场上的实现为前

提的。 在这个意义上， 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 可以被看作所谓实现问题的一种 （暂时

的） 解决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 对于实现问题， 出现过三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要追溯到 Ｊ 穆勒、 Ｄ 李嘉图和 Ｊ Ｂ 萨伊。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可

以通过将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 可他

们又天真地将简单商品生产归于简单的产品交换。 他们说， 由于任何一个生产行为都

创造出它自身的需求， 由于分析到最后总会发现与产品相交换的也是产品， 因此， 在

买者与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 “玄妙的平衡”。 因此， 只要各种商品的生产量适当， 符合

正确的比例， 到头来全部商品都能在市场上找到归宿。 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 实现

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它事实上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比例性的问题。

与古典学派属于同一时代的批评者西斯蒙第的观点则大为不同。 西斯蒙第是感觉

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殊历史性质的第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因此， 他不是将出现

在市场上的商品仅仅看作 “产品”， 而是看成资本的产品。 他认为， 资本的所有者之所

以能在生产中获得增加的价值， 不是 “由于他的企业的产品获得了比生产成本更大的

收益， 而是由于他没有支付全部生产成本， 由于他没有为工人的劳动支付足够的工

资”② （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１９７０： ９２）。 而恰恰是这部分增加的价值， 这部分 “剩余产品”，

０３

①

②

重农主义者的 “表述方式必然决定于他们对价值性质的一般看法， 按照他们的理解， 价值不是人的活动

（劳动） 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 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 （马
克思， １９７５ｃ： １９）。
参见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 第 ６８ 页。 但其中这句话完全译错了， 整个句

子也因此而完全说不通， 我们这里是根据英文重译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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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资本积累的源泉。 但是， 在生产它的工人们只能买回相当于他们的劳动工资

的那一部分产品， 资本家自己又不将剩余产品全部消费掉， 因为它的一部分要转化

为资本的情况下， 这些剩余产品又如何能卖掉呢？ 西斯蒙第将此视为无法克服的困

难。 他认为， 最终的分析表明， 剩余产品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除非把它们卖到外

国去。

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 它可以被看作是对李嘉图理论和西斯蒙

第理论的一个独特的综合。 马克思毫不否认剩余价值的实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为

棘手的问题之一。 然而， 他彻底否定了西斯蒙第对实现可能性的怀疑。 按照马克思的

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在事实上的确创造出自己的市场， 在此意义上， 它也就 “解决”

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 它解决这个问题， 并不是将问题完全消除， 而是 “创造这些

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 即 “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 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

动场所”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５２６）。 ［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还写道： “一般说来， 这就

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１２２）］① 因此，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发展过程中， 在它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不断扩大中， 实现问题才能获得辩证的

解决。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既不是 “不可能的” （如西斯蒙第所

说）， 也不能是 “无限制的” （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说），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

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再生产出它的内在矛盾， 直至资本主义发展的 “螺旋” （借用西斯

蒙第的比喻） 到达它的尽头为止。

如果我们想要对半个世纪以来关于 《资本论》 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争论所具有的

广泛内容和重大意义进行评价， 我们就必须记住前面谈到的关于实现问题的辩证法。

第 ２ 节　 俄国 “民粹派” 与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之间的讨论

十分奇怪的是， 有近 ２０ 年的时间， 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 并未注意到

《资本论》 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 唯一对此有所涉及的是考茨基， 但他也仅仅在 １８８５

年对 《资本论》 第二卷的评论中用了两行文字谈到它们。 他写道： “最后， 剩余价值的

１３

① 参见 《资本论》 第三卷， 第 ２７８ 页： “资本主义生产总数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 但是它用来克

服这些限制的手段， 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这段话是针对利润率下降

和资本贬值而说的。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 “活生生的矛盾” 这一概念， 其意义正在于此。 见 《草稿》 （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 ４６ 卷）。 又见 《马克思 １８６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致施韦泽的信》， 载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英文

版， １９７５， 第 １４２ ～ １４９ 页 （该信在 《论普鲁东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中， 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版第 １６ 卷， 第 ２８ ～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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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生产过程的扩大， 引起了更加复杂的情况。”① 这就是在此 ２０ 年中关于再生产图

式所说的一切。 只是到了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德译本出版之后， 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们才注意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并首先在希法亭的 《金融资本》

（１９０９） 一书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这种奇怪的情况似乎并不难解释。 在当时中欧和西欧的条件下， 没有什么特殊的

社会原因促使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去讨论 《资本论》 第二卷第三篇的内容， 致使这一

卷长期湮没无闻。

但在俄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资本论》 第二卷的出版， 恰逢那里正在开展关于俄

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的争论， 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全力以赴地参加

了这个争论。 争论的双方都利用 《资本记》 第二卷中的分析， 试图找到解决这个对他

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途径——— “民粹派” 否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

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② 于是， 马克思的这些分析的重大理论意义最先

在俄国显示出来。

１ 恩格斯与丹尼尔逊的辩论

在 “民粹派” 理论家中， 最著名的是 《资本论》 俄文版的翻译者 Ｎ 丹尼尔逊，

他在马克思去世后一直同恩格斯保持着通文联系。

在 １８８７ 年 ２ 月 ３ 日的信中， 丹尼尔逊告诉恩格斯说他想写一本书， “用作者 （即

马克思） 的理论， 向读者阐明我们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 （Ｍａｒｘ Ｋ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１９４７： １０６）。 恩格斯自然同意丹尼尔逊的计划， 并强调指出， “表明如何将作者的理论

应用于你们的条件” 是十分重要的。 （Ｍａｒｘ Ｋ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１９４７： １０７） 丹尼尔逊为写

此书工作了 ４ 年。 而 ４ 年之后， 当他和恩格斯开始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时， 二者在理论

前提上的差别程度便立即显示出来了。

１８９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丹尼尔逊写道： “在上封信中， 我想向你表明俄国人对于 ‘为

各工业阶级创造国内市场’ 的看法。 我想说明乡村附属商业的解体从而制造业与农业

的分离是如何发生的， 而这又是为了证明， ‘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 才能使一个国

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８１６）

我想请您注意我们的特殊条件。 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已

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进入世界市场的。 ……结果， 一方面， 我国的农民日益贫穷；

另一方面， 工业部门虽然日益集中， 技术上日益先进， 却完全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波

２３

①
②

根据罗莎·卢森堡的引文。
在此我们只能粗略地涉及这场争论； 但我们建议读者参考卢森堡在 《资本积累》 一书中对此所做的精彩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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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也就是依赖于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程度。” （Ｍａｒｘ Ｋ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１９４７： １１９ － １２０）

可见， 这封信已经表明丹尼尔逊对资本主义能在俄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怀疑。 不

过他的怀疑主义实际上直到 １８９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信中才第一次明确地暴露出来。 他写

道： “我们将 ２０％ ～ ２５％的乡村人口从土地上 ‘解放’ 了出来。 这些农民现在到处

游荡寻找工作……他们能做什么？ 进工厂？ 可是谁都知道如今的工业所需要的工人

数量不断减少①……我们的国内市场达到完全饱和的状态又能吸收多少工人呢？ ‘工人

作为商品的买者， 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

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３５１） ……

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即我们的国内市场。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扩大它的外

部市场来解决作者 （即马克思） 所指出的矛盾的。 但是我们又如何躲避这个矛盾呢？

就像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不可能全部是为了本厂工人的消费一样， 一个资本主义

国家没有外国市场也是不可能的②。 正因如此， 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竭尽全力去占领其

竞争对手的市场， 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主义。” 但是俄国能获得外部市场吗？ “我们进

入世界领域的时候， 我们的竞争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已经到了满足于很低的利润

率的地步……因而看来我们的宝贝———资本主义， 虽然毁掉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基础，

却既无内部市场， 也无外部市场， 根本没有发展的坚实基础。” （Ｍａｒｘ Ｋ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１９４７： １２７ － １２９）

丹尼尔逊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 但是他错误的根源何在呢？ 他正确地指出了无论

个别资本主义工厂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 都不能 “买回” 他们劳动的产品，

他们只能购买相当于工资的 （不是 ｖ ＋ ｓ， 而只是 ｖ） 的那一部分产品。 他也正确地认识

到工资总额与工人们创造的价值产品是不成比例的， 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一个显著矛盾③。 然而， 我们却不能像他那样， 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 只要

积累在进行， 只要所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来雇用新增劳动力即工人， 则工人花

用他们的工资， 就会有利于前一生产期间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 当然， 新被雇

用的工人本身也将创造出一定的价值产品， 其规模也必然大于他们的工资总额， 从而

使前面的矛盾在新的、 更高的水平上不断地重新产生……然而， 对问题所做的这种辩

证分析， 与俄国 “民粹派” 的抽象和极端简化的 （ “直线的”） 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

而恩格斯是如何回复丹尼尔逊的来信呢？ 他是否也像 “民粹派” 的俄国反对者们

３３

①
②

③

丹尼尔逊忘记了， 马克思所说的是生产就业工人数量的相对减少， 而不是绝对减少。
丹尼尔逊在后来出版的 《大纲》 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他说： “就像一个工厂主的市场如果仅限于他自己

和他工人们的消费， 他作为资本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一样， 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有国内市场也是不

够的。”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２８６）
马克思也经常强调这一点， 正如在本章第 ６５ 页 （原文第 ４８７ 页） 上所引的那段话中所能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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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 否定问题本身的存在， 并宣称这不过是一个 “误解”？ 完全不是， 事实上， 他强

有力地指出，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资本无限的增殖欲望与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消费能

力的矛盾， 主要 （而不是仅仅！） 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张中， 在国内市场的形成

过程中得到解决的。 但是他在回信中也承认， 这是一个矛盾的痛苦的过程， 特别对于

俄国这样的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较晚， 又没有由其控制的重要国外市场的国家， 就

更是这样。 因为， 只要 “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 它的产品就只能满足国

内的消费。 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 它

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 同时在破坏这一市场。 它在建立国内市场时， 破坏着

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 但是， 没有家庭工业， 农民就无法 ‘生存’。 他们作为农民在遭

受破产。 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 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

前， 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 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 然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充

满着各种内在矛盾”， “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这

是这类矛盾之一。 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 这种状态在俄国

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 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

要出现得快一些”。 （他还补充说： “后边这些国家， 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

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 （Ｍａｒｘ Ｋ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１９４７： １３７ － １３８）①

在以后的一封信中， 恩格斯就他与丹尼尔逊的讨论总结道：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

意见： 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 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 由一个新的资

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 只能通过可怕

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 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 她不仅在战争中，

而且在 ‘和平的’ 经济发展时期中， 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 （中

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１９７６： ５５１）

２ 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分析的解释

与恩格斯不同， “民粹派” 的俄国反对者们锋芒毕露。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揭露 “民

粹派” 的理论错误。 在此过程中， 他们熟练地利用了马克思对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

分析。 然而， 正如罗莎·卢森堡中肯地指出的那样， 他们 “走得太远了”： “所讨论的

问题是资本主义———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 特别地说是俄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

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出肯定回答的同时， 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可以永远生

存下去的理论证明。”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３２５）

４３

①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６， 第 ５４１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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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著十分清楚地表明， 他们 （像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所做的那样） 仍然将马克思的抽象分析与资本主义现实混淆

在一起， 由此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出了绝不能被证明有理的结论。

甚至最有才华的、 最 “正统” 的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布尔加柯夫也不能例外①。

布尔加柯夫当然认识到了， 马克思的图式 “既不是考察产业循环， 也不是考察周期性

重复发生的危机， 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用来描述经济生活的实际过程。 不过问题在于它

们在理论上阐明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也将变成现实”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１６５）。

然而， 尽管如此， 布尔加柯夫还是像其他人一样， 认为这些图式已经对实现问题

做出了最后的和绝对的回答。 他写道， “市场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 已经由对两部类

（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 之间交换的分析解决了”； “这一分析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市场

在何处， 表明了那些代表已耗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各种资本的商品产品部分是如何

周转的； 最后， 还表明了工资的消费以及那些生产非消费品的企业的剩余价值的消费，

如何是可能的”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 ２８ － ２９）。

本书中另一段， 他又说： “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主要的困难在于说明， 尽管第

Ⅰ部类仅生产不变资本， 第Ⅱ部类仅生产可变资本， 但两个部类的扩大生产仍然是可

能的。 克服这一困难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第Ⅰ部类为它自己和第Ⅱ部类积累

不变资本， 而第Ⅱ部类则为它自己和第Ⅰ部类积累可变资本。 这样， 积累过程的困难

就归结为两部类之间将各自为对方积累的那些产品部分相互交换的问题。”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８ － ２９）

一切都似乎言之有理。 但事实上， 布尔加柯夫忽视了， 马克思的图式是在相当抽

象的层次上对实现问题做出解答的， 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解答。 除了这一缺陷，

他的表述很少有可指摘之处。 可是布尔加柯夫对此并不满足， 他走得更远。 由于在

《资本论》 第二卷的图式中， 仅仅两大部类本身相互依存， 无须来自其他方面的购买，

于是他便勾勒了一幅资本主义绝对地自我满足———不仅在图式的假设范围内， 而且在

现实当中———的荒诞图画。 他说： “资本主义生产仅仅通过自己的增长就创造一个不断

扩大的市场， 市场扩张的程度， 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 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的这

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４６）

但是为什么杜冈是正确的呢？ 据说仅仅是因为， 在马克思的图式中生产生产资料

的第Ⅰ部类， 从第一年起， 就形成了对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的 “独立的需求”， 第Ⅱ部

５３

① 我们这里没有提司徒卢威。 他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恩格斯写给丹尼尔逊的一

封信中受到了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６， 第 ５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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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也形成了类似的对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需求。 “这样，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阶段，

就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流通过程， 它完全不依赖于国外市场， 而是自我满足的， 能够通

过积累而自动增长的。”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１０）

在布尔加柯夫著作结尾部分的一章中， 他甚至用了许多话来宣称， “资本主义生产

的产品的唯一市场， 就是这个生产本身”， 因而 “扩大生产的唯一障碍， 就在于资本本

身和它增长的需要”。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３８、 ２５９）

我们看到， 尽管使用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布尔加柯夫最终却将与李嘉图、

麦克库洛赫和萨伊所阐发的和谐论理解没有本质差别的含义塞进了马克思的图式。 但

是， 他又怎么能将他的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关于 “有限的群众消费能力” 是 “现实危机

的最终原因” 的大量论述统一起来呢？ 或者说， 他又怎样解释有限的社会购买力对于

一般产品实现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影响呢？

布尔加柯夫认为他可以用下边的话对此做出回答。 他说： “消费， 人类需要的

满足， 在资本的流通中不过是一种附带的运动。 生产是由资本量而不是社会需要

的规模决定的。 因此， 生产的扩大并不必然伴随着消费的增长， 二者之间甚至存在着

对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力图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和资

本家的消费基金……显然， 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 主要是由于第Ⅰ部类即不变资本生

产的扩大， 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是由于第Ⅱ部类即直接消费品生产的扩大。” 布尔加柯夫

继续说： “充分地表明消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 仅仅这一点， 就告诉人们资

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存在于何处。” 于是， “资本主义生产， 即使在危机和利润动机的狭

小界限内， 也能不依赖消费而无限地扩大， 哪怕消费不断缩小， 也是这样”。 他断定：

“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为其偏离了它的实际目的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 它本身却不依赖

于消费。”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１６１ － １６２）

可以看到， 布尔加柯夫承认社会消费的意义表现在周期性复发的经济危机。 但是

他却否认这些问题与实现问题的联系。 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发展不

平衡的结果， 因而只被看作比例失调的危机。 他说： “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唯一基本

条件， 就是产业的不同部门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性。 如果这个条件具备， 生产的水平

就仅仅由资本积累的程度决定， 由其增长的需要决定。”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１５８） 马克

思关于危机所说的一切， 都被解释为这样的意思。

在布尔加柯夫的著作中， 国外市场问题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他对于 “资本主义

生产必须要有国外市场的荒谬教条” 断然地加以否定。 正如卢森堡指出的那样， 他的

主要论点是， 从西斯蒙第到 “民粹派” 的 “怀疑论者们”， “显然都把对外贸易看成一

个 ‘无底洞’， 国内创造的、 无法处置的资本主义生产剩余， 一掉进去便可无影无踪。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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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布尔加柯夫来说， 他成功地指出了， 外贸既不是一个洞， 当然也不是个无底洞， 而

是把双刃剑： 出口总要伴随着进口， 二者必须平衡。 因此， 把一样东西推出边界， 还

得买回另一样， 只不过是不同使用形式的交换而已。 ‘我们必须为那些在给定市场范围

内作为出口商品等价物的进口商品找到销路。 由于不可能事先假定存在着这样的销路，

因此求助于外部需求的做法只能引起新的困难。’”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３０９） 初看上去

布尔加柯夫的论点很令人信服， 他还可以引证 《资本论》 第二卷的著名的一段， 马克

思在那里宣称，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引入对外贸易完全不必要。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５２８ － ５２９）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 马克思是在 “基本

形式”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５１２ － ５１３） 上， 就是说， 是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对社会资本

的再生产进行研究， 在分析的这个阶段上引入对外贸易 “只能把问题搅乱， 而对问题

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５２８ － ５２９）。 但是， 正如

罗莎·卢森堡在反驳布尔加柯夫时所指出的， 一旦进入更为发展了的具体的关系当中，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实现的领域内所产生的不可能在 《资本论》 第二卷的图式中得

到处理的困难①， 却能够由于对外贸易而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得到缓解。

这样， 进口商品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过程之中， 因而 “使用形式的改变” 不过就

是出口商品价值的实现 （例如， 当英国工厂主们出口纺织品而进口棉花作为回报， 这

在这个范围内同时也就解决了他们的 “实现问题”， 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将所积累的剩

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扩大其工厂所必需的生产要素）。 另一方面， 布尔加柯夫自己也

承认， “若剩余能够出口并在国外市场上销售， 一两种商品内部的生产过剩就能得到克

服。 在这种情况下， 外贸是一种安全阀， 它可使任一特定国家避免局部的或全面的生

产过剩危机”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００ － ２０１） （这不过意味着这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找

到了实现自己商品剩余的途径）。 可见， 当我们涉及资本主义具体现实中某一特定国家

的个别生产部门的时候， 布尔加柯夫前面的论点就完全没有说服力了。

既然否定了实现问题与外贸之间具有任何理论上的联系， 布尔加柯夫就必然要构

造一种独特的外貌理论， 但这一理论正如卢森堡所说， 绝 “不是来自马克思， 而是来

自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 事实上， “在此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外贸。 如

果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 ‘封闭的循环’， 如果它像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

完全地 ‘自我满足’， 为自己创造出无限的市场并能自我刺激不断地扩大， 那么任何资

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也是封闭的， 也都是 ‘自我满足’ 的经济整体”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３０６）。

７３

① Ｒｏｍａｎ 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ｒａ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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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观点， “国外市场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

产机制本身， 而是根源于这种机制的外部”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１６０）， 这样的根源因而

仅仅具有 “历史的” 和 “地理的” 性质！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１８３） 例如， 英国必须弥

补其气候和土壤条件造成的某些不足之处。 但是， 这种理论却无法应用于那些地域广

大的大陆国家， 如美国和俄国， 因为它们能够生产一切或几乎一切， 无论是原料还是

食物本身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１７０ － １７３）。 这就能够说明布尔加柯夫为什么会持有与

“民粹派” 相反的观点， 预言俄国资本主义具有 “远大而光明的未来”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２５）， 并对俄国不久就能在市场上击败其竞争对手满怀希望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 １８９７：

２１８） ———对一个马克思理论的追随者来说， 这真是个奇怪的希望。 而布尔加柯夫还并

非是唯一沉湎于这种梦想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民粹派” 的另一个反对者， 俄国教授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

尽管他与布尔加柯夫相比不那么有天赋和创造性， 但他在两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他

的论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 （如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 的思想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罗莎·卢森堡曾指出这两位作者在态度上的差异， 她写道： “与布尔加柯夫一

样， 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也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分析出发； 这一分析为他在问题的

这个令人糊涂的迷宫中找到他的所在提供了钥匙。 但是区别在于， 布尔加柯夫是马克

思理论热情的应用者， 他只想忠实地追随马克思， 并将自己的结论都归于马克思； 而

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却认为马克思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他的关于再生产过程的精彩论

述。” 而在另一段中她说： “布尔加柯夫真诚地试图将马克思的图式应用于实际的、 具

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交换关系， 他竭力要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困难……

而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却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明， 他不大动脑筋。 对他来说， 既然得出

的算术比例令人满意并能够无限地继续下去， 那么这就证明了， 只要上面所说的比例

能够保证实现， 资本主义生产就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３１１、

３１５）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 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还喜欢把自己的论点推向极端， 并沉迷

于一些丝毫没有给他的分析增添科学价值的奇谈怪论。 但是， 他的第一本书的结论与

布尔加柯夫基本上并无二致① （Ｔｕ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像布尔加柯夫一样， 杜冈

也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的自我满足， 并断言它不依赖于社会消费， 也像布尔加

柯夫那样， 他否认争取国外市场的动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 最后， 他也将经

济危机仅仅归因于各产业部分之间的比例失调。 在所有这些方面， 这两位作者都可视

８３

① 笔者没有见到 １８９４ 年在俄国出版的 《资本积累》。 罗莎·卢森堡所用也是德译版， 德译版肯定在许多地

方与第一版不同， 因为这期间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已经变为公开的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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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 “新和谐主义” 倾向的先驱。 如果我们能发现二者在观

点上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一定更多的是由于强调的是不同的方面———不是由于杜冈说

了什么， 而是由于他说的方式不同。

他书中的几段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说， “所引的图式” （杜冈此处指的是被他

修正过的 《资本论》 第二卷的图式） “必然表明在它之中存在的简单公理， 即资本主

义生产为其自身创造市场。 只要社会生产能够扩大， 只要生产力能够满足这种要求，

并且， 只要社会生产能按比例地进行分工， 则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扩大。 因为， 在这

些条件下， 每件新生产出的商品都代表着用于获取其他商品的新出现的购买力” （Ｔｕ⁃

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２５）。 而 “只要生产的扩大没有实际的限制， 则我们就必须假

定市场的扩大也是没有限制的， 因为如果社会生产的结构是合乎比例的， 那么除了社

会所能支配的生产力以外， 就不存在市场扩大的任何其他障碍” （Ｔｕ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２３１）。

这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萨伊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图式。 但这还不是杜冈想

从图式中引申出来的全部东西。 他认为还可得出那个 “十分重要的结论： 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商品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是不依赖于社会消费总量的。 因为， 无论按 ‘常识’

看来多么荒谬， 在社会交易下降的同时， 对商品的社会总需求却可以增长。 社会资本

的积累导致了消费资料社会需求的减少， 但同时使社会商品总需求增加” （Ｔｕ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２５）。

这无疑与马克思的图式恰恰相反， 因为马克思的图式中积累的增进伴随着社会消

费的稳定增长。 为了论证自己的假设， 杜冈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在 《资本论》 第二卷图

式中没有加以考虑的因素， 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 他说： “技术的进步表现

为这样的事实， 就是劳动资料等相对于活劳动、 工人本身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与机

器相比， 工人退居一种陪衬的地位， 同时由工人的消费所导致的需求， 与对生产资料

的生产性消费所引起的需求相比，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可以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

活动呈现自为地存在的机制的特征， 人类的消费在此机制中不过表现为资本流通和再

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 （Ｔｕ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２７）

杜冈由所有这些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那不过就是 “机器取代活劳动， 生产资料

取代消费资料成为商品的市场”。 这样， “国民收入会减少而同时国民需求却会增加，

国民财富的增长可以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 尽管这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 （Ｔｕ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１９３）。

我们看到， 杜冈就是这样成功地使生产和社会消费完全分离开来。 难怪后来 （Ｔｕ⁃

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５） 他的这种幻觉使他为资本主义社会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 整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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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人阶级消失了， 只剩下一个工人， 他服务于众多的机器， 而这些机器又生产出新

的机器———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导致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不一致。 （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９３２）

关于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的 “热昏的马克思主义”， 以上这些就够了。 它与布尔加

柯夫说法的不同， 仅在于它表述方式的极端性， 而不在于其基础。① 不过， 杜冈和布尔

加柯夫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在对萨伊定律的评价上。 布尔加柯夫按照他的正统马克思

主义对萨伊持批判态度； 而杜冈则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萨伊的定理。 他写道： “至

于我， 我并不认为这一理论在任一细节上都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 我认为这一理论的

核心， 它的主要观点， 即只要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乎比例， 商品的供给就必然与需求相

适应， 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是无可争辩的。 在我看来， 任何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人都对

它缺乏理解！”② （Ｔｕｇａｎ － Ｂａ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０１： ２７）

然而， 必须承认， 杜冈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是比布尔加柯夫更加始终如一罢了。

因为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对马克思理论所做的 “和谐主义” 的解释， 从根本上说不

过就是古典学派的 “乐观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一种复活。 而这确实表明了，

孤立地、 断章取义地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会产生些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 ３ 节　 列宁的实现理论③

我们把布尔加柯夫和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视为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

新和谐主义倾向的先驱。 但是这种看法是否会使我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呢？ 众所周知，

这两位作者在同 “民粹派” 的争论中， 曾与年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结成同盟，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观点与他们是相同的。 这是否也意味着列宁也必须对用和谐

主义解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负责任？ 布尔加柯夫和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几年之后都脱

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 然而， 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由这

一理论拥护者的政治生涯所判定。 布尔加柯夫和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后来的思想发展

０４

①

②
③

希法亭写道： “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仅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形式， 而没有看到那些无论其历

史形式多么不同， 对所有生产都适用的自然条件， 因此形成了他的奇怪的观念， 即一种生产形式的存在

只是为了生产本身， 而消费则成了累赘的附属物。 如果说这是 ‘热昏’ 的理论， 那也是由于他使用了一

种 ‘方法’， 并且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因为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历史特殊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

义的特殊之处。 它是 ‘热昏’ 的马克思主义， 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一点使得杜冈的理论显得

既古怪又令人感兴趣。” （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 １９６８： ３５５）
从布尔加柯夫对杜冈第一本著作的批评中可以看出， 在那本书中杜冈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我们对列宁关于实现问题的论著给予特别的注意， 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具有无可争辩的理论意义， 而且

是由于它们的大段引用通常被附加在 《资本论》 的版本中， 显然是被当作马克思著作的一种官方注释。
这些做法始于 １９３０ 年， 列宁若活着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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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列宁后来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一样， 与此都没什么关系。

因此， 前面所说的 “困境”， 也许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严重。 我们应该记住， 经济

理论和社会学的理论都不可能在纯知识以太中存在， 而作为一个规则也履行着一定的

社会功能。 由此看来， 列宁与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的理论联盟， 并不显得那么奇怪。

那时，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坚决反对 “民粹派” 的思想意识看成他们的一个主

要任务， 因为 “民粹派” 否认俄国工人阶级特殊的历史作用， 并想把俄国的社会主义

运动拖回俄国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道路上去。 为了反对这一思想意识， 就必须

表明它赖以存在的理论假定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 当 “民粹派” 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剩余价值的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并用俄国资产阶级缺乏国外市场、 社会消费不断

缩减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危机来论证这一点时， 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便力

图证明在没有国外市场、 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是可能的， 因而

生产过剩危机的现象并不是来自实现的困难， 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政府状

态。 而对于 “纯粹的” 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假设的平衡条件的抽象分析，

则被认为能对此论点做出恰当的证明。 这样， “民粹派” 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过分地

估计了这种抽象分析适用的范围， 并且有时把它解释得与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意义并不

相符， 就很难令人吃惊了。

根据这种认识， 我们就不难理解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小册子 《我们的分歧》 第二版

中加进一段中肯评论。 他在这本书中既表明了与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的区别， 也表

明了他与列宁的区别。 他写道： “我绝不赞同那些征服了我们的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并且像瘟疫一样在 ９０ 年代流行的一般的市场理论和特别的危机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

再生产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危机只被解释为生产资料的不成比例。 这一理论的主要宣

传者是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 维尔纳·桑巴特因此就把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看成这一

所谓的新理论的创始人。 然而这一绝非新的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 Ｊ Ｂ 萨伊， 他在他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 除了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 列宁在他的

《再论实现问题》 （１８９９） 和 《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两部著作中也都宣扬了这一理

论。” （Ｋｏｗａｌｉｋ， １９６３）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显然是过分的， 其尖锐程度则只能归因于当时社会民主

党内的宗派斗争。 但是这一批评似乎包含着整理的成分， 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列宁关于

实现问题的最早期著作的话。 例如， 我们在列宁的第一本著作 《论所谓市场问题》 中

见到了这样的论述： “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 因为它也像分工一样能

够无止境地发展。” （列宁， １９５５ａ： ８５）

这是一个本身就适宜于一种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家们陈述的乐观主义前景的解释。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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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另一重要著作 《评经济浪漫主义》 中， 一些关于危机的断言同样也是成问题

的。 在那里， 他在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与西斯蒙第的争论中赞同李嘉图以至麦克库

洛赫。①

然而， 如果我们看到列宁后来的论著， 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那些著作， 我

们就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列宁与萨伊的观点基本相似的看法。 不过， 在这些著作中也有

一些片面的论点和夸张的表述， 对此我们这里要做些讨论。

列宁向 “民粹派” 指出， 他们对剩余价值实现可能性的疑问， 可以由马克思对社

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来做出解答。 这里列宁无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图式

中所表明的正是： 只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资本主义社

会就不仅能够更新它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而且还能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

来使它扩大。 列宁曾多次要他的 “民粹派” 论敌去看这些图式， 并进一步说道， “如果

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 即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内容， “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

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还说： “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原理， 全面地说明了

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 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 （列宁， １９５５ｂ： ３２、 ４７）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马克思的分析在原则上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做出了证明，

它是否能算作对实现问题的 “完整解释” 呢？ 事实上， 《资本论》 第二卷的分析有意

识地撇开了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等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决

定性因素， 而正是这些因素不断地破坏着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从而必然在社会产品的

实现过程中设置更大的障碍。

与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一样， 列宁认为可以用生产资料部门相对较快的增长来

回答这一异议。 因此他强调说： “马克思的实现论对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做出的

主要结论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 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 与其说是靠消费

品， 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 换句话说， 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 （列宁，

１９５５ｂ： ３３）

在另一场合， 列宁还说： “这种不适应现象 （正像马克思在他的公式中明确指出

的）， 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超过消费品的生产。” （列宁， １９５５ｃ： １４２）

但实际上， 马克思的图式根本没有表明这一点。 因为， 在 《资本论》 第二卷所举

的两个例子中， 第Ⅱ部类的发展速度与第Ⅰ部类完全一样 （这当然没有反映具体实际

的情况， 但这正是马克思所选数字例子的一个特点）。 因此， 《资本论》 第二卷的图式

并不能证明列宁的论点。 于是， 列宁也像在他之前的杜冈和布尔加柯夫那样， 不得不

２４

① 关于这个问题， 列宁后来显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见列宁对卢森堡 《资本积累》 一书所做的边页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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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资本论》 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过程分析与第三卷才阐明的资本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

联系起来。 他不断地指出那一事实： “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来看， 不变资本要比

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些。 ……因此， 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

部类增长得快些。 可见， 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 在某种程度上并 ‘不依赖’ 个人

的消费的增长。” 列宁接着又说： “看来， 生产的发展 （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 主

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 这真正是 ‘为生产而生产’，

生产扩大了， 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 但这种矛盾并不是教条， 而存在于实际生活

中。” 正是这种特征 “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 因为前者是

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后者是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 （列宁， １９５５ｂ： ３３ －

３５）。

这里引述的这些话似乎已经表明了列宁的实现理论的特点。 显然， 他在这个问

题上的看法是在俄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 在这一时期， 仍然是半封

建的俄国的工业化似乎事实上为生产资料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市场。 由此而论， 对于那

些处于产业革命阶段、 通常以人民大众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创造现代工业的基

础———交通体系和机械化农业———的国家来说， 列宁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 他强调上

述发展过程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从而能显示出他的深刻的历史现实感， 并证明了他要

比他的 “民粹派” 论敌要高明得多。 但是， 难道他将这个以特殊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假

说推而广之应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发展阶段也是正确的吗？ 十分清楚， 资本主义在确

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过程中， 必然要建成大量的工厂以及机器、 铁路、 港口等， 而这

就会在连续几十年的时间内为生产资料提供一个迅速扩大的市场。 然而， 或迟或早这

个工业化的基础阶段将会完成， 已经形成的工业设施则必须生产出供个人使用的物品。

那时群众的购买力的问题就要凸显出来并且无法回避， 除非你相信 “杜冈 － 巴拉诺夫

斯基先生的旋转木马”，① 也就是说， 相信他的 “机器为自己而生产” 的荒谬观点。

总之， 列宁力图将资本构成提高的规律塞进马克思再生产图式， 并认为该图式意

味着生产资料工业必然较快增长。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 再生产图式所假定

的实际上是两个部类的平行、 等速发展， 因而并不允许对它做出那样的解释， 现在我

们又看到， 列宁的论点只能适用于一个有限的时期， 即工业化的初期， 而不能被视为

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

但这不是可以向列宁对再生产图式的解释提出的唯一异议。 更使我们产生疑问的

还在于， 他将 《资本论》 第二卷中的抽象分析， 看成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的最终的和

３４

① 这是卢森堡用来表示杜冈的资本积累概念的特点的一个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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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论述， 并因此不想承认第三卷对此所做的扩充和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这

种观点， 特别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存在某种错误的 “正统” 式的理解， 他遇

到了一些对他来说相当严重的理论难题。

从他对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作为一个修正主义者和萨

伊的追随者， 杜冈无法接受 《资本论》 第三卷中的许多论述， 因为这些论述与他对马

克思图式的和谐主义解释是相矛盾的。 特别是， 他反对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 “直接

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 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 后

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①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２７２）

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对这段话的解释大致是，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比例性……本

身并不能保证产品具有售出的可能性。 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 产品也可能找不到

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 人们都必定同意杜冈的这种解

释， 因为马克思的表述确实不允许任何别的解释。

然而列宁却否认这一点。 他回答说： “不， 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 认为这

几句话是对第 ２ 卷的实现论的某种修正， 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马克思在这里只

是证实他在 《资本论》 其他几处也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矛盾， 即无限扩大生

产的意图和必然的有限消费 （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的结果） 的矛盾。 自

然， 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并没有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 既然马克思

这段话指的是这个矛盾， 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再在他的话里寻找什么别的意思。”

（列宁， １９５５ｃ： ４３ － ４４）

那么问题就在于： 所谓 “别的意思” 又是什么呢？ 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社

会产品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性。 他把这个含义归因于 《资本

论》 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 不能得出的 “别的意思” 是否就是不同于这一含义的意

思呢？ 若是这样， 那么列宁的批判便失去了目标。 因为这样一条， 他就不仅不是在

批判杜冈对马克思实现理论的和谐主义解释 （即将其仅仅视为一种 “比例性理

论”）， 而且似乎是在肯定这种解释， 只不过试图在形式上做些 “进一步” 的修正。

因为在他看来， “ ‘社会消费能力’ 和 ‘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 决不是什么个别的、

独立的、 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 相反地， 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素之一。”

（列宁， １９５５ｃ： ４４）

就列宁对比例性概念的解释来说， 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即生产和消费之间

平衡的破坏或迟或早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的失调。 同时， 很清楚， 比例

４４

① 下划线是引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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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概念———再进一步想到由它引出的结论———必然包含着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

应。 然而， 绝不能因此而认为 “比例性” 的概念与 “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就是不

可相互分离的， 或者认为它们总是相互等同的。 因此， 例如， 马克思恰恰是从生

产部门的比例失调中引出了局部的危机， 而并不涉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① （马克

思， １９７４ａ： ５９５ － ５９６）。 列宁自己也曾在一篇批判司徒卢威的文章中写道： “马克思的

理论不仅没有复活替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相反地， 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

对这种辩护论。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 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甚至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

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匀称的情况下， 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

避免的。” （列宁， １９５５ｃ： ７１）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前面所说的杜冈对第三卷的解释就是正确的， 而这就又必须

承认，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社会产品的实现就不仅取决于 “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 而

且取决于 “社会的消费能力”， 并且这样就很难看出列宁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比例

性” 概念能有什么理论的前途。

而且， 列宁认为在引用的马克思 《资本论》 中那些段落仅仅 “表述” 了生产与消

费的矛盾， “没有更多的论述” 这个经常被他重复的论点， 更是不那么可信的 （列宁，

１９５５ｄ： １３３ － １３４； １９５５ｃ： ４３ － ４５）。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 这个矛盾起着关键的作用，

只不过是由于尚待我们探讨的方法论上的原因， 才没有进入 《资本论》 第二卷的考察

范围。

根据列宁的假定，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被归属于比例性的概念， 这无疑使他的理论

令人不舒服地与布尔加柯夫和杜冈的 “比例失调危机论” 相接近。 我们在他的著作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读到： “如果讲到实现的 ‘困难’， 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

等等， 就应当承认， 这些 ‘困难’ ……不仅是可能的， 并且是必然的。 这一种因各生

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 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 而且也在实现可变资

本和不变资本时都会经常发生； 不仅在实现消费品时， 而且也在实现生产资料时经常

发生。” （列宁， １９５５ｂ： ２６）

在另一处他说得更清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

坏而有时生产出过剩的产品 （危机） 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补充说： “一定的消费能

力是保持比例的要素之一。”） （列宁， １９５５ｃ： １４１） 这在本质上构成了比例失调危机

５４

① 参见 《剩余价值理论》 第三册， 第 ５９５ ～ ５９６ 页： “在整个这一分析中， 不言而喻的是： 不可否认，
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 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 所以， 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

发生……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之一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 或者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流动

资本的生产过剩。 ……可是我们这里谈的， 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 就是说， 不是以社会

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 ……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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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尽管他做了修改， 说生产部门的比例也取决于消费关系。

列宁对马克思实现理论的解释， 也说明了为什么他完全不赞同罗莎·卢森堡的

《资本积累》 （１９１２） 一书 （我们后面要专门讨论此书）。 因此，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他在

给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 《社会民主党人》 的发行人的信中写道： “罗莎的新著……读

过了。 胡说八道！ 歪曲马克思。 潘涅库克、 埃克什坦和奥·鲍威尔异口同声地谴

责这本书， 并用我在 １８９９ 年反对 “民粹派” 时说过的话来批判它， 这使我非常高

兴。 我准备在 《启蒙》 杂志第 ４ 期上写篇文章谈谈罗莎这本书。” （列宁， １９５５ｅ：

７６）

遗憾的是列宁没有写成他计划中的这篇文章。 不过， １９１５ 年在俄文 《格拉纳特百

科辞典》 上发表的他的那篇关于马克思的著名文章中， 我们发现了以下的书目说明：

“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 《资本积累》 （１９１３ 年柏

林版）。 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 奥托·鲍威尔的 《资本积

累》 （ 《新时代》 杂志第 ３１ 年卷 （１９１３ 年） 第 １ 册第 ８３１ 页和 ８６２ 页）。 埃克施泰在

《前进报》 （１９１３ 年） 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 《不莱梅市民报》 （１９１３ 年） 上发表的文

章。” （列宁， １９５５ｆ： ７１）

列宁的信口气异常尖刻， 这大部分是由当时布尔什维克与卢森堡领导的 “波兰和

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 （ＳＤＫＰＬ） 之间的派别争论造成的。 除此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

列宁评论完全赞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和埃克什坦对卢森堡的批判 （荷兰左派

潘涅库克的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分量）。 马克思主义的这位最激进的发言人与鲍威尔、 埃

克什坦之类的社会民主党 “新和谐主义” 倡导者之间在理论上达到了这种奇妙的一致，

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当然需要做出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记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若干年中， 列宁在

政治上与考茨基的 “中派” 比与卢森堡领导的德国 “左派” 更为一致。① 不过， 我们

感兴趣的不在于政治， 而在于列宁对待卢森堡那部著作的态度的理论背景。 在上面所

引的 １９１３ 年的那封信中， 列宁自己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背景。 他之所以采取了与奥地利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卢森堡时所采取的相同立场， 就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他 １８９９ 年批判

“民粹派” 时的论点是一致的； 并且， 他批判卢森堡的著作， 不仅是由于此书对马克思

的再生产图式做了错误的批判， 而且还由于此书在理论上的观念与列宁自己提出过的

实现理论的说法大相径庭。 显然， 他仍然坚持着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他与 “合法马克思主

６４

①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列宁在给亚·施略谱尼柯夫的信中写道： “罗莎·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 考茨基有

‘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 简言之， 奴颜婢膝———在党的多数派面前， 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 她

写得很对。” （列宁， １９５５ｅ： １５１ －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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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 们站在一起时所捍卫的说法。①

然而， 问题的方法论的一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当年轻的列宁论述实现问题的时

候， 他并不知道马克思的 《剩余价值理论》 和 《草稿》， 因此他还不具备足够的洞察

力来把握马克思经济著作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十分复杂的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按

照马克思的著述结构计划， 头两卷所分析的仅仅是 “资本一般”， 从而， 这两卷所获得

的结论尽管极其重要， 但是必须在以后的分析阶段， 即 “具体现实中的资本” 的分析

中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具体化。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可以

理解的。 因此列宁过分夸大了 《资本论》 第二卷第三篇的理论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

倾向于把它们看成马克思实现理论的 “最后一言”， 这并不奇怪。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

他力图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学究式地将这部分分析的结果与第三卷的很多段落协调起来，

第三卷中的那些段落明显地与第二卷相矛盾， 因而也是杜冈和 “民粹派” 非常乐于为

了各自的目的加以利用的② （杜冈利用它， 是为了通过将第二卷的 “真正的” 马克思

与第三卷的 “错误的” 马克思相比较， 来对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做出坚定的和谐主义

解释； “民粹派” 利用它， 则是为了能够不顾再生产图式的存在， 将西斯蒙第的消费不

足危机论强加于马克思）。 可是， 实际上第三卷的论述与第二卷的论述根本就不是矛盾

的 （在这一点上列宁肯定是正确的）。 不过，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阶段， 在

此阶段上， 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 “正常” 运行中的均衡条件问题， 而是对这

种均衡的必然干扰的原因问题。 也就是说， 分析危机和资本主义固有的趋于崩溃的趋

７４

①

②

在此， 我们应该指出， 列宁从未抨击过布尔加柯夫和杜冈观念的根本基础。 相反， 他反对他们的批评

者而为这些观点辩护， 甚至向他的读者们建议： “对没有机会阅读 《资本论》 第二卷的读者， 可向他们

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解说。” 诚然， 列宁时常批评杜冈， 但仅仅是

由于他对马克思的 “偏离”， 因为他声称在 《资本论》 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 但即便在做出这

种批判之后， 他仍然为杜冈、 布尔加柯夫和他自己辩护， 反驳司徒卢威对他们的批判 （司徒卢威指责他

们都从马克思的图式中引申出了 “生产和消费相互和谐” 的结论）。 他写道： “在我看来， 司徒卢威同上

述作家进行论战， 实质上与其说是由于意见分歧， 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

论的内容。 ……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同司徒卢威发生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著作家， 都没有从这一分

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 相反地， 他们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能不在

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 （列宁， １９５５ｃ： ５８ － ５９）
另一论据是列宁在批驳丹尼尔逊时所说的一句话。 丹尼尔逊曾利用 《资本论》 第二卷第十六章中由恩

格斯插入的一个马克思自己写下的注释 （ “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 （见 《资本论》 第二卷第 ３５１ ～
３５２ 页———译者注）， 作为他的观点的论据。 列宁就此写道： “在上面那段话之后， 注解中还写到： ‘但
是所有这些只属于下一篇的范围’， 即属于第 ３ 篇的范围。 而第 ３ 篇是讲什么呢？ 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

亚·斯密的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分析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 即分析产品的实

现。 总之， 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解 （完全是重复西斯蒙第的）， 我们的作者所引证的那个注解， ‘只是’ 属

于驳斥西斯蒙第 ‘那一篇’ 的范围， 因为 ‘那一篇’ 指出： 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 在分析实现时牵

涉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绝伦的……” （列宁， １９５５ｄ： １３４） 事实上， 如果列宁知道， 马克思所说的 “下一

篇”， 指的并不是第二卷的第三篇， 而是最初计划所设想的相当于后来的 《资本论》 第三卷的 “竞争部

分”， 他的全部评论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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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再生产图式和 《资本论》 第二卷中的分析， 本身绝不

能为实现问题提供 “完满的解释”， 而只有同马克思的危机与崩溃理论联系起来才能提

供这样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 似乎列宁的实现理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忽视了这一基本

事实①。

第 ４ 节　 希法亭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解释

我们看到， 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最先帮助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批判 “民粹派” 的 “怀疑主义”， 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

不可避免性。 但是在德国和奥地利情况就不同了： 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官方理论家们对

这一分析所做的解释， 是认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无限制地扩张下去， 不会受到由

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任何崩溃的威胁。

事实上，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希法亭便曾经试图从 《资本论》

第二卷的图式中读出任何实践上可能的东西！ 他不仅认为图式表明了只要社会总资本的

再生产正常进行， 两大部类， 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之间就必须

保持一定比例关系 （对图式， 这是明确的）， 而且认为， “只要这些比例能够保持， 资本主

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 便都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

（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 １９６８） （就好像比例性是生产不受干扰的唯一条件！）。 更有甚者， 希法亭继续

说道： “因此，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危机的根源必定在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群众消费不足。 也

不能从图式本身得出结论说， 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图式所表明的， 正是在

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扩大生产都是可能的。” （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 １９６８）

就最后一点来说， 希法亭当然是对的： 由图式 “本身” 当然不能论证存在着生产

过剩的可能性， 因为图式所考察的事实上仅仅是正常的、 不受干扰的再生产过程。 然

而图式却也并不能证明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 很难说援引这些图式能达到

怎样的目的， 很难说从它们之中能引出什么有关资本主义现实的结论。

希法亭自然不会否认生产过剩、 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等经验事实， 或者否认这些事实

作为危机的要素所起的作用。 他对图式 “本身” 的考察是别有所图的： 他最终是要证明，

只有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才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他的

比例失调危机论， 以及他对任何崩溃理论的否定， 都是相当首尾一贯地由此而来的。

让我们来较深入地看看希法亭是如何为这一观点提供根据的。 在他的著作中论述

８４

① 作者在写完这一章之后才读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保罗·马蒂克的令人感兴趣的文章 《造反派和投降派》，
这篇文章已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宁的实现理论做出了如本文所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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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那一部分开头， 他说： “一般的 ‘商品生产过剩’ 这种说法， 与 ‘消费不足’

这个说法一样没有表达什么东西。 严格地理解， 人们只能在生理学意义上谈论消费不

足， 但它在经济学中毫无意义， 因为在经济学中消费不足仅仅意味着社会消费得少于

它生产了的①。 但是， 如果生产是按照正确的比例进行的， 人们恐怕就很难看到这种消

费不足怎么会是可能的， 因为， 总产值等于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 （ ｃ ＋

ｖ ＋ ｓ）， 其中 ｖ 和 ｓ 是必须用于消费的， 而耗费的不变资本则必须得到补偿。 因此， 生

产是可以无限扩大的， 永远不会导致商品生产过剩也就是说， 不会导致所生产的商品

（在此处的上下文中， 就问题本身而论， 就是所生产的使用价值、 物品） 多于所能消费

的商品的情况。” （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 １９６８）

这实在是一个奇谈怪论。 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所写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力图说明，

正是这种周期性发生的生产过剩构成了 “危机的基本现象”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６０３），

而这种生产过剩的 “最根本的原因， 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马克

思， １９７２ｃ： ５４８）。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尽管这种理论能够应用于冷酷的现实世界， 却

不能应用于图式的 “自为的世界”， 结果是 “生产过剩” 或 “生产不足” 的说法在政

治经济学中也都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这就是因为， 那个假设的社会———希法亭 “在此处的上下文中” 用它来

代替现实社会———一般说来是绝不会生产出过多的使用价值和物品的， 它有能力通过

实行更合比例的生产分工， 来消除任何消费品的短缺！ “消费不足” 的概念对于这样的

社会来说当然只有 “生理学的意义”。 但是， 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生理学， 而是经济，

并且， 不仅是一般的经济， 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 这就是说， 不是 “假想” 的社会，

而是阶级社会， “在这种社会状态中， 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只限于获得 ‘必需

品’， 因此， 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 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

消费之外”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６０３） （这句话所指的， 除了生产者 “消费不足” 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另外， 在这个社会中， 统治阶级 （与过去各时代的统治阶级不

同）， 也必须使其消费服从于赢利的动机， 也就是履行剩余生产的生产者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ｃ： ２９３） 的职能。 正因为如此， 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在这种社会中是必然要发

生的， 即使各生产部门之间保持着最完全的比例性， 也是如此。 把这种危机改称为

“比例失调危机”， 或者把商品的生产过剩等同于 “物品” 的生产过剩， 是不可能取得

９４

① “生产过剩” 和 “消费不足” 概念的不合逻辑， 并未妨碍恩格斯得出以下的结论： “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

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

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 （ 《１８７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致拉普罗夫的信》，
载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任何理论成果的。

在我们看来， 希法亭的危机理论不过是李嘉图学派对生产过剩危机理论进行的批

评的翻版①， 但现在让我们暂且将它放在一边。 我们关心的是希法亭的如下命题， 即

“如图式所表明的”， “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扩大”。 他是如何论证这一命题的呢？

他不过是向我们描述了一番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在此图式中， 不仅 “耗费的不

变资本要素得到补偿”， 而且 “ｖ 和 ｓ 都被消费掉了” ———也就是说， 这时不可能谈什

么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也许这是希法亭的一个笔误？ 也许他实际上要说的是扩大再生产图式， 并仅仅是

忘记提到 ｓ 的消费不仅包括个人消费， 而且包括生产消费？ 在马克思的图式中， ｓ 的消

费肯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然而， 问题在于， 所引用的图式中的再生产能够无限

地进行下去， 并不意味着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就 “能够无限地扩大”。 希法亭所忽略的

事实是， 《资本论》 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 是有意没有考虑技术进步， 也就是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以及剩余价值提高等因素， 而如果将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引入， 就会完全

推翻这些图式！ 这就是以令人信服的证明， 将抽象的图式与资本主义现实相混淆， 特

别是像希法亭那样试图以图式为基础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观念 “绝不是一个合

理的观念”，② 必然会导致非常荒谬的结论。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仅仅是一个分析工具，

因而是不能用于这样的目的的。 现在， 作为同希法亭的比例失调危机论的一种比较，

让我们来引用一些马克思自己对危机问题的论述， 这些论述所考察的正是生产与消费

的对立。

因此在 《剩余价值理论》 第二册中， 马克思在关于危机的一章中反对李嘉图的观

０５

①

②

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危机理论的时候说道：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 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

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 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 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

生产过剩 （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 相反， 应当说， 在这个意义上， 在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 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李嘉图认

为， 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 资产阶级生产

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６０２） 而且， “李
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 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

的区别……的生产方式， 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 在这种生产中， 社会好象按照计划， 根据为满足社会的

各种需要所必需的限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 ……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

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 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 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

符， 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 ……如果互

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 （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 的同样的能力， 也就不会有

生产过剩。 因此， 如果发生生产过剩， 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６０４、
６０７ － ６０８）。 清楚的是希法亭的理论在其基本点上与李嘉图的理论是多么一致。
我们这里指的是希法亭著作的最后一章， 他在其中讨论了正在临近的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崩溃： “那
将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 而不是经济的崩溃。 经济的崩溃绝不是一个合理的观念”。 （Ｈｉｌｆｅｒｄｉｎｇ， １９６８：
４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
第 ５ 卷

点而写道： “李嘉图没有看到， 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 工人的需求是不够的， 因为利润

之所以存在， 正是由于工人所能提出的需求小于他们的产品的价值， 而相对来说， 这

种需求越小， 利润就越大。” 长期地看， “资本家彼此提出的需求同样是不够的。 ……

生产过剩的起因恰恰在于： 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 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

的平均数量， 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 （马克

思， １９７４ｂ： ５３５）。 而这是因为， 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

“ （１） 生产者的最大部分 （工人）， 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 即劳

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 （买者）；

（２） 生产者的最大部分， 即工人， 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其等价物时， 即在

他们生产剩余价值， 或者说， 剩余产品时， 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 他们始终必须是

剩余生产者， 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才能在自己的这些需

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５９４）

在 《剩余价值理论》 的另一段中我们读到： “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

生产， 它一方面适应人口的自然增长， 另一方面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

内在基础。 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 是资本本身， 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

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 而决不是消费。 消费早就被破坏了， 因为， 一

方面， 人口的最大部分， 即工人人口， 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 另

一方面，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劳动需求， 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 但相对地说却

在减少。”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５６２）

最后， 在 《剩余价值理论》 的同一部分里： “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 那它是

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也就是按照一定量资本

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 进行生产， 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

需要的现有界限。 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 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

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 另一方面， 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

而且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必须限制需要的品均水平。”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ｂ：

６１０ － ６１１）

在同一个意义上，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的一份手稿中还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的矛盾： 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 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

劳动力———的卖者， 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还有一个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 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 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

到这个程度， 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 而且还能把它实现。 商品的出售， 商

品资本的实现， 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 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 而是受大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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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 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

制。”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３５１ － ３５２）

然而， 在第三卷的一段中， 马克思才最为明确地提出了上面所讨论的矛盾。 这一

段落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这就是：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 不是一回

事。 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 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 前者只受社会生

产力的限制， 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

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 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 而是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

为基础的消费力； 这种分配关系， 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

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 受到扩大资本

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结果， “生产力越发展， 它就越和消费关系

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２７２ － ２７３）。 在另一处， 马克思又说： “因为

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 而是生产利润， 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 是按

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 而不是相反， 所以， 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

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 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２８５ － ２８６） 这是因为： “实际情况却是， 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

的限制， 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 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

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它们

的有限的消费， 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好像只有社会的绝

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５４７ － ５４８）

以上的这些话 （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① 至少表明了， 虽然马克思本人反对传统

的 “消费不足论”， 但是他赋予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多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的结

果。 下面的这段引自 《资本论》 的话则表明了他在另一方面是如何反对所谓比例失

调危机论的： “如果说， 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 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

衡， 那么， 这仅仅是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 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

２５

① 例如， 可参阅 《剩余价值理论》 第三册第 １２８ 页： “在这里李嘉图把 ‘生产地’ 和 ‘有利润地’ 等同起

来，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只有 ‘有利润地’ 才是 ‘生产地’，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同绝对生产的区别，
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 为了 ‘生产地’ 进行生产， 必须这样生产， 即把大批生产者排除在对产品的

一部分需求之外； 必须在同这样一个阶级对抗中进行生产， 这个阶级的消费决不能同它的生产相比———
因为资本的利润正是由这个阶级的生产超过它的消费的余额构成的。” 另一处还说： “资产阶级的生产，
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 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 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
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 最隐秘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 ……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

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８６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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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其次， 这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

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 如果是生产过剩

只是相对地， 只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地生产方式，

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 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 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则是

绝对的。 否则， 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 怎么会没有需求呢； 为了在国内能支付

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 必须到国外、 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 这种事

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因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 资本主义的关系中， 剩余产品才具

有这样一种形式： 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

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 ……总之， 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

见 （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可以归结为： 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 不是一

般生产的限制， 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 但是， 这种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 使生产力绝对发展， 而这种发展和

资本在其中的运动、 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马克

思， １９７２ｃ： ２８６ － ２８７）

关于所谓的比例失调理论， 我们就谈这么多。

第 ５ 节　 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积累理论的批评

１ 历史和方法论背景

我们关于希法亭的讨论表明了德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利用第二卷中的再

生产图式的。 尽管这一理论看上去既是激进的又是 “正统的”， 但事实上它只能导致放

弃崩溃理论， 导致把危机仅仅看成比例失调这样一种庸俗经济学的解释。 这完全与杜

冈以及俄国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的精神相一致！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才能理

解罗莎·卢森堡的 《资本积累》 一书。 该书的中心命题———不考虑次要的和从属的内

容———正包含了对崩溃论的强调， 从而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核的强调， 这恰恰是与那

种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新和谐主义解释针锋相对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任务落到了卢森堡而不是列宁的身上？ 这要由俄国的和德国的

马克思主义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来加以解释。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

关心的理论问题是与 “民粹派” 的观点进行斗争， 证明还处在幼年的俄国资本主义

是有生命力的。 而罗莎·卢森堡则生活在和政治上活动在一个资本主义不仅达到了

其力量的巅峰， 而且已清楚地显示出其未来衰弱的迹象的国家， 并且， 她的论敌也

不是一些乌托邦式的农民社会主义派别， 而是一个强大的工人官僚体， 它在群众中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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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厚的基础， 尽管他们也讲 “马克思主义” 原则， 但却安稳地将自己置于现存的

社会秩序之中， 希望能在此范围内使其对社会和政治进步的要求得到满足。 因此，

本世纪初， 在俄国还有必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时候，

在德国， 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任务却恰恰相反： 他们给予首要地位的观念正是资本主

义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然崩溃。 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正是要完成后一项

理论任务。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同意卢森堡的独特的积累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 只

有借助所谓的 “第三者”， 即通过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交换①， 资本积累才能得到说

明， 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她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是正确的。 相反， 令人遗憾的是，

卢森堡只能在基本上错误地批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极端形式上捍卫崩溃的概念。 不

过， 在这里再来对这一批评进行重新考察已是不必要的卖弄了： 它的错误长期以来就

已被公认， 它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卢森堡在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中， 不自觉地还继续从简

单再生产的前提出发。 我们认为更重要、 更有教益的是考察一下导致她犯此错误的

原因。 我们认为亨利克·格劳斯曼的下述评论似乎不无道理， 他写道： “罗莎·卢森

堡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 她自觉地抵制和反对了新和谐主义们歪曲的企图， 坚持了

《资本论》 的基本思想， 并力图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绝对经济界

限， 来支持这一基本思想。” 但是， 她却不是 “在马克思的整个体系特别是在其资本

积累理论的上下联系当中来考察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而是不自觉地受到她想予

以反对的那些东西的影响， 就是说， 她也相信马克思的图式事实上承认了积累 ‘在

反复循环过程中是无限地———正如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由

于她认为 “无限积累的可能性实际上产生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 杜冈、 希法亭和

后来的奥托·鲍威尔等都是正确地从该图式中推导出了这种观点， 于是她就摒弃了

该图式， 以求拯救在 《资本论》 第一卷中形成的崩溃概念”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９６７： ２０、

２８０ － ２８２）。

在我们看来， 格劳斯曼已较深刻地解释了卢森堡的错误。 然而对此要补充的是，

卢森堡对再生产图式的错误理解， 看来还是由于她对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没有足够的

理解。 卢卡奇曾指出， 卢森堡是 “天才的辩证法家”② （Ｌｕｋａｃｓ， １９７１： １８２）， 这当然

是对的， 正因如此， 研究她的著作可以获得极大的理论上的满足。 尽管如此， 她却显

４５

①

②

当然， 感谢马克思在对积累过程的抽象分析中没有考虑所谓 “第三者” 以及其他各种对资本主义来说一

般是外在的因素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卢森堡的上述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 这也并不是像许多卢森

堡的反对者所十分错误地设想的那样， 在以后的分析阶段上这意味着 “第三者” 也必然总是处于考察范

围之外。 相反， 不考虑这些因素， 实际的资本积累过程就很难理解。
参阅 Ｌ 巴索的有趣论文 《罗莎·卢森堡： 辩证方法》 （Ｂａｓｓｏ， １９６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
第 ５ 卷

然低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所谓 “黑格尔遗产”①， 并因此而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著作的

真实结构。 我们已经指出她混淆了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 以及更为重要的 “资本一

般” 和 “现实资本”②， 这里不必赘述。 我们还知道， 她错误地将社会总资本与具

体地、 历史地存在着的资本混为一谈。 在她看来， 马克思的 “纯粹资本主义社会”

的概念， 仅在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时才是有用的， 一旦涉及资本主义

社会的整体， 特别是一旦涉及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 这一概念就全然没有意

义了。

换句话说， 罗莎·卢森堡也误解了马克思著作中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所起的作

用。 她不懂得， 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 以便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

而不受 “任何伴随情况的干扰”③ （从这个观点来看， 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历

史可能性的无休止争论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程序的方法论意图是明显的。 如果即

使在最严格的假定之下， 即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模式之中， 剩余价值的实现

和资本的积累都是 （在一定程度内） 可能的， 那么在理论上就无须去求助于诸如外贸、

第三者的存在或国家干预之类的外部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的模式完全经受得

起考验。 而由于罗莎·卢森堡忽略了这一事实， 她也就没能认识到 《资本论》 第二卷

中再生产分析的结果只具有暂时的性质， 也就是说， 它们需要以后面的更加具体的分

析阶段进行补充。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罗莎·卢森堡的方法论错误出现的同时， 她却很接近于正确

地理解了马克思图式背后的方法论假定。 她写道： “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定的前提表

明的只是积累运动的历史趋势和其最终的理论结果。 积累过程到处力求以简单经济取

代自然经济， 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简单商品经济， 在所有国家和所有生产部门中建立

起资本主义生产排它的、 普遍的统治。”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５０： ４１７）

在罗莎·卢森堡的 《反批判》 中， 她又写道： “马克思本人绝没有梦想他自己的数

５５

①

②
③

很可能是由于一时的情绪， 由于对她的批评者们的冒牌正统感到恼怒， 她在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于狱中写给

她的朋友台芬巴赫的信中说道： “这 （即表达的简洁性） 一般说来合我的口味， 正像在艺术和科学中那

样， 它只尊重那些简单的、 平和的和宽宏大量的东西， 它说明了， 例如， 具有黑格尔式烦琐装饰的著名

的 《资本论》 第一卷， 为什么现在使我感到厌憎 （从党的观点来看， 这该被判处五年监禁， 剥夺十年权

利）。”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５０： ８５） 然而， 这个评论也确实表明卢森堡有时忽视了在马克思的 “黑格尔风格”
背后隐藏的辩证内容。
Ｒｏｍａｎ 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ｒａ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 １８３
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 中指出： “因此，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 可以假定 ｛因为资本主

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 因为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 整个商品世界， 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

的一切领域， 都 （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 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 并

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 按照这个假定， 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 而生产

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 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 （马克思， １９７４ｃ：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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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当作某种证明， 证明一个仅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事实上是可能的。 马克

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内部机制， 确立了作为这一过程的基础的某些经济规律。 他

大致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发生了总资本即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积累， 则在社会生产的两

大部类之间， 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 就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当精确

的数量关系。 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和同时发生的资本进一步的积累———这是全部目的所

在———只有在上述关系得到保持的情况下， 从而在两大生产部类得以继续协调运行的

情况下， 才能无阻碍地进行下去。 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数字例子， 即一个由假设的数字

构成的模型， 以便清楚而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并用它来表明， 如果积累进行下去，

那么模型的个别项目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也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互适

应。”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７２： ６８ － ６９）

但如果这是正确的， 如果马克思的模型仅仅是一个说明在扩大着的资本主义经济

的纯粹形态下平衡条件的工具， 那么罗莎·卢森堡关于它表现了一种 “内容贫乏的抽

象” 的观点， 就是不能成立的了， 这种观点不过证明了她对马克思再生图式的批评在

方法论上也是缺乏基础的。

２ 再生产图式与技术进步

然而我们不想仅仅讨论卢森堡批评中存在的缺陷： 这一批判也有它的积极方面，

这些积极方面的大部分内容迄今还尚未被贬低她的人所提到。

这些积极的方面指的是： 她指出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 即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

图式并没有涉及所有那些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方式中的变化， 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

高，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以及积累率的提高。 而一旦引进这些变化， 平衡的条件就要

受到干扰， 也就不再能使用公式 ｃⅡ ＋ βｃⅡ ＝ ｖⅠ ＋ αⅠ ＋ βｖⅠ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的再生产图式为基础的数字例子， 该图式说

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Ⅰ　 ８４０ｃ ＋ ４２０ｖ ＋ ２１０α ＋ １４０βｃ ＋ ７０βｖ

Ⅱ　 ６００ｃ ＋ ３００ｖ ＋ １５０α ＋ １００βｃ ＋ ５０βｖ

与此相应的一般平衡公式是：

６００ｃⅡ ＋１００βｃⅡ ＝４２０ｖⅠ ＋２１０αⅠ ＋７０βｖⅠ

而一旦我们将每一部类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由 ２ ∶ １ 提高到 ３ ∶ １， 结果就变成：

Ⅰ　 ８４０ｃ ＋ ４２０ｖ ＋ ２１０α ＋ １５７ ５βｃ ＋ ５２ ５βｖ

Ⅱ　 ６００ｃ ＋ ３００ｖ ＋ １５０α ＋ １１２ ５βｃ ＋ ３７ ５βｖ

在此情况下， 第Ⅱ部类生产的商品便出现了剩余： 没有一个余项， 它就不再能将自己的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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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１１２５βｃ ＝７１２ ５ 价值单位与第Ⅰ部类的 ４２０ｖ ＋２１０α ＋５２ ５βｖ ＝６８２ ５ 单位相交换， 而是

有了数目达 ３０ 单位的无法处置的商品剩余。 这与下述事实相对应： 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时， 所需要的工人减少， 从而社会消费的扩大便不足以吸收第Ⅱ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

若剩余价值提高， 或者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份额大于以前的生产时期，

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干扰。 在这些情况下， 由技术进步造成的两部类交换关系的不合

比例， 就必定使它们以前的比例性遭到破坏， 这时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再像图示中所

设想的那样平稳地进展了。

于是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考察这伴随积累的前进所发生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变化， ……

马克思图式的基本关系就不可能不完全受到破坏。”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６３： ３３９） 她在这一点

上无疑是对的。 但是， 由再生产图式的这种 “失效” （如她所认为的）， 并不能得出积

累完全 “不可能” 的结论， 而只能认为， 生产力任何社会规模的革命， 必须破坏生产

各部门之间的给定平衡状态， 并通过所有各种危机和紊乱导致一种新的暂时的平衡。

因此， 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不过是对马克思图式有效范围的一种必要的限制———而这

些图式却是有意地限于考察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 从而也必然

不去涉及能够改变这些生产条件的各种因素。 但如果人们仍想引入由劳动生产率提高

造成的生产方式的种种变化， 那不过是将证明正常的再生产过程的各种假定条件， 如

何 “程度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 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５６８）。 而这是不属于 《资本论》 第二卷的研究任务的。

然而这是否就低估了 《资本论》 第二卷的分析的重要意义呢？ 完全不是。 很清楚，

马克思在纯粹资本主义平衡条件下构造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并没有被认为， 也不能够被

认为就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反映。 首先， 这一模式中不存在支配着资本主

义现实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其次， 它也没有涉及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不可分的生产

与消费之间的冲突。 因此，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以及

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只能在不断发生的困难和紊乱当中才能实现。 自然， 这种平衡必

须至少在短时期内实现， 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运行。 而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

的再生产图式就绝不仅仅是一种抽象， 而且是经济现实的一部分的反映， 尽管这些图

式所假定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性仅具有暂时的性质， “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

不断的过程”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２８６）。

３ 对图式的新和谐主义的应用

构成马克思图式基础的扩大再生产平衡公式仅适用于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的积累。

这个事实导致一些作者进行了辛勤的数学工作， 以证明这个公式的 “失效” 不是来自

公式本身， 而是由于马克思加于这些图式的假定过于严格， 因此， 只要对这些假定做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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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修正， 就可以构造出一个扩大再生产的图式， 该图式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 也

会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呈现永久的平衡。 潜藏在所有这些尝试背后的是一种愿

望———尽管它最初的提议者并没有总是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想将资本的再生产和积

累描绘成一种自动和永恒的过程， 它不会遇到任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所产生

的障碍， 因而不会导致这一生产方式经济上的崩溃。

这种尝试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奥托·鲍威尔在批评罗莎·卢森堡时所提出的再

生产图式 （Ｂａｕｅｒ， １９１３）， 该图式的目的就是证明即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不受干扰

的积累进展也是可能的。 为此， 鲍威尔 （就像在他之前的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一样） 认

为必须放弃马克思图式的一个基本假定， 即假定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相互交换它

们各自产品的关系。 鲍威尔的做法是： 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技术变化， 从而导致

第Ⅱ部类的商品出现一个无法处置的余额的情况下， 让第Ⅱ部类每年将一笔相当于这个余

额价值的货币 “投资” 到第Ⅰ部类， 于是第Ⅰ部类就扩大其生产， 并在第二年购买第Ⅱ部类

实际的商品余额。 这样， 两部类要交换的产品价值就不会产生差异， 资本积累的永恒运

动不存在停顿的威胁，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都可以实现增长和积累。

这就是鲍威尔方法的要点。 很清楚， 他的数字例证仅仅在表面上是对马克思再生

产图式的进一步发展。 因为他未来也可以用下述方式来说明他所要论证的东西： 一个

工业联合企业建立了一个附属的工农业康采恩， 以便给该联合企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们

提供生活必需品。 该附属工厂在整个综合体的账目中可以算作 “第Ⅱ部类”。 该附属厂

有规则地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投资” 于主工厂， 并将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与来

自主工厂的机器相 “交换”。 然而， 这样的 “投资” 和 “交换” 具有纯粹虚构的性质，

很难看出这种计算方式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实际再生产过程能有什么帮助。①

那么， 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是否比马克思的图式更为 “现实” 呢？ 在现实资本主

义社会中， 某一特殊部类生产的剩余的某些部分， 是否就真的会不断转移投入其他生

产部门呢？ 我们是否就该因此将鲍威尔的分析程序看成对马克思程序的重大改进呢？

这显然正是波兰政治经济学家奥托·兰格和 Ｊ 考瓦里克的观点。 考瓦里克说道：

“关于某一部类的积累向另一部类转移的问题， 历史毫无意义地证明奥托·鲍威尔是正

确的， 因为在经济实践中， 资本是在物质形态和货币形态上进行转移的。” 因此， “社

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既可以用作生产资料， 又可以用于个人消费的目的”， 而这个事实

被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所证实， 在这些国家中 （考瓦里克此处援引了兰格） “积

８５

① 读者可以记起卢森堡对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 她认为在马克思图式中 “第Ⅱ部类的积累完全是由

第Ⅰ部类的积累规定和决定的”。 这种批评对马克思并不适用， 但对鲍威尔却是完全合适的， 在他的图式

中， 第Ⅱ部类显得仅仅是第Ⅰ部类的附加物， 仅仅为第Ⅰ部类的不断扩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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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最初发生在第Ⅱ部类， 积累的主要部分却投入第Ⅰ部类” （Ｋｏｗａｌｉｋ， １９６３： ２０８）。

在此我们可以无视考瓦里克天真的经验主义看法， 他似乎是相信纯理论问题———

可以通过查询 “社会主义国家” 的实践 （或者任何一种实践） 来加以解决。 对其论点

本身我们可以说的是： 就资本的物质形式交换而言， 考瓦里克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

实， 即那些既可以用作生产资料， 又可以用作消费资料的产品， 从一开始就被马克思

的图式排除了。 《资本论》 第二卷中就这个问题说道： “如果第Ⅱ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

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Ⅰ部类， 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Ⅰ

部类提供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消， 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 （生产资

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 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 不受干扰的考察， 那么应

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ａ： ５８９ － ５９０）

可见， 资本物质形态的变换并不能使我们克服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困难。 而构

成鲍威尔方法———无论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资本家们的日常实践———基础的资

本货币形态的变换， 也同样很少有什么补益。 因为这种变换从远古就有， 与技术变换

引起的那些变化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即使扩大再生产公式看上

去无法成立， 也就是说， 即使问题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造成的实现的困难问题，

也没有任何理由引入这种变换。 马克思之所以不是求助于奥托·鲍威尔所建议的资本

变换方式， 而是制定了具有两大部类之间如此复杂的数量关系的各种图式， 就是因为

他想利用这些图式表明，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律背反， 在社会层次上是如何能够被解

决并且是如何被解决的。 而要表明这些， 就必须将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各产业都

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生产部门， 它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各自所需的产品， 并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社会变换。

这就足以说明奥托·鲍威尔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了。 此处我们主

要关心的问题在于， 他是否能够用他的方法来证明他所想要证明的东西， 即资本无限

积累的可能性。① 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就是如果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假

定下构造扩大再生产的图式， 那么或早或迟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就必定会达到

９５

① 当然， 鲍威尔否认他的图式具有这样的目的。 他写道： “这一论述不能看成为资本主义辩护， 因为尽管辩

护士们想证明积累是没有限制的———消费者的能力自动地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 但我们却相反地揭示

了积累的界限。” （Ｂａｕｅｒ， １９１３： ８８７） 然而， 如果寻找一下这一 “积累的界限”， 就会发现他所说的不过

是 “积累自我洞察的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 他写道： “一国生产资本的增长本身总是受到可利用的劳动

人口的增长的限制。 因为可变资本绝不可能增长得比人口更快， 而不变资本虽然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
但快多少却要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 （Ｂａｕｅｒ， １９１３： ８７１ － ８７２） 可是，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如果

在资本的积累只会遇到 “可利用的劳动人口” 的限制， 而这种劳动人口在产业同期中又会经历暂时的繁

荣阶段， 那么这种积累就能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鲍威尔对于其理论的辩护性的否认， 也就不过只是一

种虔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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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现实的和毫无意义的过度膨胀。 奥托·鲍威尔做的正是这个： 为了表示资本有

机构成的提高， 他让社会的可变资本每年增长 ５％ ， 而让不变资本每年增长 １０％ 。 而这

种增长率的差别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在他的图式中， 新积累的资本有机构成要比过去

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得多 （此外， 由于鲍威尔假定剩余价值率是不变的， 他就必须

将剩余价值不断增大的部分用于积累）。

下面就是鲍威尔开头使用的图式。 为明白起见， 我们用布哈林的符号来表示。

　 　 　 　 　 ｃ　 　 　 　 　 　 ｖ　 　 　 　 　 　 ｓ　 　 　 　 　 　 　 α　 　 　 　 　 　 βｃβｖ

Ⅰ １２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０　 ＋ ３７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２５００ ＝ ２２００００

Ⅱ ８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０　 ＋ ３７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２５００ ＝ １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　 ＋ ７５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 ＝ ４０００００

在此图式中， 总平衡公式能够成立， 因为第Ⅱ部类的 ８００００ｃ ＋ １００００βｃ ＝ ９００００ 价值单

位， 能够与来自第Ⅰ部类的 ５００００ｖ ＋ ３７５００α ＋ ２５００βｖ ＝ ９００００ 价值单位相交换。

但是， 若资本家们想按照上面显示的比例将第一年获得的剩余价值投资到产生这些剩

余价值的同样的部类中去， 他们就会遇到麻烦， 因为这样第二年的各年产品价值便如下：

　 　 　 　 　 ｃ　 　 　 　 　 　 ｖ　 　 　 　 　 　 　 　 ｓ　 　 　 　 　 α　 　 　 　 　 βｃβｖ

Ⅰ １３００００　 ＋ 　 ５２５００　 ＋ ３９３７５　 ＋ １０５００　 ＋ 　 ２６２５ ＝ ２３５０００

Ⅱ　 ９００００　 ＋ 　 ５２５００　 ＋ ３９３７５　 ＋ １０５００　 ＋ 　 ２６２５ ＝ １９５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 １０５０００　 ＋ ７８７５０　 ＋ ２１０００　 ＋ 　 ５２５０ ＝ ４３００００

然而在这里， ９００００ｃ ＋ １０５００βｃ 等于 １００５００ 价值单位， 而第Ⅰ部类仅仅有 ５２５００ｖ ＋

３９３７５α ＋ ２６２５βｖ ＝ ９４５００ 价值单位需要转手。 这样， 第Ⅱ部类就将有一批无法处置的商

品剩余———这种剩余将会逐年增大， 并最终将导致产品处理的危机。

然而， 这在鲍威尔的图式中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他让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们将自己

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第Ⅰ部类， 而不再按照上面图表中的生产过程进行下去。

鲍威尔说， 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或者通过创办新的工厂生产生产资料， 或者通过购

买原有工厂的股份。 事实上， 根据鲍威尔的计算， 第Ⅱ部类的资本转移到第Ⅰ部类之

后， 第二年的生产过程必定是按照下面的价值组合进行的：

　 　 　 　 ｃ　 　 　 　 　 ｖ　 　 　 　 　 ｓ　 　 　 　 　 α　 　 　 　 　 βｃβｖ

Ⅰ １３４６６６　 ＋ 　 ５３６６７　 ＋ ３９７４０　 ＋ １１２４４　 ＋ 　 ２６８３ ＝ ２４２０００

Ⅱ　 ８５３３４　 ＋ 　 ５１３３３　 ＋ ３８０１０　 ＋ １０７５６　 ＋ 　 ２５６７ ＝ １８８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 　 １０５０００　 ＋ ７７７５０　 ＋ ２２０００　 ＋ 　 ５２５０ ＝ ４３０００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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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通过资本的转移建立起以上的数量关系， 那么总平衡公式便可以再一次得到应用，

因为 ８５３３４ｃⅡ ＋ １０７５６βｃⅡ ＝ ９６０９０， 同时 ５３６６７ｖⅠ ＋ ３９７４０αⅠ ＋ ２６８３βｖⅠ ＝ ９６０９０。 而

由于鲍威尔从这一点向下都允许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们每年将自己多余的剩余价值投入

第Ⅰ部类， 乍看起来这个数字例子似乎真是能够无限地推算下去的。

然而在现实中， 这不过就是杜冈所说的 “旋转木马”， 即为了生产机器而生产机

器。 不难预期， 在鲍威尔的图式中， 生产资料的生产机器迅速地增长， 而消费品的增

长得很慢。 众所周知， 奥托·鲍威尔的图式仅仅持续了 ４ 年， 可是， 亨里克·格劳斯

曼却不厌其烦地将此图式扩大到 ３５ 年。 在第 ２０ 年， 结果是两个部类总产品的价值组合

如下：

１２２２２５２ｃ ＋ ２５２６９１ｖ ＋ １１７８３２α ＋ １２２２２５βｃ ＋ １２６３４βｖ ＝ １７２７６３４

这些数字表明， 社会总产品增长到了 １７２７６３４， 而其中仅仅有 ３８３１５７ 是用于人类消费

的， 其他的 １３２２２７７ 则必然都作为不变资本重新投入生产！ 所有这些， 仅仅是为了确

保资本家们的商品处置不受干扰， 为了使鲍威尔图式运行的过程没有摩擦！

鲍威尔图式必然导致的这种没有社会消费相应增长的生产资料生产的畸形扩大，

肯定是与马克思理论的精神不相容的。 马克思曾指出： “不变资本的生产， 从来不是为

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 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

变资本。”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ｃ： ３４１）

将这段话与鲍威尔的图式相比较， 便足以看到该图式事实上在多大的程度上就相

当于与杜冈的 “旋转木马” 一样的东西。①

人们自然会反驳说， 鲍威尔生产图式中生产资料工业以极快的速度超过消费资料

工业， 只是由他们假定的第Ⅰ部类 １０％ 、 第Ⅱ部类 ５％ 的不现实的增长率造成的。 但

是， 如果非要构造一个反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尽管如此却又表明资本积累是一个没

有摩擦的过程的图式， 那么就必须让第Ⅰ部类增长得比第Ⅱ部类快， 因此， 即使两部

类增长率的差距比鲍威尔所假定的小， 最终也会得到同样荒谬的结论， 尽管所需的时

间较长。

事情还不仅如此。 从鲍威尔图式所计算的几年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 资本有机

构成的提高导致了利润率的递减。 在鲍威尔的例子中， 利润率在 ４ 年中已从 ３３ ３％ 降

到 ３０ ３％ ［ ｓ ∶ （ｃ ＋ ｖ）］。 这样， 格劳斯曼就很容易从数学上证明： 以鲍威尔的假定为

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将必然在第 ３５ 年崩溃， 因为剩余价值与所用资本的比率那时将下

１６

① 正如我们从考瓦里克的论文中所发现的， 鲍威尔的那篇包含上述图式的文章已在卢森堡著作的苏联版中

多次重印———显然是作为一种 “解毒药”。 例如， 在 １９３４ 年版的第 ３３９ ～ ３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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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这样的程度， 致使资本家不会再进行积累了！

在此， 我们应该记住， 鲍威尔的例子并未考虑被认为与有机构成提高相伴随

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 但是， 利润率的下降能被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抵消吗？

从我们对 《草稿》 的研究所得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马克思在那

里提及的事实是： 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 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不仅

劳动目的有酬部分缩短 （它必然缩短） ， 而且总的活劳动与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

动的比例也会下降。① 因此， 在鲍威尔的图式中， 最终必然还是出现利润率的递减，

并与此一起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即使他考虑到了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 结果

也是一样。

这在事实上表明了， 如果想用一个把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多地考虑

进去的模型来代替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 便马上遇到由资本本身的性质对资本足

以生产设置的障碍。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亨利克·格罗斯曼能利用鲍威尔的图式来证

明资本主义内在地有崩溃的趋势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 １９２９）。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把奥托·

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特性表示为它无意地对 “崩溃理论” 做出的贡献。

结　 论

我们的考察得出的是怎样的结论呢？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前面的论述做简短的总

结了。

从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显然是： 这些

图式绝不应被视为仅仅是一种 “半成品”， 视为马克思由于时间不够而不能 “完成”

的理论上的试验。 相反， 一切证据都表明， 马克思本人从未打算突破像在 《资本论》

第二卷中出现的那些再生产图式， 因此， 期望得到比它们实际上能够完成的更多的东

西，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多次强调指出， 马克思的图式所探讨的， 仅仅是不变资本的

生产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实现均衡的假设条件， 因而， 尽管它们是抽象的， 但仍表现了

“经济现实的一部分”。 当然， 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 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 是

“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 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

分” 而完成的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ｂ： ６８９ － ６９０），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 还有不时发生的

相对剩余劳动范围的扩大， 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但是不应忘记， 生产方式的这种不

断变化， “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 被 “积

２６

① Ｒｏｍａｎ Ｒｏｓｄｏｌｓｋｙ， １９７７，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ｒａ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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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表现为生产……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 所中断① （马克思， １９７２ｂ： ４９２ － ４９３、 ６９０）。

对于这样的 “间歇”， 《资本论》 第二卷再生产图式是有效的， 表明了通过生产资

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相互调整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从而也就表明

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然而，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没有必要将技术进步———它表现

为资本构成的提高———的因素引入 《资本论》 第二卷的分析的情况下得出。

那么， 马克思是否能够进一步在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假定下详尽阐述扩大再生产

的平衡条件呢？ 我想我们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 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托·鲍威

尔的不成功的求解尝试恰恰证明了这一观点。 因为， 一旦试图把技术进步引入再生产

图式， 再生产平衡的条件就变成了干扰平衡的条件， 而任何想要绕过这一障碍的图式，

都必然会变成一种毫无经济意义的 “数学练习”。 这个结论是不容否认的。 为此我们要

感谢罗莎·卢森堡。

我们的考察导致的第二个重要结果在于发现了 《资本论》 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仅

仅代表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分析的一个阶段 （尽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

因而它还需要由马克思的危机和崩溃理论来加以补充。 由此可知， 只有联系马克思理

论的全部内容， 才能理解这些图式 （这里再次证明， 整体的概念在方法论上是至关重

要的）。 事实上， 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对再生产平衡的干扰， 似乎首先仅仅证明了资本主

义生产的进程必然一再地导致危机， 并因而导致原有的暂时的平衡被一种新的也是暂

时的平衡代替。

而在现实中， 这种干扰所证明的东西不能更多， 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

恰恰通过这些干扰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 这些干扰加快了利润率的下

降， 而这些矛盾则会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再生产出来， 直到资本主义的螺旋式发

展最终达到它的尽头。 在这方面， 关于如何解释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表面上学术

型的争论， 必须认为是积极的和富于理论成果的， 不管这当中出现了哪些错误和

不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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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 第一册，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４。

［３４］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

［３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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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ＭＥＬＴ 及其决定： 对莫斯里和

“新解释” 的批判性评论∗
　①

孟　 捷∗∗ 　②

袁　 辉∗∗∗ 　③译

摘　 要　 在发表于 ２０１１ 年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的一篇文章中， 莫斯里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传统内， 讨论了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在本篇评论中，

笔者赞同莫斯里的某些重要观点， 同时也批评了他的某些见解。 这些批评一方面关注

由 “新解释” 定义的 ＭＥＬＴ （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 中所谓的循环论证， 另一方面考

察莫斯里的 ＭＥＬＴ 与资本积累的关系。 在莫斯里定义的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 ＭＥＬＴ 中，

忽略了内嵌于置盐信雄 － 弗利 － 科茨工作的理论传统， 后者从不同侧面指出了资本积

累或新投资的动机和实际规模在决定不可兑换信用货币价值时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 （ＭＥＬＴ） 　 “新解释” 　 货币价值　 资本积累

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莫斯里 （Ｍｏｓｅｌｅｙ， ２０１１） 发表在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

论》 上的关于劳动时间货币表现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ｉｍｅ， 以下简称 ＭＥＬＴ）

的决定的文章。 尽管笔者赞同莫斯利的某些重要观点， 但是仍然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

澄清和深入讨论。 第一个问题关注由 “新解释” （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定义的 ＭＥＬＴ

中所谓的循环论证； 第二个问题涉及莫斯里的劳动时间货币表现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

系。 笔者认为， 在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情况下， 莫斯里对 ＭＥＬＴ 的界定忽略了包含于

置盐信雄 －弗利 －科茨 （Ｏｋｉｓｈｉｏ － Ｆｏｌｅｙ － Ｋｏｔｚ， 简称 Ｆ⁃Ｏ⁃Ｋ） 工作中的理论传统。

考虑与 “新解释” ＭＥＬＴ 批判性评论有关的第一个问题。 “新解释” 定义的 ＭＥＬＴ

有一个共同特征， 即某一给定时期内存在的工作日数量实际上被假定正好等同于创造

价值的劳动时间。 换句话来说， 下文的方程 （２） 是无条件成立的。

α∗代表与简单平均劳动相对应的劳动的平均复杂程度， αｉ为生产商品 ｉ 所需的劳动

复杂程度， Øｉ ＝
αｉ

α∗。 Ｌｉ表示给定时间内生产商品 ｉ 的活劳动， 则
αｉ

α∗Ｌｉ 为生产商品 ｉ 的社

６６

①

②
③

译自 Ｊｉｅ Ｍｅｎｇ，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Ｍｏｓ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ｖｏｌ ４７ （２）， ｐｐ ３０９ － ３１６。
孟捷， 清华大学 《资本论》 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 教授。
袁辉，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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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必要劳动时间。 由于∑ØｉＬｉ ＝∑
αｉ

α∗Ｌｉ ＝∑Ｌｉ 始终成立， 我们有：

α∗ ＝
∑αｉＬｉ

∑Ｌｉ
（１）

假定方程 （１） 等于 １， 则：

∑αｉＬｉ ＝∑Ｌｉ （２）

方程 （２） 意味着经济体中生产的全部自然时间 ［方程 （２） 右边］ 是创造价值的

经济时间 ［方程 （２） 左边］ 的客观基础， 前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 并按照特殊的

αｉ转换成后者。 方程 （１） 的困难并不在于确定 α∗， 根据假设其等于 １， 而在于确

定 αｉ。

如果我们修改 α∗等于 １ 的假设， 则方程 （２） 变为一个不等式， 即：

∑αｉＬｉ ＜∑Ｌｉ （３）

不等式 （３） 意味着工作日的一部分不能实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方程 （２） 的假设隐含在 “新解释” 中， 并至少可以追溯至曼德尔 （Ｍａｎｄｅｌ） 在

为 《资本论》 所写的导言中， 他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正因为价值和价值生产最终指的是现有从事生产的社会总劳动力的分配和再

分配， 所以宏观经济总量是一个基本的经济现实， 基本的 “生活实际”。 如果 ５００

万个工人在一年内从事物质生产 ２０００ 小时， 那么全部价值产品就是 １００ 亿小时，

而不管每个个别商品的社会承认的价值是等于、 大于或者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

消耗的劳动时间数。 因此， 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

劳动， 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 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 对劳

动耗费的社会承认与实际劳动耗费之间的差异， 只是对个别商品来说才存在， 而

对商品总量来说是不存在的。 （Ｍａｎｄｅｌ， １９９２： ３９）①

曼德尔的观点， 特别是 “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

动， 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 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 从理论上来

看与他在讨论竞争中的价值转形问题时的看法相关。 对曼德尔来说， 这一情形不仅发

生在不同的产业部门， 而且在同一产业内部也是如此。 他写道：

７６

① 中文参见孟德尔 《资本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１０２ ～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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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 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所得小于平均利润， 归根结底与其

浪费社会劳动相对应， 所有这些现象意味着由它们的工人实际创造的部分价值或

剩余价值被市场上更有效率的企业占有了。 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创造了以包含其中

的劳动小时数表示的更少的价值或剩余价值。 （Ｍａｎｄｅｌ， １９９９： １０１）

撇开与上述引文相关的现有争论不谈①， 某一企业中被浪费的部分劳动能够转移到

同一部门内的另一企业的观点需要预先假定 “社会需要与生产完全一致” （Ｍａｎｄｅｌ，

１９７６： １０１）。 如果我们转向更为具体层面的分析， 如 ＭＥＬＴ， 这一假设是很难接受的。

笔者在早期著作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中指出， 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指向不平衡的

必然趋势， 如方程 （３） 所示， 它源自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 因此， “新解释”

的 ＭＥＬＴ 仅在下述假设条件下成立， 即抽象掉所有的生产与交换过程———通过它们经

济体中给定的工作日数量表现为价值， 同时也抽象掉相对狭义的 （由金融体系与货币

政策所决定） 货币价值决定过程 （Ｆｉ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总之， “新解释” 的 ＭＥＬＴ 最多

可以理解为内在不可观察联系的外部可观察效应的表现。

在 ２００５ 年的一篇文章中， 弗利讨论了相似的问题， 并试图将其与斯拉法主义者相

区别。 弗利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中 （如斯拉法主义者使用里昂惕夫投

入 －产出数据进行的研究）， 劳动被看成测量的劳动时间， 未调整雇员的劳动小时数。

这一做法在应用研究中是可接受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它扭曲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和

抽象社会劳动之间关系的完整论述”。 （Ｆｏｌｅｙ， ２００５： ３７） 他随后讨论了马克思对英国

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布雷和格雷的批评， 后者赞成用某种形式的劳动券取代货币。 在马

克思看来， 只有生产中的劳动立即被社会承认时， 劳动券才是可行的。 弗利接受了马

克思的观点， 并正确地总结如下： “没有脱离由货币媒介的全部商品交换过程来事先衡

量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社会必要劳动的一般方法。” （Ｆｏｌｅｙ， ２００５： ３８）

尽管如此， 在同一文章中， 弗利坚持能够找到某种事后估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经验方法。 为此， 他进一步讨论了衡量劳动时间的某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比如， 在加

总时使用技能和工资作为合适的权重等 （Ｆｏｌｅｙ， ２００５： ４０ － ４１）。 尽管这些尝试很有意

义， 但是弗利回避了最根本的要点， 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单由生产过程决定， 交换

过程同样重要。 区分由于实现问题多少劳动时间没有被承认是困难的， 如果并非不可

能的话， 而弗利没有提供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在 “新解释” 那里， 同时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 ＭＥＬＴ 定义。 第一种是如马克思

８６

① 伊藤诚写道： “我们无须限定拥有更好生产条件的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基础是同一产业内剥削的抽象

劳动……这一超额利润也有可能源自其他产业剥削的抽象劳动的转移， 就像平均利润的一部分。” 参见

Ｉｔｏｈ， Ｍ ，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８），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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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理论概念， 即作为 “工作日新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 （Ｍａｒｘ， １９９０： ４３５） 第

二种则是纯粹的经验比率， 即两个可计量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它被解释成前一个

理论概念的可观察效应。 “新解释” 真正主张的是后面的这个经验性定义。 让我们通过

公式来看看这两种定义的区别。 马克思的理论定义可以写为：

ＭＥＬＴ ＝ Ｒ
∑αｉＬｉ

“新解释” 对 ＭＥＬＴ 的定义则为

ＭＥＬＴ ＝ Ｒ
Ｌ ＝ ∑αｉＬｉ

Ｌ · Ｒ
∑αｉＬｉ

这里的 Ｒ 是以货币度量的增加值， Ｌ 是一个社会中可度量的活劳动时间量。 通过假定 Ｌ

＝ ∑αｉＬｉ ， 新解释得以将其定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定义， 即有

ＭＥＬＴ ＝ Ｒ
Ｌ ＝ Ｒ

∑αｉＬｉ

即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此时等于价值的货币表现。 如果 “新解释” 暗中采纳的假定不

成立， 其定义就将不同于马克思的定义， 即被还原为经验定义。

马克思对 ＭＥＬＴ 的理论定义包含特定的因果关系。 根据 《资本论》 第 １ 卷的假定，

价值或抽象劳动的货币表现是 １ 单位商品货币价值的倒数。 因此， 给定黄金的价值，

因果关系则表现为 ＭＥＬＴ 决定抽象劳动的货币价值。 然而， 在 “新解释” 的定义中，

也就是 ＭＥＬＴ ＝ Ｒ
Ｌ ， Ｒ 表示货币增加值， Ｌ 代表可度量的活劳动时间， 这里反映了不同

的因果关系， 即 Ｒ 决定 ＭＥＬＴ。 由于在 “新解释” 中， ＭＥＬＴ 被用来计算其他货币量的

劳动价值， 如劳动力价值 （利用 ＭＥＬＴ 把一个经济体中的工资总量转换成劳动力价

值）， 莫斯里 （Ｍｏｓｅｌｅｙ， ２０１１： ９７ － ９８） 批评他们的定义是 “循环论证”， 不能应用于

ＭＥＬＴ 的理论决定。

莫斯里的观点含蓄地指出了 “新解释” 经验比率与马克思理论概念的区别。 尽管

如此， 莫斯里并没有有意识地解释这一区别。 在笔者看来， “新解释” 比率中的分子和

分母可以看成光谱的两端———使劳动表现为价值的包含生产和交换的复杂过程。 “新解

释” 试图找到劳动和价值之间关系的简单近似值， 但是却将整个中间过程搁置一边。

相应的， 在活劳动与货币增加值之间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 这一比率仅仅向我们提供

了观察黑箱投入 （活劳动） 与产出 （增加值） 的便利， 而不能准确知道黑箱内部的情

形。 因此， 莫斯里的指责可能并不十分恰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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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对 “新解释” 做出上述批判性言论， 笔者依旧认为 ＭＥＬＴ 的经验比率是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 只要 “新解释” 能够恰当地解决衡量抽象劳动的计量难题。

笔者对 “新解释” 的态度与伊藤诚相近， 后者认为新解释的 ＭＥＬＴ “用途有限， 它仅

仅是一个方便的辅助性概念……应该始终建立在马克思广义的货币理论基础之上， 而

不是替代它” （Ｉｔｏｈ， ２００５： １９０）， 并且 “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释年度国民收入账

户时， 是一个实用的近似值”。 （Ｉｔｏｈ， ２００５： １８３）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个问题。 在文章中， 莫斯里试图将马克思在商品货币情形下的

ＭＥＬＴ 公式扩展至不可兑换信用货币。① 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下述基本方程：

ＭＥＬＴ ＝ １
Ｌｇ （４）

ＭＥＬＴｐ ＝
１
Ｌｇ[ ] ＭｐＶ

Ｌ[ ] （５）

方程 （４） 对应于商品货币情形。 Ｌｇ表示生产一单位黄金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 （ＳＮＬＴ）。 方程 （５） 适用于不可兑换法定货币或者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情形， 其中

Ｍｐ表示投入流通的纸币或信用货币数量， Ｖ 货币流通速度， Ｐ 以黄金表示的个别价格的

总和， Ｌ 经济体中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 根据莫斯里的观点， 给定时期内经济

体中存在一定数量的 Ｌ， 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 与此同

时， 存在着由外部因素或内生因素决定的流通中法币或信用货币的确定数量。 这两个

总量之间的比率决定了代表一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量， 即 ＭＥＬＴ （Ｍｏｓｅｌｅｙ，

２０１１： １０１）。

问题是， 在马克思那里， 第一个方程是抽象层面的表现， 只有一般商品生产， 资

本积累并没有考虑在内。 马克思本应该在更为具体的表现层面详细解释与资本积累相

关的 ＭＥＬＴ 的具体决定， 就像他在 《资本论》 第 ３ 卷定义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那样。 遗憾的是， 《资本论》 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沿着同一思路尝试提出与资本积累相联系

的货币理论的新维度。 在他们中间， 置盐信雄 （Ｏｋｉｓｈｉｏ， １９８８）、 弗利 （Ｆｏｌｅｙ，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６） 以及科茨 （Ｋｏｔｚ， １９９１） 最为重要。 他们贡献的共同点是试图引入信用作为资

本积累的必要前提， 或者认为信用货币的供给是由克服实现与积累矛盾的必然性内生

决定的。

三位作者的阐述存在一定区别。 弗利使用了更为复杂的资本循环模型， 其中所有

０７

① 萨罗斯 （Ｓａｒｏｓ， ２００７） 尝试提出了一个相似但较缺乏一般性的方法。 莫斯里 （２０１１） 将萨罗斯与他进行

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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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对应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会计程序。 与之相比， 置盐信雄应用了马克思传统的再生

产图式， 科茨与他类似， 这个方法更为简便， 结论更为有力。

这里是置盐信雄 （１９８８： ７） 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发展而来的方程， ｔ 为笔者

所加：①

（１ － α） Ｓｔ － １
ｉ ＋ ΔＣｔ

ｉ ＋ ΔＶｔ
ｉ， ｉ ＝ １， ２ （６）

Ｃ、 Ｖ、 Ｓ 分别表示以劳动价值衡量的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α 是剩余价

值中用于资本家消费的固定比例。 方程左边表示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被资本家有意储蓄

的部分， 右边则表示资本积累， 即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这一方程显示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基本矛盾。 一方面， 资本家不会在产品实

现之前进行投资或积累； 另一方面， 如果资本家不进行积累， 或者不购买新的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 产品就根本无法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

被转化为积累与实现的矛盾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 由这一矛盾就派生出信用之于积累的绝对

必要性。 只有当资本家们预期未来利润足够高时， 他们才会借助信用而不是已实现利

润进行投资。 正如置盐信雄所言：

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 没有新的需求 （ΔＶ１ ＋ ΔＣ１ ＋ ΔＶ２ ＋ ΔＣ２）， 利润

将无法完全实现。 而新的投资需求无法借助于由其自身实现的利润融资， 因此，

至少有部分新投资需要通过减少准备金或信用来融资。 （Ｏｋｉｓｈｉｏ， １９８８： １５）

在置盐的基础上可以回应马克思的下述问题。 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

产中， 资产阶级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 因此， 更多的

货币量从何而来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对马克思而言， 这个问题只是货币供给的来源

问题， 但在置盐的方程里， 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由信用货币支持的有效需求问题。 信

用货币是必需的， 已实现利润或资本并不足以为积累融资， 是新投资或积累帮助实现

了利润， 而新投资是靠信用货币实现的。

这样一来， 在方程 （６） 的基础上可以写出：

ｍｔ
ｉ ＝

ΔＣｔ
ｉ ＋ ΔＶｔ

ｉ

Ｍｉ
（７）

γｔ
ｉ ＝

ΔＣｔ
ｉ ＋ ΔＶｔ

ｉ

（１ － α）Ｓｔ－１
ｉ

（８）

其中 ｍ 表示货币的价值， 即由一单位货币代表的抽象劳动， Ｍ 表示为新投资或积累融

１７

① 科茨 （１９９１） 使用了类似的方程， 见科茨 （Ｋｏｔｚ， １９９１） 的方程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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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而产生的货币需求， γ 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比率。 方程 （６） 表达的是积累的均衡状

态， 而实际上这一均衡是经常被扰乱的， 从而 γ 一般不等于 １。 在 （７） 和 （８） 两式

中， 分子 Δ Ｃ ｔ
ｉ ＋ Δ Ｖｔ

ｉ 所对应的是实际可实现的剩余价值。

现在让我们回到 ＭＥＬＴ 的定义。 韩国学者柳东民 （Ｒｉｅｕ， ２００８） 认为， 新解释的

ＭＥＬＴ 可以被分解成两个变量， 价值的货币表现 （ＭＥＶ） 和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

（ＶＥＬＴ）。 在笔者看来， ＭＥＶ 和 ＶＥＬＴ 分别对应于方程 （７） 和 （８）， 其中方程 （７） 是

ＭＥＶ 的倒数。 尽管如此， 柳东民并没有意识到他对 ＭＥＬＴ 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得出了

一个理论概念， 与 “新解释” 的经验定义有很大差别。 法因等 （２００４） 曾批评 “新解

释” 构建其定义的方式， 认为它抽象了通过具体货币制度使价值表现为货币的过程。

笔者则认为 “新解释” 抽象了劳动表现为价值的过程。

在新解释的定义中， 根本的困难是如何确定 γ。 孟捷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０） 系统考察了

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确定性问题。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生

产模型。 与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过程不同， 这种社会生产过程的手段与目的并不直接彼

此相连， 它需要交换作为媒介。 由再生产图式概括的社会生产过程是人类与自然展开

变换的特定形式， 同时包含社会内部劳动的变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不确定性

源自生产手段仅仅在事后与目的相联系。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两个维度， 即生产及其实

现， 正是用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行为的不确定性特征的。 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

么至少在事前估计 ＭＥＬＴ 是不可能的。

考虑资本积累的影响， 笔者在理论上把 ＭＥＬＴ 的界定如下：

ＭＥＬＴｔ－１
ｉ ＝ γｔ

ｉ ×
１
ｍｔ

ｉ
＝

ΔＣｔ
ｉ ＋ ΔＶｔ

ｉ

（１ － α）Ｓｔ－１
ｉ

×
Ｍｔ

ｉ

ΔＣｔ
ｉ ＋ ΔＶｔ

ｉ
＝

Ｍｔ
ｉ

（１ － α）Ｓｔ－１
ｉ

（９）

这一定义的重要性在于以下几点。

（１） 不像 “新解释” 所言， ＭＥＬＴ 等于货币价值 ｍ 的倒数， 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中

的矛盾， （１ － α） Ｓｔ －１
ｉ 并不需要等于 Δ Ｃ ｔ

ｉ ＋ Δ Ｖｔ
ｉ 。 （１ － α） Ｓｔ －１

ｉ 与 Δ Ｃ ｔ
ｉ ＋ Δ Ｖｔ

ｉ 的不相等揭

示了并不是一定数量的劳动被表现为货币， 如莫斯里在他的定义中理解的那样， 而是

资本家的货币支出实现了生产出来的价值， 并在社会范围内重新配置了劳动。

（２） 由于中介 γ 的存在， “新解释” 引入的 ＭＥＬＴ 概念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在最后

的方程 （９） 中， 中介过程即剩余产品的实现省略了。 事实上， 分子 Ｍｔ
Δｃ ＋ Ｍｔ

Δｖ 应该与 Δ

Ｃ ｔ
ｉ ＋ Δ Ｖｔ

ｉ 相对应， 而不是 （１ － α） Ｓｔ －１
ｉ 。 也就是说， 价值的货币表现概念较之具体劳动

的货币表现在理论上更为精准。

（３） 除了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
Ｍｔ

Δｃ ＋ Ｍｔ
Δｖ

Δ Ｃ ｔ
ｉ ＋ Δ Ｖｔ

ｉ
之外， 我们还可以设想另一种货币表现，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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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货币总量与相应的 Ｃ、 Ｖ 和 Ｓｋ价值量的比率， 它们分别表示不变资本的补偿， 以及工

人和资本家的消费。 这两种货币表现很明显是不同的， 并且不一定相等。 如果我们进

一步假定为新投资融资的货币正好被用来购买新产品， 而为补偿不变资本而融资的货

币被用来购买老产品， 那么这两种货币表现的差别可以解释经常被观察到但是并未很

好认识的现象： 在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时期， 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价值的货币，

其一与旧经济相关， 其二与新经济相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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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
　①

克里斯蒂安·帕劳∗∗ 　②

王兴华 译　 任洲鸿　 刘　 刚 校∗∗∗ 　③

摘　 要　 本文是帕劳著作中的一部分章节， 由 Ｊｕｄｉｔｈ Ｗｈｉｔｅ 从法文原著中摘录翻

译， 作为著作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的第三章， 文章题目为这一章的

题目， 故本文没有摘要和关键字。 但是由于本文第一次深刻论述了跨国资本和全球化

条件下 “生产的碎片化”， 并把生产的全球化作为一个资本国际循环的新阶段进行研

究， 文章被视为 “全球资本主义学派” 的先驱性文献， 是生产全球化和产品内分工等

研究领域的名篇。 在本文中， 帕劳提出了资本形式演进的历史顺序： 商品资本循环是

国际化的第一个循环， 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 货币资本循环是第二个循环， 主要表现

为金融资本进入海外风险投资； 生产性资本循环是最近才出现的， 主要表现为 “二战”

结束后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增长。

“产业资本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 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 而且是

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①

———卡尔·马克思

一　跨国企业

金融资本的出现时间并不局限于 ２０ 世纪， 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同出现

７７

①

②

③

①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ｌｌｏｉｘ，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Ｈｕｇｏ Ｒａｄｉｃｅ， ｅｄ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Ｐｅｎｇｕｉｍ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５） ｐｐ ６７ － ９２ 原文摘译

自帕劳的法文版原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ｌｌｏｉｘ， “ Ｌｅｓ ｆｉｒｍｅｓ ｍｕｌ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ｒｏｃèｓ 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Ｊｕｄｉｔｈ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ｓｐéｒｏ， １９７３） ｐｐ １３７ － １６３———译者注

克里斯蒂安·帕劳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ａｌｌｏｉｘ）， 经济学家， 法国亚眠大学 （又名皮卡第儒勒 － 凡尔纳大学）
Ｃ Ｒ Ｉ Ｉ Ｓ Ｅ Ａ 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创办人， 研究领域涉及资本主义

经济、 世界国际化 － 全球化、 工资制度、 工业化、 阿尔及利亚经济、 银行信贷资金分析等。
王兴华，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任洲鸿，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刚，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

学院副教授。 感谢清华大学孟捷教授、 刘沆和孙小雨同学， 以及中央党校袁辉博士和四川大学李亚伟博士

为译文最后成稿提供的卓有成效的修改意见， 谨表谢忱。
《资本论》 第二卷第 ４ 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９） 本文关于马克思著作原文的

引用， 均采用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译本的译文， 但为保证内容和逻辑的连贯性， 具体

公式字符与帕劳原文中相同变量的字符保持一致。 例如， 帕劳原文中将商品表示为 “Ｃ”，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中相同内容的中文译文中用于表示商品的字符 “Ｗ”， 在本文中改为 “Ｃ”， 以便保持上下文的一致

性。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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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跨国公司也是在 １９ 世纪进入第一阶段的发展。 （１９ 世纪） 胜家、 国际收割机公司

和西屋电器等企业已经开始在沙皇俄国经营 （Ｐａｌｌｏｉｘ， １９７２； Ｗｉｌｋｉｎｓ， １９７０）， （２０ 世

纪） 吉列、 奥的斯、 派德药厂和福特已经在其母国之外的地区有工厂。 然而跨国公司

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 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早期， 诸如联合利华、 潘娜诺亚、 壳牌和美

孚等企业的发展以原材料和农产品价值上升为基础， 而 ２０ 世纪的企业则非常依赖于被

称作 “大量” 的商品生产。

例如， Ｌ Ｇ Ｆｒａｎｋｏ 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法国汽车产业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早期

才以福特经营 Ｔ 型车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尽管事实上在 ２０ 世纪初的时候， 拥有潘哈

德和布加迪等品牌的法国汽车工业在技术上已经非常先进。 事实上法国的汽车工业是

为精英而生产， 这是它没有扩张的原因。 而相比之下， 福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 “大量”

市场而生产 （Ｆｒａｎｋｏ， １９７２）。 福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重要的不是技术①， 而是产品

的 “适销” 质量， 福特已经能够使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淘汰的生产线在发展中国

家新建项目。 菲亚特已经明白， 其汽车在美国市场不能满足 “适销” 质量， 但是在社

会主义市场或者不发达经济体中 （如南斯拉夫、 西班牙） 可以。

跨国企业的发展方式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它们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 “适销”

质量②， 它们的商品特点是否适合大众消费。 利用附属公司可以占领那些能够为恢复产

品的 “适销” 质量提供类似条件的市场， 并且使之完成从产品向商品的转化， 而那些

以其他方式实现这种转化的市场则难以进入 （Ｆｒａｎｋｏ， １９７１）。

但是通过商品， 资本正在扩张。 跨国企业的策略 （在此情况下是市场策略）， 代表

着一种资本的自行增殖策略， 具体策略包含在资本的国际化中。

二　资本的国际化

产业内不同部门的国际化， 显著的是钢铁和机械业， 强调 “推力” 因素在跨

国企业形成中的重要性。 似乎跨国企业的出现仅仅是部门国际化进程的结果。 以

这种方式看， 把握跨国企业策略的某些因素———市场策略或者商业策略是可能的，

但是不能把握全部。 讨论资本国际化时必须考虑投资于特定产业分支的 “资本”

策略。

资本的国际化不在于企业的资本股份被不同的国家所持有这一事实， 这仅仅是国

际化的影响， 也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 不管这种转移是狭义上的资本投资 （Ｂｅｒｔｉｎ，

１９７２ａ、 １９７２ｂ） 还是按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ｙｍｅｒ 给出的广义定义 （Ｈｙｍｅｒ， １９７２： １）。

８７

①
②

我不同意 Ｌ Ｋａｒｐｉｋ （１９７２ａ； １９７２ｂ） 的 “大规模技术企业” （ｇｒｅ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 这与弗农 （Ｒ Ｖｅｒｎｏｎ） 的新产品 “国际生命周期”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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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两个层次的跨国企业资本国际化策略。

———社会资本循环内部的资本扩张策略。 这在范围上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

国际， 尽管资本循环越来越走向国际舞台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资本国际化的决定性

标准。

———资本不同部分的资本扩张策略。 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的分界线跨越国界。 同样，

在这里， 分界线的国际化延伸也不足以定义资本的国际化。

三　社会资本的循环和资本的国际化

国际投资的发展和中期和短期资本之间的转化， 以及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和国际

商业银行、 储蓄银行准备金的扩张， 这些都足以证明社会资本的循环越来越多地在世

界水平上运作。 对于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情况也类似。

但是社会资本循环范围的国际化不能与循环本身的运动中的资本的国际化相混淆。

（一） 社会资本循环范围的国际化

在社会资本循环的扩展公式中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６）①：

式中， Ⅰ是货币资本循环 （Ｍ…Ｍ′）； Ⅱ是生产资本循环 （Ｐ…Ｐ）； Ⅲ是商品资本

循环 （Ｃ′…Ｃ′）； 总流通过程 Ｔｃ 表述为商品资本循环的起始处 Ｃ′—Ｍ′—Ｃ′。

要注意的第一点是， 这些循环的国际延伸是一个新现象。 尤其是对于货币资本循

环和生产资本循环而言， 过去基本处于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 通常是在国界以内。 只

有商品资本循环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运作。

９７

① Ｍ ＝ 货币资本； Ｃ ＝ 商品； Ｐ ＝ 生产过程； ｃ ＝ 商品形式中的剩余价值； ｍ ＝ 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 Ｌ ＝ 劳动

力； ＭＰ ＝ 生产资料； Ｍ′ ＞Ｍ； Ｃ′ ＞ Ｃ； Ｐ′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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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货币资本循环

货币资本循环 （Ｍ—Ｃ…Ｐ…Ｃ′—Ｍ′）， 资本自行增殖的循环， 从直观上理解就是货

币资本以国际投资的形式进行国际扩张。

１９６０ 年， 美国企业控制的直接投资实际价值达 ３００ 亿美元。 １９７２ 年， 美国投

资的这一价值被评估为超过 ８００ 亿美元， 根据 Ｇ Ｙ Ｂｅｒｔｉｎ （１９７２ａ： ５） ， 这依然是

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数据。 同一年， 非美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总值上升至 ５００ 亿美元，

这也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 美国的投资去向主要集中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美国对外投资累计金额

单位： 十亿美元

年　 份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加拿大 １１ ２ １５ ２ ２２ ８

欧洲 ６ ７ １４ ０ ２４ ５

日本 ０ ３ ０ ７ １ ５

新西兰与南非 １ ２ ２ ３ ４ ３

总　 计 １９ ４ ３２ ２ ５３ １

开发主导型社会经济

拉美 ８ ４ １０ ９ １４ ７

非洲 １ ４ ２ ６

中东 １ ５ １ ６

亚太 ４ ２ １ ４ ２ ５

总　 计 １２ ６ １５ ２ ２１ ４

其　 他 ２ ０ ３ ６

全部总额 ３２ ０ ４９ ４ ７８ １

资料来源： 《当代商业纵览》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美国货币资本的这种扩张需要国际融资。 Ｂｒｏｏｋｅ 和 Ｒｅｍｍｅｒｓ （１９７０） 研究了位于

英国的 １１５ 个外国企业分支机构， 其结果清晰地表明本地 （指东道国） 融资的重要性

（见表 ２）， 但是由于现金流动本身是在国际范围运转， “本地融资” 这一词开始失去意

义。 Ｊ Ｎ Ｂｅｈｒｍａｎ （１９７０） 估计美国对外投资中只有 ２５％ 是通过美国货币的实际出口

实现的。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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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在英国的外国企业分支的融资来源

东道国 美国 欧洲 合计

数量 （个） ９０ ２５ １１５

国外资金来源

资本 （％ ） ４ ９ ６

借款 （％ ） ６ ２０ １２

小计 （％ ） １０ ２９ １８

本地资金来源

流动资产 （％ ） ２ ２ ２

长期借款 （％ ） ８ ６ ７

银行信贷 （％ ） １２ １０ １２

储备和股份 （％ ） ６８ ５３ ６１

小计 （％ ） ９０ ７１ ８２

总计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Ｂｒｏｏｋｅ 和 Ｒｅｍｍｅｒｓ， １９７０。

Ｃ Ｃｏｕｘ 和 Ｊ Ｆ Ｌａｎｄｅａｕ 研究表明， 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中通过货币出口进行融资的

份额在下降 （见表 ３）。 当然这并不否认货币资本循环日益提高的国际化特征和融资越

来越以国际现金流动为基础， 正如美国在欧洲的投资通过欧洲美元市场实现一样

（Ｍｉｃｈａｌｌｅｔ， １９７２ｂ）。

表 ３　 美国企业在欧洲的融资

单位：％

年　 份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７

利润再投资 １５ ９ ８ ９

股份 ２８ ７ ２８ ６

从美国筹集的基金 ２５ ５ １６ １

美国之外筹集的基金 ２９ ０ ４６ ６

资料来源： Ｃ Ｃｏｕｘ 和 Ｊ Ｆ Ｌａｕｄｅａｕ， 转引自 Ｍｏｕｃｈ （１９７２： ５３）。

初始资本的国际化自行增殖在其资本循环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长期信贷， 而这种

信贷的使用也需要国际化。 应该立刻注意到， 以货币资本形式的资本扩张区域的国际

延展有一个必要前提， 那就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国际化。 现实中， 在货币资本

循环起始处的 Ｍ—Ｃ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 它被分解为 Ｍ—Ｌ （购

买劳动力） 和 Ｍ—ＭＰ （购买生产资料）。 资本循环区域的国际化， 在这里是指货币资

本循环的国际化， 它远远不是资本国际化的核心， 最多只能是体现为 Ｍ—Ｌ 和 Ｍ—ＭＰ

形式的 Ｍ—Ｃ 行为国际化的表现。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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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生产资本循环

货币资本循环 Ｍ—Ｃ…Ｐ…Ｃ′—Ｍ′表述的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 Ｐ 的自行增殖运作：

“既然它们都代表已经增殖的价值， 都代表发挥了资本作用的资本， 所以， 它们都

只是表现生产资本的职能的结果， 只有在这种职能中资本价值才能生出价值。” （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５９）

这里也有一个生产资本循环区域的国际化， 它的一般形式是：

Ｐ…Ｃ′—Ｍ′—Ｃ′…Ｐ′

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自身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区域内开展， “生产的国际化” 一

词 （Ｍｉｃｈａｌｌｅｔ， １９７２） 表明了这个过程的特点。

但是这个词语有一定的歧义： 生产过程限定并包含了流通过程。 是流通区域 （包

含在生产过程 Ｃ′—Ｍ′—Ｃ′中） 的国际化， 还是生产活动 Ｐ 自身的国际化？

Ｃ′—Ｍ′—Ｃ′的国际化与商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有关。 生产的国际化实际上表明的

是在流通国际化之外生产行为 Ｐ 本身的国际化。 跨国工业企业内部的子公司之间流通

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 这是一种表现生产国际化的方式 （Ｍｉｃｈａｌｌｅｔ， １９７２）①。 美国的

无形收益 ２５００ 亿美元这一数字， 是美国货币资本再生产区域国际化的具体象征。

Ｊ Ｎ Ｂｅｈｒｍａｎ 估计世界范围的生产国际化金额为 ５０００ 亿美元 （Ｂｅｈｒｍａｎ， １９７２： ３）。

透过资本的出口， 列宁将生产的国际化进程认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化过程中

的新现象。 这依然存在歧义， 因为生产资本的循环形式———Ｐ…Ｔｃ…Ｐ———定义的并不

是 Ｐ 本身而是 Ｐ…Ｐ 通过 Ｔｃ 的区域， 这在跨国企业内部交换中可以看到。 “生产的国际

化” 一词有歧义， 因为它指的并不是生产过程 Ｐ 本身， 而是生产资本再生产的区域：

Ｂｅｈｒｍａｎ 得出的 ５０００ 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在 Ｐ…Ｐ 的流通中通过 ５０００ 亿美元的总流通而

实现的生产资本的再生产。

这里一直强调的是， 货币资本循环区域的国际化实际上取决于在 Ｍ—Ｌ 和 Ｍ—ＭＰ

中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 生产国际化一词经常作为一种直观方式用来表

明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国际化。 但是恰恰困难就是， 不可能在生产

过程本身中揭示生产关系， 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那样②。

３ 商品资本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是：

Ｃ′—Ｍ′—Ｃ′…Ｐ…Ｃ′

２８

①
②

跨国企业内部的国际流通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３０％ 。
见下文的 “ （二）”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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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起始处是总流通过程 Ｔｃ。 其扩展公式为：

与生产资本循环的情况相反， 流通活动不是被包括在生产过程内， 而是开放式的，

情况如下：

“在 Ｃ′…Ｃ′中， 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 在这个循环中在第二个 Ｃ 上， 它重

新表现为前提。 如果这个 Ｃ 还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 循环就被阻止； 这个 Ｃ 必须再

生产出来， 大部分必须作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 Ｃ′再生产出来。 在这个循环中， Ｃ′是作

为运动的起点、 经过点和终点， 因此， 它总是存在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

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０９ － １１０）

与另外两种形式的循环相比， 商品资本循环假定外部存在商品和世界市场。 因此

商品资本通过国际交换关系第一个实现国际扩展并不奇怪。 对外贸易理论完全适用于

这个循环， 尤其是对于流通过程 Ｔｃ 而言。 国际贸易的扩张非常惊人， 对外贸易在 ＧＮＰ

构成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部分， 但是在这里， 流通区域的国际化仍然不足以定义商品

资本的国际化。

（二）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国际化

必须记住，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形式本身的抽象化。 Ｐ…Ｐ′形式， 是所有

增长理论的意识形态公式， 它将生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对象和最终目的：

“运动的一般形式 Ｐ…Ｐ 是再生产的形式， 它与 Ｍ…Ｍ′不同， 不表示价值增殖是

过程的目的。 因此， 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

义形式， 而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 好象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

行生产， 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 ……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

能被忽视， ……同样， 在考察商品资本时， 利润有时被忘记……” （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０７ － １０８）

不知道有多少经济学家由于增长本身而陷入增长的陷阱， 尤其是当他们讨论生产

国际化时更是如此。 生产资本的循环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说理所当然是核心形式，

这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完全分开。

将商品资本循环独立于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 那就转而成为新古典错觉， 即

一切开始于市场又结束于市场———正如马克思本人指出的那样：

“因此， 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 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好象都是来自商品流通，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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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商品构成。 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５）

初看之下似乎马克思仅仅是将他的前人们的不同方法， 包括重商主义者的货币资

本公式 Ｍ…Ｍ′、 魁奈 （Ｑｕｅｓｎａｙ） 的商品资本公式 Ｃ′—Ｃ′和传统的生产资本公式 Ｐ…Ｐ′

进行了集合、 深化和公式化①。 但是将马克思仅仅看成一个非凡的合成大师是错误的，

因为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循环的统一中， 他揭露了社会关系的运动， 资本自行增殖

之中的阶级关系的运动。

马克思清晰地将资本表述为一种社会关系， 一种完全不可能在单个的生产资本循

环中产生的社会关系， 正如尼克斯·普兰查斯 （Ｎｉｃｏ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尝试去证明的那样

（这是每个古典和新古典错觉产生的地方）， 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对立关系只有在流通中

这些关系的连续性中才明显， 反之亦然。

“资本关系之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 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 在买者

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 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３９）

生产过程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抽象： 仅从生产国际化方面看待跨国企业

会导致同样的错觉———阶级关系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生产过程中， 持有股份和参与管

理是资本向工人阶级抛出的意识形态策略。

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相被揭露之后， 在 Ｍ…Ｍ′和 Ｃ′…Ｃ′循环中产生生产关系， 进而

产生资本关系的国际化问题。

Ｍ…Ｍ′循环提出了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问题， 即使用资本购买劳动力的同时也要

占用资本购买生产资料。 因此， 劳动力和资本 （转化为生产资料） 互相对立。

Ｃ′…Ｃ′循环表述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流通形式的资本主义关系： 和 Ｍ…Ｍ′不同，

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关系内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问题， 而是与资本自行增殖相伴而生的

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 在这里， Ｃ′…Ｃ′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运动， 其形式是

资本运动和资本主义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运动。 如果脱离 Ｍ…Ｍ′和 Ｃ′…Ｃ′中的资本自行

增殖过程而讨论生产关系， 那就无法分析生产关系 （Ｒｅｙ， １９７３）② 甚至不可能提出资

本国际化问题。

至于 Ｍ…Ｍ′循环， 应该记住的是 Ｍ—Ｃ 行为表现为 Ｍ—Ｌ 和 Ｍ—ＭＰ， 借助这一行

４８

①

②

“Ｃ′…Ｃ′是魁奈 《经济表》 的基础。 他选用这个形式， 而不选用 Ｐ…Ｐ 形式， 来和 Ｍ…Ｍ′ （重商主义体系

孤立地坚持的形式） 相对立， 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极秘密， 是它是包含在生产过程子集中的一个简单的要素” （Ｒａｙ， 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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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得以实现， 在这一行为中生产关系凸显出来：

“在这里， 作为 Ｍ － Ｃ ＜ （Ｌ， ＭＰ） 行为的基础的， 是分配。 所谓分配， 不是通常

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 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 劳

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 处在另一方。

因此， 在 Ｍ—ＭＰ 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 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的物的部

分， 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 作为资本， 和工人相对立。”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０）

“因此， Ｍ—Ｌ 发展到什么程度， Ｍ—ＭＰ 也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生产资料的

生产会按相同的规模， 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相分离， 于是生产资料

会作为商品， 和每一个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３）

在商品资本循环的过程中， 初始关系 （Ｍ—Ｌ 和 Ｍ—ＭＰ）， 即采取了货币资本向生产

资本转化这一形式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 在其发展了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形式中表现出来。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 只有在这种循环中， 表现为价值增殖的起

点的， 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 而不是原来的有待增殖的资本价值。 在这里， Ｃ′作为

资本关系是起点， 并且作为这种关系， 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这个循环还

在自己的第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 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 而剩余价值，

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 而是就平均来说， 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 经过 Ｃ—

Ｍ—Ｃ 流通， 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发挥作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

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０８）

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 资本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 即作为 ｍ （资本化的剩余价

值） 和 Ｍ （预付资本价值） 的对立， 表现出来：

“把Ｍ′表现为 ｍ 对Ｍ 的关系， 表现为资本关系， 直接地说， 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

而是商品资本 Ｃ′的职能； 商品资本 Ｃ′本身， 作为 ｃ 和 Ｃ 的关系， 又只是表示生产过程

的结果， 只是表示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结果。”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９０）

在考察实际的生产关系以及严格来说的生产过程时， 我先前所谓的 “商品流通的

统治地位” 变得更加清晰，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这里指出， 流通过程推动了新的潜能， 它们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 影响资本的扩张

和收缩， 而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８ －４９）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流通过程中的任何确保流通与生产过程相统一的事物感到吃

惊。 正如 Ｐ Ｐ Ｒｅｙ （１９７３） 写道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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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流通依赖于生产’， 如果与此相伴而来的是流通失

去了自主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这并不意味着流通地位的下降， 反而是对流通

作用的强化。”

在社会资本的总循环中， 我们可以对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给予方法

论定位，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资本的国际化

图 １ 中， 位置 １ 表明资本在其自行增殖过程中的国际化， 而位置 ２ （它可以依次被

分解） 给出了经由总流通 Ｔｃ 而实现了自行增殖的资本的国际化。

仍然有待解决的是， 处于各种关系中的资本的国际化是如何 “经历” 生产过程并

表现这一过程的。

１ 在其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国际化： Ｍ—Ｌ ／ Ｍ—ＭＰ

（１） 当今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特点是， 就企业资本而言，

Ｍ—Ｌ 是一种国际行为， 正是这一行为使企业成为跨国企业。 美国最大的 ５００ 家企业的

资本在美国市场上购买大约 １５００ 万名的劳动力， 而在国际上购买 １２００ 万 ～ １３００ 万名

的劳动力。 美国这 ５００ 家最大的企业的Ｍ—Ｌ 大概是世界所有企业的 ３０％ ～５０％ 。 通过

Ｍ—Ｌ 这一行为，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的扩

张过程紧密相连。 像圣戈班那样的法国企业， 总共雇用了大约 ３０ 万人， 他们之中只有

１８ 万人在法国。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Ｍ—Ｌ 作为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 正越来越国

际化。

移民工人问题同样代表了以 Ｍ—Ｃ （Ｌ ／ ＭＰ） 形式体现出来的资本国际化， 尽管这

是在一国边界内实现的国际化。 如果圣戈班在本国范围内的 Ｍ—Ｌ 不把移民工人计算在

内， 则该企业 Ｍ—Ｌ 形式的资本国际化程度上升到 ５０％ 。 在这里， 我们得到了具体测

算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国际化的方法。

“Ｍ—Ｌ 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 （帕劳，

１９７１）① 这里的阶级关系是马克思借由下述社会行为界定的：

“因此，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 当他们在 Ｍ—Ｌ （从工人方面看是 Ｌ—Ｍ）

６８

① 本篇文章的主要缺陷是， 它没有具体地阐明生产关系的国际化， 而仅仅是一种抽象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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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互相对立时， 就已经存在了， 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 这是买和卖， 是货币关

系， 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 买者是资本家， 卖者是雇佣工人。 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

生， 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

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３８）

各种自行增殖过程国际化背后的原因， 在于生产、 再生产以及不断扩张的资本主

义基本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需要。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 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

再生产出来， 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 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

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０）

同时， 国际自由劳动力的存在， 是 Ｍ—Ｃ 行为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条件，

从而也是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条件。

“……后者 （自由雇佣工人） 的社会规模的存在， 却是 Ｍ—Ｃ 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

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

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１）

我们先前已经看到， 在考察商品流通领域， 即 Ｃ′…Ｃ′领域的国际化时， 流通行为

如何造就了一支世界规模的自由劳动力。

进而言之， 如果货币资本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高级的资本运动形式， 那

就容易理解， 体现为 Ｍ—Ｌ 和 Ｍ—ＭＰ 形式的资本国际化代表着作为最后阶段的帝国主

义， 列宁以资本输出定义了这个阶段。 通过跨国企业的运营而实现的资本的国际化代

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高阶段。

例如， 马克思指出， 以 Ｍ—Ｌ 行为为基础的货币资本循环， 仅仅表现为社会资本循

环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发展阶段。

“因此， 不言而喻， 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货币资本循环的公

式， Ｍ—Ｃ…Ｐ…Ｃ′—Ｍ′， 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 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

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１）

因此， 如果 Ｍ—Ｌ 行为要实现国际化， 作为这一行为的表现， 货币资本循环也要国

际化， 那么， 在总流通过程 Ｔｃ 中， 商品资本循环要素和生产资本循环要素首先必须充

斥整个国际舞台， 以便使劳动力在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都变成自由商品， 从而使资本

有能力扩张。

以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为特征的帝国主义， 包含资本的国际化， 其中货币资本循

环发挥了特殊作用， 这就是当前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以及银行和金融市场如此重要

的原因。 过往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太过普遍地囿于列宁的理论和他与卢森堡的争论，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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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资本的国际化， 开辟了讨论

帝国主义的新的进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 它在某种意义上表

现为货币资本循环相对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所发挥的作用。

“……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 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 预付资本

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 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 又加上这个情况， 使产业资本家的

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１）

（２） 与 Ｍ—Ｌ 的国际化相平行， 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中的国际化也发生在 Ｍ—ＭＰ 行

为中。 在这里， 通过资本的自行增殖， 它发生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４４） 或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过程之中， 资本自

行增殖的第二个阶段得以识别， 统治性资本通过和其他资本的彼此交错来维系其自身

的再生产。

在现实中， ＭＰ 是来自另一个资本扩张过程的商品化的产品， 需要确保其从 Ｃ′向

Ｍ′的转化， 因此， 不同资本在其自行增殖过程中相互交错，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如下公

式部分地①表示出来：

在这个公式中， Ｃ′２ （表现为 ＭＰ） 变为资本 Ｍ１经过生产过程 Ｐ１时的投入品， 同

时， 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 Ｍ１ （Ｍ１中用于购买 ＭＰ 的那部分） 转换为 Ｍ′２， 并由此

８８

① 这里， “部分地”， 表示描述交叉过程的公式中只考虑两个资本扩张过程的相互交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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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Ｍ２扩张的条件。 在它们的自行增殖过程中， 每一个资本的自行增殖都不断地

“经历” 其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这种情况还会有很多， 因为， 一旦其他商品出现在

Ｃ２和 Ｃ′１处， 各种资本再生产的其他交叉点， 就会接连出现在上述公式中。 从这个意

义上说， 一个资本的扩张过程包含了部门内其他资本， 以及其他部门相关资本的自

行增殖。

因此， Ｍ—ＭＰ （与 Ｍ—Ｌ 平行） 沿线的资本， 其国际化过程意味着资本自行增殖

的国际化———其他同样正在扩张的资本与之相交错。 假设 Ｍ１ 和 Ｍ２ 是来源于不同国家

的资本， 例如， 我们假定两者分别为美国资本和欧洲资本。 资本国际化本身就意味着

任何一国的资本再生产， 一直在一个国际化的范围内与其他资本再生产相交错。 这里

的国际化抑制了国内资本扩张过程中的自主性， 但这种抑制永远不会超过 Ｍ—Ｌ 行为国

际化所造成的反应。

如果 Ｍ１表示美国资本的统治性扩张， Ｍ２表示法国资本的依赖性扩张， 依赖于 Ｍ２

的资本 Ｍ３ （非洲的扩张资本）， 在其扩张过程中经过 Ｃ２， 那么必须注意， Ｍ２将充当 Ｍ１

和 Ｍ３之间的接力资本： 经由另一种资本 （即 Ｍ２） 的传递， Ｍ１再生产的进行以 Ｍ３ 为基

础。 资本自行增殖中的各种依赖性链条日益明显， 国际化过程将其触角伸向不同地区，

巴西、 土耳其以及象牙海岸①等———都从属于美国资本的利益。

尼克斯·普兰查斯 （Ｎｉｃｏ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１９７３）② 准确地强调了资本再生产的国际统

一性， 他因此能够与曼德尔 （Ｍａｎｄｅｌ） 以及那些 “反对” 各种资本 （如美国资本、 欧

洲资本或法国资本） 再生产过程相互交错的人争论。 但在此之后， 他未能 “定位” 各

种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交错点。

我们必须同意尼克斯·普兰查斯的观点， 即各种资本自行增殖过程国际化的统一

性总是一种不均衡的 “统一”： 一个给定资本总是愿意致力于同其他资本相 “接合”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美国资本 “经历” 着其他资本的再生产， 正如各种欧洲资本的

自行增殖过程与美国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相关联一样。③ 然后我们可能会问， 是什么让

我们谈论 “美国挑战”？

９８

①
②

③

指西部非洲。 ———译者注

“当然， 帝国主义大都市的本国资产阶级和美国资本之间在很多方面都会出现重要矛盾， 每个民族国家在

面对这些矛盾时， 通常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 ［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 （ＥＥＣ） 的特点之一］。 但是也必须指

出， 这些矛盾并非当今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 当今 ‘帝国主义内部矛盾’ 的主要形式， 并

非 ‘国家资本’ 和 ‘国际资本’ 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集团） 结成 ‘实体’ 的情况， 层出不

穷。 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国内资本绕开本国其他资本， 去依赖美国资本的情况， 这就是本国资

本缺乏内部合作的原因所在。 美国资本和本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呈现一种复杂形式———美国资本身处本国

资本之中进行再生产。” （普兰查斯， １９７３： １４８７）
例如， 西屋电气和通用电器与克鲁佐 － 罗瓦尔、 加拿大通用电气、 热蒙 － 施奈德和梅兰日兰等企业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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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在部门国际化过程的基础上， 在统治性资本和从属性资本的交错中， 各种

自行增殖过程在矛盾中运转。 在克鲁佐 －罗瓦尔、 热蒙 －施奈德和梅兰日兰等企业①的

资本扩张中， 存在多种可能的化解办法。

———主要通过核项目进行资本扩张， 这就有必要与统治国际电子工程部门的美国

资本 （在这个例子中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 的再生产加强联系②。

———在资本能够摆脱美国资本的过程中， 相对自主地进行资本扩张， 例如， 运输

部门中的资本扩张 （克鲁佐 － 罗瓦尔公司在这个领域相当活跃， 这为生产直线发动机

的梅兰日兰公司提供了资本扩张的机会）。

目前为止， 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西屋电气公司， 是因为在运输领域国家没有

推行促进公司资本扩张的保护政策。 因此一个企业的资本自行增殖出现了备选方

案： 置身不同扩张过程的部门间当然会有矛盾。 由此引发了企业管理的变化和董

事会成员间的斗争， 这些都关乎金融资本的利益， 它会支持这种或那种解决方案。

从资本的角度， 尤其是资本国际化的角度看， 企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全同质且

统一的整体。

现在， 一国资本相对于国际资本的自主性程度变得明显———体现为一国资本不断

尝试成为占相对统治地位的国际资本———取决于一国在能源政策、 住房和运输政策等

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国家干预。 问题在于，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 国家对国际化过程的干

预是否能做到以下几点。

———在本国或欧洲范围内， 仅 “扶持” 那些貌似本土企业的资本自行增殖———

但是， 这些反而成为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扩张的基础 （正如在核项目例子中，

在 “某些” 程度上受国家干预保护的法国资本再生产， 反而严格从属于美国资本的

自行增殖）。

———在国际范围内， 确保推动一个在国际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的 （本国） 资本的

自行增殖， 其他过程从属于此。

———在给定的地理范围 （如非洲） 内， 确保 （当地） 依赖性资本的从属性地位，

让它们从属于美国资本、 欧洲资本或法国资本的利益。

事实上， 对一国自身而言， 这三种国家政策似乎 “相互矛盾”。 可见， 与企业资本

相比， 国家的同质和统一性要更差一些。

０９

①
②

这些企业均为法国企业。 ———译者注

法国的热蒙 － 施奈德等企业通过与美国西屋电气合作投资核项目， 成功推进国际化， 成为当时法国国际

化投资的典型案例。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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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行增殖了的资本的国际化： ｃ—ｍ—ｃ ／ Ｃ—Ｍ—Ｃ①

整个行为分解为 Ｃ′—Ｍ′和 Ｍ′—Ｃ′两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中包含了我们之前注意到

的发展： 在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之后， 扩张出来的资本开始了其自身的自行增殖。 在这

里， 笔者不会细究资本国际化和 Ｍ—Ｃ （Ｌ ／ ＭＰ） 关系即是阶级关系的国际化。 笔者所

关心的只是剩余价值和利润形式下总流通行为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化， 以及相同形

式下这些关系的国际化。

Ｃ′以剩余价值 （从 Ｃ 中扩张出的 ｃ） 中分离出来的资本价值的功能形式出现， 同

样， Ｍ′是一种利润从资本价值 （从 Ｍ 中分离出来的 ｍ） 中分离的行为。 马克思对这点

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只有在 Ｃ′本身的循环中， Ｃ （ ＝ Ｐ ＝资本价值） 才能够并且必须和 Ｃ′中的剩余价

值借以存在的部分， 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分离， 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

分离， 如纱， 还是不能够分离， 如机器。 一旦 Ｃ′转化为 Ｍ′， 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０３）

整个行为如下：

这里指出了将 ｃ 从 Ｃ 中分离、 ｍ 从 Ｍ 中分离的关系的国际化， 它是基于 ｃ—ｍ—ｃ

行为的国际化， 即利润流通的国际化， 以及作为其对立形式的 Ｃ—Ｍ—Ｃ 行为的国

际化。

（１） 通过 ｃ ／ Ｃ 和 ｍ ／ Ｍ 在关系上的对立， 这个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

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现出来。

在美国资本从拉丁美洲、 欧洲和亚洲获取的利润中， 资本收入或利润的国际化是

明显的， 日本资本和欧洲资本的国际化运作所获取的利润也是这样。

在理论界，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是伊曼纽尔 （Ａ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１９７２）

“不平等交换” 理论的主题 （帕劳， １９７１）。 但是伊曼纽尔的理论暴露出与社会资本总

１９

① 流通行为 Ｔｃ 永远不能被视为自发的， 而总是与生产过程双向连接： 一个方向是 Ｃ′ － Ｍ′， 即从生产资本到

货币资本的转化； 另一个方向是 Ｍ′ － Ｃ′， 即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
注意马克思自己的警告， 他强调， Ｃ′—Ｍ′不仅是流通过程中的一个形式的转化， 而且也是属于生产过程

的转化： “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 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

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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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有关的局限性理论立场的所有缺点： 他只从孤立的 ｃ—ｍ—ｃ 行为中概括国际化。

他的整个不平等交换理论、 世界剩余价值的不平等分配理论， 都只基于孤立的 ｃ—ｍ—ｃ

行为， 而这一行为不过是 Ｍ—Ｃ （Ｌ ／ ＭＰ） 这个基础行为的另一面。 他的理论最多只是

触及了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关系国际化整体问题的一部分， 其影响有限。 伊曼纽尔回避

了生产关系国际化问题的核心， 尤其是他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性缩减为剩余价

值的国际流通。 在他的理论中， ｃ ／ Ｃ 和 ｍ ／ Ｍ 的阶级斗争不再出现， 也不再以 Ｍ—Ｌ 和

Ｍ—ＭＰ 为基础。 因此， 他沿着穷国与富国斗争的线索得出国际生产关系这一概念， 也

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 如果仅关注从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剩余价值流通， 让 ｃ—

ｍ—ｃ 自行其是， 就非常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资本主义利润的国际化非常明显， 因此无须赘述。 众所周知， 美国企业的外国附

属公司的利润高于美国国内相同企业， 日本企业和欧洲企业也是这样。 美国对外投资

的利润率 （与母公司投资总额相关的年度净利润）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１２ １％ 上升到

７０ 年代的 １３ １％ ①。 美国对外投资的制造业的利润率， 在发达国家是 １２％ ， 在发展中

国家是 １２ ３％ 。 事实上必须谨慎看待这些数字， 但有趣的是这些利润率都比美国国内

投资的利润率高。

（２） 理解以下问题非常重要： 基于 ｃ ／ Ｃ 和 ｍ ／ Ｍ 关系国际化的资本自行增殖的国际

化与基于Ｍ—Ｌ ／ Ｍ—ＭＰ 关系国际化的资本自行增殖的国际化并驾齐驱。 随着 ｃ ／ Ｃ 和 ｍ ／

Ｍ 的国际化， 统治性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得以延伸， 一方面因为它在自行增殖过程中

分享了其他资本产生的利润 （利润率均等化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换）②， 另一方面因为，

依托流通过程 Ｔｃ 第一条水平线 Ｃ—Ｍ—Ｃ 上的其他生产方式， 通过与依赖性资本生产

的商品相交换， 统治性资本获得了价值实现的条件。

前文提到的货币资本循环 （Ｍ—Ｍ′） 和生产资本循环 （Ｐ…Ｐ′） 可以在自身循环

中得以实现， 不存在循环之外的假定前提。③ 而对于 Ｃ′…Ｃ′循环， 其始发点是流通过程

２９

①
②

③

《当代商务纵览》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当前， 各种关于转形问题和生产价格的错综复杂的讨论， 其主要问题在于， 它们仅将问题定位在生产过

程 Ｐ…Ｐ′上， “忘记” 把转形问题与社会资本循环尤其是资本自行增殖的整体性相联系。 其结果是， 绕开

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只能根据 Ｐ…Ｐ′循环的特征， 做单纯的技术性讨论。 在这个主题上能够看到马克

思关于价值 “回转”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运动的考察 （ “回转” 循环可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７———译者注）， 在这些考察社会资本循环的研究中， 提供了指向 “转形” 问题的唯一的真实路

径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第四章， １９７０）。 这种价值 “回转” 运动导致了货币资本循环 （Ｍ…Ｍ′）、
生产资本循环 （Ｐ…Ｐ′） 和商品资本循环 （Ｃ…Ｃ′） 之间的区别。 Ｄｅｌｉｌｅｚ 以及像他一样强调货币资本循环

的作者们将这一理论总结为不存在利润率均等化， 而 Ｒ Ｂｏｒｒｅｌｌｙ 则为这一理论辩护， 认为在生产资本领域

存在 （利润率） 均等化。
“撇开终极不说， 单个货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货币资本的存在为前提， 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

资本的存在为前提。 在形式Ⅰ中， Ｍ 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 在形式Ⅱ中， Ｐ 也可以是

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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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 商品被两次假定为存在于循环之外： “只有在这个形式Ⅲ中， Ｃ 才在循环自身之内

表现为 Ｃ 的前提， 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

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２）

“而 Ｃ′…Ｃ′却以 Ｃ （ ＝ Ｌ ＋ＭＰ） 是别人所有的、 别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 这些商品

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程引入循环， 转化为生产资本， 然后 Ｃ′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

结果， 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１２）

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最近的一项研究确认， ３０％的国际贸易采取跨国企业内部交

换的形式①。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 这种趋势之强已经导致跨国企业内部的交换能够

贯通整个 Ｃ′—Ｍ′—Ｃ′过程。 垄断并不压制竞争， 而是能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使

其制度化并更新其内容。 以同样的方式， 在国际层面上， 或者在跨国企业和那些与跨

国企业资本再生产有关的企业之间的层面上， 跨国企业也不会压制 Ｃ′—Ｍ′—Ｃ′， 即使

没有出现像交叉持有股份那样明显的正式交错。 国际贸易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的内部

行为， 这确实对传统的世界贸易分析产生了影响。

———根据亚当 （Ｇ Ａｄáｍ， １９７２） 的研究， 美国对外贸易的 ５０％形成于那些追求更

大利润的跨国企业的对外经营业务。

———１９７０ 年， 日本最大的 ９ 个商业企业中大部分是巨型跨国企业， 如三井、 三菱、

住友的附属机构， 它们的出口占日本出口的 ４６ ４％和进口的 ５９ ７％ ， 而在 １９６１ 年， 这

些数字仅分别为 ４１ ４％和 ５２ ６％ 。

迄今为止， 当美国 （或者在这个例子中是日本） 的统治性资本自行增殖 “经历”

其他不同资本的自行增殖时， 通过它们的附属公司的存在实现统治 （这就是附属公司

的作用）， 附属公司 “抓住” 其他资本或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统治性资

本 Ｃ′—Ｍ′—Ｃ′循环中的 “商品”。 依赖性资本生产过程的产品仅仅成为跨国企业控制

的商品束内的一种 “商品”。 其他依赖性资本的初级产品由跨国企业接收并转化为它控

制的经济链内的商品， 这种关系沿着诸如住房、 能源、 交通、 包装或其他任何商品束

的链条层层传递。

通过控制 Ｃ′—Ｍ′—Ｃ′ （在这里是 Ｃ—Ｍ—Ｃ）， 跨国企业把其他资本的产品纳入自

己的资本流通轨道， 就如同在此之前一国或国际商品流通 “抓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之外其他生产方式的商品一样， 从而把它们转化为流通行为 Ｔｃ 层面上的商品， 正如马

克思强调的那样：

“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 产业资本不论作

３９

① 这一百分比也显示了利润国际化的重要程度， 即 ３０％的 ｃ—ｍ—ｃ 由跨国公司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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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 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

在一起的， 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 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

产的产品， 还是农民的产品 （中国人， 印度的农奴）， 还是公社的产品 （荷属东印

度）， 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 （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

产）， 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 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 同表现产业资本

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 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 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 也进入

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 也就是说， 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 作为

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 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 作

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因此， 商品来源的

全面性， 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 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 以上就外国商品而

言的， 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四卷， １９７２ｂ： １２６ －

１２７）

然后我们可以说， 有两种方式使 Ｃ′—Ｍ′—Ｃ′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连接， 这取决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处的历史阶段。

———产业资本， 以社会资本的形式， 与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相连接， 并将这些产

品转化为 Ｃ′—Ｍ′—Ｃ′中的商品， 是在 Ｃ—Ｍ—Ｃ 还是 ｃ—ｍ—ｃ 的层面上， 取决于产品是

进入 Ｌ 或者 ＭＰ （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或者原材料） 项下的生产过程， 还是作为享用品进

入资本主义消费环节。 这种连接基本上属于通常所说的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阶段，

尽管这个术语还面临争议。

———与主导性跨国企业的货币资本相连接的产品， 不是简单选定的任意其他生产

方式的产品， 而是被主导性企业在其不同层次的 Ｃ′—Ｍ′—Ｃ′流通行为中统治的那些依

赖性资本的产品， 从而将这些产品转化为指向 Ｃ—Ｍ—Ｃ 商品束的商品， 使之进入越来

越受欢迎的领域。

这种新型连接刻画出了资本自行增殖中不同的依赖性链条， 尤其是对接不发达国

家的新型连接。 它不再是那种处于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接其他生产方式的连接，

而是在各种不同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中， 以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中心和外围的差异中，

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内的连接①。 前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之间

的连接， 被推回至不发达经济社会内部独立的流通 （ Ａｚｏｕｖｉ， Ｋｌｅｉｍａｎｎ， Ｐａｑｕｉｅｒ，

１９７２）， 它在国际流通中日趋 “边缘化”， 因此， 不发达国家出口和商业转移的出现，

４９

① “现在 ＣＭＰ 的统治架构， 不仅通过依赖关系的再生产从外部实施统治， 而且还在这些从属性和依赖性的架

构之中， 建立了直接从内部实施的统治： 大都市的生产方式以特定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 （普兰查斯，
１９７２： １２） （ＣＭＰ 即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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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被视为外围与中心之间交易关系的新特点。

伊迪斯·潘洛斯 （Ｅｄｉｔｈ Ｐｅｎｒｏｓｅ， １９７２） 意识到跨国企业的这些新举措①对不发达

国家意味着什么， 他建议国际资本和本地资本合资经营，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国际资本

在 Ｃ′—Ｍ′—Ｃ′中的扩张， 必须以依赖性资本为基础。 需要注意是， 跨国企业都乐于推

动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发展， 这当然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 跨国企业将很大一部分产

品交由不发达国家生产， 但这些产品只能在跨国企业控制的商品束中提高其附加值。

当然， 在这个例子中， 他们没有与依赖性资本合资经营。

一旦统治性资本的扩张以不同的从属性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为基础， 使从属性资

本的产品并入在中心扩张其价值的商品束之中， 我们就可以接受亚当 （ Ｇ Ａｄáｍ，

１９７２） 的如下陈述：

“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目标， 不是在国际范围按最优方案重新配置企业资源， 而

是在成本最低地区的集中生产， 并在利润最高地区的集中销售。 从这个角度看， 一旦

发生生产的国际转移， 过去在一国范围内拥有合理化成本的生产序列， 在世界范围内

将不再适用。 这表明， 跨国企业正在建立数量越来越多的外国附属公司， 其公开意图

不是或者很少是为了在东道国供给产品， 而主要是或者专门是为了出口至第三国或跨

国企业的母国。”

这个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福特将在西班牙建立工厂， 其产品的 ９０％ 定位于出

口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１９７２： １９）。 更进一步的例证是， 在不发达国家， 发展出口工业正在取

代进口替代政策， 类似的变化不胜枚举。

正如 Ｃ Ａ Ｍｉｃｈａｌｌｅｔ （１９７２ａ） 继弗农 （Ｒ Ｖｅｒｎｏｎ） 的新产品国际生命周期理论之

后所指出的那样， 上述的现象可能看上去与美国在欧洲的集中化投资相矛盾， 与跨国

企业将其工厂坐落于靠近市场的中心地区的政策相矛盾。 对 ７２ 个法国企业的调查结果

显示， 这些企业的外国附属公司中的 ８７％ 分布在中心地区市场上 （Ｍｉｃｈａｌｌｅｔ， １９７２ａ：

６４８）。

然而， Ａｄáｍ 和 Ｍｉｃｈａｌｌｅｔ 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前者指的是统治性资本在自行增

殖过程中 “接收” 从属性资本的产品进入自身的商品流通中， 实现与从属性资本的连

接， 尽管 Ａｄáｍ 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后者指的是统治性资本沿着经济路线而非技术

路线 （产品） 的自行增殖过程， 这种过程并非是沿着商品的技术路线而是沿着经济路

线， 导致商品在中心市场销售。 事实上， 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 在跨国企业战略中也

并非相互矛盾。

５９

① 亚当 （Ｇ Ａｄáｍ， １９７１） 也曾提到跨国企业的这种新举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国际化的辩论， 能够从价值实现问题上折射出来，

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同时否定他们两个人。

罗莎·卢森堡至少是在商品—资本循环 Ｃ′…Ｃ′基础上提出观点， 她强调与其

他生产方式并存的、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形式的产业资本循环行为。 但是她几乎

没有理解这在实际中是怎样运作的， 她坚持认为要实现剩余价值， 需要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之外存在其他的生产方式， 尽管 Ｃ′—Ｍ′—Ｃ′清晰地显示了一个明显不

同类型的工作机理——— “接收” 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并将其转化为商品 Ｃ。 由此，

包含在 Ｃ′ （Ｃ ＋ ｃ） 中的剩余价值就能够在 Ｃ′的交换行为得以实现。

必须指出， 列宁将这一问题定位于与资本的自行增殖相联系的 Ｃ′—Ｍ′—Ｃ′行为中，

但是一方面他简单地将 Ｔｃ 封闭于生产资本的循环中 （其中根据生产资本循环的定义拿

走了 “实现” 问题）， 另一方面， 他和罗莎·卢森堡一样， 没有把 Ｃ′—Ｍ′—Ｃ′理解为

商品资本循环的起点。

因此， 跨国企业和资本的国际化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在资本扩

张时， 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所包含的关系的国际化。

———在 Ｍ—Ｌ ／ Ｍ—ＭＰ 关系中， 以及在 ｃ—ｍ—ｃ ／ Ｃ—Ｍ—Ｃ 关系中， 只有考察社会

资本循环的国际化， 才能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界定其国际化， 才能在整个循环

中理解跨国企业的地位。

３ 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国际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考虑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 换言之， 没有考虑资本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 （Ｍ—Ｌ ／ Ｍ—ＭＰ 和 ｃ—ｍ—ｃ ／ Ｃ—Ｍ—Ｃ） 如何 “经历” 生产过程。

这里将生产过程内外的生产关系系统定义为：

“根据各自与主要生产资料的关系， 在系统中界定各方生产当事人的地位。 这个体系决

定了直接生产者和最终的非生产者的地位， 只有在相应地位上执行特定的功能 （这些功能

包括开采自然资源、 协调生产过程和分配最终产品等） 时， 这些地位才有其意义。”

很明显， 一方面， 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与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之间存

在辩证的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是资本作为一种 “关系” 的基础， 反之亦然）。 另一方

面， 我已经考察过， 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关系问题， 不能脱离流通行为 （指生产资本以

商品资本为中介转化为货币资本） 而提出。 资本是决定性的———也是被决定的———涉

及上述所有生产过程和工作过程时依然是这样。 在工作过程中， 资本所包含的阶级关

系被具体化为生产当事人的地位体系， 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表述。 笔者还提到体力

劳动 （其内部也存在各种操作和过程之间的分工） 和脑力劳动 （其自身也是专业化

的） 之间的分工， 引出了执行和组织等功能。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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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 使劳动过程在国际范围内展开， 使社会劳动不仅

在本地、 区域或国家内， 而且在国际层面上呈现碎片化。 链条的不同组成部分广泛分

布于全球各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 美国、 法国、 英国、 拉丁美洲和非洲， 推

动分工达到极限， 原子化成为普遍特征。 汽车产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当社会劳动的原子化发生在一个处于国际化进程中的部门时， 技术分工开始在世

界范围内运转， 成为通常表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关系的国内劳动社会分工的

新表现。 例如， 菲亚特的大部分生产线安排在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等地。

但是同时， 不仅在外围地区能感受到国际化， 而且国际化也使中心地区的社会劳

动发生原子化， 甚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更加深化， 并强

调工作中的重复性特点影响生产速度， 导致工人去技能化， 等等。

这些关系包含在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之中， 而这些过程只有通过审视跨国企业与

资本国际化有关的战略才能得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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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 经济租金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①

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 －迪维　 林庚厚∗∗ 　②

刘　 沆 译　 王生升 校∗∗∗ 　③

摘　 要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直接相关， 这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后果。 本文探讨了与金融化相伴

出现的制度与收入的动态变化， 发展了有关收入向金融部门显著转移的社会学解释。

与金融化相关的变化还包括银行业去管制化、 金融业集中、 机构投资者规模和范围的

扩大、 股东价值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主导。 因此， 我们估计， 自 １９８０ 年以

来， 大约 ５ ８ 万亿到 ６ ６ 万亿美元被转移到了金融部门。 我们的结论是， 理解收入不平

等的动态变化需要重点关注市场制度和政治。

“我认为， 几年前每个人都陷入这一想法， 即市场能够实现自我修正和自律，

华尔街能比监管者更好地保护金融系统。 我认为， 证券交易委员会被这种哲学误

导了。” ———玛丽·夏皮罗 （Ｍａｒ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１０）

我们研究了促进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制度进程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金融对全球经济稳定的破坏作用上， 而对

金融化导致的长期收入再分配则关注较少。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通常被归因于美国

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９；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０）。 这一解释基

本合理， 但那些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历史的、 制度的发展， 正是这些长期的制度转

变才是最近这次投资泡沫不断膨胀的发酵剂， 而泡沫的破裂也不太可能因此将这些制

度转变简单地擦除。

我们对金融化进行了概括， 指出其核心部分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系统。 我们借用社

会分层研究中的租金理论来解释这一再分配体系。 为了理解收入租金 （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ｎｔｓ）

的产生过程， 我们发展了租金理论， 强调了市场制度分析的重要性。 为此， 我们使用

９９

①

②
③

原文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出自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 ２０１１， 该研究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赞助 （ＳＥＳ － ０９５６２７３）。
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 － 迪维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任职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
刘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生。 王生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清华

大学 《资本论》 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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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方行动者模型来分析与市场相关的政治活动。 通过对租金理论的理论与方法扩展，

我们勾勒出引发金融化的关键性制度转变。 其后， 我们检查了金融部门转移性收入的

时间进程及其内部分配。

关键词　 金融化　 市场机制　 制度转变　 收入分配

一　金融化

金融化关系到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 第一， 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方面， 金融服务

部门的公司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第二， 非金融机构公司的金

融关联活动不断增加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 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经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转向以金融为导向

的投资和管理活动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ｙａｄｅｖ， ２００５）。 图 １ 显示了金融部门利润占美国利润

总额的比重。 在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０ 年， 金融部门利润占美国利润总额的比重缓慢增长， 上世

纪 ７０ 年代还一度呈现下降趋势，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后该占比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图 １　 金融部门的税前利润及已实现利润占美国利润总额的百分比

注： ∗已实现利润不包括资本消耗补贴， 税前利润包括资本消耗津贴。 这里的利润报告是采用了存货估价调

整后的企业税前及股息支付前的利润。 我们使用已实现利润， 而并不采用现金流形式 （克瑞普纳， ２００５）， 来概念

化税前的和资本消耗补贴前的总利润。 现金流常用来表示未分配的总利润 （即利润净股息加上税收） 和资本折旧

补贴。 已实现利润也可以解释为经过存货估价和资本消耗调整加上固定资本消耗的税前利润。

∗∗这种分类包括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 经济分析局， 表 ６ １７ 是企业的税前利润， 表 ６ ２２ 代表得到企业资本消耗津贴的行业， 其分类如

下： ＳＩＣ１９７２，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７ 年， ＳＩＣ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０ 年； ＮＡＩＣＳ２００２，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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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在 ２０００ 年后， 金融公司的 “８０ 后” 利润分享额 （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１９８０ｓ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加速上涨。 以传统会计指标衡量 （净收入–资本折旧调整）， 这一上

涨趋势在 ２００２ 年达到顶峰， 私营部门内 ４５％的应税利润被金融部门的公司所吸收。①

通常， 资本折旧在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的行业更为显著， 如石油和汽车制造部门。

考察已实现利润的时间序列变化， 可以发现， 金融部门所获得的总利润份额一直比较

小。 但与此同时， 金融部门的分享利润也在不断增加， 到 ２００２ 年， 美国经济中 ３０％的

资本收入被金融业获得。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 金融业的员工收入也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ａｎｄ Ｒｅｓｈｅｆ，

２００９）。 华尔街的雇员们， 包括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 银行控股公司以及对冲基金的首

席执行官和投资管理者， 他们在最高收入者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Ｒａｕｈ ａｎｄ Ｋａｐｌａｎ，

２０１０）。

图 ２ 显示了金融部门薪酬 （包括工资、 奖金和福利） 在全国总薪酬中的占比与各

部门就业占全国总就业的占比。 １９８０ 年以前的 ３０ 年间， 金融部门雇员的收入基本上一

直稳定在雇员平均收入水平上。 在 １９８０ 年后， 金融部门雇员的薪酬开始飙升， 到 ２０００

年， 其平均薪酬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６０％ 。 由于这一估计考察的是整个金融部门， 因

此这些数据没有显示哪些具体行业和员工收益， 这一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一步探讨。

图 ２　 金融部门薪酬占全国总薪酬的比重

注： ∗这种分类包括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 经济分析局， 表 ６ ２ 是按行业划分的员工薪酬以及表 ６ ５ 是按行业划分的全职员工， 其分类如下：

ＳＩＣ１９７２，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７ 年； ＳＩＣ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０ 年； ＮＡＩＣＳ２００２，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１

① 自始至终我们都把国民收入比率作为时间序列的表现形式。 通过对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和某种程度上的

经济周期进行动态控制， 来简化时序比较， 我们能集中于关注比率情况。 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税务部

门上报的所得税申报表， 该表汇总了各行业水平， 因此比传统方法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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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工具

为什么 １９８０ 年后金融行业的收入份额会增加？ 新古典的解释可能是金融部门在本

期生产率的飙升。 然而， 由于生产率通常是根据市场中的价值实现来循环定义的， 因

此这种解释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 我们将把研究重点转向分层和制度， 试图从经济社

会学的思路寻找替代答案。

索伦森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的收入不平等模型强调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和政治

机制来操控供给与需求， 以此创造和维持经济租金或破坏其他参与者的租金。 经济租

金是指在完全竞争市场所实现的收入之上的超额部分。 市场参与者努力创建和维持其

在某方面的垄断和市场专营地位， 以此来规避完全竞争市场规则。 有时候， 这些垄断

是短暂的， 例如， 一家企业生产新产品而竞争者尚未进入该市场时。 而企业通过国家

实施的垄断或凭借规模形成的市场准入壁垒， 则能保证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垄断市

场， 并获得高于市场收入的经济租金。

租金理论与传统市场解释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对后者前提假设的质疑， 即完

全竞争市场中的参与者根据其生产率获得公平报酬。 租金理论认为， 市场均衡不是中

性的或自然的， 而是构建出来的， 它会受政治的、 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因此，

租金理论与韦伯学派的机会囤积理论 （Ｐａｒｋｉｎ， １９７９） 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

论是一致的 （Ｂ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ｗｅｅｚｙ， １９６６）。 更重要的是， 租金理论还与制度学派的市场权

力理论相一致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 租金理论不仅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模型不同， 后者

把收入分配看成是自然的， 而且与人力资本模型也不同， 后者假设总收入的分配以个

人生产力为基础。

租金理论清晰地陈述了货币租金的来源。 经济租金与企业 （或行业） 所拥有的抑

制竞争的权力有关， 它是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所形成的超额利润。 类似的， 雇员租金

（高于雇员市场工资的超额部分） 可能是下列三种来源的某种组合， 即其他部门的雇员

收入、 资本在收入中的较低份额以及对消费者的劳动成本转嫁。 这种市场权力可能与

市场供求双方的相对权力有关 （Ｂｕｒｔ， １９８３）， 也可能与生产过程中的权力有关 （Ｋａｌ⁃

ｌｅ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３）， 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ａｎｄ Ｓｋａｇｇｓ， １９９９）。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种收入分配过程是一种剥削形式， 其中一个行为者的物质条件

依赖于其交易伙伴的贡献 （Ｒｏｅｍｅｒ， １９８２； Ｔｉｌｌｙ， １９９８；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ａｎｄ Ｋｉｍ， ２０１０）。

这些分析方法的一个共同假设是把收入分配视为社会谈判的结果， 而不是自然的

或最优的。 租金的消灭或创造被认为是组织或生产中行为人相对权力的变化， 从而改

变了收入流的所有权界定。 在大多数代理问题中， 这种权力变化将遵循一种政治过程，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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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组织的行为人通过操纵市场管制来保障经济租金。 我们猜想， 租金也可能是某

种意料之外的需求或制度或意识形态变化所引发的功能性结果。 由于市场行为人依靠

国家来创建或认可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则， 因此国家往往也是创造或毁灭租金的重要观

众和行为人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

租金模型引导学者们集中关注市场缺位和租金创造中的制度基础， 如国家许可

（Ｗｅｅｄｅｎ， ２００２） 或与需求或监管结构相关的政治操纵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 在下一节

中， 我们将展示两个过程———市场竞争的减少和监管结构的变化， 对于解释国民收入

向金融部门转移非常重要。 我们还发现， 需求变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构投资者

的崛起显著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从历史过程看， 这也显然是金融部门租金出现

偶发性增长的源泉。

和以往的租金理论相比， 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经济社会学中引进了关于市场和

组织如何变化的制度分析。 在以前的应用中， 租金变化通常被视为人力资本模型中剩

余收益的正变化。 我们相信， 通过记录行为人约束条件和行为的实际变化， 租金理论

中的因果推论逻辑得到加强。 对于金融部门中市场权力和监管结构的变化， 我们提供

了一个详细的制度分析。① 这也使我们能对收入机制的历时性变化进行更准确的检查，

而这种变化遵循制度变化的要求， 是制度变化的结果。 我们把金融部门分解成具体的

产业， 以便观察金融化使哪些行为人在哪些历史时刻提高了收入水平。

我们也注意到， 租金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传统存在紧密关联， 后者强调资产阶级通

过俘获国家来实现其利益。 金融化的两个重要应用源于哈维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１０） 以及哈

克与皮尔逊 （Ｈ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哈维将金融化视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核

心。 哈克和皮尔逊将金融化视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核心。 我们同意这两种观点， 但我

们认为， 他们关注的制度变迁中的资产阶级权力至多是一种局部分析。 正如分层理论

中的租金理论， 他们放弃了更严谨的制度分析而更青睐于以分析获利者为基础的 “一

刀切” 式推理。 我们认为， 在分析经济租金问题时， 纯粹的市场分析和纯粹的国家俘

获分析都过早地排除了实际上发挥作用的一系列偶然因素 ［参见肯沃西 （Ｋｅｎｗｏｒｔｈｙ）

２０１０ 年类似的评论］。

三　金融化的制度根源

在本节中， 我们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与金融市场有关的制度变迁进行历史性分

析。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 ７０ 年代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 当时美国资本主义被认为处于危

３０１

① 我们并不跟踪记录金融服务行业组织内的变化， 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迁， 但我们注意到相关文

献表明该行业有力地改变了其劳动过程和产品 （Ｈｏ， ２００９；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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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阶段。 这一时期也被视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失败的阶段， 因为它不能提供解释或

解决 “滞胀” 问题的明确方案。 我们概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崛起及其控制通货

膨胀和刺激金融的方案。 最后， 我们勾勒了那个时代去管制化的相关发展， 而正是这

些发展导致美国经济向金融活动的系统性转向。

（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

上世纪 ７０ 年代， 很多人坚信美国资本主义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 伴随着

“二战” 后繁荣时代的结束， 美国资本主义首次面临危机， 一系列威胁事件在此期间接

连发生。 １９７３ 年油价飙升导致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增加， 这导致收入向生产石油的

企业和国家转移。 工会力量和消费者权力的增强对劳动过程和市场中的企业自主经营

施加了真正的限制。 日本和北欧制造业的有力竞争， 结束了美国战后的全球制造业霸

权。 低增长、 高通胀的宏观经济状况最终瓦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合法性。 所有

这些威胁促使大公司部门调整以再造系统， 由此它们努力推动放松经济管制、 降低税

收以及政府职能的弱化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１９８３； Ｕｓｅｅｍ， １９８３； Ｖｏｇｅｌ，

１９８６；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５）。

经过这次大转变， １９８０ 年成为一道分水岭， 美国联邦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和特定

的经济管理制职能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 这次资本主义大转变

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崛起， 该政策支持通过市场而非监管来解决政治问题。

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 本书不讨论其连贯的政策议程， 而是分析国家行为的系列发展

变化， 这些变化均主张通过市场而不是监管或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

同意哈维的观点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５）， 即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是对先前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职能———强调公众福利———的否定， 它支持营造一种亲商业的社会氛围。 尽管新自由

主义政策模型主张以市场来解决经济和政治危机， 但它并未否定对特定公司或部门的

国家扶持行为。

新政策模型中哪些行为人具有决定性作用， 目前对此问题仍有争议。 主流观点认

为，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立是通过资产阶级对抗凯恩斯主义规制和劳工整体来实现的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５； Ｖｏｇｅｌ ２００５）。 很明显的是， 这些主流观点根源于作为智力和技术专家

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Ｆｏｕｒｃａｄｅ － Ｇ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 ａｎｄ Ｂａｂｂ， ２００２）； 同样明显

的是国家中的政治企业家正在寻找市场导向型政策来应对时代危机 （Ｐｒａｓａｄ， ２００６）。

所有的观点都一致认为， １９８０ 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可能对新的金融工具以及

１９８０ 年后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实施监管。 哈维 （２００５） 指出，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

行动之一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金融机构， 但事实上对金融机构的紧急救助恰恰有悖新

自由主义的理论教义。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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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市场动力

上世纪 ７０ 年代经济危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滞胀， 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货膨胀

率的并行。 缓慢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 而通货膨胀则瓦解了银行的传统信

贷模式———从客户吸收存款并放贷给投资者。 滞胀导致银行赢利能力的大幅下降 （见

图 １ 中 ７０ 年代末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联邦储备银行迅速提高利率以对抗通

货膨胀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ｙａｄｅｖ， ２００５）。 这种紧缩性货币政策在 ８０ 年代

早期减缓了通胀率提高的速度， 同时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于美国的附息债券。

低通胀和高利率共同为银行、 保险公司和实体部门的利润增长创造了条件， 使其

扩大对消费者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规模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ｙａｄｅｖ， ２００５）。 在 ８０ 年代初，

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坚持反通胀政策， 这与里根总统的赤字支出政策形成明显的

冲突。 大量外资特别是日资的流入， 有效解决了上述冲突。 这些资金不仅成为美国赤

字的资金源， 而且也开启了外国资本持续流向美国的潮流， 这些资金进而推动了美国

消费者、 企业和联邦政府的消费债务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①

在美国制造业企业投资不断下降的同时， 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和欧洲各国不

断增长的过剩资本转化为美国的银行存款， 这两种因素的耦合作用导致美国银行系统

的存款不断增加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ａｎｄ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 １９８１；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１０）。 机构投资

者———包括私人机构投资者 （如养老基金） 和公共机构投资者 （国家对财政盈余的资

本操作， 如 ８０ 年代的日本和近期的中国） ———的崛起为美国金融化的持续提供了稳定

的来源 （ 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 ２００８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美国获得了世界上 ４３％ 的资本输入

（Ｇｕｉｌｌéｎ ａｎｄ Ｓｕａｒéｚ， ２０１０）。

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 稳定了金融部门的收入水平； 而放松管制则从

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基础性的经济结构， 从而有利于金融部门收入的急剧增长。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前， 商业银行就迫切要求放松金融管制， 特别是要求获得跨州经营与兼并的权利，

并实现存贷款利率的自由浮动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这些要求不仅反映了对监管的反抗，

而且表明试图加强市场影响力、 拓展业务范围的努力。

（三） 金融部门放松管制

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的第一个法案出现在 １９７８ 年， 最高法院在有关明尼阿波利斯

银行与奥马哈第一服务公司的诉讼案中裁定， 信用卡公司可以以不高于其注册所在地

的州的法定利率上限的利率提供借贷。 南达科他州和特拉华州没有高利贷法， 其州法

定利率上限较高， 因此大部分信用卡公司选择在这两个州注册或重新注册。

５０１

① １９８４ 年以前， 美国政府对在美投资的外国人收取 ３０％的所得税。 里根政府取消了这一税收， 导致利率飙

升， 外国投资大量流入美国 （克瑞普纳，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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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放松管制行动的影响最深刻， 这就是 １９８０ 年 《放宽存款机构管制和货币控

制法案》 （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 的出台。 自此， 美

国国会废除了自 １９３３ 年以来实行的银行业监管法案， 即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Ｇｌａｓｓ － Ｓｔｅａｇａｌｌ Ａｃｔ）。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是在 １９２９ 年金融危机后建立起来的，

其目的是监管金融部门风险， 防止金融部门的行业集中， 避免投机引发的大萧条再次

上演。 １９８０ 年的法案允许银行合并， 破除了对储蓄账户利息的监管控制， 允许信贷联

盟、 储蓄和贷款机构提供活期存款利息， 废除了金融机构在利率方面的限制。 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 放松利率管制得到了消费者的支持， 因为他们试图保全家庭储蓄以对抗

通货膨胀。 这打破了商业银行与储蓄贷款机构之间长达十年的政治僵局， 前者支持放

松管制， 而后者则反对放松管制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这一法案模糊了共同基金、 商业银行、 储蓄和贷款公司之间的界限， 从储户获得

存款并放贷给投资者的传统银行机制不断衰落。 为了应对传统存贷模式获利机会的下

降， 银行开始转向金融服务， 而收取的相关费用则成为其收入流的主要来源。 在此过

程中， 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以及家庭储蓄从传统储蓄账户向金融市场的转移， 大量

新的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以吸收不断增加的投资流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１９８０ 年， 美联储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多州拥有银行。 １９９４ 年， 《里戈尔 － 尼尔州

际银行和分行法案》 （Ｔｈｅ Ｒｉｅｇｌｅ － Ｎｅａｌ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 废除了有关

跨州银行的最后禁令。 图 ３ 显示 １９８０ 年后银行业集中所导致的金融机构数量的下

降。 现在， 这些金融机构可以跨州合并和经营， 它们控制着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

金融资产。 在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 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日益剥离监管者的角色，

图 ３　 企业总数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员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 （１９４８ ～ ２００９ 年）
资料来源： 银行统计局，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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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成为发展各种金融新工具的 “啦啦队”， 新组织安排繁荣兴起的背后是金融监管的

缺位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０）。

甚至一些显然违法的跨行业活动， 如集中于一家公司的投资、 保险和银行业， 也

被监管机构所容许。 最终， 作为对早期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合并问题的回应，

美国国会在 １９９９ 年出台了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该法案废除了 《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 对金融部门行为监管的最后一项规定，

投资银行、 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混业经营模式最终合法化。 这导致联合的银行控股

公司迅速扩张， 它们在各类金融市场同时经营， 从而造就了一个整合的金融服务产业。

在这里， 单独一个公司就能提供包括家庭和商业信贷、 保险以及投资在内的一整套服

务， 而这最终引发了系统性 （即高度集中的网络化） 风险及 ２００７ 年的金融危机

（Ｇｕｉｌｌéｎ ａｎｄ Ｓｕａｒéｚ， ２０１０）。 虽然引起金融化的主要原因是 ８０ 年代初对金融监管领域

的调整， 但 １９９９ 年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的出台加剧了金融业的聚集程度， 资源向

最大的金融机构集中的程度也因此不断增强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在 ９０ 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 美联储不断努力掩盖其限制工资和就业增长的政治角

色———例如， 反通胀目标优先于就业和工资增长目标。 从 ９０ 年代开始， 它接受了 “有效

市场假说” 这一华尔街和金融经济学的流行观点， 即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 最终， 银

行业希望多种金融服务集于单一公司的请求得到了美联储官员的支持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更重要的是， 监管系统并未依据新兴金融体系采取大幅度修正， 即便最大的金融

服务公司已发展成跨部门的银行控股公司， 金融监管仍旧体现了 《格拉斯 － 斯蒂格尔

法》 分业经营和监管的精神， 延续了原有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监管模式。 碎片化监管意

味着 １９９９ 年后的金融服务公司可以购买监管者和新型金融工具， 如完全不受监管的信

用违约互换和场外衍生品交易。 对金融系统监管的缺失， 反映了金融服务公司内部复

杂程度的不断增加 （Ｇｕｉｌｌéｎ ａｎｄ Ｓｕａｒéｚ， ２０１０）。 哈克和皮尔森 （Ｈ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将这种不适应金融部门新组织形式和新产品引发的监管缺失称为监管漂移。 弗

里格斯坦和戈尔茨坦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０） 把联邦储备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

会拒绝监管新型金融活动的行为视为一种监管俘获。

这些制度变化削弱了对现期和远期投资工具的监管， 这助推金融投资超过实体资

本投资， 释放了对金融资产的投机活动。 这些政策加大了市场利率和股市的波动程度，

因此它也助推了风险获利型金融工具的创新， 包括利率可变抵押贷款、 信用违约互换、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其他衍生证券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１０；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四） 企业的金融定义

与此同时， 企业被定义为金融单位， 即一束可交易资产， 而非金融部门在特定市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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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则被替代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这种转变导致企业

管理行为发生根本性变化， 金融导向型管理者开始掌控大公司， 以提高公司股票价值

为目标的短期规划成为管理层的首要任务 （Ｄｏｂｂｉｎ ａｎｄ Ｚｏｒｎ， ２００５； Ｋｒｉｅｒ， ２００５）。 目

前， 与企业高管薪酬挂钩的不再是市场份额、 销售量或生产性利润等长期性指标， 而

是股票期权， 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概念向股东价值靠拢的程度。 非金融部门的

金融化推动企业领导者调整其投资策略， 长期投资被短期投资取代， 生产性投资被金

融投资取代。 非金融企业金融活动的活跃、 股东行为主义的增强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

的发展， 这些变化改变了企业管理的定位， 关注企业成长的长期目标被赢利率这一短

期目标取代 （Ｕｓｅｅｍ， １９９３； 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 ２００４；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这种转变导致企业对

新生产性投资缺乏兴趣， 而更多地转向金融投资。

根据代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对管理层的激励必须与股东长期利益保持一致。 多宾和

吉沃克 （Ｄｏｂｂｉｎ ａｎｄ Ｊｉｗｏｏｋ， ２０１０） 认为， 企业管理向股东价值靠拢的上述变化， 实际上

是对上述观点的滥用①。 机构投资者鼓励公司的高管采用他们更偏好的增加短期股票市

场价值的目标， 并将高管薪酬与股价捆绑在一起。 代理理论所要求的控制风险问题，

如增加外部董事的影响以及长期性的经理层持股方案， 则没有得到重视。 其结果是形

成了激励高风险和短期行为的体系。 最终， 向股东价值靠拢的经营行为与短期金融激

励及产业部门经理层捆绑到一起。 他们创建了一个系统， 其中企业经理层的收入来自

公司股价的上升， 而当股票或资产负债表发生损失时却无人因此受罚 （Ｋｒｉｅｒ， ２００５）。

１９８０ 年之前， 股票的平均持股时间为 ５ 年， 到 ２００２ 年则下降为 １ 年 （ Ｃｒｏｔｔｙ，

２００５）。 因此， 股票市场对企业高管层的奖惩机制从长期发展转为短期绩效。 由于这一

时期高管们的薪酬与股市绩效联系在一起， 金融部门的崛起促使非金融公司的行为模

式也发生类似转变， 即从长期的资本投资转向短期金融操作。

非金融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金融产品， 而不是其核心业务。 据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的估算， １９８０ 年前非金融公司金融投资占总投资的 ２８％ ， 到 ２０００ 年这一比例增

长至 ５０％ 。 奥尔汉佳吉 （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 ２００８） 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 非金融公

司的金融性支出如利息、 股息红利和股票回购等不断增加， 这对大多数公司的新资本

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当越来越多的利润被非金融公司用于金融投资时， 大公

司的资本投资将因此遭受额外的负面影响 （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 ２００４）。 可以看出金融化导致

资本投资从实际的生产性资产领域中被不断地挤出。

同时， 金融部门吸收的非金融公司的现金流占比在逐步增加。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前， 用于

８０１

① 在金融化时期， 代理理论是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 该观点可参见詹森和梅克林 （ 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ｋｌｉｎ， １９７６） 的早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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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 股息和股票回购的现金流的比重不足 ３０％， 此后增长到高达 ７８％的峰值。 在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年， 大约有 ５４％的企业自由现金进入了投资者的腰包， 而没有用于企业生产

能力的再投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当企业为追求股东价值而采取诸如并购、 裁员和劳动节约

型技术等企业策略时， 就业量特别是工会工人的就业量将因此减少， 当企业赢利能力不

会因此提高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２００７）。 随着企业越来越依赖于股票价值和 ＣＥＯ 的股票

期权， 它对公司财务进行金融操纵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增大 （Ｐｒｅｃｈ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１０）。

表 １ 总结了金融化的制度解释， 尤其强调了金融部门权力增加对整个市场结构的

影响。 我们引入的寻租机会因素涉及多方行为人， 它不仅仅是金融部门自觉的政治影

响的结果， 也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 金融部门在此期间的政治影响力确实

在不断增加， 但对于放松金融管制及政治经济系统的金融化而言， 金融部门与其他行

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表 １　 金融化的制度解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

金融化之前 金融化之后

引起经济衰退的因素： 石油危机， 低增长， 高通胀， 全球经济竞争

主体 挑战 举措 制度变化 收入变化

国家
企业的滞胀

和政策压力

采取去监管化

政策

新自由主义共识； 国家金融化；
监管俘获； 废止 《格拉斯 － 斯蒂

格尔法案》

通过监管和政府援助对金融

部门收入提供优惠待遇

非金融

机构

国内市场限制，
国际竞争

要求经济去监

管 化， 低 税

收， 小政府

公司股东价值意识的增强； 关注

短期金融 目 标， 忽 视 长 期 资 本

投资

金融高管的收入与股票市场

表现挂钩， 收入转移至金融

部门以及高管层

金 融

机构

高通胀威胁传

统银行业务的

利 润； 本 地 市

场限制

要求利率去监

管 化， 并 购，
跨州银行； 政

府职能限制

发展无监管的金融工具和跨部门

活动， 并加大产业集中； 增加大

型银行控股公司； 增加金融部门

政治权力； 系统风险更多地转嫁

到集中化和规模化中

金融部门收入整体增长； 商

业监管费取消； 银行利润与

银行投资者收益增加

消费者
高通胀破坏私

人储蓄

要求利率去监

管化

消费信用获取简单化， 增加掠夺

性贷款， 提高投资意识

消费贷款的高利率， 储蓄的

低利率， 银行业务费用

机构投

资者

高 通 胀， 低 增

长破坏传统投

资策略

机构投资者的

数 量 和 规 模

扩大

增加对投机性金融工具的投资，
提升稳定或高回报的预期

金融泡沫膨胀

国 外

资本

日 本、 中 国 及

其他国家追求

资本投资盈余

增加对美国金融工具的投资 联邦财政赤字保持低利率

新古典

主义经

济学家

凯恩斯主义的

统治地位
新自由主义政策法制化， 倡导自我调节市场； 有效市场假设； 代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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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金融活动禁令的废除， 以及 １９９９ 年后收入向金融部门的加速转移， 表明

了金融化在 “新千年” 的深化。 ２１ 世纪初股票市场的崩溃很快就被低利率和房价攀

升所拉动的房地产泡沫覆盖。 通过大力营销次级抵押贷款以弥补其在商业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方面的赢利， 金融部门进一步放大了泡沫的膨胀程度。① 弗里格斯坦和戈

尔茨坦 （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０） 对这组事件的深入分析表明， 这个市场是

一小撮金融机构创建的， 在所有方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参与和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将高风险证券评为 ＡＡＡ 级投资的三大评级机构与一些坚信金融市场是有效的、 能

自我调节的联邦监管机构相互勾结在一起。 可以说，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

这种特定投资泡沫崩盘的直接结果。 但从长期的制度视角来看， 这次危机源于金

融活动在少数寻租企业的集中， 而且这种集中被嵌入一个日益退化和过时的监管

结构中。 雪上加霜的是， 非金融部门管理层激励机制更偏好于短期金融投机而非

企业长期发展。

四　金融行业租金的分配

接下来， 我们分析这些创造收入机会的制度转变所导致的分配结果。 我们将比较 ３

个时期， 即 １９８０ 年以前的监管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９ 年的放松管制期， 以及 ２０００ 年后的金

融化加速和银行控股公司整合的时期。 我们整理出金融部门各特定行业的资本利润份

额的变动趋势。

图 ４ 依据具体行业对部门利润进行分解。 与我们的制度分析一致， 在 １９８０ 年之

前金融部门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或者维持平稳 （证券、 保险和房地产行业）， 或者增

速较为缓慢 （银行业）。 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 ７０ 年代后期， 银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

这直接推动了 １９８０ 年 《放宽存款机构的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 的出台。 这部法案以

及此后出台的类似法案废止了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的种种规定， 所以， 银行

和银行控股公司成为 １９８０ 年以后的大赢家， 其利润实现了最大幅度和最长时期的增

长。 ９０ 年代早期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当时， 为了应对银行利润的下降， 进一步放

松银行业管制的两个法案相继通过， 这就是 １９９４ 年的 《里戈尔 － 尼尔州际银行和

分行法案》 和 １９９９ 年的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 可以看到， 银行和银行控股公

司利润占全国利润总额的比重在 １９９９ 年之后出现了再次上升， 其幅度较之前更大

（见图 ４） 。

０１１

① 虽然图 ２ 表明， 在金融部门利润占利润总额的份额在 ２００３ 年之后有所降低， 但这主要是因为其他经济部

门的利润在增长。 在整个 ２００６ 年中， 金融部门利润飙升， 并且该部门占 ＧＤＰ 的比例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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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金融部门中各行业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

注： ∗这种分类包括了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 经济分析局， 表 ６ １７ 是公司税前利润和表 ６ ２２ 是公司资本消耗津贴。 其分类如下： ＳＩＣ１９７２，

１９４８ ～ １９４８ 年； ＳＩＣ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０ 年； ＮＡＩＣＳ２００２，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金融部门中的其他行业的利润也出现了增长， 但在时间上要更晚， 增长幅度也没

有银行业和银行控股公司明显。 保险业的利润在 ８０ 年代实现了强劲上涨， 经历了 ９０ 年

代的下跌后从 ２０００ 年呈现强劲的上升态势。 以 １９８０ 年为基准， 银行利润占经济总利润

的比重在接下来的 ３８ 年间增长了 ３００％ ～ ４００％ 。 而同期保险业的利润增幅只有不到

１００％ 。 房地产业利润在 １９９０ 年后也出现了强劲增长， 但 ２００８ 年其利润占总利润的比

重却低于 １９７０ 年的水平。 证券、 大宗商品投资、 投资银行、 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行

业的赢利率呈现较大的年度波动， 只是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其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才出现持

续上涨。 显然， 最近这次泡沫有利于该行业的赢利。 但最让我们惊讶的是， 证券和大

宗商品投资的利润在 １９９４ 年之前呈现缓慢增长、 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长期趋势。

放松银行管制和经济金融化似乎对银行业的利润膨胀影响最大， 对保险业的影响

较弱， 而对于证券业来说， 只是在 １９９９ 年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允许银行控股公司

独自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后， 其利润才出现明显增长。

图 ５ 对金融部门中不同行业的雇员收入进行了分解。 １９８０ 年之前， 各行业雇员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非常稳定的。 １９８０ 年后， 金融部门中 ４ 个行业的员工收入都出现相

对增长。 特别是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这两个行业的增幅更为显著， 其薪酬水平从人均国

民收入的 １ ５ 倍增长到令人瞩目的 ４ 倍。 ２００７ 年， 该行业雇员的国内平均周收入为 ６８９１

美元， 而曼哈顿地区雇员的周收入更是高达 １６９１８ 美元， 而同期国内雇员的平均周收入仅

为 ８８４ 美元。 在金融系统崩溃前的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证券与大宗商品行业 １ 季度的国内工

资增长率为 １６ ４％， 曼哈顿地区的 １ 季度工资增长率则高达 ２１ ５％ （Ｓ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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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金融部门中各行业薪酬占全国就业收入的比重

注： ∗本分类包括了部分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 经济分析局， 表 ６ ２ 是按行业划分的员工薪酬情况以及表 ６ ５ 是按行业划分的全职员工情况， 其分

类如下： ＳＩＣ１９７２，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７ 年； ＳＩＣ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０ 年； ＮＡＩＣＳ２００２，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经济金融化还表现在机构投资者的增加， 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周转的加快， 以及

金融活动的普遍化。 得益于投资量的膨胀和资金流速的加快， 收取佣金的员工成为这

一行业中获益最多的人。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到， 在 １９９９ 年以前该行业的利润很低， 没有

出现增长的迹象， 由此可以推论， 至少在 １９９９ 年之前， 证券业金融化的主要受益者是

公司雇员而非公司所有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和保险业， １９８０ 年后其雇员

收入占总薪酬的比重很低， 甚至当该行业绝对利润在 ２０００ 年后加速增长时， 其雇员收

入趋势依旧无法摆脱水平态势。 房地产业的平均薪酬变动也呈现水平态势， 各年份的

雇员薪酬水平均接近国内平均水平。 当然， 行业层面较低的收入会掩盖行业内收入的

严重不平等。 １９９９ 年后出现的银行控股公司是一个包括银行、 投资和保险业务在内的

混业经营主体， 它的平均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传统银行业。

综合图 ４ 和图 ５ 可以看出， 与金融化相关的收入租金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ｎｔｓ） 被不同主体

获得， 在银行业、 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主要被资本获得， 而在证券业则主要被雇员获得。

尤其是银行业， 似乎已经在放松金融管制中获取了从全社会收取经济租金的能力， 这

也使它实现了最为持久的赢利。 而证券和大宗商品行业向来采取合伙制的组织形式，

因此投资活动的膨胀让员工大发 “意外之财”。

为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 我们从 《当期人口普查》 中寻找有

关个人的国内典型数据。 这些数据来自于自我报告， 而且采取了最高薪酬水平基准线

（ｔｏｐ － ｃｏｄｅｄ ｆｏｒ 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的统计方法。 因此， 这些数据低于实际的高薪酬水平。 对于实

际的高薪酬水平， 不仅见于劳和卡普兰 （Ｒａｕｈ ａｎｄ Ｋａｐｌａｎ， ２０１０） 的研究报告，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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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期间和其后也被媒体广泛报道。① 图 ６ 显示了金融部门各行业雇员年均收入

与非金融部门雇员年均收入的变动。② 可以看到， 银行业、 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基本趋

势和基本比率与图 ５ 基本相同。 而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则呈现出差异， 尽管其薪酬增

速依然快于非金融部门， 但只是从国内平均水平的 １ ５ 倍增长到 ３ 倍， 而不是此前的 ４

倍 （如图 ５ 所示包括全部薪酬）。 考虑到取样及统计方式隐藏的部分高收入， 《当期人

口普查》 的估算数据精度较低， 它不能反映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行业极高收入者获得

的工资租金 （ｗａｇｅ ｒｅｎｔ）。 正如劳和卡普兰 （Ｒａｕｈ ａｎｄ Ｋａｐｌａｎ， ２０１０） 指出的， 就是这

批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全国收入最高的前千分之一阶层。

图 ６　 金融部门各行业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年度收益观测值 （ＣＰＳ 估值）

菲利蓬和谢夫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ｅｆ， ２００９） 认为， 雇员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

高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金融部门收入的增加。 金融部门雇员平均收入的上升， 到底是

源于其技能的加强， 还是源于收入租金的上升， 对此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正如许多主

流评论家强调的， 高技能雇员因高收入大量涌入金融部门， 而不是高技能雇员创造了

高收入。 在补充分析中我们发现， 银行和证券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的比重

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经济部门， 但房地产和保险业没有发生这种变化。 类似的， 只有

银行业和证券业在此期间发生了职业结构的升级。

在图 ７ 中， 我们基于员工的经验 （年龄）、 教育、 性别、 种族、 工作时间及该时期

３１１

①

②

相比于非金融行业， 银行业和保险行业的保密观察值约为其两倍， 而证券行业的保密观察值是其 １３ 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ｅｆ， ２００９）。
在菲利蓬和谢夫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ｅｆ， ２００９： ３７） 的研究之上， 我们利用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所有调查年份的

保密收入的 １ ７５ 倍来修正金融部门被低估的相对收益。 １９９５ 年后， ＣＰＳ 使用保密分类的组平均值来估算

保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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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结构调整建立了回归模型， 测算各部门具体年收入的趋势。① 在图 ７ 中， 每个行

业的就业平均收入也呈现相同的上升趋势， 尽管其峰值并不显著。 在证券业， 租金上

涨幅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 ２５ 倍， 而在图 ６ 中为 ３ 倍。 金融部门的其他 ３ 个行业的租

金也同样上升， 其中房地产业租金较全国平均水平上升 １ １７ 倍， 保险和银行业上升

１ ３５ 倍。 控制成分变化对于银行业和保险业收入增长问题几乎没有太多解释力， 而对

于房地产业的收入增长则更是无法解释。 证券业中接受高等教育的雇员比重和高级技

能职位都显著增加， 但由此并不能从模型中分离出相应的因果次序。 我们认为， 更有

可能存在的是这样一种关系： 接受高等教育的雇员比重与高级技能职位的增加是证券

业租金收入机会增加的结果， 而不是相反。 瓦耶 （Ｏｙｅｒ， ２００８） 提供的论证符合我们

的这种直觉， 他发现， 投资银行家并不是预先掌握高级技能后赶赴华尔街工作的， 相

反他们是华尔街批量制造的产物。 克罗蒂 （Ｃｒｏｔｔｙ， ２００９） 和罗斯 （Ｒｏｔｈ， ２００４） 的研

究也表明， 投资企业进行选择和决策的基础往往不是其技能， 而是对其他既存交易商

行为的参照和仿效。

图 ７　 金融部门各行业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预计年收入

图 ７　 （对行业中雇员与职业构成调整后的 ＣＰＳ 估值）

为了进一步研究每个行业的收入分配情况， 我们将回归模型进行扩展， 分别讨论教

育、 职业、 性别和种族对金融部门雇员收入租金的影响趋势。 研究发现， 金融部门收入

租金的实质性上升并非惠及所有雇员。 在金融部门的 ４ 个行业里， ８０ 年代后期不断上升

的行业租金基本上流向了管理层、 专业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中的高学历者。 相比之下，

职业级别较低和学历较低的雇员获得的收入租金非常有限甚至为零。 在所有 ４ 个行业中，

４１１

① 利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每年的基本回归值， 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收益 ＝ ｂ０ ＋ ｂ１ （教育） ＋ ｂ２ （年龄） ＋
ｂ３ （性别） ＋ ｂ４ （种族） ＋ ｂ５ （年度工作时间） ＋ ｂ６ ～ ８ （职业结构） ＋ ｂ９ （金融行业） ＋ ｅ （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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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白人 １９８０ 年后的收入增长超出了其人力资本和职业地位， 而少数族裔的男性、 女性

及女性白人的收入轨迹则呈平缓态势 （根据需要可得出该分析结果）。 与全国趋势相比

（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ＭｃＫｅｒｒｏｗ， ２００４）， 金融部门的不寻常之处在于， 男性白人获得的租金收入

不断增加， 其幅度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职业地位特权。 显然， 与职业化及男性白人的机会

囤积 （这有利于其收入的增长） 相比， 我们前面描述的制度转变才是导致金融部门收入

增加的更根本和外生的原因。

五　总租金的反事实估计

为了测量金融化期间租金总收入转移到金融部门的规模， 我们进行了反事实分析：

假如金融部门收入与就业占国内经济的比重维持在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０ 年的历史平均水平， 那么

其现期利润与薪酬水平将会是多少？① 我们以两个简单的反事实情况来进行估算。 这两种

情况试图追问， 如果金融部门没有出现制度变化， 如果金融部门集中度没有加强， 监管

没有放松， 有关金融市场理性和自动调节的观念没有被普遍接受的话， 事情会变成怎样？

为此， 假设金融部门的雇员平均薪酬， 部门就业占总就业量的比重， 以及经济中各部门

的利润份额保持在 １９８０ 年之前的水平。 第一个反事实为如下假设， 即 １９８０ 年后长期平均

收入份额继续维持了 １９４８ ～１９８０ 年的平均水平。 在第二个反事实分析中， 我们对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０ 年的线性趋势进行估计， 并以该趋势预测 １９８０ 年后的预期收入。 因为在 １９８０ 年之前

薪酬趋势非常稳定， 因此这两个估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银行利润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

在 １９８０ 年以前已出现上升趋势， 因此， 对金融化引起的利润向金融部门转移的估算值要

比实际规模小。 因为对金融部门的不同行业而言， １９８０ 年前后的趋势是不同的， 因此，

我们将分别逐一进行反事实测算， 最后加总获得金融部门的总量估值。②

表 ２ 估算了金融部门获得的净额外收入， 包括利润和雇员薪酬两部分。 我们认为，

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化导致 ５ ８ 万亿 ～ ６ ６ 万亿美元的收入转移到金融部门， 其中

约 ２ ／ ３ 是利润。 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获得了这些收入的大头， 约占 ６５％ ， 并且其中的

９０％是利润。 重要的是， 与制度变化相一致， 大部分收入转移发生于 ２０００ 年之后， 其

规模大约占总转移额 （５ ８ 万亿 ～ ６ ６ 万亿美元） 的一半。

５１１

①

②

表 １ 中的估计收入包括 １９９８ 年后金融部门的控股公司收入。 这种从 ＳＩＣ （国家标准分类） 到 ＮＡＩＣＳ （北
美工业分类系统） 的对应变化以及两个系统过渡期的收入变化表明大部分收入实际上转移到了金融部门。
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范围内收入的影响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但我们认为哈维 （２０１０） 的观点是正确

的， 他指出这种影响取决于他国对美国的依赖度。 那些效仿美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国家 （如爱尔兰、
西班牙） 出现了类似的崩溃， 那些依赖于对美国出口或通过全球金融部门进行融资的国家将经历更广泛

的经济衰退， 那些只受到轻度影响的国家或由于其规则严谨 （德国）， 或由于突发事件 （黎巴嫩）， 几乎

没有触及金融危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表 ２　 反事实模型对金融部门 １９８１ ～ ２００８ 年转移性收入的估算 （以 ２０１１ 年的美元为基准）

１９８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方　 法 平均值 趋势值 平均值 趋势值

净额外利润 （美元） ４８４４９０４ ３４８４１１７ ２２１９５７８ １７６７６７７

净额外补偿 （美元） １７１４４３５ ２３３５７３８ ９６１４６３ １２３９３２１

总租金收入 （美元） ６５５９３３９ ５８１９８５５ ３１８１０４１ ３００６９９８

利润 ／ 总租金 （％ ） ７３ ９０ ５９ ９０ ６９ ８０ ５８ ８０

注： 平均值方法： 利用金融行业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０ 年的详细数据， 使用年度平均的国家利润 ／ 总租金这一比例趋势来

预测在 １９８０ 年之后的预期收入。 趋势值方法： 利用金融行业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０ 年的详细数据， 使用国家利润 ／ 总租金这

一比例的线性趋势来预测 １９８０ 年之后的预期收入。

六　结论

在 ２００８ 年， 金融部门积累了大约近 １ ／ ４ 的 ＧＤＰ 和超过 １ ／ ４ 的利润。 金融部门员工

的薪酬从之前的经济总体平均水平上升到比其他部门高出约 ６０％的水平。 这些变化代

表 ５ ８ 万亿 ～ ６ ６ 万亿美元 （按 ２０１１ 年美元计算） 收入转移到了金融部门， 其中大部

分是利润。 从长期看， ６ ６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私营部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８ 年收入 （利润 ＋

工资） 增长总额的 １３％ ， 还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美国联邦债务累计总额的 ７３％ 。 而从金融崩

溃的短期成本看， ６ ６ 万亿美元是美国次贷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ＩＭＦ 估算的全球资产损失

额的两倍还多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１０）。

当然， 金融部门行为者可能会将这笔金额解释为挣得性收入而非转移性收入。 而

从租金理论的视角看， 显然是这些行为者权力的增强使其获得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

市场竞争和监管的弱化为收入转移的发生提供了制度权力与市场权力。 毫无疑问， 如

果金融部门行为者没有利用这种权力的话， 金融部门的转移性收入就不会产生。 非常

明显的是， 凭借其可观的游说创新活动， 这些行为者 “制造” 收入增量。 从金融企业

中的行为者视角看， 这种增量似乎是个人和集体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但问题在于， 如

果这么讲故事的话， 那么所有的市场成功都可以被解读为个人才能与奋斗。

金融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上升可能是以经济中其他行为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

的。 新古典模型的可能解释是， 由于金融化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 因此它能够提高

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 并进而提高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收入水平。 然而， 史托克哈默

（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 ２００４） 和奥尔汉佳吉 （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 ２００８） 的研究表明， 实际情况是金

融化削弱了非金融公司在生产性资产方面的资本投资， 越来越大比重的现金流以不断

增加的利润的方式转移到金融部门。 弗里格斯坦和信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２００７） 以及

科瑞尔 （Ｋｒｉｅｒ， ２００５） 的研究表明， 当非金融公司以追求股东价值为目的时， 他们实

际上并没有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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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金融部门的收入增长进行详细的行业分解， 分析其在劳动和资本之间以及

不同阶层的雇员之间的差异。 金融部门中利润增长额的大头流向了银行业， 包括 １９９９

年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出台后成立的银行控股公司。 正是这些银行控股公司 （以

及 ＡＩＧ 集团、 房利美、 房地美以及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 成为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金融体

系崩溃中联邦紧急救助方案的直接受益者。 无论这种救助方案对维持世界金融体系的

稳定多么重要， 它挽救的这批公司从 １９８０ 年以来在整个经济中攫取的经济剩余都越来

越多。 １９９０ 年后， 银行持续控制着超过 １５％的经济总利润， ２０００ 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

２０％以上。 在联邦政府救助它们之前， 这些企业已经获得了比 “二战” 后历史常态水

平多 ４ ９ 万亿美元左右的额外利润。

我们希望本文能对租金理论和分层分析产生更广泛的贡献。 这些文献倾向于观

察收入的动态变化， 并推断引起这种变化的过程。 通过勾勒制度性变化及其引发的

行业租金， 我们展示了金融部门中的政治和市场机制， 正是这种机制生产和分配了

国民收入。 当存在针对市场规则的制度实践和政治调整———它们会生产 （或破坏）

收入租金———时， 租金理论的解释就更为合理。 在租金理论基础上， 引入制度分析

非常有助于理解市场和政治权力， 因为市场权力的真实基础是不应被假定的， 而应

被揭示的。

克瑞普纳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２０１１） 对金融化的分析表明， 金融化源自于一系列的特别的、

看似相互独立的发展过程， 而所有这些发展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信贷泛滥和监管放松。 相

比之下， 租金理论倾向于关注保护或稳定市场租金的政治行动。 为了保护市场租金， 金

融部门当然采取了不遗余力的政治行动。 而我们的分析表明， 金融化的出现离不开一些

偶发事件， 甚至金融部门大力支持的放松管制运动， 也毫无疑问地首先得益于新自由

主义政策舆论的广泛兴起。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后， 以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为基础的金

融监管遭到金融部门的持续抵抗。 在 ２０１０ 年， 金融部门再次发动了激烈的抵抗， 这就

是限制 《多德 －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 ｔｈｅ Ｄｏｄｄ － Ｆｒａｎｋ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Ｒ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适用范围而进行的猛烈游说。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 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对扩张金融投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

此， 当市场力量的作用来自产业集中和政治权力， 那么废除、 限定和躲避监管就显然

是很重要的， 而对机构投资者金融服务和投机回报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 当然， 缺少

监管的市场结构使得这些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 金融投机和金融创新的兴起创造了一

个自我实现的循环———预期的高回报率导致了对金融资产的更多机构投资甚至家庭投

资。 对于需求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多说一点。 如果不存在反复发作的金融泡沫， 那么投

资者是有可能转向生产性投资， 而不是金融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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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制度分析， 我们发现了对租金理论的一项修正， 即将单一权力模型转

换为多头行为模型。 因为租金理论通常不观察制度变迁进程， 因此它能够告诉我们

的是单一行为者市场权力变迁的故事， 如银行 （Ｃｒｏｔｔｙ， ２００９） 或商业精英 （Ｈ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对政府的控制。 我们所观察的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 即一般的资

本主义危机导致放松管制需求的合法化。 在 ７０ 年代的高通胀时期， 银行的低利润以

及消费者对更高利率的需求， 推动放松金融管制运动迈出第一步。 对于放松管制的金

融部门而言， 机构投资者在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的崛起成为金融创新的动力源， 而已经放

松管制的金融部门也开始变得更加集中。 １９９９ 年废除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对金

融部门产品联合的最后限制， 以及监管机构对市场有效论的采纳， 为创建大型多功能

银行控股公司提供了便利条件。 正是这类公司现在主导着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

方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对利润扩张点的追逐引发了房地产泡沫， 大量抵押贷款被创造

出来。 这些抵押贷款又为不受监管的 ＣＤＳ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市场及其风险的对冲

搭档———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提供了融资来源。 显然， 租金理论有关市场和政治权力的

解释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都得到反映。 但与此同时， 这些事件也反映出其他行为者的影

响： 消费者为抵抗通货膨胀而要求更高的利率， 机构投资者使用现金进行投资， 公司

ＣＥＯ 和股东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即时回报， 甚至联邦储备银行也试图淡化其制造失

业及放缓工资增速的政治作用。 因此， 在承认权力对于市场租金发挥根本作用的同时，

也应看到， 市场租金的许多特质都带有多方行为者的标记， 即他们在真实的历史情境

中努力解决所面临的不同问题。 在 １９８０ 年前后， 非金融部门的精英和政府可能是金融

市场中最重要的主导者， 此后他们逐步丧失了在金融部门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还整理了金融化产生的行业租金流向部分劳工阶层和资本的过程。 １９８０ 年之

后， 这些金融行业的经理、 专业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收入普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证券业雇员的收入不仅增长最快， 而且优先于赢利率的增长。 在证券业中， 优先增长

的是拥有市场权力的雇员的薪酬而不是利润， 这是金融化阶段的重要特征。 投资银行

历来就是按合伙制而非公司制组织起来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这可能是我们观察到的雇员

获取高额回报的制度前兆。 此外， 保险和证券业雇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同样领先于行业

赢利率的增长。 在这两种情况下， 管理层和销售人员的绩效薪酬方案似乎优先于利润

增长， 而且这种薪酬方案甚至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与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相关的利润激增。

克罗蒂 （Ｃｒｏｔｔｙ， ２００９） 认为， 雇员收入的增幅来源于经济租金， 在投资界拿高薪酬的

“呼风唤雨者” 是系统性风险的根源， 而后者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

从历史维度看， ２００８ 年金融部门的崩溃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 这可能也是该部门

租金毁灭的潜在时刻。 我们已经知道， 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在 ２００８ 年进入负增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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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但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出现了强劲反弹。 菲利蓬和谢夫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ｅｆ，

２００９） 的研究显示， 金融部门租金在 ３０ 年代大萧条期间和其后经历了巨幅下降。 其部

分原因是银行系统崩溃形成的冲击， 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随后不断加强的金融监管。

因此， ２００８ 年金融部门的崩溃， 以及联邦紧急救助方案引发的金融再膨胀， 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令人感兴趣的， 它有可能是金融部门租金毁灭的关键时刻。 当前，

我们对于金融部门崩溃的后果还知之甚少， 但租金理论预示着， 政治上更有权力的行

为者将试图保护现存的市场制度和获取租金的能力。 显然，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美国政

治充分展示了这种努力。 金融产业雇员获得的高工资和奖金反复成为新闻和政治的热

点问题。 我们同时注意到， 大银行及银行控股公司正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偿还联邦紧急

救助款， 以便能够合理地向顶级雇员支付高工资。 最后， 对未来收入分配产生最大影

响的是银行业与其他行为者之间有关新的监管采取哪种合理形式才能管理系统性风险

并保护消费者免受租金榨取的斗争。 这些监管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如何实施， 将很可能

决定了金融部门所占有的国民收入的份额。 不幸的是，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 对金

融部门的监管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变， 作为经济政策新宗教的金融将会继续维持其统治

地位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０９）。

我们的分析指出， 联邦政府不仅是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的源头， 而且不能胜任对新

兴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摆脱国家监管的政策和

学术运动， 那么金融化可能就是它最基础的产品， 而国家财富向金融部门的转移也就

当然是它显著的后果。 金融部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 投资者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

性， 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联邦支出赤字膨胀到空前的规模， 家庭部门也蒙受巨大灾难。

既然如此， 那么很明显的是， 金融部门的经济权力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成为未来

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问题。

未来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向。 收入向金融部门转移的事实暗示我们， 经济中的其

他行为者可能已经意识到， 危机前其收入损失与国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可能正是金融

化的后果 （Ｈ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我们猜测， 其他国家的金融化也可能产生类似

的收入转移问题。 同时， 我们还猜测， 金融占据物质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有可能已经破

坏了生产性工人主张收入权的能力。 在目前的工作中， 我们正在调查这些变化。

我们应该系统地分析金融化抑制总体经济增长的真实可能性。 对此至少存在两种

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金融化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投资 （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 ２００４）。

另一种观点认为， 美国金融化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刺激了外国资本在美

国的投资。 关于这两个过程的宏观经济关系， 至今还并不清晰。

美国金融业的崩溃使得系统性风险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我们怀疑， 嵌入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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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网络模型是否能取得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美国金融的崩溃立刻引起美国经济

的衰退， 而且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不可否认， 其中一些可能是相同的系统网

络过程引发的结果， 但美式金融化的制度扩散对于不同经济体可能已经造成了差异化

的风险模式。

当然， 总是有人会为租金埋单。 在本例中， 埋单者似乎是美国经济中金融部门以

外的行为者： 不仅包括把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转移给金融部门的非金融公司， 而且包

括家庭部门， 其工资因雇主们权力的下降而受到抑制， 但其支付给金融部门的费用和

利息不断增加。 这些方式表明， 金融部门采取了更精明的手段从其他经济行为者那里

攫取收入。 当然， 由此也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 即机构投资者热衷于短期的金融

投机回报， 而忽视长期的生产性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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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Ｊｅｎｓｅ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７ ］ Ｋｒｉｅｒ， Ｄａｎ ２００５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Ｙ：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Ｇｒｅｔａ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Ｇｒｅｔａ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ｕｂ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０Ｂ Ｅｍｅｒａｌｄ

［２０］ Ｋｒｉｐｐｎｅｒ， Ｇｒｅｔａ ２０１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１］ Ｌｅｗ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Ｂｉｇ Ｓｈｏｒ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２］ Ｍｉｌｌｅｒ， Ｓ Ｍ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１９８３ 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２３］ Ｍｉｎｔｚ， Ｂｅ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ｗａｒｔｚ， 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４］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Ｗ ＭｃＫｅｒｒｏｗ ２００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ｎｔ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Ｍｅｎ，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２５］ 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 Öｚｇüｒ ２００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ＭＡ；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２６］ Ｏｙｅｒ，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ｅｒ：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ｃｋ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７］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Ａｒｉｅｌｌ Ｒｅｓｈｅｆ ２００９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９０９ － ２００６，”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８］ Ｐｒａｓａｄ， Ｍｏ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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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Ｐｒｅｃｈｅｌ， Ｈａｒ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

ｓ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ｌｆｅａｓ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Ｕ 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０］ Ｒａｕｈ，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Ｎ Ｋａｐｌａｎ ２０１０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Ｗ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１］ Ｒｏｅｍｅｒ， Ｊｏｈｎ １９８２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２］ Ｒｏｔｈ， Ｌｏｕｉｓｅ Ｍａｒｉｅ ２００４ “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ｅｘ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３３］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Ｈｗａｎ Ｋｉｍ ２０１０ “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 １９７１ －１９９６，”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５３： １９ －４３

［３４］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ａｇｅ Ｂ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ａｇｅ Ｂ ２００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ｕｎｄｅｒ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３６］ 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 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ｔ ２００４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７］ Ｓｕｍ，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ｏ Ｔｏｂａｒ ｗｉｔｈ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ｅｉｌａ Ｐａｌｍａ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ｅａｌ － Ｗ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ｌ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３８］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Ｊ Ｂ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 １９８１ “Ｂａｉ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９］ Ｔｏｍａｓ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ｖｅ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ｈｅｒｙｌ Ｓｋａｇｇｓ １９９９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Ｗｏｒｋ ＆ Ｏｃ⁃

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４０］ Ｕｓｅｅ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Ｕ 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１ ］ Ｕｓｅｅ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９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２］ Ｕｓｅｅ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９６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４３］ Ｖｏｇｅｌ，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８６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

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４４］ Ｗｅｅｄｅｎ， Ｋｉｍ Ａ ２００２ “Ｗｈｙ Ｄｏ Ｓｏｍ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ｎｄ Ｅａｒｎ⁃

ｉｎｇ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２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置盐 《积累论》 再考察
第 ５ 卷

置盐 《积累论》 再考察∗
　①

中谷武∗∗ 　②

高晨曦∗∗∗ 　③ 译

摘　 要　 置盐信雄的 《积累论》 （初版） 于 １９６７ 年出版。 其后， 虽然经济理论自

身在经历了日本与世界经济增长率低下， 以及形形色色的危机中有了很大改观， 现在

的近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却并没有改变。 与此相对， 马克思经济学与后凯恩斯派经济

学等批判经济学也呈现出新的动态。 本文将从 ４ 点出发整理置盐 《积累论》 的基本内

容， ①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 ②不均衡及其积累性， ③利润与投资的主导性， ④资

本主义制度的长期规律， 以评价其在当下的重要性。 接下来， 我们将把最近广为研究

的一种批判性经济理论———卡莱茨基等后凯恩斯派作为对象， 讨论其贡献和问题。

关键词　 置盐 《积累论》 　 后凯恩斯派　 卡莱茨基派　 中期模型

前　言

置盐信雄著作 《积累论》 出版以来已有 ４７ 年。 正如其名所示， 《积累论》 的主题

正在于揭示经济中积累过程的特征。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采取的一种特殊生

产关系， 从这一特殊性出发， 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现象呈现出来。 《积累论》 的目标正

是试图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角度， 说明生产及就业的决定、 经济周期与增长、 利

润率与实际工资率的决定等无论哪个经济学家都会研究的现象。 《积累论》 出版迄今约

有半个世纪， 其间， 种种新的经济现象产生了， 经济理论也发生了变化。 在当下再度

探讨 《积累论》 的目的有以下两点。

（１） 在考虑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 《积累论》 提出的主要观点究竟是什么。

（２） 置盐的 《积累论》 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 然而如何从置盐 《积累

论》 的思想出发， 评价现在引人注目的主流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特别是卡莱茨基派的模型。

５２１

①

②
③

本文原文为日文， 原文首发于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会刊 《季刊经济理论》 第 ５０ 卷第 ４ 号， 第 ５ ～ １５ 页， 感

谢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以及原文作者中谷武教授对本文中文译文的转载许可。
中谷武， 曾任神户大学、 流通科学大学教授， 现为尾道市立大学校长。
高晨曦 （１９９３ ～ ）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代理书记，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

研究所本科生 （ｇａｏｃｈｅｎｘｉ＠ ｓｉｎａ ｃｏ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以下， 我希望能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　置盐 《积累论》 提出的问题

置盐信雄的 《积累论》 共有 ４ 章， 第一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构造”， 第二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大再生产”， 第三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危机”， 以及第四章

“资本主义制度积累的倾向规律”。 其主要观点大概可以被总结为以下 ４ 个论点：

（１）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

（２） 不均衡及其积累性；

（３） 利润与投资的主导性；

（４） 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规律。

１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

为了使特定的生产关系能够正常发挥功能， 人类的生产力不得不事先具备某种特

定的性质和水准。 只要人类社会还要存续下去， 生产力的发展， 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废

弃及向新的生产关系的转移就是必然的。 置盐的 《积累论》 也涉足了这一马克思的基

本命题， 并进一步举出使这一主张成立的下面两个根据：

（１） 生产力即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发展， 对确实保证人类的存续是绝对必要的；

（２） 特定的生产关系能够固着于生产力的唯一特定性质、 水准下， 并发挥功能。

前者认为， 无论多高生产力水平对人类的存续而言也是不充分的， （因此） 主张

（生产力的） 发展和持续是绝对必要的。 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

活动在空间范围和时间长度上不断扩大的历史来看， 这一条件在经验上是妥当的吧。

在 《积累论》 中， 置盐并非是从人类本性对利润、 便利和快活永无止境的追求中得出

这一根据的， 而是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自身自然地引起了不可逆的变化这一客观事实。

只要在生产活动引起作为对象的自然 “不可逆的变化” 中， 生产活动的效率没有上升，

（人类） 就无法有效地驾驭自然。 若这一理解是正确的， 要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就不是回

归到 “小则美” 这样相称的技术， 或是改变 “吾唯足知”， 而是进一步推进全球的自

然变革活动。 生产力停留在固定层面就将成为人类存续的威胁。 因此， 这一主张是否

妥当该是极其重要的吧。

后者主张， 资本主义经济使生产力超越一定水准， 第一次使其能够发挥功能， 若

生产力超过某一水准并继续提高，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安定和停止的现象， 并危及

人类的存续。 置盐主张的就是， 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已经接近了这一上限

（水准）， 或者说已经跨过了这一水准。 这一主张的现实性在本书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内

进一步增加了， 这一点只要看到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变暖与核电事故的严峻性就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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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 尤其是， 虽然各国固有的生产力水准中， 有主要发达国家这样高的 （生产力）

水准， 也有发展中国家这样低的水准， 但不管存在怎样的差别， 只要某些发达国家的

生产力超过了一定阈值， 环境问题就将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愈演愈烈， 这一事态是很

清楚的。 尽管这是一个紧急的课题， 但国际社会尚未找到解决困境的良策。 这里， 《积

累论》 在第四章的 ４ 项 “资本主义制度改革” 的 “ｂ 人类存续的现实方向” 中论述了

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型的必要性。 本书并未具体讨论转型后的社会具有怎样的具体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 （转型） 是可能的吗？ 有必要进一步地向新的社

会转型吗？ 本书的立场很明确， 更具体地展示新社会的基本构造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２ 不均衡及其积累性

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生产的支配性阶级社会。 不存在一元地统领社会全体生产的

主体， 单个的企业在不确实的预测与谋取私利的导引下部分地承担 （社会生产的） 决

定。 因此， 在各个领域都必然存在不均衡。 然而现在的经济学者却从未有人对这一不

均衡的发生提出异议。 问题在于， 是否可以认为这一不均衡能够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

顺利地解消。 以新古典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将均衡状态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但这并非否定不均衡会发生， 他们大概是认为 （这一不均衡） 是能有市场机制迅速解

消的， 仅仅是一时的搅乱吧。

不均衡一旦产生， 并不会由于市场机制而迅速复归于均衡， 而是逐渐增加、 扩大。

这既是哈罗德强烈主张的命题， 也是置盐 《积累论》 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学时最

重视的基本命题。

这一基本命题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特色， 在这层意义上， 笔者认为，

哈罗德的这一研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凯恩斯的 “一般理论” 以后取得的少数成

果之一。 （置盐信雄， １９６７： ２００）

尽管哈罗德的著作 《走向动态经济学》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发表以来

现在已经过了 ６５ 年， 这一不安定性命题仍然具有最高级的重要性。 在萨缪尔森等新古

典综合派的理解中， 凯恩斯理论是不景气时期的经济学， 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高速成长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克服了有效需求的问题。 据此， 如果政府能有效地调节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就能脱离不景气， 因此资源能够得到完全利用， 这一均衡状态就是新古

典派经济学的世界。 然而， 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 这一信念被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卷土

重来的不景气问题动摇了。 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克服了不均衡与不安定性的确信， 不

断遭到现实的否定。 美国的 “大安定” （Ｇｒｅａ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就是典型的例子。 ２１ 世纪

初的美国经济学界广泛确信， 格林斯潘的金融政策已经解消了不均衡， 使长期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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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达成了。

过去 ２０ 年间经济活动最为显著的特征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不安定性大大减少

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Ｊｏｈｎ Ｓｉｍｏｎ （２００１） 向我们展示了， 实

际产出量 （通过标准差测量） 的四个半期成长率约半数的分散度， 以及四个半期

通胀率的约 ２ ／ ３ 的分散度得到了减少。 有几名论者将这一产出和通胀率变动率的

同时显著下降称作 “大安定”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我们也能观察到， 这一产

出和通胀率变动的减少在其他的主要发达国家也是同样的。 只是， 过去 １０ 年间遭

遇一连特殊的经济困难的日本是一个例外。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１２： １４５）

此外， 在 ２００３ 年的美国经济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会长演讲中，

罗伯特·卢卡斯叙述道：

作为对世界大危机的一个理性反应， １９４０ 年，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明确的学

问领域登场了。 当时， 这一名称意味着不要再重复这样悲惨的经济状态， 能够实

现这一期待的知识和实践的一大体系。 我希望在这次演讲中主张的是， 在当初的

意义下， 宏观经济学已经完全成功了。 也就是说， 预防不景气的中心问题在实际

的目的层面上被解决了， 这是真的， 经过了数十年 （的努力） 被解决了。 （Ｌｕｃａｓ，

２００３，： １ － １４）

主流经济学的这一乐观的确信， 随后就被次贷危机与 ２００８ 年的雷曼破产事件以及

世界 （各地） 同时遭遇的严重不景气证明是一个错误。 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能够成功消

灭经济周期。

无论怎么否定， 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 不均衡的发生及持续就不可避免。 这

是仅仅从不均衡的消解及均衡化这样的静态层面， 来理解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导致的。

根据 《积累论》 的理解， 不均衡的扩大有如下 ３ 个根据：

①资本主义制度是采取商品形态的剥削社会；

②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被剥削， 而仅靠他们的消费需求是不能解决 （商品价值

的） 实现问题的；

③虽然对 （商品价值的） 实现问题的解决而言， 资本家进行的积累需求是不可或

缺的， 但他们不得不以私人利润为目的采取无政府行为。

这三个根据中， ②和③是由①派生出来的， ①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因

此， 《积累论》 主张， 不均衡的积累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中产生的。

我们已经知道， 价格机制是市场调节功能之一。 然而， 价格机制不会解消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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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使不均衡的积累性消失。 所谓价格机制， 是指价格迅速变动以反映供给状况，

然而即便价格反映了供给的不均衡， 也不会消除这一不均衡。 不均衡残留了这样的形

式， 即利利润率从正常值的乖离， 或者设备开工率从正常值的乖离， 从而实际工资率

从正常值的乖离①。 供给过剩这种不均衡， 无论是在价格调整下利润率下降， 还是由于

数量调整 （低开工率） 收益恶化， 形态虽然不同但都是不均衡。 ｔ 期的不均衡是否会在

ｔ ＋ １ 期倾向于解消， 是由 ｔ 期的供给状态如何影响下一次的供给状态决定的。 从上述②

③两个要因出发， 积累需求的主导性有进一步扩大不均衡的作用。 主流经济学静态地

理解市场机制， 因而是不充分的。

３ 利润与投资的主导性

《积累论》 以资本家的积累需要为轴， 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 因为利润是多

数资本家无政府的、 私人的决定的目的， 积累需求的决定也是以利润率为基准的。 这

是不均衡得以积累的要因。 因此， 置盐理论将利润率问题置于中心位置。

（置盐） 从以下的两个角度讨论了利润的存在与决定。 其一是利润存在的社会条

件， 这是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精致的数学化工作， 它预定将在另稿中得到详述。 剩余劳

动的存在是利润存在的条件， 在其后， 为数众多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深化了这一

“马克思的基本定理”。 其二是利润率是怎样决定的， 这种实证理论的利润率， 实际上，

它表现为卡莱茨基等人的剑桥方程式。 以 ｇ 代表资本积累率， ｈ 代表政府财政赤字率，

ｘ 代表贸易顺差率， 资本家的私人储蓄率为 ｓｃ， 则税后利润 ｒｎ 可以表示为：

ｒｎ ＝ １
ｓｃ （ｇ ＋ ｎ ＋ ｘ） （１）

将这一等式从右到左， 即给定资本家的私人储蓄率， 我们能够得出资本积累率、

政府财政赤字率、 贸易顺差率的大小决定税后利润率。 置盐的 《积累论》 及其后的

《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课题》 第二章中的 “增长的界限” 以这一公式为轴， 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②。

公式 （１） 是以资本家家计计入储蓄， 而劳动者家计全额计入消费为前提的。 当

然， 劳动者也会进行储蓄，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得到修正后的公式：

ｓｃ ｒｎ ＋ ｓｗωｎ ＝ ｇ ＋ ｈ ＋ ｘ （２）

在这里， ｓｗ 是劳动者的私人储蓄率， ωｎ 为税后劳动分配率③。 帕西涅第 （ Ｌｕｉｇｉ

９２１

①

②
③

《积累论》 认为利润率的水准影响资本家的生产决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只要有需要， 资本家就不会进

行与收益无关的生产。
最初将这一问题应用于日本经济的是菊本羲治的研究 （１９８１）。
劳动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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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Ｐａｓｉｎｅｔｔｉ） 证明， 如果劳动者和资本家一样受到利润分配的影响， 在满足一定的条件

后， 即使考虑到劳动者家计的储蓄部分， 公式 （２） 最终也将回归公式 （１）。 在这个

“一定的条件中”， 假定资本家和劳动者家计的收益率相等、 两者的资产等比例增大是

很重要的， 但不得不认为这一假定的成立是困难的。 若是这一条件本来就不成立， 或

者收益率相等的假定虽然成立但等比例条件不能满足， 出现了这样不均衡的过程的话，

用公式 （２） 代替公式 （１） 进一步推进议论是合理的 （浅田统一郎、 间宫阳介，

１９８４： ２０９ － ２２６）。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中， 资本积累的低迷、 通过扩大

财政赤字促进经济繁荣的界限、 通过对外贸易摩擦确保外国市场的界限渐渐明了了。

此时被引入的放松监管、 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虽说有再度提高资本

积累率的意图， 但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压缩劳动收入份额确保利润率。 即使公式 （２） 右

边各项持续低迷， 也要通过降低工资收入份额提高利润率。 然而 （虽说都是为了提高

利润率） 提高公式 （２） 右边各项与降低左边第二项有重大差异。 先不论长期、 短期

内， 右边各项的高积累率、 财政政策、 出口相关政策都有接受资本、 劳动两侧 （要求）

的余地， 即高积累、 财政政策、 出口增大的直接效果是国内劳资间可能达成双赢关系。

然而， 降低左边第二项的劳动收入份额将会明确导致劳资对立。

理解资本主义运动的主要动因在于积累需求， 而决定这一积累需求的要因是利润

率。 进而， 利润率与设备开工率存在联动。① 众所周知， 一般而言， 生产技术、 利润率

和实际工资率是相互依存的。 因此， 下一期的资本积累率的决定依存于利润率， 而当

期资本积累率决定同期利润率则意味着， 在生产技术一定的条件下， 与资本积累率的

运动联动， 实际工资率的动向也会得以决定 （见图 １）。

图 １　 资本积累率、 利润率与实际工资率的联动

只要生产率一定， 就必然出现经济上升周期内资本积累率增大、 利润率上升、 实

际工资率下降， 而在经济衰退周期中资本积累率下降、 利润率下降、 实际工资率上升。

０３１

① 在 《积累论》 中， 资本家的开工率决定被假定为利润率的增函数。 因此， 设备开工率的状态决定下一期

的积累需要， 利润率的水准决定下一期的积累率， 这两者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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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逻辑和置盐晚年论述的竞争和利润率的关系①。

４ 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法则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倾向和相对剩余劳动 （失业） 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的长期

倾向性规律， 对此十分重视。 这一倾向绝非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 即使资本主义成

功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这一避不开的问题仍将存在。 在这层意义上， 马克思认

为， 利润率的低下与失业的积累性增大， 资本主义的积累正是带有上述困难的结构性

问题。 众所周知， 包括置盐在内， 围绕这一长期法则的成立妥当性产生过许多争论，

但我们现在不探讨这一点。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长期积累路径，

与从劳动时间均衡条件导出的新古典派最佳均衡增长路径， 这两种路径完全是不同的。

置盐 《积累论》 对资本主义长期运动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置盐在 《积累论》 第二章

和第四章中提示了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 和 “均衡积累路径” 这两个概念。 所谓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 是指， 在一定技术与资本存量条件下， 每期资本主义经济达成

并持续资本设备正常运作及产品市场供需均衡的路径。 这一路径上不存在独立的投资需

求， 为满足上述的均衡条件， 投资需求将由内生决定。 此外，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 这

一路径中必要的劳动投入也由内生决定。 假定正常产出系数为 σ， 储蓄率为 ｓ， 在顺利的

扩大再生产路径中， 生产、 资本、 投资必然以所有 ｓσ 的比率增大②。 现在假定实际工资

率为 Ｒ， 就业系数为 ℓ， 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 资本收入完全不用于消费， 经济全体的

储蓄率为 ｓ， 有 ｓ ＝１ － Ｒℓ， 存在与实际工资率增大对应的另一条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

假定无论哪一条路径都不存在产品销路问题③， 且在资本设备的正常操作上保持一致。 这

样， 路径中利润率 ｒ 为 ｒ ＝σ （１ － Ｒℓ）， 积累需求以 ｓσ 的比率 （保障增长率） 逐渐增大。

然而， 如此大的实际投资需求是无法保证的。 如果在保持实际工资率一定的情况

下， 产生了促进保证增长率④上升的投资需求， 资本的开工率必然上升。 此外， 如果保

持资本的开工率不变， 生产品市场的过剩需求导致的价格上升、 实际工资率的低下就

不可避免。 无论如何利润率会上升。 结果， 下期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增大。 置盐认为，

因为资本开工率与利润率间存在一定关系， 向上方乖离的过程中， 开工率和利润率共

同上升， 实际工资率逐渐下降。 如果积累需求向保证增长率下方乖离， 会产生与向上

乖离方向相反的积累运动， 即产生利润率下降、 设备开工率下降、 实际工资率增大这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有关这一点， 请参照置盐信雄 （２００４）， 第Ⅲ章。
原文直译为生产、 资本、 投资不得不通过所有的 ｓ、 σ 率而增大。 ———译者注

即假设产品的价值实现率为 １。 ———译者注

即资本存量增长率。 根据哈罗德， 从资本积累率的层面刻画的增长的上限为保证增长率 （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与之对应， 从以效率单位测量的劳动力层面刻画的增长的上限为自然增长率， 两者一致时，
劳动力市场的完全雇佣和资本品市场的供求均同时达成。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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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众所周知的不安定性。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 （保证增长路径） 正是这一经济变动

的轴心， 这也是 《积累论》 第三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危机” 中展开的要点。

如果除了产品销售和资本设备正常开工 （的假设） 以外， 资本家还将他们正常考

虑下的期待利润率 （要求利润率） 的实现， 添加到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 的条件

中， 实际工资率就不能过高。 如果期待利润率为 ｒ∗， 则实际工资率将成为 （１ － ｔ∗ ／

σ） ／ ℓ。 如果固定这一路径上的增长率为 ｒ∗， 期待利润率越高， 实际工资率越低， 增

长率越高， 劳动需求也以更大的比率 ｒ∗逐渐增大①。

那么， 无论从怎样的长期观点来看， 这样的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 都不具有

持续性。 如果给定劳动供给的增长率为 ｎ， 若 ｒ∗ ＞ ｎ， 这一路径会撞上劳动供给的天花

板， 不具备持续性。 而在 ｒ∗ ＜ ｎ 的情况下则相反， 劳动市场上的失业会不断积累。 很

快， 失业率就将超过社会的容忍界限继续上升，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不具备持续性。

产品市场的均衡、 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转、 期待利润率的实现， 满足资本家这 ３ 个均衡

条件的可持续路径假若被现实的路径 （偶然地） 达到了， 只要 ｒ∗ ＝ ｎ 不成立， 这一现

实路径就不可持续。 现实的路径不可能抵达 （满足三个条件的） 可持续路径， 它只能

以其为轴， 不断进行经济周期的循环， 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周期的轴本身是任意的。 在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 还存在与劳动市场不矛盾的路径———均衡积累路径。 如果

我们考虑技术进步， 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率定为 α， 均衡积累率就为 ｎ ＋ α。 这与哈罗

德所谓的自然增长率相对应。 也就是说， 在种种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 只有与哈

罗德自然增长率并存的路径是可持续的。

在此， 我们首先应该留意的是， 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 从而置盐的均衡增长率并

非完全雇佣路径。 现实的路径常常是不均衡的， 而不均衡具有 （自我） 扩大的性质。

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之一的均衡增长路径， 是以现实的路径为变动基轴的路径。 向

上乖离的不均衡不会顺利地回归均衡状态， 而是导致累积性乖离。 资本主义不得不反

复循环这一变动， 在长期达到均衡积累路径。 这种路径与满足每期劳动市场均衡的新

古典派最优增长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需要留意的地方是， 均衡积累路径的存在是否能够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

可持续性。 置盐的 《积累论》 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 理由之一， 如果技术进步的形态

不能满足特定的条件， 均衡积累路径自身就不会存在。 对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

门的两部门经济的分析显示， 虽然均衡积累路径可以存在于同步提高两部门劳动生产

率的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下， 但无法存在于生产资料部门的资本集约度低于消费资料

２３１

① 置盐在 《积累论》 的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 并未明确考虑资本家的期待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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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虽然置盐 《积累论》 的主要观点是， 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

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但这不意味着什么样的技术进步都是好的， （好的技术进步）

必须具有特定的性质。 理由之二， 生产力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与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

立。 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 生产力必须高于某一下限， 又不得不低于某一上限。 这

一点之前已经论述过了。

有一种评价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 由于市场机制功能， 在长期需要遵循劳动市场

的均衡这一制约，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置盐的长期理论同新古典派是相同的。 这种评

价是不正确的。 在置盐 《积累论》 的动态模型中， 对生产和雇佣的有效需求并非只有

短期的影响， 而且在长期中， 这一有效需求的短期影响也在继续。 不仅在短期， 而且

在长期， 有效需求也是决定生产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 后凯恩斯派主张的这一点

对马克思和置盐 《积累论》 来说都是共同的。 不如说这三者与新古典派是不同的。

二　置盐理论与卡莱茨基派模型

在上文中， 我们从 ４ 个视角整理了置盐 《积累论》 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 让我们

把目光转向后凯恩斯派， 他们的中心是最近批判派经济学中备受瞩目的卡莱茨基主义。

后凯恩斯派理论的特征是什么？ 将有效需求的变化置于决定生产水平和国民收入

的基轴， 这一点上马克思、 凯恩斯、 后凯恩斯派和置盐是相同的。 除去真实周期论

（Ｒｅ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等一部分特殊的新古典派， 有效需求的变化带来短期变动 （这一

点是公认的）。 见解的分歧在于， 是否应当认为有效需求会给资本主义长期的生产水平

和变动带来恒久影响。 对此， 拉沃 （Ｍａｒｃ Ｌａｖｏｉｅ） 认为， 后凯恩斯派的回答是肯定的，

而马克思与新古典派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将之视为马克思派和后凯恩斯派重要的

差异。 然而， 这一主张真的妥当吗？

１ 标准的后凯恩斯派模型

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 有效需求都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们该如何评

价这一后凯恩斯派的模型呢？ 让我们考察经常以标准卡莱茨基模型注目的拉沃的模型

吧 （Ｌａｖｏｉｅ， ２０１０： １３２ － １５６）。 假定利润份额为 ｍ， 资本开工率为 ｕ， （生产能力利用

率） 资本能力生产比率 （正常资本系数） 为 ｖ， 则利润率 ｒ 可以写作：

ｒ ＝ ｍｕ ／ ｖ （３）

这既是利润率的定义式， （同时，） 当给定生产能力利用率 ｕ 与资本家得到的利润

份额 ｍ 时， 它表现了利润率依存并决定于设备开工率。 储蓄函数 ｇｓ 和投资函数 ｇｉ 如

下式：

ｇｓ ＝ ｓｐ ｒ （４）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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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 ＝ γ ＋ γｕｕ ＋ γｍｍ （５）

在公式 （４） 中， 我们假定利润收入的一定比率 ｓｐ 用于储蓄， 而工资收入全额用于

消费。 投资函数公式 （５） 虽然具有后凯恩斯派模型的特征， 当期的积累需要仍依存于

当期设备开工率和成本加成率 （ Ｂｈａｄｕｒ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ｌｉｎ， １９９０； Ｋｕｒｚ， １９９０； Ｌａｖｏｉｅ，

２０１０）。 在公式 （３） ～ （５） 中加入表示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式 ｇｓ ＝ ｇｉ， 我们可以得到下

列均衡的设备开工率 ｕ∗和均衡积累率 ｇ∗：

ｕ∗ ＝
γ ＋ γｍｍ

ｓｐｍ ／ （ｖ － γｕ）
（６）

ｇ∗ ＝ ｓｐ
ｍ
ｐ

γ ＋ γｍｍ
ｓｐｍ ／ ｖ － γｕ

（７）

虽然开工率的调整达成了供求不均衡， 但使之安定的条件是公式 （６） 的分母取正

值， 即：

γｕ ＜ ｓｐｍ ／ ｖ （８）

２ 与卡莱茨基派模型相关的争论

针对卡莱茨基的这一模型， 有如下的批判。

（１） 若假定了经验上合适的参数， 对投资函数开工率的反应系数 γｕ 并没有短期凯

恩斯安定条件给出的那样小。 因此， 通常的安定性得不到满足。 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

为达勒瑞 （Ｄａｌｌｅｒｙ， ２００７）、 斯科特 （Ｓｋｏｔｔ， ２００８）。

（２） 在标准卡莱茨基模型的长期均衡中， 开工率对正常开工率的偏离、 增长率对

自然增长率的偏离产生的长期均衡的条件得不到满足。 这种批判的代表为库茨

（１９８６）、 康米特里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ｒｉ，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 奥尔巴哈 （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 和斯科特

（１９８８）。

围绕这一批判， 异端经济学的论者们的争论还在继续 （Ｓｅ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２０１０）。 根据拉

沃 （２０１０）， 争论的要点如下。 针对第一种批判， （他们认为） 同时考察价格调整和产

量调整时， 就算不满足凯恩斯安定条件， 也有可能满足卡莱茨基的安定条件。 具体而

言， （应该） 考虑到开工率和利润份额两方面会受过剩需求影响而变动。

ｕ
·
＝ μ （ｇｉ － ｇｓ） 　 μ ＞ ０ （９）

ｍ
·

＝ ψ （ｇｉ － ｇｓ） （１０）

在这一情况下， 安定条件变成：

μ （γｕ － ｓｐｍ ／ ｖ） ＋ ψ （γｒ － ｓｐｕ ／ ｖ） ＜ ０ （１１）

４３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置盐 《积累论》 再考察
第 ５ 卷

这样， 即便第一项不满足正的安定条件， 只要第二项的负值足够大， 将之抵消，

卡莱茨基派的模型就是安定的。

针对第二种批判， 有几个模型试图做出解释。 杜梅尼尔 （ Ｄｕｍｅｎｉｌ） 和列维

（１９９９） 是其中之一， 他们展示了通过导入金融政策的效果， 恢复到正常开工率是可能

的。 具体而言， 将投资函数定义为：

ｇｉ ＝ γ ＋ γｕｕ － γｉ ｉ （１２）

假定这一函数除了开工率外， 还依存于实际利息率 ｉ。 当实际开工率超过正常开工

率的情况下物价将会上升， 这被认为将导致实际利息率下降。 这种情况下， 即便假设

单靠开工率的调整无法满足安定性， 利息率的安定化作用也可能会使体系安定， 在均

衡状态中开工率与正常开工率一致。

拉沃展示的另一个模型是基于杜特 （Ｄｕｔｔ， １９９０） 和卡瑟蒂 （Ｃａｓｓｅｔｔｉ， ２００６） 的

考察。 它假定正常利润率 ｒｎ 与正常开工率 ｕｎ 自身的变动是内生的， 具体而言：

ｒ
·

ｎ ＝ ϕ （ｕ － ｕｎ） 　 ϕ ＞ ０ （１３）

ｕ
·

ｎ ＝ σ （ｕ － ｕｎ） （１４）

在这种情况下， 安定条件为：

ϕ′ｓｐ － σ′γｕ ＞ ０

在恒常均衡中， 开工率与正常开工率、 利润率与正常利润率一致。

这种研究旨在积极地展示有效需求不仅在短期， 而且在长期也影响产出量与增长

率。 同时， 该研究也探讨了两种悖论成立的可能性， 即储蓄率低下导致资本积累率上

升的储蓄悖论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Ｔｈｒｉｆｔ）， 边际利润的低下导致利润率上升的成本悖论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Ｃｏｓｔｓ）。 研究认为是垄断企业的 （垄断） 加价导致消费的低迷， 进一步

带来经济停滞， 旨在以理论模型积极地提示所谓的施泰因德 （Ｊ Ｓｔｅｉｎｄｌ） 命题。 有效需

求只在短期 （对经济） 有影响， 在长期支配劳动市场的是均衡状态， 这一传统的新古

典经济学先不用说， 假定长短期都均衡的极端新古典派模型中， 无论储蓄悖论还是成

本悖论在长期都不成立。

３ 标准的置盐模型

作为上述标准卡莱茨基派模型的对照， 让我们记下置盐的模型吧。 虽然 《积累论》

的理论模型描述的是两部门经济， 但是为了与前面 （卡莱茨基派） 的模型一致， 我们

将其做如下记述。

利润率与储蓄函数是相同的。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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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ｍｕ ／ ｖ （３）

ｇｓ ＝ ｓｐ ｒ （４）

差异在于投资函数与生产决定态度。 作为实际开工率对其正常水准偏离的反应，

投资函数以前期的资本积累率为基准， 决定下一期的资本积累率。

ｇ１
ｔ ＋ １ ＝ ｇｉ

ｔ ＋ β （ｕｔ － １） （１５）

设备开工率是利润率的增函数。

ｕ ＝ φ （ ｒ） φ′ ＞ ０ （１６）

这一生产决定意味着， 并不是有需要资本家就会进行生产， 他们还要求一定的利

润。 即使在企业不具价格支配力的竞争市场中， 产品市场中的过剩需求也会导致价格

上升。 通过临界条件中经营的企业的扩张， 与存量资本对应， 产出量 （宏观开工率）

将上升， 由此公式 （１６） 可以成立。 内生变量 ｒ， ｕ， ｍ， ｇ１， ｇｓ 的运动由公式 （３）

（４） （１５） （１６） 中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和 ｇ１ ＝ ｇｓ 五个式子决定。 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能

知道， 因为当期的资本积累率由前期决定， 供求均衡的开工率由下式决定：

ｇｉ
ｔ ＝ ｓｐｍｕｔ ／ ｖ （１７）

将这一开工率带入公式 （１５）， 在均衡条件 ｇｉ ＝ ｇｓ ＝ ｇ 下， 我们得到：

ｇｔ ＋ １ ＝ ｇｔ ＋ β ｖ
ｓｐｍ

ｇｔ － １( ) （１８）

存在以均衡积累率为轴的不安定运动。 成本加成率 ｍ 由公式 （１７） 决定， 实际工

资率 Ｒ 的运动则由ｍ ＝ １ － Ｒℓ 决定。 以上是一部门的标准置盐模型， 让我们看一看储蓄

率变化对动态路径的影响。 由公式 （３） （４）， 短期均衡开工率 ｕ∗为：

ｕ∗ ＝ ｇｖ
ｓｐｍ

（１９）

储蓄率的低下和成本加成率的减少通过作用于有效需求， 提高了均衡开工率。 虽

然由公式 （１８）， 实现了正常开工率的均衡积累率 （保证增长率） ｇｗ 为：

ｇｗ ＝ ｓｐｍ ／ ｖ （２０）

但若资本家的储蓄率 ｓｐ 及成本加成率 ｍ 减少， 均衡积累率 ｇｗ 将下降。 从而， 与均

衡积累率相关的储蓄悖论将不会产生。 然而， 由于实际的增长路径并非 ｇｗ， 而是以其

为轴不安定地运动着， 因此这一基准路径并不能保证储蓄悖论不产生。 正如我们所见，

若资本家的储蓄率 ｓｐ 及成本加成率 ｍ 降低， 短期的均衡开工率 ｕ∗上升， 从而提高下期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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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率。 这样向上的积累运动的加强， 反而抑制了向下的积累运动。 由此， 即使在

置盐的动态路径中， 所谓的储蓄悖论也成立①。

以拉沃为代表的后凯恩斯派认为， 马克思派经济学虽然赞同有效需求在短期能左

右生产及国民收入， 但认为置于劳动市场制约下的长期中， 有效需求并不发挥作用，

他们批判马克思派和新古典派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然而） 我们已经指出了置盐 《积

累论》 的长期与新古典派长期均衡概念的差异。 进一步地， 通过我们看到的置盐的整

体动态过程， 因为有效需求 （在长期） 仍在发挥作用， 所以 （拉沃等后凯恩斯派） 的

解释是错误的。 至于原因， 应该在于他们没有区分长期的运动路径和均衡增长路径。

进一步地， 我们也有必要注意， 置盐把均衡积累路径定义为不与资本家的均衡条

件和劳动市场矛盾的可持续路径。 很明确的是， 劳动市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长期

持续性的条件之一。 然而， 土地、 资源能源和环境的限制等也是条件之一。 仅靠维持

雇佣 （制度） 并不能保证人类的存续， 土地、 能源及环境的限制也是重要的， 因此我

们应该将它们的最小限制条件考虑进均衡积累路径。 应该考虑到比起劳动市场， 环境

限制更可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制约，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建立在劳动市场上的均衡

也不应该忽视这种种限制条件吧。

４ 卡莱茨基派模型的问题点

如何评价标准卡莱茨基派的模型呢？ 有一个论点是重要的， 即凯恩斯强调的有效

需求是否不仅停留在短期， 而且在长期也有持续的影响力。 从凯恩斯储蓄悖论的立场

看， 消费需求的增大 （储蓄的减少） 进而总需求的增大刺激生产来看， 这是当然的主

张。 然而， 论证这一点的标准卡莱茨基派模型却存在缺陷。

•长期模型的意义

该如何定义长期这个概念呢？ 论者不同， 长期和短期的定义就存在不同。 大体上，

似乎以下的区分较为流行。

（１） 资本的生产效果： 短期着眼于资本积累的需求效果， 因此考虑到资本积累增

大生产能力这一点的就是长期。

（２） 技术变化： 短期的分析一般假定技术条件不变， 而考虑了技术变化的就是

长期。

（３） 期待 （预期） 的实现： 短期中， 经济主体的预期并不必然实现， 而实现了预

期的状态就是长期。

拉沃讨论的卡莱茨基派模型大多采用 （３） 作为长期的定义。 凯恩斯在 《就业、 利

７３１

① 此外， 因为作为基轴的均衡增长路径下移， 在某一时点上由于储蓄率 ｓｐ 及成本加成率 ｍ 的低下， 向下的

不均衡运动可能逆转， 进入向上的不均衡积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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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货币通论》 （以下简称 《通论》） 第 １２ 章中也论述了长期预期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认为长期中预期会实现。 《通论》 第 １２ 章中， 为

了说明第 ４ 编 “投资诱因” 的资本的边界效率， 指出除利息率外， 企业家的长期预期

也是重要的。 他论述道， 不是长期预期的实现， 而是长期预期的状态影响当期的投资

需求。 凯恩斯在 《通论》 中触及的预期的重要性有 ３ 个， 即使用者费用 （Ｕｓｅｒ Ｃｏｓｔ）、

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①。 使用者费用是与企业家生产决定相关的预期， 即资本

设备是现在使用还是放在将来使用②。 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一种预期， 它通过企业家的积

累需求的决定影响总需求。 流动性偏好也是通过资金需求影响利息率的要因。 虽然凯

恩斯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 但他只是将其当作决定当期生产活动水准的要因， 而没有

论及预期的动态变动和预期的实现。 同样， 《通论》 里讨论经济周期的第 ２２ 章也只是

指出了经济周期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变动引起的， 并未言及经济增长。

区别于短期， 考虑长期变动的情况下， 最重要的应该是 （１） 之资本生产能力增大

的效果吧。 预期有时会偏离现实， 有时偶然与现实一致。 然而， 投资需求确实会增大

未来的生产能力。 （因此） 卡莱茨基派模型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对长期分析的理论设定不

充分。

•投资函数

另一个问题在于投资函数的假定。 上述标准的卡莱茨基派模型与置盐模型的差异

正如投资函数 （５） 和 （１５） 的差异。 如投资函数 （５） 那样， 卡莱茨基派模型经常将

资本储蓄率定义为开工率和利润率或者成本加成率的函数。 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 开

工率调整作为满足一时安定性 （凯恩斯安定条件） 的条件是否妥当这一问题虽然得到

了指出， 即使假设它能够得到满足， 也只停留在这一均衡状态， 从此不再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 短期均衡即为长期均衡。 与此相对， 投资函数 （１５） 虽然是哈罗德不安定

性的定式化， 但开工率的不均衡会影响下期及以后的积累率。 对这种不安定的短期变

动预示了怎样的长期运动， 有必要另行考察。

卡莱茨基本人并未考虑过像公式 （５） 那样的投资行动。 他的投资行动是考虑了投

资计划和实施惯性 （时滞） 的， 如下面的定义式：

Ｉｔ ＋ θ ＝ ａ１Ｓｔ ＋ ａ２Ｐ
·

ｔ ＋ ａ３Ｏ
·

ｔ ＋ ａ４

８３１

①

②

此处作者所提到的与传统的凯恩斯 《通论》 三大原理， 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
流动性偏好不同， 并非错用或者误译。 ———译者注

使用者费用意味着伴随着资本设备的现在使用， 需要牺牲的将来利益。 它依存于对现在及将来的租金

（工资） 等要素费用的假定、 库存费用、 设备效率的变化和折旧年限等。 因此， 使用者费用影响生产决

定， 是联结现在与将来的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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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θ 是做出投资决定 （投资决意） 和投资行动发生的时滞， 投资量依存并决

定于储蓄 Ｓ， 利润的变化率 Ｐ
·
， 生产的变化率 Ｏ

·
。 在承认卡莱茨基派模型的意义， 并探

讨其扩张的情况下， 有必要详细地探讨卡莱茨基自身的投资行动。

５ 对卡莱茨基派模型的评价

无疑， 经济模型是一种分析手法， 明确地回应并提示所着手的课题。 同时， 经济

模型也是复杂现实的断片， 其妥当性依存于它试图分析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长期

的定义也好投资函数的假设也好， 完全可以因论者而异。 然而， 若问题是长期经济是

否保持短期经济的特征的话， 对长期的定义就一定要妥当。 因此对于是否有必要对卡

莱茨基派模型的妥当性及卡莱茨基自身的投资行动进行讨论， 如前所述， 答案是肯

定的。

虽说如此， 卡莱茨基派模型还是有重要的贡献。 例如， 它论述了分配和积累行动

的现状能够影响产出水准和增长。 近年来， 有不少关于工资主导型经济和利润主导型

经济的研究， 它们是以后凯恩斯派， 尤其是以卡莱茨基派模型为基础的。

由于置盐模型描述积累需求主导从而是利润主导型经济， 只要名义工资率的上升

不对资本家的实际投资和开工率函数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它就不会对实际工资率产生

影响， 而只是使物价上升而已。 置盐模型给出的含义在于， 在通过提高工资刺激总需

求并试图由此实现支撑生产和就业的内需型经济的情况下， 单靠提高名义量是有极

限的。

过去， 置盐在他的 《凯恩斯经济学》 一书中， 指出了凯恩斯的总供给函数是生产

决定中资本家的利润要求态度， 并批判凯恩斯仅仅从总需求的侧面论述了就业的增大，

而完全未触及总供给函数的移动也可以实现这一点 （新野幸次郎、 置盐信雄， １９５７：

１７７）。 在置盐模型中， 总供给函数的移动与开工率函数的向下移动同样， 在投资行动

不变的假定下， 将实现更多的生产与就业以及更高的实际工资率。 卡莱茨基派模型，

或者采纳卡莱茨基派模型的各研究的贡献正在于， 他们主张联结短期的不安定性和长

期的均衡增长路径的中期经济分析是必要的。

近年， 中期模型的研究甚至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注目①。 索洛如下叙述道：

如果考虑了事前被决定 （但不一定是固定的） 价格和工资， 以及若干具有特

定目的的动态理论的话， 四半期单位的短期宏观经济学会分析得更好吧。 １０ 年期

的长期宏观经济学应该能较好地处理价格与数量互相调节的增长理论吧。 然而，

对于 ５ 年到 １０ 年这样的中期时间幅度， 某种混合的过渡模型是必要的。 在这一模

９３１

① 例如，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Ｏ （１９９７）； Ｓｏｌｏｗ， Ｒ Ｍ （２０００）； Ｂｅａｕｄｒｙ， Ｐ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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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 价格虽然完成一定的使命， 但却并非单纯的市场清算性要素， 而是可以推

进收入支配的经济过程吧。 （Ｓｏｌｏｗ， ２０００： １５７）

如果回到宏观经济学， 那么一如既往地， 我相信存在时常有效的 “真的” 宏

观动态理论。 然而， 由于其惊人的复杂， 恐怕无论是谁也难以充分地理解它吧。

我认为， 在短期中， 像 “凯恩斯主义者” 那样的考量是一个较好的近似， 它要确

实地强于固执于私利的 “新古典派”。 接下来， 如果在很长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令

人感兴趣的问题都能在新古典派的框架内得到最佳处理， 这时， 像凯恩斯主义那

样把注意力转向侧面的做法就是不那么重要的绕远路了。 然而在 ５ 年到 １０ 年的时

间范围中， 有必要寻找一个能够两者兼用的有效混合模型。 （Ｓｏｌｏｗ， ２０００： １５８）

虽然索洛的这一观点有对短期和长期过分乐观评价之嫌， 但在宣扬中期模型

的必要性上， 与主流经济学者们有很大的共通性。 他们认为必须要在中期中考察

的问题是， 第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欧洲失业率的上升倾向， 以及与此对

照， 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安定； 第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资本份额的稳步上升

倾向于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安定， 更进一步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

停滞等。

并非仅有后凯恩斯派认为， 作为有效需求支配的短期理论和 ２０ 年、 ３０ 年的长

期经济变动的联结， 中期理论是必要的。 在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上， 传统的新古

典派理论恐怕是不充分的， 基于这种自觉， 主流经济学也将其作为一个课题。

三　结语

置盐的 《积累论》 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积累过程的

特征， 即不均衡的产生与不均衡的积累运动。 近半个世纪的现实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

其主张的正确性。 然而， 还有许多 《积累论》 未论及的问题残留了下来， 这也是事实。

这些问题之一即在于， 更具体地考察分配、 积累模式的现状对经济的影响。 单纯从短

期或者单纯从长期的现有理论难以充分把握的现象， 现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指出

这一方向性方面， 卡莱茨基派模型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 标准卡莱茨基派模型作为长

期动态理论还存在重大缺陷， 有必要将其克服。

其他 《积累论》 尚未充分分析， 但对理解现代经济又是不可或缺的问题点 （还有

很多）， 也就是说， 虽然有必要探讨置盐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我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完成它。 此外， （在本文中） 难以触及的， 置盐在 《积累论》 之外的工作也残存了

不少， 希望各位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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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民社会论系谱

———从意识形态走向社会科学

渡边雅男∗ 　①　 张利军 译∗∗ 　②

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将日本 “二战” 后历史上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分为三个

部分， 探究其意义与特征。 近代社会处于一方面市民社会占据私有领域， 而国民国

家占据公共领域， 公私之间的分界线位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时代。 “二战” 后日本关

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系谱以丸山真男、 大塚久雄、 松下圭一为代表， 从 “近代主

义” 的立场进行探讨。 “二战” 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第二系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以平田清明为代表） 中诞生的。 第三系谱的市民社会论，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 是由

笔者曾经学习过的一桥大学 （以高岛善哉为代表） 的治学氛围中延伸而来。 第三系

谱既不是国家学说，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而是社会科学的市民社会论的本来

面目。

关键词　 市民社会　 日本近代主义　 丸山真男　 马克思主义　 平田清明　 社会科

学　 高岛善哉

一　现代化与市民社会论

社会意味着个体的集合， 乃一普遍之概念。 直到近代西欧社会将公共领域与私有

领域分离之前， 社会仍是独自的、 潜藏的存在。 人们尚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且其概

念亦尚未被广泛认知。 社会一方面持续与家庭分离， 另一方面与国家也不断游离， 逐

步发展成为独立概念。 如果公共领域独立于家庭之外， 但并不与国家分离， 而是作为

具有古典特征的城市国家存在的话， 那么， 近代社会处于一方面市民社会占据私有领

域， 而国民国家占据公共领域， 公私之间的分界线位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时代。 当然，

家庭 （私有家庭） 依然被置于私有领域的根本位置， 然而， “生产 ＝ 消费单位” 的状

态已经发生变化， 生产功能被社会夺走， 只不过勉强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消费单位 （福

利单位） 而发挥功能。 市民社会被夹在私有家庭和国民国家之间， 是独立的中间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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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渡边雅男，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
张利军， 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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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之为媒介）。①

如果近代世界是以家庭、 社会和国家各自的分离和关联为特征而确立起来， 那么

可以说近代化的时代就是以旨在培育社会独立的意识为目标的时代。 日本也不例外，

这一点从 “二战” 前日本接受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 “二战” 后其不断扩展而固定下

来， 就可以看出。 只不过日本是假借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而意识到近代化的问题。 本

文的目的就是将日本历史上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分为三个部分， 探究其意义与特征。

二　近代主义之系谱———丸山真男、 大塚久雄、 松下圭一

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阶段以丸山真男、 大塚久雄、 松下圭一为代表， 即从

“近代主义” 的立场进行探讨。② 然而， 将他们称为市民社会理论学者是否合适， 笔者

一直持有疑问。 他们之所以没有自称为市民社会论者， 是因为市民社会的现代意义尚

未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其实， 石田雄已经指出， 对于丸山真男而言， 与其说现代社

会是 “市民社会”， 倒不如说是 “大众社会”。③ 对于大塚久雄来说， 现实社会也不过

是被称为 “群集” 的 “个体的总和”。④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 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众社会

意识， 而不是市民社会。 松下圭一则明确将现实社会断定为 “大众社会” （后面详述）。

在此附带进行些许解释， 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论学者最初提出疑问的是石田雄，

他在编辑 《丸山真男全集》 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⑤ 石田雄曾在一次报告中提起，

“丸山真男几乎从未使用过 ‘市民社会’ 这一名词”， 进一步地进行了解释， 即使鲜有使

用这一概念的时候， 也是在认为 “日本并不存在典型的市民社会” 的否定意义上。 丸山

真男认为 “日本不存在市民社会的余地”。 根据石田雄的解释， 丸山真男认为 “确立市民

社会并不是日本战后的任务”。 石田雄的发言对于许多人将丸山真男作为 “二战” 后日本

市民社会论学者的代表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在会场的住谷一

彦立即回应道， “我以前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进而指出 “大塚久雄也没有使用过 ‘市

民社会’ 这一词”。 虽然， 在 “二战” 时的论文中， 曾有 “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 相关

的出现， 而且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曾使用过几次， 但后来再也没有用过。 与此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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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近代的意义， 参照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Ｊ，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ｅｒｓｏ， １９９４。 （ 《市民社会的帝国主义》，
渡边雅男、 渡边景子译， 樱井书店， ２００８。）
参照 《丸山真男全集》 （全 １６ 卷）， 岩波书店，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大塚久雄著作全集》 （全 １０ 卷）， 岩波书

店，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石田雄、 姜尚中： 《丸山真男与市民社会》， 世织书房， １９９７ （除讨论部分外， 也收录在石田雄： 《与丸山

真男的对话》， 三焉书房， ２００５）， 第 ６ ～ ３７ 页。
大塚久雄： 《社会科学的方法》，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６， 第 １７ 页。
以下引用， 均出自石田雄、 姜尚中： 《丸山真男与市民社会》， 世织书房，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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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丸山真男经常被使用的是 “国民国家”， 大塚久雄则是 “国民经济”。①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 倒可以称丸山真男为国民国家论者、 大塚久雄为国民经

济论者， 无依无据， 或者作为分析基础将他们没有用过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纽带

而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论的代表学者， 似乎有些牵强附会。 不过， 将丸山真男和大塚

久雄作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市民社会论学者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 成为共识。 如果追

寻这种共识的来源的话，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将二者称为 “市民社会青年” 的内田义彦

和将二者归为 “近代主义者” 的日高六郎二人的讨论。②

内田义彦所指的 “市民社会青年”， 是指在 “二战” 前 “受到讲座派思想的强烈

影响， 在政治窒息的时代， 在各自的领域开展学术活动的人”。③ 对此， 日高六郎所提

到的 “日本近代主义者” 是指 “二者对日本的近代化均抱有强烈的关心”， 同时将

“市民社会的建立” 和 “市民社会的日常行为” 作为列车的终点， 而不是过站来认

识。④ 的确， 将二者称为 “市民社会青年” 和 “近代主义者” 可谓用心良苦。 如此一

来， 听者将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作为 “市民社会派”， 乃或 “市民社会论者”， 则并无

不妥之处。 为什么呢？ 因为， 与他们的认识不同， 仍有许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

们认为这是以 “市民社会” 替换通俗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人拘泥于资本主

义社会的虚伪假象， 并坚持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打倒资本主义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 共

产主义， 获得真正的解放。

同样， 这也有助于理解松下圭一的观点， 他不赞同 “阶级斗争”， 主张市民运动的

观点。⑤ 尽管市民已经登上现代社会的舞台， 但是就社会而言， 仍是 “大众社会” （或

者称之为城市社会）， 而非市民社会。 他认为， “市民社会” 归根结底还是 １８ 世纪英国

的社会， ２０ 世纪的今天是 “大众社会” （城市社会）。 就社会的构成成员而言， 松下圭

一致力于 “讨论让市民恢复古典原型的现代条件”，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努力探求

“市民” 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 就社会本身而言， 强调其与过去的断裂性而非连续

性， 而绝非谋求社会古典原型的现代化。

因而， 无论是丸山真男、 大塚久雄， 还是松下圭一， 都没有把市民社会作为分析

现代社会的 “概念工具” （内田义彦）。 倒不如说， 他们内心深藏的分析概念是大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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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石田雄、 姜尚中： 《丸山真男与市民社会》， 世织书房， １９９７， 第 ９５ 页。
内田义彦： 《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全貌》，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７， 第 １５３ 页。 日高六郎编 《现代日本思想大系

（３４） ·近代主义》， 筑摩书房， １９６４。
内田义彦： 《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全貌》，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７， 第 ３９ ～ ４０ 页。
日高六郎编 《现代日本思想大系 （３４） ·近代主义》， 筑摩书房， １９６４， 第 ８ ～ １２ 页、 第 ２８ 页。
松下圭一这方面的著作， 以 《 “市民” 现代人类的可能性》 和 《日本大众社会论的意义》 为代表， 均收

录于松下圭一 《现代政治的条件》 （增订版）， 中央公论社， １９５９。
松下圭一： 《现代政治的条件》， 中央公论社， １９５９， 第 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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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将他们称为大众社会论者，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 关

于大众社会论背景的讨论时至今日仍被作为市民社会论而接受。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 因为， 市民社会是被人们理解为最接近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非被理解为社

会学上的概念和理论。 其实， 内田义彦和日高六郎二人主张的目的也是如此。 这对于

看不到市民社会的日常行为重要性和历史意义， 而且丝毫不进行反省的马克思主义教

条者来说， 以党派和意识形态划分你我， 市民社会这个名称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三　马克思主义者的系谱———从林直道到平田清明

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市民社会论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广， 而且具有压倒性。 具有

讽刺意义的是， “二战” 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第二系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诞

生的。

首先， 看看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直道的观点。① 他解释道： “ ‘市民社会’

这一用语是 １８ 世纪以来开始使用的工商业者的惯用语， 而且具有许多微妙的含义。 马

克思开始也经常使用， 通过这个词来批判分析客观的现实。 ……而且， 随着马克思理

论的深化和扩展， 这个原本是一般意义上的词， 开始成为专门指 ‘社会经济结构’ 和

‘物质生产关系’， ‘市民社会’ 这一用语几乎就是专门指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 就不

再是当初表示 ‘物质生活关系’ 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提到 ‘市民社会’ 的时候， 意

思是工商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②

这是非常典型的 “市民社会” 否定论。 从战前至战后，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

否定的观点来理解市民社会。③ 不承认市民社会， 而是认为工商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

会。 对他们而言， 市民社会论无非是倡导阶级社会是可以超越的虚伪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 因而， 当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平田清明主张恢复

“市民社会” 这一概念时，④ 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具有冲击力的反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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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林直道的观点包括在 《西田哲学批判》， 解放社， １９４８； 《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体系》， 青木文库， １９５２；
《危机的基础理论》， 大月书店， １９７６； 《强夺豪取的资本主义》， 新日本出版社， ２００７。
林直道： 《历史唯物论与经济学》 上卷， 大月书店， １９７１， 第 ２２８ ～ ２３０ 页。
无论是继承了战前讲座派观点的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 还是继承了劳农派的日本社会党的马克思主

义者都是如此。 关于前者， 参照民科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 哲学部编辑的机关杂志 《理论》 （１９４７ ～
１９５０ 年）， 以及 《经济》 （１９６２ 年至今） 的论调。 关于后者， 参照 《评论》 （１９４６ ～ １９５０ 年）， 以及 《唯
物史观》 （１９６５ ～ １９９０ 年） 的论调。
平田清明：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９。
林直道以外的批判平田清明的文章包括佐竹恒： 《平田清明是如何 “认识” 马克思的？》， 《前卫》 １９７０ 年

第 ２ 期， 第 １４ ～ １５ 页； 芦田文夫： 《平田清明的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一书批判》， 《经济》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第 ３２９ ～ ３４８ 页； 高木郁朗： 《共同幻想、 市民社会、 流行的国家论》， 《唯物史观》 （第 １０ 期）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第 ８５ ～ ９２ 页； 汤村武人： 《关于平田清明的封建社会理论》， 《唯物史观》 （第 １３ 期）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第 ７２ ～ 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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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立场， 平田清明的观点与上述林直道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于前者而言， “市民社会” 是一个横跨过去、 现在和未来社会的普遍意义的原理， 当

然可以作为社会分析的框架。 尽管， 这是在欧洲确立形成的社会概念， 但通过恢复马

克思主义忽视掉的 “市民社会” 这一概念范畴， 将其用来分析日本也是完全可行的。

“通过对蕴藏于西欧式理性中的市民社会历史的理解， 以及市民社会本身的内在批判，

在人类史上实现真正的开花结果”， 这才是马克思独特的观点。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平田清明意欲通过恢复失去的概念， 以还原马克思对固有社会， 即其历史认识的原

貌。②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恢复市民社会概念这一点上努力。

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最大的意义不是复归市民社会这一历史上存在的概念， 而是

将其作为具有理论意义的理论方法论概念去理解。 这与近代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的理解

具有根本性区别， 具有超越他们的意义。

总之， 他并非只是认识到国外的这一古典概念的历史意义， 或者说谈这个问题只

是作为意识形态旗帜来表示一种政治姿态， 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这个狭隘的平台之

上， 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方法概念去阐释市民社会。 对此， 从下文中关于他的发言就

可以看出， “在资本家社会确立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 市民社会尚未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有别于资本家社会的市民社会尚未发展成为历史的某一阶段， 市民社会本身并不

存在。 市民社会从第一次社会向第二次资本家时代的社会不断转变， 发展成为现代的

社会”。③

不过， 他的市民社会论也有难以理解的地方， 支撑其市民社会论的是他提出的

“个体所有” 概念。 他将个体所有 （个人所有） 理解为与私有相对立的公有， 在此，

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作为立论的基础， 即 “否定之否定， 不是说是劳动者的私人

所有， 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所得， 包括共同劳动和土地在内， 基于全部生产资料共同

所有的基础上， 重建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④ 根据平田清明的理解， 只有重建个体所

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意义和目标。

然而， 此处有较大的误解， 而导致了一些问题。 私有是指私有领域 （与公有领域

对立） 确立起来的 “所有” （所有名义或者所有权）， 所有的本意不外乎是法律上对土

地、 人身和物体的占有之意。 所有者的主体即便是一种间接组织 （家庭、 企业、 社区

或 ＮＰＯ 等）， 即使是行会、 团体、 法人， 乃或机构都无关紧要。 即使是私人所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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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平田清明：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９， 第 ５０ 页。
平田清明：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９， 第 ５１ 页。
平田清明：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９， 第 ５３ 页。
平田清明：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岩波书店， １９６９， 第 １０５ ～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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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体 （名义人） 也不仅是个人本身。 同样， 对于私人所有而言， 不妨看看历史上

已经出现的共同所有， 如果出现从日耳曼共同体衍生出个人所有， 那么 “代表亚细亚

和埃及共同体的个人” 也有可能成为 “土地所有者”，① 这一点马克思已经指出。 看看

平田清明所假设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方式， 如果仅仅是他所认为的所有主体是

个人的话， 那么 “资本家时代包括共同劳动和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方式共同所有” 这

一 “法定假设”② 将很难实现。 因为， 个体的存在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都必须得到保

证， 所以， 无论在何种所有制形态下个体所有作为其中一部分， 其存在是客观的。 仔

细研读刚才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句话， 并非只是 “个体所有的重建”， 而是基于 “包括共

同劳动和土地全部生产手段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提出来的论断， 因此个体所有得以成

立的社会条件已经得到了暗示 （平田清明忽视了这一点， 在其著作刊印第二年， 在邀

请其参加的关东学院大学的学术会议上， 在围绕 《平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一书的讨论

中， 宫崎犀一提出了尖锐的疑问）。 以个人所见，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上述论断的原因，

恐怕马克思认为 “个人 （个体） 所有” 无论在任何历史所有制形态下都是存在的。 例

如， 共同所有之下的个人所有、 私有制下的个人所有、 社会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等，

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所有的主体均为个人。 因而， 忽视过去历史上各种所有制形态下的

个人所有， 只注重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形态， 而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云云， 难

免有失偏颇。 若没有使个人本性得到完全还原而加以理解， 失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的话， 那么将个人所有作为市民社会的独特特征的方法论概念而加以考虑则是十分勉

强的。 在平田清明的研究中， 在提出失去的概念 “个体所有” 的瞬间， 市民社会的丰

富内涵在这一概念的细微诠释中瓦解。

然而， 时至今日， 回顾当初， 平田的 “个体所有论” 不也正反映出他潜意识中的

认识吗？ 通过个体所有， 他所要表达的不正是他所怀抱的个人主义之梦吗？ 不妨将平

田清明的研究与加拿大的政治学者麦克弗森的 “所有制的个人主义” 进行比较。

Ｃ Ｂ 麦克弗森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在 《所有制个人主义的政治思想》 一书中提出了这

一引人注目的问题。 他认为 １７ 世纪英国人的思想中已经隐含着 “所有制的个人主义”

这一认识， 即与市场社会的各种关系对应的所有制个人主义的认识， 这给予自由主义

理论重要的影响。 进入 １９ 世纪， 市场的发展导致从所有制个人主义发展成为自由主义

理论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失， 但另一方面， 与上述认识密切相关的社会不断发

８４１

①

②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３ 卷第 ３７ 章）， 载德国社会社会主义统一党附属马克思列宁研究所编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以下简称 《全集》） 第 ２５ 卷， 大内兵卫、 细川嘉六监译， 大月书店， 第 ８１８ ～ ８１９ 页。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３ 卷第 ３７ 章）， 载德国社会社会主义统一党附属马克思列宁研究所编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以下简称 《全集》） 第 ２５ 卷， 大内兵卫、 细川嘉六监译， 大月书店， 第 ８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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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导致这一认识又不能被放弃， 因而这便被认为是 １９ 世纪上述理论认识衰落的根本

原因。① 在此， 他所讲的所有制的个人主义是指以下之意。 “个人如果不是作为单个的

道德体， 抑或不是作为更广意义上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那么至少是自身个体的所有

者。 所有关系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 是决定其未来的现实自由和现实判断， 是非常

重要的社会关系， 因而可以从追溯人的本性中加以理解。 个人是对自身和其能力的所

有者， 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 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从以他人意志为依存逐步走向自由，

自由是指所有的函数。 社会是由相互作用、 相互关联的无数自由个体组成， 这些个体

是作为以其自身能力获得物品的所有者。 社会由个体之间的所有交换关系构成。 政治

社会是为了保护这种所有关系， 维护有秩序的交换关系而被有计划地确立起来的组织

机构。”②

根据麦克弗森的研究， 市民所享受到的自由、 权利、 义务， 乃或市民社会的形成

原理本身， 都是建立在个人所有这一假设基础上， 即确立在 “所有的个人主义” 的根

本假定上。③ 在此，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这种所有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假设。 而且， 这在 “与市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相适应” 的基础上， 随着市场社会的历

史发展， 这个 “所有的个人主义” 假设当初得以确立的历史条件处于缺失的状态， 假

设本身其实并不完备。 抑或认为， 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发言权强化”，④

“所有的个人主义” 意识形态性质愈加显现。 处在 ２０ 世纪的困境的确可以看到这种可

能性变为现实化的， 这反映了 “基于劳动的所有” （即个人所有） 的意识形态假设体

现出来的历史和理论的局限性。 麦克弗森研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揭示了这一隐藏在

“所有的个人主义” 中的重点。

不过， 平田清明将个人所有置于重建的目标， 这就与麦克弗森的观点大为不同。

如前所述， 只有试图将一切都归结为个人本性的意识形态立场 （个人主义） 的人， 才

会认为个人所有是市民社会才有的独特方法概念。 例如， 平田在展开讨论 “个人所有

的重建” 的时候， 将个体形容为 “不依附”， 而对社会主义进行整体的展望， 因而他的

观点就陷入了摆脱共同的个体自由派论。 刚才提到的会议上， 宫崎犀一对平田清明的

批判可谓有的放矢。⑤ 对此， 平田清明仅仅回答 “社会所有这一概念并没有被污染”。

在这种心情下， 如果将所有视为社会所属而非个人所属的话，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

要恢复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个人主义。 如果说， 市民社会论的第一系谱大众社会论就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Ｃ Ｂ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Ｃ Ｂ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 １３。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Ｃ Ｂ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 １３。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Ｃ Ｂ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 ３０４。
平田清明教授著作研讨会文集， 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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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那么， 第二系谱的代表观点， 即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论则将

个人主义隐匿在这种心情下。

四　社会科学的系谱———大塚金之助、 高岛善哉

的确， 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论是近代主义， 还是马克思主义， 这种政治判断， 在

“冷战” 后期的知识环境中， 被赋予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意义， 在初次被作为社会科学方

法论来解读时， 无论是对于冠以近代主义的第一系谱， 还是第二系谱的源流， 即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 都具有超越二者的意义。 然而， 被平田清明偶尔作为社会科学提起的

市民社会论，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 在其曾学习过的一桥大学， 可以找到相似的治学氛

围。 这对于在一桥大学学习过社会学的人来说， 是一种常识。 因而， 与平田清明同门

的水田洋曾在平田清明提出自己的观点时， 有如下记述： “对于高岛 （善哉） 的课所讲

的一些问题而言， 平田清明的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 一书中对一些观点进行了论证，

但绝不是什么冲击性的印象。”① 平田清明提出有关观点时让人们觉得耳目一新， 或者

说有冲击力的话， 是因为平田清明的论证很有技巧。

如此一来， 我们终于对日本的市民社会论的源流， 即作为社会科学的市民社会论

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回溯。 其 “二战” 前由大塚金之助②从欧洲引入， “二战” 后经过高

岛善哉③的发展而成为人们的问题意识。 另外， 从广义上看， 一桥大学的 《研究教育章

程》 中倡导 “作为市民社会学的社会科学” 这一基础定位， 这反映了当代日本学术的

社会意识。

高岛善哉指出， 在日本第一次提出 “市民社会” 这一概念的是大塚先生④， 这里所

说的大塚先生， 当然是指大塚金之助。

在此， 不妨回顾一下校史。 一桥大学还在被称为高等商业学校之际， 就被戏称为

“围裙学校” “算盘学校”， 与其相应的是学风注重实际、 实用主义。 入学时， 学生需

习字、 学算盘和商务英语、 做账簿， 这些是校方实施的实务教育。 不过， 当时在老师

和学生中确实有抛弃这些陈旧的东西， 树立新学风的气氛。 历经曲折， 终于于 １９２０ 年

升格为东京商科大学。 既然升格为大家祈愿的大学， 那么就应该摆脱旧学风， 建立真

正大学的新学风， 这种席卷新入学学生的热情高涨。 １９２１ 年入学的高岛善哉有如下回

忆， “到底要建设成什么样的大学呢？ 难道不是包括文化各学科在内的综合型大学吗？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水田洋： 《萨摩藩大臣的后裔———平田清明》， 《情况》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第 １３０ 页。
参照 《大塚金之助著作集》 全 １０ 卷， 岩波书店， １９８０； 仓田稔： 《大塚金之助论》， 成文社， １９９８。
参照 《高岛善哉著作集》 全 ９ 卷， こぶし书房，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高岛善哉： 《大塚金之助先生与一桥的学问》， 《桥问丛书》 第 ５２ 号， 一桥学问思考会， １９８６， 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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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热烈地讨论、 辩论， 可以用 ‘喧喧闹闹’ 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学校气氛”。

时代的潮流是幸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 急需经济人士， 而且是能

够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经济人士。 这对于自商业学校以来就强调培育民族的、 世界的一

桥学风刮起了一股强劲之风。 这其中问题的关键就是综合大学， 这既是问题， 也是

理念。

大塚金之助 （以下简称大塚） 结束在欧洲的留学归国正在此时，① 同年， 高岛善哉

（以下简称高岛） 大学预科毕业， 升入本科。 当时， 大塚讲师非常受欢迎， 人气高涨。

置身于思想激变的旋涡中， 大塚先生授课时， 教室盛况空前， 迷倒了大量学生。 年轻

的高岛成为其信众， 成为福田德三的学生后， 后又成为大塚研讨班的一员。②

高岛从大塚那里继承下来的课题有三个， 第一是经济学的社会学化。 高岛曾谈起

在参加大塚研讨班时大塚的话， “大塚老师曾经这样说， 经济理论必须社会学化， 这是

什么意思呢？ 不局限于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 特别是主观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说、 边

际效用的均等法则、 消费的专门结构这些人们的普通认识。 而是社会整体上， 可以考

虑使用社会学， 必须立足于这样的立场。 他提出了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学化， 这使我恍

然大悟。 到目前为止， 我只是学习了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 这样的经历， 使高岛将其

定位为一生的研究主题。 经济理论社会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反复扪心自问， 结果是追

到了生产力理论上， 因此， 他的第二个研究主题就成为市民社会论的重要支柱。

高岛从大塚那里继承下来的第二个课题是市民社会。 并不是马克思的， 而是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市民社会。 日本最早提出市民社会的是大塚……大塚首先研究了英国的情况，

大塚的考虑是英国是基础， 而且曾留学德国， 对德国的歌德、 海涅、 贝多芬都很喜欢，

我们语言中也有很多德语外来语， 但市民社会是如何首次出现在日本的呢？ 如何让日

本接受这是一个问题。 高岛晚年提出的 “市民制社会” 概念就是为此而提出的学术集

大成。

大塚遗留给高岛的第三个课题， 也是教训， 总体来说是思想， 并不是这样那样的

意识形态， 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高岛从大塚那里学到了社会科学

中隐含的思想， 也可以说是思想中藏匿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如同人生的接力赛， 高

岛将这种思想的、 世界观的、 人生观的、 价值观的精神贯穿其人生。

１５１

①
②

大塚 １９１９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后到伦敦学院学习经济，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２３ 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多年后高岛接受采访， 有如下回忆， “进入福田的研讨班后， 第一年可以说是专业的讨论， 后两年为读书

会， 第一年专业讨论结束后， 福田先生收到苏联邀请赴莫斯科， 其后一年休课， 大家都到了大塚的研讨

班。 此前， 大塚先生刚从欧洲归国。 山田雄三就与我一起去了， 不过高岛先生回来后， 山田回去了， 我

就留在了大塚先生那里”。 ［高岛善哉述， 本间要一郎、 清水嘉治记录， 《谈谈我的经济学》， 《エコノミス
ト》 （经济学家）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 日， 第 ８２ ～ ８３ 页， 载于高岛善哉 《人間、 風土と社会科学》， 秋山书房，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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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将大塚先生提出的问题继承下来的高岛， 之后时而研究斯密和李斯特的学说

史， 时而从价值观、 技术论、 生产力论、 风土文化论和国家论入手， 将市民社会理论

的构筑不断向前推进。 因而， 高岛先生无比看重的是市民社会论的本土化。 为此， 他

在晚年使用了 “市民制社会” 这一新创造的词来替代 “市民社会”。 这个人们不太习

惯的词在 １９８１ 年出版的 《社会科学的重建———重新审视人和社会的眼睛》 （评论社，

１９８１） 一书中首次被提出， 他最后的著作 《挑战时代的社会学》 （岩波书店， １９８６）

一书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 “市民制社会与意识形态”， 概括了生产力体系的近代意义。①

高岛想通过这个词寄予何种思想呢？

“我是立足于西欧市民社会的英国、 法国和德国的各自特点基础上， 并非抛弃了个

性而只是重视共同点， 考虑到从西欧市民社会到日本市民社会的情况， 才提出了市民

制社会这一概念。”

这里所提到的市民制社会包含了高岛的两个期待。 第一， 具有启发意义。 他

以现行宪法为例， 主张这是市民制社会的某种模式。 “其实， 日本的宪法， 众所周

知是我提出的市民制社会的一种模式， 是世界上上绝无仅有的宪法。 其基本理念

和框架， 我说的市民制社会扬弃了西欧市民社会的国民个性， 由此而提出一个较

难理解的概念， 是一种理念式的概念吗？ 又与马克思·韦伯的理念式的不同， 可

以看作一种理想型的概念。 其实， 这并没有什么， 日本的宪法与它并不完全一致，

当然也有日本独特的地方， 比如象征天皇制并不适应市民制社会， 可是宪法还是

与这种理想接近。 这不是从别的国家引进的， 而是日本自身具有的。 也可以认为

这是麦克阿瑟带来的礼物， 如今这已经成为某种事实。 对于日本人而言， 市民制

社会这个词所表现的不是毫无关联的东西， 而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现实。 就是这样

的启发意义， 这是第一个期待。”

“二战” 前播下的市民社会的种子终于在 “二战” 后发芽生长。 这种认识可以从

高岛的著作中找到证据。

第二个期待是从西欧各国历史发展中的市民社会的特例中提取出 “生产力的体系”

这一普遍的要素。 由此， 挖掘出隐藏在各国各自特殊历史背后的共同的基础， 这应该

是探讨日本风土环境下的市民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高岛认为， “政治、 经济、 教育和文

化， 分别有其不同的阶段。 如同一座大楼， 要建 １２ 层， 从地基开始 ３ 层、 ４ 层、 ５ 层，

不断往上建， 边建楼梯， 边建成大楼。 这可以看作生产力体系， 所谓生产力体系就是

各种生产能力的体系， 这就是市民制社会。 以英国、 法国和德国为例， 研究其本质的

２５１

① 《高岛善哉著作集》， こぶし书房， 第 ９ 卷，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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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 生产力体系， 我想将其置于个人研究的中心位置”。

与感性地理解历史发展中的市民社会背后根本的生产力体系相比， 高岛的市

民社会论具有独特性。 “到目前为止， 社会科学者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或者从

第三世界这种两分法或者三分法方面进行研究。 我觉得应该从资本的角度、 企业

的角度、 资本主义的角度， 去理解并活用市民制社会这一概念， 从更高的高度去

把握。”

这是对社会体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论断。 如高岛所言， 如何去理解生产力体

系， 并运用它， 这是断定体制优劣的关键。 高岛指出， “至少从 １８ 世纪到 １９ 世纪， 带

来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是资本的力量”。 这是资本的文明一面， 不过， 如今资本主义也走

到了死胡同 （市场横行、 破坏环境、 破坏自然、 破坏人类本身， 这导致了社会的乏力

和全球深刻的危机， 不胜枚举， 适度性疲劳显现）。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

（至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选择项的意义已经失去）。 我们从什么立场去

理解前辈被嘱托下来的 “生产力体系” 呢？ ２１ 世纪的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要原封不动

地对市民制社会进行重新认识。 高岛先生的市民制社会就是这样对未来社会科学的问

题进行展望的。

当然， 高岛先生欲发扬光大的社会科学的市民制社会论与经济学就有了一些乖离。

就是作为政治、 文化和社会而论市民社会论倾向于从这些角度进行探讨。 他的方法论

认为市民的立场和阶级的立场二者的矛盾性可以从市民社会论中发现。 这对于克服近

代主义的第一系谱、 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系谱都具有的片面性是重要的切入点。 市民社

会的社会学研究突破经济学领域， 着眼于更广的领域， 这是从经济学的市民社会到市

民社会的社会科学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这无论对于第一系谱， 还是第二系谱都无法做

到的， 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 第三系谱既不是国家学说，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学说， 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社会科学不断扩大。

五　市民社会的意义和问题

市民社会被过度地赋予意识形态的意义， 是因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 人们急需社

会从国家和家庭中独立。 第一系谱将大众社会论隐藏于其背后， 此外人们对市民社会

论充满了期待， 是因为社会独立这个近代主义的问题作为国民的普遍问题而被人们所

接受。 可是， 现实历史中， 也有对国家和家庭偏激批判的原因。 在国家仍然囊括了社

会、 家庭就是社会支撑的状况下， 社会要独立自然与国家和家庭的对决将是不可避免

的。 在此， 市民社会论是与变革现状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第二系谱对于市民社会中中

国狭隘意义的寄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 对于现实的认识、 对于现实的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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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 是以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为基础的信仰宣言， 绝不是一句空话。 社会如果不对国

家和家庭进行批判， 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主角。 正因为要说明上述问题， 市民社会论作

为一种意识和批判， 其必然性就显而易见了。 不仅仅要将市民社会论当作一种社会意

识形态， 而且要将其当作社会科学予以发展， 其原因就在于此。 立足于这样的社会意

识， 第三系谱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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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增长模型及其在 Ｓｒａｆｆａ 体系上的应用∗
　①

李　 武∗∗ 　②

摘　 要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古典增长框架的离散时间的结构增长模型， 该模型

可以描述包含 ｍ 个经济主体、 ｎ 种商品的经济的非均衡动态。 本文还提出了一个描述

经济主体间非均衡交易过程的交易函数， 该交易函数构成了结构增长模型的交易环节。

建立模型之后， 本文利用该模型对 Ｓｒａｆｆａ （１９６０） 给出的一个两部门经济做了仿真研

究。 仿真研究表明， 两部门经济中可能出现价格和产量持续变动但始终无法同时达到

均衡值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经济周期。 本文提出的结构增长模型将非均衡的

交易过程与生产过程、 消费过程结合起来， 为建立非均衡动态模型开创了一种新的

思路。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交易过程　 经济周期　 非均衡

一　引言

Ｋｕｒｚ 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ｉ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指出， 里昂惕夫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１９３６， １９４１） 的投入

产出模型和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１９４５） 的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古典经济学， 这些模型

可以被视为古典增长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典增长框架还包括 Ｑｕｅｓｎａｙ （１９７２）

的经济表、 Ｍａｒｘ （１９５６） 的再生产模型、 Ｓｒａｆｆａ （１９６０） 的 《用商品生产商品》 等。

古典增长框架有两个主要特征， 即动态特征和结构特征。 也就是说， 这一框架把

经济视为由相互依赖的经济部门或经济主体构成的一种循环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Ｆｌｏｗ）， 从而

对于经济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相互影响提供了深入的见解。 具体来说， 构成古典增长

框架的模型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ｉ） 模型包含多个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Ａｇｅｎｔ）、 多种商品， 每个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的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中需要使用其他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供给

的商品；

（ｉｉ） 模型中通常假定规模收益不变 （可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和 Ｅｔｕｌａ， ２００６）；

７５１

①

②

本文的一个较早版本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获得国际投入产出协会 （ ＩＩＯＡ） 颁发的里昂惕夫奖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Ｐｒｉｚｅ）。
李武，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ｉｉｉ） 均衡路径通常是平衡增长路径， 其中各部门的供给具有相同的增长率， 各生

产部门具有相同的利润率 （可参见 Ｓｏｌｏｗ 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５３）；

（ｉｖ） 均衡增长率、 均衡价格结构和均衡产出结构由各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的

技术、 偏好和禀赋决定；

（ｖ） 固定资本通常使用联合生产的方式处理， 因此联合生产在这一框架中具有重

要地位 （参见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ｉ 和 Ｓｔｅｅｄｍａｎ， １９９０）；

（ｖｉ） 矩阵和 Ｐｅｒｒｏｎ －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定理作为数学工具得到广泛使用 （参见 Ｂｉｄａｒｄ，

２００４）；

（ｖｉｉ） 动态模型通常为离散时间系统。

迄今为止， 古典增长框架下与均衡相关的问题已经得到相当全面、 透彻的研

究， 这些 问 题 包 括 均 衡 的 存 在 性 （ 例 如， Ｋｅｍｅｎｙ，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 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５６） 、 交易均衡 （例如， Ｇａｌｅ， １９６０） 、 均衡的最优性 （例如， Ｄｏｒｆｍａｎ，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ｏｎ 和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８；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６） 、 均衡的扰动 （例如，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１９８８） 、 均衡的稳定性 （例如，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 １９６４） 、 Ｍａｒｘ 的均衡模型 （例如， Ｍｏｒ⁃

ｉｓｈｉｍａ， １９７３） 。 然而与非均衡相关的问题， 例如， 价格波动、 经济周期等， 似乎

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本文试图在古典增长框架下对这些非均衡问题的分析方法

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本文的主要思想是开发一个描述经济主体 （或经济部门） 间非均衡交易过程的交

易函数， 并将这一交易函数与生产过程、 消费过程结合起来， 从而得到一个描述包含

ｍ 个经济主体、 ｎ 种商品的经济的动态运行过程的增长模型。 然后利用该模型和仿真方

法来对以上提到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组织如下。 第 ２ 部分介绍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基本概念及 Ｓｒａｆｆａ （１９６０） 的

一个经济系统。 第 ３ 部分讨论交易函数。 第 ４ 部分介绍仅包含生产过程的纯生产

的结构增长模型。 第 ５ 部分介绍既包含生产过程又包含消费过程的结构增长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一个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最后一部分为结

束语。

下文将使用如下的记法和术语。 １ 代表向量 （１， １， …， １） Ｔ。 ０ 表示零向量。 Ｉ 表

示单位矩阵。 若向量 ｘ 的所有向量为正 （或非负） 则称其为正向量 （或非负向量）， 并

记为 ｘ≫０ （或 ｘ≥０）。 若 ｘ≥０ 且 ｘ≠０ 则称 ｘ 为半正向量， 并记为 ｘ ＞ ０。 对于向量 ｘ 和

ｙ， ｘ≫ｙ、 ｘ ＞ ｙ 和 ｘ≥ｙ 的含义类似。 这些记法也适用于矩阵。 对于一个半正列 （或行）

向量 ｘ， 若１Ｔｘ ＝ １ （或 ｘ１ ＝ １） 成立则称其是归一化的。 ｘ 代表 ｄｉａｇ （ｘ）， 即以向量 ｘ

为主对角线的方阵。 对于列向量 ｘ 和 ｙ， （ ｘ； ｙ） 表示这两个列向量拼接成的列向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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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ｘ

ｙ
æ

è
çç

ö

ø
÷÷。

二　技术和生产

（一） 投入系数矩阵和产出系数矩阵

首先考虑只包含生产者、 不包含消费者的纯生产经济。 假设经济中有 ｍ 个厂商和

ｎ 种商品， 分别编号为 １， ２， …， ｍ 和 １， ２， …， ｎ。 当每个厂商只拥有一项技术、 经

济中允许联合生产时， 所有的技术可以用一个 （ｎ × ｍ） 的投入系数矩阵 Ａ 和一个 （ｎ

×ｍ） 的产出系数矩阵 Ｂ 表示， 每个矩阵第 ｉ 行和第 ｉ 列分别对应商品 ｉ 和厂商 ｉ。

下面是投入和产出系数矩阵的例子。

Ａ ＝

０ ２８ ０ ５０ ０ ５３ ０ ０ ０

０ ８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７

０ ０ ４９ ０ ４５ ０ ５０ ０ 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 ０ ５７ ０ ２９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Ｂ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５ １ １ ０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１）

令ａ（ ｉ）和ｂ（ ｉ）分别代表 Ａ 和 Ｂ 的 ｉ 列， 假设均为半正向量。 向量对 ａ（ ｉ）， ｂ（ ｉ）( )代表了

厂商 ｉ 的技术， 称ａ（ ｉ）为厂商 ｉ 的单位需求束。 假设每个厂商具有不变的规模收益， 于

是厂商 ｉ 的可行的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 ξ ａ（ ｉ）， ξ ｂ（ ｉ）( )， 其中 ξ 为一个非负实数， ξ ａ（ ｉ）

为投入束， ξ ｂ（ ｉ）为产出束； 称 ξ 为该生产过程的生产水平 （或活动水平）。 在 Ｂ ＝ Ｉ 的

特殊情况下， 一个厂商的生产水平即为其产品的产量。

当一个厂商具有多种技术、 会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动调整其所使用的技术以最

大化其利润时， 投入和产出系数矩阵可以被视为价格的函数或对应 （或称多值

函数） 。

（二） Ｓｒａｆｆａ 体系的例子

Ｓｒａｆｆａ （１９６０： § ５） 给出了一个包含两个生产部门 （即小麦生产者和铁生产者）、

两种商品 （即小麦和铁） 的数例， 这一两部门经济不包含消费者， 也就是说是一个纯

生产经济。 在初期该经济运行如下。

２８０ 单位小麦 ＋ １２　 单位铁→５７５　 单位小麦 （２ａ）

１２０ 单位小麦 ＋ ８　 单位铁→２０　 单位铁 （２ｂ）

式 （２ａ） 代表小麦生产者在初期的生产过程， 式 （２ｂ） 代表铁生产者在初期的生

产过程。 每期生产出的产品将构成下一期的供给。 以上的生产过程也可以用表 １ 的形

式来表示。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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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小麦 －铁两部门经济的初期配置

小麦生产者 铁生产者 总需求量

小麦需求量 ２８０ １２０ ４００

铁需求量 １２ ８ ２０

下一期的供给量 ５７５ ２０

这一经济中的投入系数矩阵为

Ａ ＝

５６
１１５ ６

１２
５７５

２
５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

产出系数矩阵为 Ｂ ＝ Ｉ。 Ａ 的第一列， 即
５６
１１５，

１２
５７５

æ

è
ç

ö

ø
÷

Ｔ

， 为小麦生产者的单位需求

束， 即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投入； 而第二列， 即 ６， ２
５

æ

è
ç

ö

ø
÷

Ｔ

， 为铁生产者的单位需

求束。

众所周知， 这一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向量和均衡产出向量分别为 Ａ 的左、 右 Ｐ － Ｆ

（即 Ｐｅｒｒｏｎ －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特征向量。 在此 Ａ 的一个左、 右 Ｐ － Ｆ 特征向量分别为ｐ∗ ＝

１
１５， １æ

è
ç

ö

ø
÷

Ｔ

和ｚ∗ ＝ （５７５， ３０） Ｔ。 可见， 以铁计价时， 小麦的均衡价格为
１
１５≈０ ０６６７； 当

小麦的产量为 ５７５ 单位时， 铁的均衡产量为 ３０ 单位， 相应的均衡配置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小麦 －铁两部门经济的一个均衡配置

小麦生产者 铁生产者 总需求量

小麦需求量 ２８０ １８０ ４６０

铁需求量 １２ １２ ２４

下一期的供给量 ５７５ ３０

Ａ 的 Ｐ － Ｆ 特征值为 λ ＝ ０ ８， 这意味着这一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为 １ ／ λ － １ ＝ ０ ２５。

初期中两个部门的产出可以用一个如下的产出矩阵表示。

Ｙ ＝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４）

三　经济主体间的固定价格交易过程

古典增长框架下的各种动态模型的一个常见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市场机制 （Ｌｏｓ，

２００１）。 也就是说这些模型往往忽略了交易过程、 价格波动及其经济后果。 本文试图通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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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增长模型中嵌入一个交易过程把市场机制整合到增长模型之中。 这种显式地而非

隐含地包含交易环节 （或者说市场型资源配置过程） 的增长模型即为结构增长模型。

本节提出一个交易函数来描述 ｍ 个经济主体间的非均衡的交易过程。 为了简单起

见将假设交易过程中市场价格保持不变、 各交易者的需求结构保持不变。

（一） 交易函数

考虑 ｍ 个经济主体在给定的价格向量 ｐ 下的交易过程。 令 Ｓ 代表 （ｎ × ｍ） 的供给

矩阵， 其第 （ ｉ， ｊ） 个元素代表主体 ｊ 供给的商品 ｉ 的数量。 令 ｓ： ＝ Ｓ１ 代表供给向量，

假设其为正向量。

例如， 在 Ｓｒａｆｆａ 的例子中， 当两个部门将其初期的产品投入市场中时供给矩阵为

Ｓ ＝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５）

供给向量为 ｓ ＝ （５７５， ２０） Ｔ。

交易者的需求结构可以用一个标准需求矩阵 Ａ 来表示， 其中第 ｉ 列称为交易者 ｉ 的

标准需求束。 对于纯生产经济而言， 投入系数矩阵即可以作为标准需求矩阵。 在交易

过程中交易者 ｉ 购买的商品束为 ξ ａ（ ｉ）， 其中 ξ 为非负实数， ａ（ ｉ） 代表 Ａ 的第 ｉ 列。 称 ξ

为交易者 ｉ 的购买量或交易量。 令 ｚ 代表 ｍ 个交易者的交易量构成的向量， 称 ｚ 为交易

向量或购买向量， 称向量 Ａｚ 为商品的销售向量， 其第 ｉ 个分量反映了交易过程中商品 ｉ

的销售数量 （亦即购买数量）。

在 Ｓｒａｆｆａ 的例子中两个部门购买的商品束分别为
５６
１１５α，

１２
５７５α

æ

è
ç

ö

ø
÷

Ｔ

和 ６β， ２
５ βæ

è
ç

ö

ø
÷

Ｔ

， 其

中 α 和 β 为非负实数。 交易向量即为（α， β） Ｔ， 该向量反映了标准需求束的购买量， 相

应的商品销售向量为

Ａｚ ＝ ５６
１１５α ＋ ６β， １２

５７５α ＋ ２
５ β( )

Ｔ

（６）

令 ｘ 表示以向量 ｘ 为主对角线的方阵。 例如， 对于供给向量 ｓ ＝ （５７５， ２０） Ｔ 有

ｓ ＝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７）

每种商品的销售量与供给量之比即为其销售率。 假设对于每种商品， 在交易过程

中其所有供给者具有相同的销售率。 令 ｑ 代表 ｎ 维销售率向量， 该向量反映了交易过

程中 ｎ 种商品的销售率， 即有

ｑ： ＝ ｓ

(

－ １Ａｚ （８）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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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对于供给向量 ｓ ＝ （５７５， ２０） Ｔ 和交易向量 ｚ ＝ ２８７５
６ ， ２５æ

è
ç

ö

ø
÷

Ｔ

， 销售率向量为

ｑ≡ｓ

(

－ １Ａｚ ＝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５６
１１５ ６

１２
５７５

２
５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２８７５
６ ， ２５( )

Ｔ

＝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１１５０
３ ， ２０( )

Ｔ

＝ ２
３ ， １( )

Ｔ

（９）

显然， 矩阵 Ａ ｚ

(

和ｑ

(

Ｓ 分别表明了每个交易者购买和出售的各种商品的数量。 对于以

上的例子有

Ａ ｚ

(

＝
７００
３ １５０

１０ １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ｑ

(

Ｓ ＝
１１５０
３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０）

在给定的价格向量 ｐ 下， ｍ 个交易者的用于购买商品的支出和销售商品得到的收

入分别为ｐＴＡ ｚ

(

和ｐＴ ｑ

(

Ｓ。 假设交易过程中每个交易者的支出等于收入， 即有

ｐＴＡ ｚ

(

＝ ｐＴ ｑ

(

Ｓ≡ｐＴ ｓ

(

－ １Ａｚ

(

Ｓ （１１）

式 （１１） 为等价交易条件。 当式 （１１） 成立且ＳＴＡ 不可分解时， 以下命题表明有

且只有一个归一化的交易向量。 ＳＴＡ 不可分解意味着所有交易者不能划分成两组， 使得

第一组中的任一交易者对第二组中的每个交易者供给的商品都没有需求。

命题 １ 令 Ａ 和 Ｓ 为 （ｎ ×ｍ） 半正矩阵， 且假定 ｓ： ＝ Ｓ１ 为正、 ＳＴＡ 不可分解。 令

ｐ 为 ｎ 维正向量， ｚ 为 ｍ 维半正向量。 则有：

（ｉ） Ｚ： ＝ ＡＴｐ

(

－ １ＳＴ ｓ

(

－ １ｐ

(

Ａ 为不可分解的非负矩阵， 并且具有 Ｐ － Ｆ 特征值 １；

（ｉｉ） 当且仅当 ｚ 为 Ｚ 的右 Ｐ － Ｆ 特征向量 （即 Ｚｚ ＝ ｚ 成立） 时， ｚ 满足ｐＴＡ ｚ

(

＝ ｐＴ

ｓ

(

－ １Ａｚ

æè ç

Ｓ； 并且， 当 ｚ 满足ｐＴＡ ｚ

(

＝ ｐＴ ｓ

(

－ １Ａｚ

æè ç

Ｓ 时 ｚ 为正向量。

证明： （ｉ） 因为ＳＴＡ 不可分解， 所以 Ａ 的每一列必然是半正向量。 于是ＡＴｐ 是正向

量， ＡＴｐ

(

－ １、 ｓ

(

－ １和ｐ

(

的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均为正。 于是当矩阵ＳＴＡ 的第 ｉ， ｊ( )个元素为正

时， 矩阵 Ｚ 的第 ｉ， ｊ( )个元素也为正。 因此 Ｚ 是不可分解的。

容易验证ｐＴＡＺ ＝ ｐＴＡ 成立。 根据 Ｐｅｒｒｏｎ －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定理， 矩阵 Ｚ 的 Ｐ － Ｆ 特征值等

于 １， ｐＴＡ 为矩阵 Ｚ 的一个左 Ｐ － Ｆ 特征向量。

（ｉｉ） 有下式成立：

ｐＴＡ ｚ

(

＝ ｐＴ ｓ

(

－ １Ａｚ

(

Ｓ⇔ｐＴＡ ｚ

(

＝ ｐＴ Ａｚ

(

ｓ

(

－ １Ｓ⇔ＡＴｐ

(

ｚ ＝ ＳＴ ｓ

(

－ １ｐ

(

Ａｚ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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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ｐ

(

－ １ＳＴ ｓ

(

－ １ｐ

(

Ａｚ ＝ ｚ⇔Ｚｚ ＝ ｚ

因此根据 Ｐｅｒｒｏｎ －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定理可知命题成立。

令 ｘ 代表矩阵 Ｚ 的归一化的右 Ｐ － Ｆ 特征向量。 由命题 １ （ ｉｉ） 可知有 ｚ ＝ ξｘ 成立，

其中 ξ 是非负实数。 由于每种商品的销售量不大于其供给量， 于是有 Ａｚ £ｓ 成立， 亦即

有 ξＡｘ £ｓ。 因此 ξ 不大于Ａｘ

(

－ １ ｓ 的最小分量。 假设所有交易者试图获得最大的交易量。

唯一的最大交易向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求得， 该交易向量代表了交易过程的交易结果：

步骤 １ 计算矩阵 Ｚ≡ＡＴｐ

(

－ １ＳＴ ｓ

(

－ １ｐ

(

Ａ；

步骤 ２ 计算矩阵 Ｚ 的归一化的右 Ｐ － Ｆ 特征向量， 记为 ｘ；

步骤 ３ 计算Ａｘ

(

－ １ ｓ 的最小分量， 记为 ξ；

步骤 ４ 计算交易向量 ｚ： ＝ ξｘ。

于是固定价格交易过程可以用如下的 （固定价格） 交易函数表示：

ｑ， ｚ( ) ＝ Ｚ Ａ， ｐ， Ｓ( ) （１２）

其中 Ａ、 Ｓ 和 ｐ 满足命题 １ 中的假设， ｚ 通过以上步骤计算， ｑ 等于ｓ

(

－ １Ａｚ。

当交易者的需求结构随价格发生变动时， 交易函数可写为

ｑ， ｚ( ) ＝ Ｚ Ａ （ｐ）， ｐ， Ｓ( ) （１３）

（二） Ｓｒａｆｆａ 例子中的交易过程

接下来用 Ｓｒａｆｆａ 给出的例子对经济主体间的固定价格交易过程做一说明， 这一例子可

以看作一个离散时间的纯生产经济， 每期中发生一次交易过程和生产过程。 式 （２ａ） 和

（２ｂ） 可以视作初期的生产过程。 在生产过程结束后经济进入新的一期， 在这一期中两个

部门将首先在市场上交易其产品， 此时的供给矩阵如式 （５） 所示。 假设当前的市场价格

向量为一个均衡价格向量
１
１５， １æ

è
ç

ö

ø
÷

Ｔ

， 于是可算得交易向量为 ｚ ＝ ２８７５
６ ， ２５æ

è
ç

ö

ø
÷

Ｔ

≈

（４７９ ２， ２５）Ｔ， 商品的销售向量为 Ａｚ ＝ １１５０
３ ， ２０æ

è
ç

ö

ø
÷

Ｔ

≈（３８３ ３， ２０）Ｔ， 可见交易过程中铁

售罄了而小麦没有售罄。 销售率向量为 ｑ ＝ ２
３ ， １æ

è
ç

ö

ø
÷

Ｔ

。 相应地， 小麦的存货量 （即未能出

售的数量） 约为 １９１ ７ 单位， 而铁没有存货。

当交易结束后市场价格根据交易结果反映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动时， 由于小麦供大

于求， 因此其价格将相对下降， 而铁的价格将相对上升。

交易过程结束后经济主体将把购买到的商品投入生产或消费。 在 Ｓｒａｆｆａ 的这一纯生

产经济的例子中只有生产者而没有消费者， 两个生产部门将把购买到的产品投入生产。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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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这一经济中标准需求矩阵等同于投入系数矩阵， 因此交易向量 ｚ 也反映了接下来

的生产过程的产量 （亦即生产水平）。 在交易过程中小麦生产者购买了 ４７９ ２ 个单位需

求束 （亦即标准需求束）， 由于其每个单位需求束对应一单位小麦产出， 因此小麦生产

者在接来下的生产过程中将生产出 ４７９ ２ 单位小麦。 铁生产者购买了 ２５ 个单位需求束

（亦即标准需求束）， 在接来下的生产过程中将生产出 ２５ 单位的铁。 可见， 与上一期相

比本期小麦的产量将下降， 而铁的产量将上升。 在本期的生产过程结束后， 又将开始

下一期的交易过程。

在第一次交易过程中市场未能出清， 销售率向量为 ｑ ＝ ２
３ ， １æ

è
ç

ö

ø
÷

Ｔ

， 因此存货率向量

为 １ － ｑ ＝ １
３ ， ０æ

è
ç

ö

ø
÷

Ｔ

。 而存货矩阵即为１ － ｑ

(

Ｓ， 其第 ｉ， ｊ( )个元素反映了交易者 ｊ 持有的

商品 ｉ 的存货数量。 第一次交易过程结束后， 存货矩阵为

１ － ｑ

(

Ｓ ＝ １
３ ， ０( )

æè ç ç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３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５７５ ０

０ 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５７５
３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１９１ ７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

第一次交易过程结束后小麦生产者的存货约为 １９１ ７ 单位， 在下一次交易过程开始前

这些存货可能会经历折旧， 比如说其折旧率为 ０ ２。 这样当下一次交易过程开始时这些存

货还剩余 １５３ ３ 单位。 于是下一次交易过程中小麦的供给量约为 ６３２ ５ （ ＝１５３ ３ ＋４７９ ２）

单位。 而铁的供给量将为 ２５ 单位。

四　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

（一） 模型

在此首先考虑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 在纯生产模型或经济中只有厂商和生产过

程， 而没有消费者和消费过程。 此时所有的商品均为厂商的产品， 其供给量为内生

变量。

假设经济是一个离散时间动态系统， 每期中依次进行价格调整、 交易、 生产和消

费等经济活动， 第 ｔ 期的经济状态可以由以下变量来描述。

ｐ（ ｔ ）价格向量， 为由第 ｔ 期的 ｎ 种商品的价格构成的正向量；

Ｓ（ ｔ）供给矩阵， 其第 ｉ， ｊ( )个元素代表第 ｔ 期中经济主体 ｊ 供给的商品 ｉ 的数量；

ｑ（ ｔ）销售率向量， 由第 ｔ 期的 ｎ 种商品的销售率构成；

ｚ（ ｔ）交易向量和生产水平向量， 反映了第 ｔ 期中各经济主体购买的标准需求束的数

量。 当 Ｂ ＝ Ｉ 时， ｚ（ ｔ）即为产出向量， 反映了各生产者的产量；

Ｙ（ ｔ）产出矩阵， 其第 ｉ， ｊ( )个元素代表第 ｔ 期中生产者 ｊ 生产的商品 ｉ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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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第 ｔ ＋ １ 期中经济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首先是价格调整过程， 在第 ｔ 期的价格向量和销售率的基础上形成第 ｔ ＋ １ 期的价

格向量， 该价格向量反映了 ｎ 种商品在第 ｔ ＋ １ 期中的市场价格。

其次是供给的形成过程， 第 ｔ 期的产出和经过折旧的第 ｔ 期的存货构成第 ｔ ＋ １ 期的

产品供给。

再次是固定价格下的交易过程， 经济主体 （在此即为厂商） 在第 ｔ ＋ １ 期的市场价

格下交易供给矩阵中的商品， 得到第 ｔ ＋ １ 期的交易向量和销售率向量。 未售出的商品

构成第 ｔ ＋ １ 期的存货， 存货将经历折旧并成为下一期供给的一部分。

最后， 每个厂商将其在市场中购买的商品投入生产， 得到第 ｔ ＋ １ 期的产出。

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如下：

ｐ（ ｔ ＋ １） ＝ Ｐ ｐ（ ｔ） ， ｑ（ ｔ）( ) （１５ａ）

Ｓ（ ｔ ＋ １） ＝ Ｙ（ ｔ） ＋ Ｑ １ － ｑ（ ｔ）

æè ç

Ｓ（ ｔ）( ) （１５ｂ）

ｑ（ ｔ ＋ １） ， ｚ（ ｔ ＋ １）( ) ＝ Ｚ Ａ， ｐ（ ｔ ＋ １） ， Ｓ（ ｔ ＋ １）( ) （１５ｃ）

Ｙ（ ｔ ＋ １） ＝ Ｂ ｚ（ ｔ ＋ １）

(

（１５ｄ）

下面来解释以上各式。

式 （１５ａ） 代表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 Ｐ 为价格调整函数。 本文假设市场价格基于

销售率所反映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动。

式 （１５ｂ） 代表供给的形成过程。 当上一期 ［即第 ｔ 期］ 有商品未售罄 （即ｑ（ ｔ） ≠

１） 时， 各厂商上一期的存货构成存货矩阵１ － ｑ（ ｔ）

æè ç ç

Ｓ（ ｔ）。 Ｑ 为存货折旧函数。 产出矩阵

Ｙ（ ｔ）反映了第 ｔ 期的产出。 产出矩阵加上经过折旧的第 ｔ 期的存货矩阵 Ｑ １ － ｑ（ ｔ）

æè ç ç

Ｓ（ ｔ）( )即

为第 ｔ ＋ １ 期的供给矩阵Ｓ（ ｔ ＋ １）。

式 （１５ｃ） 代表交易过程， 其中 Ｚ 为固定价格交易函数。

式 （１５ｄ） 代表生产过程。 由于 ｚ（ ｔ ＋ １）
ｉ 反映了厂商 ｉ 在第 ｔ ＋ １ 期购买的单位需求束

的数量， 而每个单位需求束对应一单位的生产水平， 因此 ｚ（ ｔ ＋ １）
ｉ 也反映了厂商 ｉ 在第 ｔ ＋

１ 期的生产水平。

如果把式 （１５ｂ） 写为如下形式， 则式 （１５ｄ） 可略去：

Ｓ（ ｔ ＋ １） ＝ Ｂ ｚ（ ｔ）

(

＋ Ｑ １ － ｑ（ ｔ）

æè ç

Ｓ（ ｔ）( ) （１５ｂ＇）

（二） 小麦 － 铁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下面是纯生产结构增长模型的一种可计算的具体形式， 利用以下模型可以对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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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济进行仿真分析。

ｐ（ ｔ ＋ １）
ｉ ＝

ｐ（ ｔ）
ｉ ｑ（ ｔ）

ｉ ＞ ０ ９９

０ ９８ｐ（ ｔ）
ｉ ｑ（ ｔ）

ｉ £０ ９９{ ， ｉ ＝ １， ２， …， ｎ （１６ａ）

Ｓ（ ｔ ＋ １） ＝ Ｂ ｚ（ ｔ）

(

＋ ０ ８ １ － ｑ（ ｔ）

æè ç

Ｓ（ ｔ） （１６ｂ）

ｑ（ ｔ ＋ １） ， ｚ（ ｔ ＋ １）( ) ＝ Ｚ Ａ， ｐ（ ｔ ＋ １） ， Ｓ（ ｔ ＋ １）( ) （１６ｃ）

式 （１６ａ） 为一个固定幅度的价格调整过程。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 当商品接近售罄

时其价格保持不变， 否则其价格将下降 ２％ 。 于是可知当且仅当所有商品接近售罄时价

格向量保持不变。 如果有些商品远未售罄， 则接近售罄的商品的价格将相对上升。

式 （１６ｂ） 表示供给的形成过程。 这里的存货折旧函数为 Ｑ （Ｍ）： ＝ ０ ８Ｍ。 仿真

中将假设ｚ（０）≫０、 ＢＴＡ 不可分解， 这种情况下对于 ｔ ＝ １， ２， …， ¥， Ｓ（ ｔ）ＴＡ 不可分解。

式 （１６ｃ） 表示交易过程。

下文的仿真中将设置ｕ（０） ＝ １， 这种情况下Ｓ（１） 等于 Ｂ ｚ（０）

(

［亦即初期的产出矩阵

Ｙ（０）］。

对于模型 （１６ａ） ～ （１６ｃ） 的一条路径， 若有ｑ（ ｔ） ＝ １， ｔ ＝ ０， １， ２， …， ¥成立

（即所有商品始终售罄）， 则称其为一条均衡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１６ａ） 式可知价

格向量始终保持不变， 称该价格向量为均衡价格向量。 不难验证， 当 Ｂ ＝ Ｉ， ｑ（０） ＝ １，

ｐ（０）和ｚ（０）分别为 Ａ 的左、 右 Ｐ － Ｆ 特征向量时， 该经济将运行在均衡路径中。 这种情况

下ｚ（ ｔ）即为第 ｔ 期的产出向量， 该向量为 Ａ 的右 Ｐ － Ｆ 特征向量。

下面利用模型 （１６ａ） ～ （１６ｃ） 来分析 Ｓｒａｆｆａ 给出的纯生产经济 （２ａ） ～ （２ｂ）

中的经济周期。 在 Ｓｒａｆｆａ 的这一例子中投入系数矩阵 Ａ， 如式 （３） 所示， 产出系数矩

阵 Ｂ 为单位阵 Ｉ。 如前所述， 这一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向量为
１
１５， １æ

è
ç

ö

ø
÷

Ｔ

， 初期的产出向量

为（５７５， ２０） Ｔ， 将这两个向量分别设置为模型 （１６ａ） ～ （１６ｃ） 中的ｐ（０） 和ｚ（０）， 并令

ｑ（０） ＝ １。 第 １ ～ １００ 期的仿真结果如图 １ 所示。

从图 １ 中可见这一经济中的价格比、 产出比、 产出增长率及以均衡价格计量的总

产值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换句话说， 这一经济中存在经济周期。

动态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常常围绕均衡价格波动 （Ｋｕｒｚ，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ｉ， １９９５）。 这一经济中

的小麦和铁的均衡价格比 （亦即以铁计价的小麦均衡价格） 为
１
１５≈０ ０６６７， 小麦和铁

的均衡产出比为
５７５
３０ ≈１９ １７， 均衡增长率和利润率为 ０ ２５。 从图 １ 可见这一经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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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比、 产出比确实在围绕均衡值波动。 不过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的损

失， 这一经济中的平均增长率比 ０ ２５ 小许多。

图 １　 小麦 －铁两部门经济中第 １ 到 １００ 期的仿真结果

图 ２ 以另一种形式显示了从第 １ 期到第 １０００ 期的价格比和供给比， 从图 ２ 中可

以看到这一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可以视为离散时间的极限环。 图 ２ 的左图对应的初始

值为ｐ（０） ＝ １
１５， １æ

è
ç

ö

ø
÷

Ｔ

和ｚ（０） ＝ （５７５， ２０） Ｔ， 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经济周期 （第 ８６ 期到

第 ９７ 期） 中的产出增长率和销售率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的右图对应的初始价格向量为

ｐ（０） ＝ （０ ０６６０， １） Ｔ， 这一初始价格向量略微偏离均衡价格向量； 对应的初始产出向

量为ｚ（０） ＝ （５７５， ３０） Ｔ， 即均衡产出向量。 位于 （１９ １７， ０ ０６６７） 处的星号代表均

衡路径， 亦即不动点。

图 ２　 小麦 －铁两部门经济中的均衡与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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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显示，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一经济均很快地趋于极限环， 而极限环对应着经

济周期。

图 ３　 一个经济周期中的产出增长率和销售率

五　有消费的结构增长模型

（一） 模型

现在来考虑既包含厂商和生产过程、 又包含消费者和消费过程的结构增长模型。

此时经济中的商品可以分为两类， 即厂商生产出的产品和消费者拥有的劳动、 土地等

初级要素。 产品的供给量为内生变量， 而初级要素的供给量为外生变量。

相应地， 第 ｔ 期的销售率向量ｑ（ ｔ）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由产品的销售率ｑ′ （ ｔ）构成的向

量和由初级要素的销售率构成的向量ｑ″ （ ｔ）， 即有ｑ（ ｔ）≡ ［ｑ′ （ ｔ）； ｑ″ （ ｔ）］。

而第 ｔ 期的供给矩阵Ｓ（ ｔ）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由厂商的供给量构成的矩阵Ｓ′ （ ｔ） 和由

消费者的供给量构成的矩阵Ｓ″ （ ｔ）， 即有Ｓ（ ｔ） ≡ Ｓ′ （ ｔ） Ｓ″ （ ｔ）[ ]。 其中Ｓ′ （ ｔ） 反映了第 ｔ 期各种

产品的供给量， 为内生变量， 而Ｓ″ （ ｔ） 反映了第 ｔ 期各种初级要素的供给量， 为外生变

量。 当不存在技术进步、 初级要素供给矩阵Ｓ″ （ ｔ） 以速度 γ≥０ 增长时， 经济中的均衡增

长率即为 γ。

标准需求矩阵 Ａ 也可分为两部分， 即厂商的标准需求矩阵和消费者的标准需求矩

阵。 厂商的标准需求矩阵亦即厂商的投入系数矩阵。 消费者的标准需求矩阵由各类消

费者在给定价格向量下的需求束构成。

第 ｔ 期的交易向量ｚ（ ｔ）也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由厂商的交易量构成的向量ｚ′ （ ｔ）和由消

费者的交易量构成的向量ｚ″ （ ｔ）， 即有ｚ（ ｔ）≡ （ ｚ′ （ ｔ）； ｚ″ （ ｔ））。

有消费的结构增长模型如下。

ｐ（ ｔ ＋ １） ＝ Ｐ ｐ（ ｔ） ， ｑ（ ｔ）( ) （１７ａ）

Ｓ′ （ ｔ ＋ １） ＝ Ｂ′ ｚ′ （ ｔ）

(

＋ Ｑ １ － ｑ′ （ ｔ）

æè ç ç

Ｓ′ （ ｔ）( ) （１７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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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ｔ ＋ １） ， ｚ（ ｔ ＋ １）( ) ＝ Ｚ Ａ， ｐ（ ｔ ＋ １） ， Ｓ（ ｔ ＋ １）( ) （１７ｃ）

其中Ｓ（ ｔ）≡ Ｓ′ （ ｔ） Ｓ″ （ ｔ）[ ]。

以上模型的一种具体形式为

ｐ（ ｔ ＋ １） ＝ （１ － θ） ｐ（ ｔ） ＋ θ ｑ（ ｔ）

(

ｐ（ ｔ） （１８ａ）

Ｓ′ （ ｔ ＋ １） ＝ Ｂ′ ｚ′ （ ｔ）

(

＋ ０ ８ １ － ｑ′ （ ｔ）

æè ç ç

Ｓ′ （ ｔ） （１８ｂ）

ｑ（ ｔ ＋ １） ， ｚ（ ｔ ＋ １）( ) ＝ Ｚ Ａ， ｐ（ ｔ ＋ １） ， Ｓ（ ｔ ＋ １）( ) （１８ｃ）

式 （１８ａ） 反映了价格调整过程， 其中使用了一种可变幅度调价函数。 此时销售率

的高低影响价格的调整幅度。 当一种商品的销售率较高、 销售情况较好时， 价格下降

幅度较小； 当销售率较低、 销售情况较差时， 价格下降幅度较大。 θ （０ ＜ θ ＜ １） 为调

价速度系数， 当它的值较大时， 价格调整幅度也较大。

（二） 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在此把 Ｓｒａｆｆａ 给出的例子 （２ａ） ～ （２ｂ） 中的供给量内生的铁换为供给量外生的

劳动、 铁生产者换为劳动者， 这样就将原先的纯生产的两部门经济修改为一个包含消

费的两部门经济。 假设劳动者每期供给 １９０ 单位的劳动。 由于劳动的供给量是固定不

变的， 因此这一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为 ０。

假设劳动者具有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型的效用函数 ｍｉｎ ｘ１

６ ，
ｘ２

０ ４{ }， 换句话说， 消费者的需求

结构是固定不变的， 其消费束可写为 ６ｕ， ０ ４ｕ( )Ｔ 的形式， 其中 ｕ 为一个非负实数， 反

映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 （或者说效用水平）。

以劳动为计价商品。 可算得小麦的均衡价格为
１２
２９５≈０ ０４０７， 小麦的均衡产量为

３４５０ 单位。 均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亦即均衡配置） 如表 ３ 所示， 从中可见， 均衡中

劳动者供给 １９０ 单位劳动， 消费 １７７０ 单位小麦和 １１８ 单位劳动。

表 ３　 小麦 －劳动两部门经济的均衡配置

小麦生产者 铁生产者 总需求量

小麦需求量 １６８０ １７７０ ３４５０

劳动需求量 ７２ １１８ １９０

供给量 ３４５０ １９０

将均衡价格设置为初始价格， 设置小麦的初始产量为 ３４００ 单位。 使用可变幅度调

价函数， 并设置调价速度系数为 ０ ２。 仿真结果如图 ４ 所示。 而当调价速度系数较小

（如为 ０ １） 时这一经济将收敛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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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小麦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从图 ４ 中的左上图可以看到这一经济中的小麦产量大约在第 ６００ 期之后呈现出规律

性的周期波动。 从图 ４ 中的右上图可以看到， 在第 ８１２ 期产量达到一个谷底， 而在第

８３５ 期产量达到下一个谷底。 将第 ８１３ 期到第 ８３５ 期视为一个经济周期， 则这一经济周

期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ｉ） 从第 ８１３ 期到第 ８１６ 期为复苏阶段， 这一阶段对应图 ４ 的左下图中环形路径的

左上部； 在这一环形路径中经济沿顺时针方向运行。 这一阶段中小麦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 其价格上升。 小麦价格的上升又导致小麦生产者利润率的增加， 进而导致产量

和供给量的增加， 但这一阶段产量仍低于长期平均产量。 这里的长期平均产量指第 ６００

期到第 １０００ 期的平均产量， 约为 ３２７７ 单位； 由于经济周期导致的效率损失， 该值低于

小麦的均衡产量 （即 ３４５０ 单位）。

（ｉｉ） 从第 ８１７ 期到第 ８１９ 期为繁荣阶段， 这一阶段对应于环形路径的右上部。 这

一阶段中由于上一阶段小麦供给的持续上升而出现小麦供大于求的情况， 因此这一阶

段中小麦价格在下降， 但此时小麦价格仍然相对较高、 高于生产成本， 厂商仍有利润，

产量仍在增加且高于长期的平均产量。 复苏阶段和繁荣阶段构成了这一周期中的扩张

阶段。

（ｉｉｉ） 从第 ８２０ 期到第 ８２７ 期为危机阶段， 这一阶段对应环形路径的右下部。 由于

小麦价格的持续下降、 供给的持续上升及积压产品的上升最终厂商出现亏损， 于是小

麦的价格和产量均在下降。 尽管这一阶段中产量在下降， 但产量仍然相对较高， 高于

长期的平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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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 从第 ８２８ 期到第 ８３５ 期为萧条阶段， 这一阶段对应于环形路径的左下部。 上

一阶段中小麦供给量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这一阶段中小麦供不应求。 于是在这一阶段

中小麦的价格在上升， 但此时小麦价格仍然相对较低， 低于生产成本， 厂商仍然在亏

损， 产量仍在降低且低于长期的平均产量。 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构成了这一周期中的

收缩阶段或称衰退阶段。 当小麦价格上升到使得厂商可以赢利的水平时， 经济又进入

复苏阶段。 表 ４ 总结了各阶段中小麦的价格与供给量的变动情况。

表 ４　 小麦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经济周期的 ４ 个阶段

小麦供不应求的阶段 小麦供大于求的阶段

厂商赢利、 供给扩张的阶段
复苏阶段

价格上升， 供给增加

繁荣阶段

价格下降， 供给增加

厂商亏损、 供给收缩的阶段
萧条阶段

价格上升， 供给减少

危机阶段

价格下降， 供给减少

由此可见， 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同时变动时， 两者未必能够同时达到均衡值。

另外， 从图 ４ 中的右上图可以看到， 这一经济中相邻的两个周期之间有少许差异；

在这一周期的复苏阶段的最后一期 （第 ８１６ 期） 产量距离平均产量较远， 而在下一周

期的复苏阶段的最后一期 （第 ８３９ 期） 产量则很接近平均产量。

图 ４ 中的右下图显示了小麦销售率和失业率的变动情况， 失业率等于 １ 减去劳动

的销售率。 在这一以物易物的经济中， 每期中小麦和劳动这两种商品中至少有一种会

售罄。

经济中的投资率和以劳动计价的小麦价格如图 ５ 所示。 这一经济中小麦用于投资

的数量与小麦供给量之比即为投资率。 每期中小麦的投资量可分为有效投资与无效投

资 （即未能出售的积压产品） 两部分。 有效投资量与小麦供给量之比即为有效投资率。

图 ５　 小麦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投资率和小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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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束语

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实中的经济总是运行在非均衡路径之中， 因此非均衡

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不亚于均衡经济分析。 尽管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动态非均衡模型

（例如， Ｂｅｎｅｔｔｉ， Ｂｉｄａｒｄ， Ｋｌｉｍｏｖｓｋｙ， Ｒｅｂｅｙｒｏｌ， ２０１２；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３）， 但这些动态非均

衡模型均没有包含交易过程， 从而未能很好地反映市场机制在动态经济中的作用。 而

本文提出的结构增长模型则克服了这一缺点， 包含了一个非均衡的交易过程， 从而为

建立非均衡动态模型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

在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参数下， 本文提出的结构增长模型可能收敛于均衡， 也可能

出现周期性波动。 这意味着通过选择适当的初始条件和参数， 这一模型既可以被用于

计算某些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和均衡配置， 也可以被用于分析某些经济中的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结构增长模型对于 Ｓｒａｆｆａ （１９６０） 给出的算例进行了仿真分析。 从本文的

分析可见， 即使在没有货币和固定资产的经济中也可能出现价格和产量持续变动但始

终无法同时达到均衡值的情况， 也就是说当价格达到均衡价格或其附近时经济中的产

量却远离均衡产量， 当产量达到均衡产量或其附近时市场价格却远离均衡价格。 这种

情况下经济将陷入持续的波动之中， 并且有可能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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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及其应用

陶为群∗ 　①

摘　 要　 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问题是由当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与

下一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问题连接所构成。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存在着必要条件。

可以将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结构状态转移方程， 作为把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

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连接起来的纽带， 从而通过逆推导获得社会再

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并进而证明这个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这个充分必要条

件也是社会再生产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应用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能够寻求

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借助 《资本论》 中的一个举例， 对于寻求社会再

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做了计算验证。

关键词　 两大部类　 平衡增长　 充分必要条件　 积累率　 状态转移方程

一　寻求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的机理

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对于研究国民经济如何实现平衡、 稳定增

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已经有研究提出， 虽然第Ⅰ部类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先

行地位， 但从长期趋势看， 它的生产是与第Ⅱ部类的生产以同一程度增加的。① 也就是

说， 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增长是一种长期趋势。 但是，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

两大部类的平衡增长， 都把平衡增长当作一种当然可以实现的状态， 并没有说明需要

怎样的条件。② 在缺少必要条件的情形下研究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增长， 无疑明显削

弱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譬如， 无法研究最高平衡增长率问题。

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问题是由当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与下一年形

成平衡增长积累率问题连接所构成。 已经有研究分别证明了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充

分必要条件和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③④ 所以能够断定， 社会再生产平

４７１

①

①
②
③
④

陶为群，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巡视员， 研究员， 安徽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数量经济。
裴小革： 《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速度问题探析》，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程恩富等： 《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 版， 第 ２０４ ～ ２１０ 页。
陶为群：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 《经济数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陶为群、 陶川：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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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增长存在着必要条件。

当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与下一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前后衔接， 可能需要比

单个年份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单个年份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更为严格的条件。 由于

在社会再生产中， 资本积累会使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发生变化或者不发生变化， 因而两

个相邻年份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后衔接是由扩大再生产的结构状态转移方程所形成。

结构状态转移方程能够成为把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的充分必要条件连接起来的纽带。

遵循经典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 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就是两大部类实现资本积

累。 所以，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与在某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等价性问题。 冯金华

（２０１１） 将积累率概念细分成三个不同的积累率： 保证社会总产品完全实现的平衡交换积

累率、 保证两大部类同比例增长的平衡增长积累率、 同时保证平衡交换和平衡增长的平

衡积累率。① 笔者认为， 首先， 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就是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

条件， 当且仅当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时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 也就是能够形成每个部

类的积累率， 因而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形， 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与形成每个部类的积

累率是等价的。 所以， 用积累率概念可以替代平衡交换积累率概念； 实现社会扩大再生

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 其次， 平衡增长积累

率是积累率当中的一种特别情形， 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以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作为

前提条件， 也就是以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作为前提条件。 所以， 不需要再提出平衡积

累率概念。 而把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

要条件连接起来， 就可以通过逆推导获得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寻求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的机理是： 如果在某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那么当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取值就必须限定在一个限定的区间之内； 而根据社会再

生产的状态转移方程， 当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是前 １ 年第Ⅰ部类积累率自变量的函

数， 因而作为函数的结构状态限定的值域使作为自变量的前 １ 年第Ⅰ部类积累率的定

义域也受到限定； 因为必须在前 １ 年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并且第Ⅰ部类积累率的定

义域也受到限定， 必然又对前 １ 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取值形成限制条件， 这个限制

条件就是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基于这样的机理， 可以通过逆推导， 获得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二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及其意义

按照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 生产消费资料

５７１

① 冯金华：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增长的性质》，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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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部类， 分别记为第Ⅰ、 第Ⅱ部类。 第 ｊ 部类 （ ｊ ＝Ⅰ， Ⅱ， 下同） 在 ｔ 年初时点的

总资本分解成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 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两个部分， 分别

记为 Ｃ（ ｔ）
ｊ ， Ｖ（ ｔ）

ｊ ， Ｃ（ ｔ）
ｊ 和 Ｖ（ ｔ）

ｊ 都是每年周转一次； Ｖ（ ｔ）
ｊ 带来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 第 ｊ 部类产品

生产消耗的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固定不变倍数 ｈ ｊ 表示该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 剩

余价值 Ｍ（ ｔ）
ｊ 与可变资本 Ｖ（ ｔ）

ｊ 之间保持固定不变的比率， 以 ｅｊ 表示， 是第 ｊ 部类的剩余

价值率。 以 Ｙ（ ｔ）
ｊ 表示第 ｊ 部类的新创造价值， 在确定了含义的字母前面加符号 Δ 表示在

当年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增量， 以 Ｍ（ ｔ）
ｘｊ 表示第 ｊ 部类企业所有者把本部类的剩余价值

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 由于剩余价值 Ｍ（ ｔ）
ｊ 是形成本部类的新增资本和企业所有者的

剩余价值消费的唯一来源， 所以有剩余价值使用的行为方程：

ΔＣ（ ｔ）
ｊ ＋ ΔＶ（ ｔ）

ｊ ＋Ｍ（ ｔ）
ｘｊ ＝Ｍ（ ｔ）

ｊ 　 ｊ ＝Ⅰ， Ⅱ （１）

已经有研究结果根据式 （１） 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明的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

件，① 将社会再生产公式简化成一个方程：②

ΔＣ（ ｔ）
Ⅰ ＋ ΔＣ（ ｔ）

Ⅱ ＝ Ｙ（ ｔ）
Ⅰ － Ｃ（ ｔ）

Ⅱ （２）

式 （２） 是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不变资本积累均衡条件， 而不变资本积累均衡条

件对应着全部资本积累均衡条件。 因而， 可以把式 （２） 称为资本积累均衡方程。

扩大再生产是有剩余价值用作资本积累， 成为新增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以 μ（ ｔ）
ｊ

表示第 ｊ 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率， 那么：

ΔＣ（ ｔ）
ｊ ＋ ΔＶ（ ｔ）

ｊ ＝ μ（ ｔ）
ｊ Ｍ（ ｔ）

ｊ 　 　 ｊ ＝Ⅰ， Ⅱ （３）

用两大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的比例 φ（ ｔ） ＝ Ｙ（ ｔ）
Ⅱ ／ Ｙ（ ｔ）

Ⅰ 表示两大部类总产品之间的结构

状态。 由于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里， 每个部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是固定

不变的， 年初社会总资本的结构状态完全决定了当年社会总产品的结构状态。 所以，

实质上 φ（ ｔ）体现了第 ｔ 年的两大部类资本结构状态， 是社会再生产系统中的状态变量。
φ（ ｔ）与资本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参数 ｈ ｊ， ｅｊ 共同体现了两大部类再生产系统的完整结

构。 根据式 （１）， 有：

ΔＶ（ ｔ）
ｊ ＝ ΔＣ（ ｔ）

ｊ ／ ｈｊ 　 　 ｊ ＝Ⅰ， Ⅱ （４）

将式 （４） 代入式 （３）， 得到：

ΔＣ（ ｔ）
ｊ ＝

ｈｊ

１ ＋ ｈｊ
μ（ ｔ）
ｊ Ｍ（ ｔ）

ｊ 　 　 ｊ ＝Ⅰ， Ⅱ （５）

６７１

①
②

程恩富等： 《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 版， 第 ２０６ 页。
陶为群：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 《经济数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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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５） 和 φ（ ｔ）的表达式代入资本积累均衡方程式 （２）， 得到：

ｈ１ ｅ１
（１ ＋ ｈ１） （１ ＋ ｅ１）

μ（ ｔ）
１ ＋

ｈ１１ ＋ ｅ１１
（１ ＋ ｈ１１） （１ ＋ ｅ１１）

φ（ ｔ） μ（ ｔ）
１１ ＝ １ －

ｈ１１

１ ＋ ｅ１１
φ（ ｔ） （６）

式 （６） 是以两个部类积累率为待定决策变量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均衡方程。

扩大再生产是指在至少每个部类的资本都不减少的前提下， 社会总资本扩大。 因

而作为决策变量的积累率 μ（ ｔ）
ｊ 存在如下约束条件：

０ £μ（ ｔ）
ｊ £１　 　 　 ｊ ＝Ⅰ， Ⅱ （７）

和

μ（ ｔ）
Ⅰ ＋ μ（ ｔ）

Ⅱ ＞ ０ （８）

约束条件式 （８） 表示至少有一个部类的积累率大于零。 式 （６） 表示再生产中的

两个部类积累率 μ（ ｔ）
Ⅰ ， μ（ ｔ）

Ⅱ 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 贾凤和 （１９９０） 在第Ⅰ部类的有机构

成高于第Ⅱ部类并且两个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 （从而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低于第

Ⅱ部类） 的假定下， 推导给出了在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时对两个部类剩余价值之间比

例的限制条件：①

Ｍ（ ｔ）
Ⅰ

Ｍ（ ｔ）
Ⅱ

＜
ｈⅡｅⅠ
ｅⅡ

［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
１ ＋ ｅⅠ ／ （１ ＋ ｈⅠ）］ （９）

根据每个部类的内部结构关系， 式 （９） 当中的 ｅｊ ／ （１ ＋ ｈ ｊ） 是第 ｊ 部类的资本利

润率。 如果将假定条件放宽为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 那么就可以在

式 （９） 中添加一个等号， 改成：

Ｍ（ ｔ）
Ⅰ

Ｍ（ ｔ）
Ⅱ

£
ｈⅡｅⅠ
ｅⅡ

［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
１ ＋ ｅⅠ ／ （１ ＋ ｈⅠ）］ （１０）

陶为群 （２０１４） 放宽了对于两个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之间高低关系的条件， 根据式

（６） 给出了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式：②

μ（ ｔ）
Ⅱ ＝ ｆⅡ （μ（ ｔ）

Ⅰ ） ＝
１ ＋ ｈⅡ

ｅⅡ
｛
１ ＋ ｅⅡ
ｈⅡφ（ ｔ） ［１ －

ｈⅠｅⅠ
（１ ＋ ｈⅠ） （１ ＋ ｅⅠ）μ

（ ｔ）
Ⅰ ］ － １｝ （１１）

和式 （１１） 中自变量 μ（ ｔ）
１ 的定义域：

７７１

①

②

贾凤和： 《两部类结构比与第 Ｉ 部类优先增长等之间关系的数理证明》，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９９０ 年

第 ２ 期。
陶为群：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 《经济数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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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０，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 （１ ＋
ｅⅡ

１ ＋ ｈⅡ
）］{ }£μ（ ｔ）

Ⅰ £ｍｉｎ １，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φｍａｘ）{ }
（１２）

以及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

φｍｉｎ
£φ（ ｔ） ＜ φｍａｘ， 式中 φｍｉｎ ＝ １

１ ＋ ｅⅠ
（
１ ＋ ｅⅡ
ｈⅡ

）
１ ＋ ｅⅠ ／ （１ ＋ ｈⅠ）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 φｍａｘ ＝

１ ＋ ｅⅡ
ｈⅡ

（１３）

并指出式 （１１） 与式 （１２） 是扩大再生产的解函数。 根据每个部类剩余价值与新

创造价值之间的确定关系以及状态变量 φ（ ｔ） 的定义式， 不等式式 （１０） 与不等式式

（１３） 当中的前一个不等式完全一致， 所以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１３） 是对于必要条件式 （１０） 的拓展。

资本积累会导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变化。 白暴力 （２０００） 对于分析两大部类比例

变化做了探索。① 这里， 以状态变量 φ（ ｔ） 的变化来表示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变化。 按照

φ（ ｔ）的定义式，

φ（ ｔ ＋ １） ＝
Ｙ（ ｔ）

Ⅱ ＋ ΔＹ（ ｔ）
Ⅱ

Ｙ（ ｔ）
Ⅰ ＋ ΔＹ（ ｔ）

Ⅰ
（１４）

由于每个部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于是根据式 （１） 和式

（４）， 有：

ΔＹ（ ｔ）
ｊ ＝ （１ ＋ ｅ ｊ） ΔＶ（ ｔ）

ｊ ＝
１ ＋ ｅ ｊ
ｈｊ

ΔＣ（ ｔ）
ｊ 　 　 　 ｊ ＝Ⅰ， Ⅱ （１５）

将式 （５） 和式 （１） 代入式 （１５）， 得到：

ΔＹ（ ｔ）
ｊ ＝

ｅ ｊ
１ ＋ ｈｊ

μ（ ｔ）
ｊ Ｙ（ ｔ）

ｊ 　 　 　 ｊ ＝Ⅰ， Ⅱ （１６）

因而

ΔＹ（ ｔ）
ｊ

Ｙ（ ｔ）
ｊ

＝
ｅ ｊ

１ ＋ ｈｊ
μ（ ｔ）
ｊ 　 　 ｊ ＝Ⅰ， Ⅱ （１７）

式 （１７） 表明， 每个部类下一年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与当

年积累率的乘积。 将式 （１７） 和 φ（ ｔ）的表达式代入式 （１４）， 得到：

φ（ ｔ ＋ １） ＝ φ（ ｔ）１ ＋ μ（ ｔ）
Ⅱ ｅⅡ ／ （１ ＋ ｈⅡ）

１ ＋ μ（ ｔ）
Ⅰ ｅⅠ ／ （１ ＋ ｈⅠ）

（１８）

８７１

① 白暴力： 《两大部类比例变化的理论分析》， 《经济评论》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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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１１） 代入式 （１８）， 得到扩大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

φ（ ｔ ＋ １） ＝
１ ＋ ｅⅡ

ｈⅡ （１ ＋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Ⅰ

１ ＋ μ（ ｔ）
Ⅰ ｅⅠ ／ （１ ＋ ｈⅠ）

－ ｈⅠ］ （１９）

式 （１９） 表明： 下一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只是当年的作为决策变量的第Ⅰ部类

积累率变量的函数。

三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现在借助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通过逆推导， 获得两大部类平衡增

长的必要条件。

吴栋 （１９９０） 给出了在第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条件：①

ΔＹ（ ｔ）
Ⅱ

Ｙ（ ｔ）
Ⅱ

＝
ｅⅠ

１ ＋ ｈⅠ
μ（ ｔ）

Ⅰ （２０）

而根据式 （１７）， 第Ⅱ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增长率是本部类资本利润率与积累率的乘

积。 与式 （２０） 结合， 可以确定如果在第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就有：

ｅⅠ
１ ＋ ｈⅠ

μ（ ｔ）
Ⅰ ＝

ｅⅡ
１ ＋ ｈⅡ

μ（ ｔ）
Ⅱ （２１）

其实， 如果在第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也可以只根据式 （２０） 就得出式

（２１）。 由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以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作为前提条件， 所以式

（２１） 当中的第Ⅱ部类积累率必然满足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１１）。 于是

将式 （１１） 代入式 （２１）， 可以确定所形成的平衡增长的第Ⅰ部类积累率μ（ ｔ）
Ⅰ

－
； 再代入

式 （１１） 或者式 （２１）， 又可以确定所形成的平衡增长的第Ⅱ部类积累率μ（ ｔ）
Ⅱ

－
； 一并

写出。

μ（ ｔ）
ｊ

－
＝
１ ＋ ｈｊ

ｅ ｊ
ｇ（ ｔ）

－
， 式中ｇ（ ｔ）

－
＝

（１ ＋ ｅⅡ） （１ ＋ ｈⅠ ＋ ｅⅠ）
ｈⅡ （１ ＋ ｅⅠ） φ（ ｔ） ＋ ｈⅠ （１ ＋ ｅⅡ）

－ １； ｊ ＝Ⅰ， Ⅱ （２２）

由于μ（ ｔ）
Ⅰ

－
， μ（ ｔ）

Ⅱ

－
满足对积累率的约束条件式 （７） 和式 （８）， 因此将式 （２２） 代入

式 （７） 和式 （８）， 得到第 ｔ 年结构状态变量 φ（ ｔ）取值的限定区间：

φ∗£φ（ ｔ） ＜ φｍａｘ，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φ∗∗£φ（ ｔ） ＜ φｍａｘ，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３）

９７１

① 吴栋：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及其数学论证》，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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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３） 中，

φ∗ ＝ １
１ ＋ ｅⅠ

φｍａｘ； φ∗∗ ＝ φｍａｘ １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２４）

式 （２３） 就是已经有研究给出的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①

根据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第 ｔ 年结构状态 φ（ ｔ） 是前 １ 年第Ⅰ部类积累率自变量

μ（ ｔ － １）
Ⅰ 的函数， 式 （２３） 确定了此函数的值域， 进而此函数的值域也限定了自变量

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 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逆推 １ 年代入式 （２３）， 就解出了自变量

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

０ ＜ μ（ ｔ － １）
Ⅰ £１，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０ ＜ μ（ ｔ － １）
Ⅰ £μⅠ∗，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ì

î

í

ï
ï

ï
ï

　 　 式中 μⅠ∗ ＝
ｅⅡ （１ ＋ ｈⅠ）
ｅⅠ （１ ＋ ｈⅡ） （２５）

所以， 如果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那么在 ｔ － １ 年形成第Ⅰ部类积累率 μ（ ｔ － １）
Ⅰ

必然受到式 （２５） 的限定。 而由于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以在 ｔ － １ 年实现扩大

再生产作为前提， 所以 μ（ ｔ － １）
Ⅰ 取值也受到在 ｔ － １ 年形成的每个部类积累率取值的限定。

从而确定， 即必须同时满足定义域式 （１２） 和式 （２５）。 那么将式 （１２） 逆推 １ 年并

且和式 （２５） 结合到一起， 就完全确定了积累率自变量 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

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条件

下， 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是：

ｍａｘ ０，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１）

φｍａｘ （１ ＋
ｅⅡ

１ ＋ ｈⅡ
）］{ }£μ（ ｔ －１）

Ⅰ £ｍｉｎ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 ｔ －１）

φｍａｘ ），１{ }
（２６）

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条件

下， 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是：

ｍａｘ ０，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φ

（ｔ －１）

φｍａｘ （１ ＋
ｅⅡ

１ ＋ ｈⅡ
）］{ }£μ（ｔ －１）

Ⅰ £ｍｉｎ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φ

（ｔ －１）

φｍａｘ ），μⅠ∗{ }
（２７）

并且不管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或者高于第Ⅱ部类， 都还必须满足：

μ（ ｔ － １）
Ⅰ ＞ ０ （２８）

０８１

① 陶为群、 陶川：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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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式 （２６）、 式 （２７） 和式 （２８） 确立了三个不等式， 这些不等式对

于 ｔ － １ 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φ（ ｔ － １）的取值又形成了限制条件。 根据 μ（ ｔ － １）
Ⅰ 的定义域所

推导的这些对于 φ（ ｔ － １）取值的限制条件， 可以进一步解出 ｔ － １ 年的结构状态参数 φ（ ｔ － １）

取值的限定区间。

φｍｉｎ
£φ（ ｔ － １） ＜ φｍａｘ，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φ∗∗£φ（ ｔ － １） ＜ φｍａｘ，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９）

式 （２９） 就是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至此， 通过逆推导， 获得了社会

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四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的充分性证明

下面证明：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２９） 也是充分条件。 只需证明它们

是在 ｔ 年形成两个部类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条件。

首先证明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２９） 也是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

率的充分条件。 当状态变量 φ（ ｔ － １）取值满足必要条件式 （２９）， 就是满足形成每个部类

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１３）， 于是可以在式 （１２） 标明的定义域中为第Ⅰ部类积累

率取一个值 μ（ ｔ － １）
Ⅰ ∗， 那么 μ（ ｔ － １）

Ⅰ ∗£１。 因为 μ（ ｔ － １）
Ⅰ ∗是作为自变量， 自然可以取 μ（ ｔ － １）

Ⅰ

∗ ＞０； 再按照式 （１１） 相应确定 μ（ ｔ － １）
Ⅱ ∗， 就形成了每个部类的积累率， 在 ｔ － １ 年实

现社会扩大再生产。

接着再证明由此能够使 ｔ 年的结构状态 φ（ ｔ）取值满足形成两个部类平衡增长的积累

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２３）。 将 μ（ ｔ － １）
Ⅰ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可以相应确定第 ｔ

年的结构状态取值 φ（ ｔ）∗。

φ（ ｔ）∗ ＝
１ ＋ ｅⅡ

ｈⅡ （１ ＋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Ⅰ

１ ＋ μ（ ｔ － １）
Ⅰ ∗ｅⅠ ／ （１ ＋ ｈⅠ）

－ ｈⅠ］ （３０）

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逆推 １ 年。 再根据式 （１９）， 状态变量 φ（ ｔ） 是积累率自变

量 μ（ ｔ － １）
Ⅰ 的减函数。 由于 μ（ ｔ － １）

Ⅰ ∗£１， 因而由式 （３０） 获得的结构状态取值 φ（ ｔ） ∗不小

于以 １ 替换式 （１９） 中 μ（ ｔ － １）
Ⅰ 而对应得出的 φ（ ｔ） 取值； 并且小于以 ０ 替换式 （１９） 中

μ（ ｔ － １）
Ⅰ 而对应得出的 φ（ ｔ）取值。 而这两个替换对应得出的 φ（ ｔ）取值分别是 φ∗和 φｍａｘ。 从

而得到：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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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φ（ ｔ）∗ ＜ φｍａｘ （３１）

于是根据式 （３１）， 结构状态取值 φ（ ｔ） ∗满足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

要条件式 （２３）。 所以， 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

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２９） 也是充分条件。

其次证明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２９） 也是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

充分条件。 根据式 （２４） 和式 （１３）， 得到：

φ∗∗ ＞ φｍａｘ １
１ ＋ ｅⅡ ／ （１ ＋ ｈⅡ）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Ⅰ
１ ＋ ｈⅠ

）］ ＝ φｍｉｎ （３２）

所以， 当 φ（ ｔ － １）取值满足必要条件式 （２９）， 就满足了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

式 （１３）。 再根据式 （２５）， 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有：

μⅠ∗ ＜１ （３３）

于是在式 （２７） 标明的 μ（ ｔ － １）
Ⅰ 定义域中为第Ⅰ部类积累率取一个值 μ（ ｔ － １）

Ⅰ ∗， 则

μ（ ｔ － １）
Ⅰ ∗£μⅠ∗ ＜１。 所以， 取值 μ（ ｔ － １）

Ⅰ ∗处于式 （１２） 所限定的第Ⅰ部类积累率自变量

的定义域之内， 因而可以按照式 （１１） 相应确定 μ（ ｔ － １）
Ⅱ ∗， 就形成了每个部类的积累率

μ（ ｔ － １）
Ⅰ ∗和 μ（ ｔ － １）

Ⅱ ∗。 又因为 μ（ ｔ － １）
Ⅰ ∗是自变量， 自然可以取 μ（ ｔ － １）

Ⅰ ∗ ＞０。

将 μ（ ｔ － １）
Ⅰ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相应确定第 ｔ 年的结构状态取值 φ（ ｔ）∗， 仍

然由式 （３０） 所表示。 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逆推 １ 年。 由于状态变量 φ（ ｔ） 是积累

率自变量 μ（ ｔ － １）
Ⅰ 的减函数， 并且 ０ ＜ μ（ ｔ － １）

Ⅰ ∗£μⅠ∗， 因而获得的 φ（ ｔ）∗取值不小于以 μⅠ

∗替换式 （１９） 中 μ（ ｔ － １）
Ⅰ 而对应得出的 φ（ ｔ） 取值； 并且小于以 ０ 替换式 （１９） 中 μ（ ｔ － １）

Ⅰ

而对应得出的 φ（ ｔ）取值。 而这两个替换对应得出的 φ（ ｔ） 取值分别是 φ∗∗和 φｍａｘ。 从而

得到：

φ∗∗£φ（ ｔ）∗ ＜ φｍａｘ （３４）

于是根据式 （３４）， 结构状态取值 φ（ ｔ） ∗满足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

要条件式 （２３）。 所以， 在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Ⅱ部类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

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２９） 也是充分条件。

一旦在 ｔ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那么将式 （２２）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则

得到 φ（ ｔ ＋ １） ＝ φ（ ｔ）； 再代入式 （２２）， 得到μ（ ｔ ＋ １）
Ⅰ

－
＝ μ（ ｔ）

Ⅰ

－
和μ（ ｔ ＋ １）

Ⅱ

－
＝ μ（ ｔ）

Ⅱ

－
。 照此递推下去， 从

ｔ 年起， 两大部类的结构状态变量和每个部类的积累率都固定不变， 也就是结构状态收

敛到 φ（ ｔ）； 从 ｔ ＋ １ 年起， 每个部类以及全社会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保持为不变的 “常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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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ｇ（ ｔ）
－

， 因而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增长又是稳定的。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可以同时导致

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收敛和社会再生产增长速度收敛。

从对于充分必要条件式 （２９） 的证明过程可以看出， 所说的 ｔ － １ 年是指只要有某

一年就可以。

五　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

马克思的社会扩大再生产可以自动平衡增长， 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公

式具有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这就是： 如果让生产资料部类优先积累并确定积累率， 再

由消费资料部类根据生产资料部类的积累率相应地确定本部类积累率， 则无论生产资

料部类积累率怎样， 只要保持积累率不变， 那么消费资料部类积累率在第二年就能够

自动实现与生产资料部类积累率均衡匹配， 使得从第三年起两大部类以相等的、 不变

的速度增长。 人们一直都把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作为当然的结果， 而没有指出产生这

一现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因此， 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自动平衡增长问题的认识

是不完整、 不够准确的。

自动平衡增长是第 ｔ 年第Ⅰ部类的积累率与 ｔ － １ 年相等不变而形成的特别的平衡

增长。 相当于在刚刚所做的关于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２９） 也是充分条件

的证明当中， 特别地取：

μ（ ｔ）
Ⅰ ∗ ＝ μ（ ｔ － １）

Ⅰ ∗ （３５）

那么， 将 μ（ ｔ － １）
Ⅰ ∗代入式 （３０） 得到 φ（ ｔ）∗， 再将 φ（ ｔ）∗和式 （３５） 代入第Ⅱ部类

积累率与第Ⅰ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 （１１）， 得到：

μ（ ｔ）
Ⅱ ∗ ＝

ｅⅠ （１ ＋ ｈⅡ）
ｅⅡ （１ ＋ ｈⅠ）μ

（ ｔ － １）
Ⅰ ∗ （３６）

μ（ ｔ）
Ⅰ ∗和 μ（ ｔ）

Ⅱ ∗就是第 ｔ 年形成的每个部类的积累率。 再把式 （３５） 代入式 （３６），

得到：

ｅⅡ
１ ＋ ｈⅡ

μ（ ｔ）
Ⅱ ∗ ＝

ｅⅠ
１ ＋ ｈⅠ

μ（ ｔ）
Ⅰ ∗ （３７）

根据式 （３７） 和式 （１７）， 可以确定在 ｔ 年积累率 μ（ ｔ）
Ⅰ ∗和 μ（ ｔ）

Ⅱ ∗恰好形成了平衡

增长积累率。 于是， 社会扩大再生产可以自动平衡增长。

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自动平衡增长是一种特别的平衡增长， 所以平衡增长的必要

条件式 （２９） 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又因为刚刚所述， 只要满足平衡增长的

充分条件式 （２９）， 就可以先确定生产资料部类一个大于零的积累率并且在下一年保持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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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从而达成社会扩大再生产自动平衡增长， 所以平衡增长的充分条件式 （２９） 也

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条件。 因而， 社会扩大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自

动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六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定理的应用： 寻求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前面已经指出：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可以同时导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收敛和社会

再生产增长速度收敛。 那么从理论上说，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是一种可持续状态， 因

而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以第 ｔ － １ 年作为初始， 根据式 （１７）、 式 （２２） 和式

（２３）， 当且仅当经过 Ｎ 年 （Ｎ 是个能确定的自然数）， 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φ（ ｔ － １ ＋ Ｎ） 数值

成为式 （２３） 表示的限定区间的左端点 φ∗或者 φ∗∗， 可以使从下一年起两大部类实

现增长率最高的平衡增长， 也就是最优平衡增长。 将式 （２２） 中的 φ（ ｔ）分别替换成 φ∗

和 φ∗∗， 就获得最优平衡增长的增长率 ｍａｘ ［ｇ（ ｔ）
－

］。

ｍａｘ ［ｇ（ ｔ）
－

］ ＝

ｅⅠ
１ ＋ ｈⅠ

，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ｅⅡ
１ ＋ ｈⅡ

，当
ｅⅠ

１ ＋ ｈⅠ
＞

ｅⅡ
１ ＋ ｈⅡ

ì

î

í

ï
ï

ï
ï

　 　 　 ｊ ＝Ⅰ， Ⅱ （３８）

式 （３８） 表明， 最优平衡增长的增长率正是资本利润率较低的那个部类的资本利

润率。 原因是： 每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 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积

累率的乘积； 而每个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率最大值是 １， 因此本部类的新创造价值最高

增长率就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 最优平衡增长时两个部类的增长率相同， 所以具有

较低最高增长率的那个部类的最高增长率 （资本利润率）， 必然成为最优平衡增长的增

长率。

从理论上说， 最优平衡增长是可持续最优增长。 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平衡

增长定理， 可以寻求达到可持续最优增长的路径。

根据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只要第 ｔ － １ 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φ（ ｔ － １）

取值满足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２９）， 就可以在适当幅度内尽量增大决

策变量第Ⅰ部类积累率 μ（ ｔ － １）
Ⅰ 的取值， 从而使下一年结构状态 φ（ ｔ） 取值尽量小。 而根据

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 （１１）， μ（ ｔ － １）
Ⅰ 取值提高会使第Ⅱ部类积累率 μ（ ｔ － １）

Ⅱ 取值降

低， 因此尽量增大第Ⅰ部类积累率的取值应当兼顾第Ⅱ部类积累率的取值在适当幅度

内。 照此逐年做下去， 就可以经过 Ｎ 年使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φ（ ｔ － １ ＋ Ｎ） 数值缩减成为式

（２３） 表示的限定区间的左端点 φ∗或者 φ∗∗， 进而在下一年形成最优的平衡增长。

根据两个部类平衡增长积累率的表达式 （２２） 和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如果要在 ｔ －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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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ｋ 年使下一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数值缩小 （ｋ ＝ ０， １， ２， …， Ｎ）， 就必须且只需使

第Ⅰ部类积累率 μ（ ｔ ＋ ｋ）
Ⅰ 的取值满足下面的不等式。

μ（ ｔ － １ ＋ ｋ）
Ⅰ ＞

１ ＋ ｈⅠ

ｅⅠ
［

（１ ＋ ｅⅡ） （１ ＋ ｈⅠ ＋ ｅⅠ）
ｈⅡ （１ ＋ ｅⅠ） φ（ ｔ － １ ＋ ｋ） ＋ ｈⅠ （１ ＋ ｅⅡ）

－ １］ 　 ｋ ＝ ０， １，２，３， …， Ｎ （３９）

根据式 （３９） 和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逐年做下去， 就可以经过 Ｎ

年使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φ（ ｔ － １ ＋ Ｎ） 数值成为式 （２３） 表示的限定区间的左端点 φ∗或者

φ∗∗， 于是在 ｔ － １ ＋ Ｎ 年形成最优平衡增长积累率。

七　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举例

下面以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的第二例为例，① 说明寻求社会再生

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此例设定两个部类结构参数 ｈ１５， ｈ１１５ ０１７５， ｅ１ ＝ ｅ１１ ＝ １，

马克思用此例做了连续三年的计算， 说明一般情形下两个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过程。 该

例是本文所论析的第Ⅰ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Ⅱ部类即 ｅⅠ ／ （１ ＋ ｈⅠ） ＞ ｅⅡ ／ （１ ＋

ｈⅡ） 的情形。 直接引用该例中的第 １ 年 （起始年） 数据。 列在表 １ 中。 根据式 （２３），

计算出 φ∗∗ ＝０ １９９８， φｍａｘ ＝ ０ ３９８６； 于是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的结构状态变量取值

区间是半开区间 ［０ １９９８， ０ ３９８６）。 第 １ 年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的结构状态变量 φ（１）

＝ ０ ２８５， 处于上述半开区间内。 按照原例的计算， 是从第 ２ 年起结构状态收敛保持不

变； 从第 ３ 年起新创造价值增长率保持为 ８ ３％不变； 从而社会再生产实现平衡、 稳定

增长。 现在运用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根据式 （３９） 和两大部类结构

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逐年计算， 寻求在某年形成最优平衡增长的积累率。 假定各年

提高决策变量第Ⅰ部类积累率的适当幅度是除了在式 （２７） 限定的定义域内取值之外，

不再有其他限制条件。 那么， 每年都将第Ⅰ部类积累率按照式 （２７） 标明的上限取值。

即取：

μ（１ ＋ ｋ）
Ⅰ ∗ ＝ｍｉｎ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１ ＋ ｋ）

φｍａｘ ），μⅠ∗{ }

＝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ｈⅠｅⅠ

（１ － φ（１ ＋ ｋ）

φｍａｘ ），当 φｍａｘ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φ（１ ＋ ｋ） ＜ φｍａｘ

μⅠ∗，当 φ∗∗£φ（１ ＋ ｋ） ＜ φｍａｘ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ì

î

í

ï
ï

ï
ï

ｋ ＝ ０， １，２，３，４ （４０）

５８１

①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５７９ ～ ５８６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那么， μ（１ ＋ ｋ）
Ⅰ ∗满足不等式 （３９）。 再将 μ（１ ＋ ｋ）

Ⅰ ∗代入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１９）， 计算出下一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的数值 φ（１ ＋ ｋ ＋ １） ∗。 将 μ（１ ＋ ｋ）
Ⅰ ∗代入式 （１１），

计算出 μ（１ ＋ ｋ）
Ⅱ ∗。 再根据式 （５）、 式 （４） 和式 （１５）， 计算出 ΔＣ（１ ＋ ｋ）

ｊ ， ΔＶ（１ ＋ ｋ）
ｊ 和

ΔＹ（１ ＋ ｋ）
ｊ 。 照此迭代计算 （ｋ ＝ ０， １， ２， ３， ４）， 全部结果列在表 １。 根据计算结果， 经

过 ４ 年的扩大再生产， 在第 ４ 年形成两大部类最优平衡增长的积累率， 进而从第 ５ 年起

两大部类以 １６ ６％的增长速度实现最优平衡增长， 两大部类结构状态从第 ４ 年起收敛。

从理论上说， 从第 ５ 年起社会再生产获得可持续最优增长。 计算给出的 ４ 年扩大再生

产过程， 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表 １　 举例计算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年度

１ ＋ ｋ
部　 类

不变

资本

Ｃ（１ ＋ ｋ）
ｊ

可变

资本

Ｖ（１ ＋ ｋ）
ｊ

剩余

价值

Ｍ（１ ＋ ｋ）
ｊ

新创造

价值

Ｙ（１ ＋ ｋ）
ｊ

状态

变量

φ（１ ＋ ｋ）

φ（１ ＋ ｋ）

取值区间

剩余

价值

积累率

μ（１ ＋ ｋ）
ｊ

（％ ）

社会

再生产

增长

速度

ΔＹ（１ ＋ ｋ）

Ｙ（１ ＋ ｋ）

（％ ）

１
全 社 会

第Ⅰ部类

第Ⅱ部类

６４３０
５０００
１４３０

１２８５
１０００
２８５

２５７０
２０００
５７０

０ ２８５
φｍａｘ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φ（１） ＜ φｍａｘ

６８ ４

０

２

全 社 会

第Ⅰ部类

第Ⅱ部类

７０００
５５７０
１４３０

１３９９
１１１４
２８５

２７９８
２２２８
５７０

０ ２５５８
φｍａｘ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φ（２） ＜ φｍａｘ
８６ ０
０

８ ９

３
全 社 会

第Ⅰ部类

第Ⅱ部类

７７９８
６３６８
１４３０

１５５９
１２７４
２８５

３１１７
２５４７
５７０

０ ２２３８

φ∗∗£φ（３） ＜

φｍａｘ ［１ －
ｈⅠ

１ ＋ ｅⅠ
（

ｅⅡ
１ ＋ ｈⅡ

）］
９９ ７
２４ ８

１１ ４

４

全 社 会

第Ⅰ部类

第Ⅰ部类

８９１５
７４２６
１４８９

１７８２
１４８５
２９７

３５６４
２９７０
５９４

０ １９９８ φ（４） ＝ φ∗∗
９９ ７
１００ ０

１４ ３

５

全 社 会

第Ⅰ部类

第Ⅱ部类

１０３９７
８６６０
１７３７

２０７８
１７３２
３４６

４１５６
３４６４
６９２

０ １９９８ φ（５） ＝ φ∗∗
９９ ７
１００ ０

１６ ６

综合以上全部研究结果， 得到结论：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存在着充分必要条件；

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可以应用这个充分必要

条件， 从理论上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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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品牌公司农民工社保调研报告

“新生代” ｉｌａｂｏｕｒ 课题组∗ 　①

摘　 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东莞裕元工人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的维权活动将农民工的社

会保障问题拉回公众视野。 作为劳动者， 农民工有权依法享受社保权利， 我国也出台

了相关法律保障其社保权益。 然而， “新生代” ｉｌａｂｏｕｒ 课题组 （本文以下简称课题组）

对电子、 服装和食品三大行业代工厂的实地调查发现： 农民工参保比例不高、 参保险

种不全； 企业未依法足额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参保农民工从社会保险制度中获益

有限， 且在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待遇时面临诸多障碍。 课题组呼吁相关部门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设计， 依法执行制度规定， 监督制度落实情况， 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保险　 足额缴纳　 社保转移　 全国统筹

一　导语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５ 日， 当东莞裕元工人得知因为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 工作了数十

年的老工人退休之后每月只能拿到四五百元养老金之后， ３ 万工人参与了一场持续二十

余天的大罢工。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工人争取社保权利的最大规模斗争。

社保， 是国家与社会对劳动者的一份承诺， 在劳动者遭遇劳动风险时给予必要帮

助，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为此， 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来保障工人这一

权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 ６８ 亿人，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为 ４８９５ 万人， 参加医疗保险的为 ５０１８ 万人， 参加失业

保险的为 ３７４０ 万人， 参加工伤保险的为 ７２６３ 万人。 也就是说， 不到 １ ／ ５ 的农民工能够

按照法律标准享受社会保险， 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之低让人吃惊。

那么， 占劳动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工的社保状况是怎样的呢？ 制度的完善是否真的

带来了现状的改变， 并提高了劳动者的福祉？ 购买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 是否真正得

到了保障？ 东莞裕元已经购买了社保的工人， 为何还要通过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９８１

① “新生代” ｉｌａｂｏｕｒ 课题组是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

发起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实践平台， 课题组旨在促进大学生关注劳动阶层，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 通过读

书、 讲座、 调研等方式， 为大学生了解社会底层现状、 洞察社会现实、 开展学术研究打开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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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上述疑问， “新生代” ｉｌａｂｏｕｒ 课题组师生开展了此次社保调研， 对电子、 服装和食

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 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 为

什么要做大品牌的调研？ 不可否认的是， 考虑到品牌查厂 （品牌查厂是指品牌企业对

其代工厂开展的不定期生产检查和监督活动或其他跟该品牌产品生产过程有关的活动）

和工人反抗的压力， 一些品牌企业大多为工人购买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覆盖率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社保绝不仅仅是覆盖率的问题， 我们要展现的就是： 是不是

这些品牌企业已经依法为工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如果已经依法缴纳相关

社保费用， 工人在社保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到底会面临哪些问题？ 在制度性障碍、

强大的资本和工人对社保的认知缺失三重因素下， 工人社保的落实情况值得关注， 希

望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以下问题： 现实中的社保制度是如何执行和落实的？ 现有社保制

度给农民工带来了什么好处？ 存在什么问题？ 农民工对现有社保制度有何看法？ 我国

社保制度的未来该向何处去？

二　调研说明

本次调研由 “新生代” ｉｌａｂｏｕｒ 课题组师生负责实施， 实地调研工作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开始，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结束 （注： 在调查实施过程中， 在广州、 深圳和东莞

三个城市的调研主要在 ７ 月末至 ８ 月初进行， 在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调研集中在 ８ 月

下旬展开。 访谈补充和回访工作主要在 ９ 月份进行）。 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

法， 对电子、 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进行了实地调查。 考虑到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此次

调研选择了苹果、 优衣库、 可口可乐的生产商 （注： 为了语言使用的方便， 以下调研

结果中将给此次调研的各行业企业冠以电子行业、 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的统称， 但是

这并不能完全代表该行业工人社保问题的实际情况）， 调研地点分布在深圳、 广州、 东

莞、 南京、 上海等地。 本次调研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 考虑到三个行业

的样本总量存在差异， 调研过程中在各行业发放的问卷总量不同， 在电子行业共发放

了 １４０ 份问卷， 在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各发放了 １２０ 份问卷， 总共发放问卷 ３８０ 份， 有

效回收问卷 ３１０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 ８２％ 。

本次调研中， 除了使用问卷调查外， 调研组也对一些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

此次调研实际访谈人数超过 ５０ 人。 在本调研报告中， 我们会集中呈现问卷调查的结

果， 也会借助访谈材料揭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

三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了解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 本次调研考察了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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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房公积金的购买情况、 出资方式、 购买险种和购买时间， 并对不同行业农民工的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以及企业是否依法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情况做了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１） 从购买的社会保险险种来看， 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农民工买齐五种社

会保险。 购买比例从高到低的社会保险险种依次是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９６％ 、 ８８ ３％ 、 ８２ ９％ 、 ６１ １％

和 ３９ ７％ 。

（２） 从购买社会保险的时间来看， 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农

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超过 ２０％的农民工的参保时间与入职时间不一致， 他们进入工厂

一段之间后， 工厂才开始为他们购买社会保险。

（３）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 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很低。 大约

３７ ４％的农民工并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 只有不到 ６０％ 的农民工购买了住房公积金，

还有大约 ３％的农民工并不清楚所在企业是否为自己购买了住房公积金。

总体而言， 各行业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 电子行业住房公

积金的实施情况相对较好， 食品行业次之， 服装行业最差。

为何食品行业和服装行业中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呢？ 根据访谈， 我

们得知： 此次调查的食品企业并没有为派遣工和临时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而在此次调

查的服装企业中， “主管级以上的员工才有资格买住房公积金， 而且是在主管级以上的

员工有要求的前提下， 工厂才会给员工买住房公积金”。 虽然对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人

员资格有严格的限制， 然而有资格购买的人员并不一定会购买。

（４）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来看， 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

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此次调查发现， 约 １３ ６％的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与

他们的入职时间不一致， 有 ４６ ４％ 的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与入职时间一致，

还有约 ４０％的农民工至今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 企业为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整体情

况和购买时间都不乐观， 企业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所有在职工人购买住

房公积金。

（５） 大多数企业没有依法为农民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条明

确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

由不得缓缴、 减免。 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用人单位应当

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 （补充： 根据规定， 足额缴纳是指职工个

人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作为本年度月缴费基数， 其中新进本单位的

人员以职工本人起薪当月的足月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基数； 参保单位以本单位全部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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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月缴费基数之和作为单位的月缴费基数。 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 职工

在上一年的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整个日历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货币收入， 包括计时工

资、 计件工资、 奖金、 津贴和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根据规

定，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应该为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

数， 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企业很少为农民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此次调研结果

显示， 大约 ４９ ３％的农民工认为企业并没有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有 ３２ ９％ 的农

民工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实际上， 很多农民工并不知道到底怎样才算是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保， 他们

根本不知道法律规定的缴费基数是多少以及应该怎么确定， 因此乐观地认为企业已经

依法缴纳相关费用。 实际而言， 从我们调研的农民工提供的工资单来看， 没有一家企

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农民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四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情况

本部分主要介绍农民工使用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的情况。

１ 医疗保险使用率低， 保障范围有限

首先， 我们对各行业农民工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发现他们使

用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 在样本总体中， 大约 ３３ ２％的农民工使用过医疗保险， 医疗

保险每年平均使用次数为 １ ３６ 次。 总之， 各行业的医疗保险使用率都很低， 没有用过

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高于使用过医疗保险的比例。

我们将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和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做了交互分析， 结果显示： 已

经购买了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中， 大多数人并没有使用过医疗保险， 只有大约 ３５ ６％ 的

人使用过医疗保险。

在访谈中， 有农民工承认医疗保险对他们而言是有好处的， 这种好处来自他们的

亲身经历和对付出与回报的经济计算。

调研中， 通过与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和查找相关资料， 我们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医

疗报销的起付线、 报销比例和最高额度都不相同。 到底医疗保险能给农民工带来多少

实惠呢？ 他们告诉我们： 现行的医疗保险只能起到有限作用， 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实际

需求。

医疗保险的好处到底有多少， 对处于不同风险程度的人而言是有差异的。 大部分

人很难保持长时期的健康状态， 因此不可避免需要看病或住院， 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

的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 能够对患病者起到最基本的保障。 然而， 综合考虑了医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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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医疗费用、 时间成本和可能的损失之后， 多数农民工买了医疗保险却不使用或者

很少使用。 当然， 农民工生病之后不愿意使用医疗保险的原因不止这些。

医疗保险我买了， 也用过。 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他首先会问你有没有医疗

保险， 说有的话他们就开大量的药给你，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会开少一点给你。

不过， 他开药多的报销之后跟我们没有报销花的钱是一样多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

是很扯淡的。

总之， 虽然大多数农民工都购买了医疗保险， 然而并非所有购买者都使用过医疗

保险。 根据部分农民工自身的经历和理性计算， 他们确实享受到了医疗保险的好处，

不过这样的好处是有局限性的， 并不能满足他们生病后的实际需求。 而对有些农民工

而言， 医疗保险并没有带给他们多少好处， 不论是从医疗质量， 还是医疗费用方面来

看， 实际受益情况都不太理想。

２ 工伤申报难， 工伤保险难领取

从是否发生过工伤的情况来看， 此次调查中受过工伤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

比例达 ７ １％ 。 从申请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情况来看， 仅有小部分农民工申请了工伤

认定和工伤赔偿 （约为 ２ ３％ ）。 从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农民工发生了工伤事故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 受过工伤的农民工中只有

大约 ３２ ４％的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 有 ６７ ６％的人受过工伤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

和赔偿。

为什么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呢？ 一些受访农民工是

这样说的：

当时也是机台压伤的， 冲压机台。 受伤之后自己去医院搞了点药， 休息了几

天。 伤也不是很重， 休息几天之后就没事了。 工伤能不能报还是看上面的老大，

如果有他帮助你处理， 还是可以报的。 当时是跟线长讲过， 他说要找安全处什么

的， 要找很多人， 很麻烦。 这个伤其实也对工作有影响， 后来就辞职了。 现在好

在不怎么影响 （正常生活）， 只是有个疤在这里。

根据访谈， 我们发现， 大多数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 并不是自己不想申报工伤，

而是对工伤保险制度不了解， 对工伤申报的程序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才能申报工伤，

只好不了了之， 自己承受工伤的后果。 此外， 由于上级管理者的压力和阻挠等因素，

一些原本可以申报工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对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与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的情况做了综合分析， 发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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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很少用到工伤保险。 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中只有

２ ３％的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 此外， 此次调研发现， 申请过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

的农民工大部分 （８７％ ） 已经购买了工伤保险， 因此他们在发生工伤后才能经过工伤

认定和相关程序领取工伤保险金。

不过， 农民工发生工伤后通过相应程序拿到工伤保险金并非易事。 一位受过工伤

且通过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赔偿金的农民工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在工厂里曾经受过工伤， 在洗水部， 被铁桶砸了一下， 回去睡觉的时候开

始很痛睡不着， 去医院照 Ｘ 光发现搞到骨头了。 当时洗水部的主管、 总管、 几个

组长都知道。 搞了好几天都不让申报工伤， 起码跑了十趟。 像这种事情， 我威胁

说要打电话报警， 那些主管最后才让我申报工伤。 我的伤最后被评了十级工伤，

赔了六个月工资 （按底薪赔的， 因为工伤保险就是按底薪来买）， 赔了六千多块

钱。 还有， 我这个工伤之后， 谁都可以加班， 就我不能加班， 这个手指搞一下不

影响工作， 但就是不让我加班。

通过自己的争取， 这位农民工申报了工伤， 做了伤残评定， 并拿到了工伤赔偿。

与那些受过工伤却没有通过相应程序领到工伤保险金的农民工相比， 他是 “幸运” 的，

不过他的 “幸运” 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甚至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对待。

总之， 农民工使用工伤保险的情况不容乐观。 农民工受工伤之后无法通过相关程

序领取工伤保险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 一是农民工个人对工伤保险制度相关知识的

缺乏， 二是企业通过相应手段阻挠农民工通过工伤保险相关流程领取工伤保险金。

３ 失业保险金难领取， 失业保险 “基本等于摆设”

此次调查发现， 购买了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这些人

中极少有人真正享受到失业保险待遇。 对农民工购买失业保险和领取失业保险的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 领过失业保险金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

３ ３６％ ， 这部分人在购买了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５ ５％ 。

根据调查， 农民工购买失业保险的比例较低， 而且在失业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比

例更低， 主要原因在于： 通过采用各种隐性的、 变相的方式， 企业规避了自己的责任，

农民工的被动离职变成了主动的自愿行为， 失去工作的他们不仅无法拿到企业的赔偿

金， 而且也领不到应得的失业保险金。 如此一来， 真正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农民工就

少之又少。 在农民工眼中， 这一制度 “完全没用”， 失业后 “根本拿不到保险金”， 因

此失业保险制度 “基本等于摆设”。 总之， 农民工失业后很难领取失业保险金几乎成为

不争的事实， 此次调查接触到个别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农民工， 然而他们都经过了异

４９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三大品牌公司农民工社保调研报告
第 ５ 卷

常艰难的维权过程才拿到失业保险金。

４ 生育保险领取率低， “交了等于白交”

此次调查发现， 农民工的生育保险领取率很低。 高达 ９５ ５％ 的农民工没有享受过

生育保险待遇， 只有 ４ ５％的农民工领取过生育保险金。 从行业比较来看， 各行业工人

使用生育保险的比例都很低。 在此次调查的三个行业中， 食品行业中领过生育保险金

的农民工比例最高， 为 ９ ８％ ， 而电子行业和服装行业领取过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比例

都很低， 分别为 １ ６％和 ２ ２％ 。

对农民工购买生育保险和使用生育保险的情况做了交互分析之后发现， 大部分农

民工并没有购买生育保险， 因而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同时， 大部分购买了生育保

险的农民工也没有领取过生育保险金， 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为 ３５％ 。 从调查结果来

看， 已经购买了生育保险并且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比例很低， 在样本总体中所占

比例仅为 ４ ５％ ， 在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１１ ８％ 。

那么， 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购买了生育保险却没有享受到这一保险带来的相关利

益呢？ 根据对农民工的访谈， 可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 此次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工年纪不大， 多为 ２０ ～ ３０ 岁的年轻人， 他们还没有

结婚生子， 因此即便他们购买了生育保险仍未到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其次， 很多农民工不知道所在企业为自己购买了生育保险， 不知道生育保险到底

能提供什么保障， 更不知道如何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 因此， 大多数农民工在生育孩

子或满足政策规定的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相关条件时， 并没有想到去社保机构领取生育

保险金。

最后， 生育保险制度的领取条件和相关规定限制了已经购买生育保险的农民工享

受相应的生育保险待遇。 各地区的生育保险条例都规定， 参保人在非本市生育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 或者参保人在市外进行产前检查、 产后访视、 计划

生育手术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 生育保险基金 “不予支付”。 正是这一规定将很多应该

且可以领取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排斥在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之外。

总之， 此次调查发现， 大部分农民工所在企业并没有为他们购买生育保险， 大部

分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农民工同样很少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 拿不到应得的生育保险金。

５ 在城市买不起房， “住房公积金没什么用”

从农民工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买房 ／租房和提

取现金两种方式， 从调查结果看， 不论是哪种方式， 农民工都很少使用。 根据调查，

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的农民工比例很低， 大约为 １１ ８８％ 。 根据各行业的比较情

况来看， 各行业农民工用过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很低， 电子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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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大约为 ２４ １％ ， 而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很低， 分别为

１ １％和 ６ ９％ 。

对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进行交互分析， 可以发现： 大

部分购买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并没有使用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 这部分农民工在

已经购买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７９％ 。

那么， 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购买了住房公积金却没有使用它来买房或租房呢？ 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农民工无力在城市购房， 因此无法使用住房公积金来买房。 虽

然他们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来租房， 然而手续烦琐， 还不如直接提取方便。 因此， 即

便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租房， 农民工也不会选择这一方式， 而是愿意直接提取住房公

积金来支付房租或作他用。

从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提取过

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２２ ５９％ 。 各行业农民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的比例都不高， 电子行业大约有 ４９ １％的农民工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而食品行业

只有 １０ ８％的农民工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服装行业几乎没有农民工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主要原因在于服装行业中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

我们发现， 并非所有农民工都购买了住房公积金， 然而即便他们已经购买了住房

公积金， 大部分人仍然没有享受过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好处， 只有极少数人用过住房公

积金买房或租房， 也只有少部分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五　社保转移成为重要的制度障碍

对于在外打工、 四处漂泊的农民工来说， 社保的转移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政策

是， 若是参保的农民工跨省流动， 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可以全部转移， 而单位缴费的统

筹基金按 １２％ 的总和转移 （单位缴纳的部分转移 ６０％ ）， 实际上， 单位缴纳部分的

４０％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

这不能转走的 ４０％有多少呢？ 我们不妨算一算。 以东莞市为例， 仅以东莞市最低

工资 １３１０ 元为基数计算， 每月单位为工人缴纳的各项保险总额为 ２０％ ， 即 ２６２ 元， 一

年下来， 就有 ３１４４ 元进入社保统筹基金。 如果一个工人在东莞工作一年后到另一个省

打工， 就只能转走 ３１４４ × ６０％ ＝１８８６ ４ 元， 剩余 １２５７ ６ 元就留在了东莞市社保统筹基

金。 ２０１３ 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超过 ８７０ 万， 我们以最保守的数据估计， 即 １０％ 在东

莞工作的农民工， 会在东莞缴满 １５ 年的社保， 最后留在了东莞， 也就是说 ９０％的外来

农民工最终会离开东莞， 每年就会给东莞市社保统筹基金留下 ９８ 亿元。 这仅仅是大体

的估算， 但数据已经非常庞大了。 一个东莞都能从农民工身上留下如此巨额的社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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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深圳、 上海等大城市又扣下了外来农民工多少社保呢？

这种扣留是毫无根据的。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 为企业发展与城市扩张贡献了

自己的劳动与健康， 企业为他们缴纳的社保金却白白地贡献给了城市地方政府， 而富

裕的城市却不承担劳动者的退休和养老责任， 也不充分地承担他们的医疗、 失业等保

障， 更不用说农民工在受工伤、 患职业病后的生活保障了。 而女性农民工甚至无法享

受生育保险待遇。 最终， 种种负担都被转移到相对落后、 破败甚至负债的农村， 让贫

穷的农村地区来为城市的繁荣埋单。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是由于社保金已经成为一笔

庞大的变相 “人头税”， 城市地方政府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由此可能会滋生腐败行

为。 如果不采取措施废除地方政府截留农民工部分社保金的做法， 把属于农民工的社

保金还给他们， 使社保可随他们自身的流动而自由转移， ２ ６ 亿农民工的权益就不可能

得到保障。

六　总结与建议

（一） 总结： 此次调研的主要发现

（１） 从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来看， 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比例偏低， 并非所有企

业都为农民工购买了社会保险。

（２） 从购买的社会保险项目来看， 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农民工买齐五种社

会保险。

（３） 从购买社会保险的时间来看， 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农

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４）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 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很低。

（５）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来看， 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

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６） 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情况来看， 企业并没有依法足额为农民工缴

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７） 由于没有实现全国统筹， 政策变化大， 农民工退休后能否领到养老保险是个

未知数。

（８） 医疗保险使用率低， 保障范围有限。

（９） 工伤申报难， 工伤保险金难领取。

（１０） 失业保险金难领取， 失业保险 “基本等于摆设”。

（１１） 生育保险金领取率低， “交了等于白交”。

（１２） 在城市买不起房， “住房公积金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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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建议

为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着力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维护

他们的正当利益， 基于此， “新生代” ｉｌａｂｏｕｒ 课题组希望在此次调研的基础上， 推动中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也希望为社保部门提供有益的借鉴， 共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

权益， 提高劳动者福祉。

１ 建立和落实全国联保的社保统筹机制， 确保农民工享受劳动者基本权益

社保的统筹实行全国联保机制， 确保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享受同等社会保险

待遇。 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 一人一号的社保账号， 就像银行系统一样可以全国流通，

农民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地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农民工的社保随工作地点变动， 在社保异地转

移过程中， 地方政府不能扣留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社保费用， 社保经费必须全额落实

到每个农民工身上。 无论农民工走到哪里， 只要履行了相应的缴费义务， 都能享受到

应有的保险待遇。

２ 加强社保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权力和执法力度， 通过增加企业违法成本督促企业

依法落实社保政策

此次调研发现， 企业并没有依法足额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这是

事关农民工面临风险时能否得到制度保障的大事， 直接侵犯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社

保部门必须加强对企业在社保执行问题上的监督， 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

通过增大企业的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落实社保政策。

３ 公开社会保险经费的运作情况， 落实农民工对社保经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了解社保经费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是参保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也是对农民工实施社

保权利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方式， 更是监督社保制度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 调查中， 有

农民工明确表示不知道自己缴纳的社保经费到哪里去了， 这说明目前社保经费的管理

机制对于参保农民工来说是不透明的， 这难以取得农民工对社保制度的信任， 不利于

调动农民工参保积极性。 因此， 社保部门应该定期公开社保经费的收支情况， 落实参

保农民工的知情权， 并让他们参与监督。

４ 完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设计， 确保农民工在面临风险时能得到制度

支持

建立全国联保的养老保险统筹机制， 农民工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城市参保， 也可

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城市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况与农民工实际

缴费情况挂钩， 多缴多得。

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和报销比例， 减轻参保农民工的医疗负担。 以综合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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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取代农民工医保， 为农民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 取消医疗保险的地区限制，

农民工生病时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并报销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与其缴

费情况挂钩。

落实工伤保险 “先行支付” 制度。 工伤农民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 旧伤复发

的， 工伤保险应继续承担治疗费用。

取消失业保险中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的规定， 只要农民工缴纳失业保险达

到一定年限， 在失业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失业保险待遇。

取消生育保险的地区限制， 只要农民工购买了生育保险， 在生育时或发生生育保

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 不论其生育或医疗发生地在哪里， 都可以享受当地的生育保

险待遇。 女工怀孕后因工伤或职业病治疗而进行流产， 应纳入生育保险范畴， 享受生

育保险待遇。

５ 规范社保投诉机制， 落实农民工对社保权益问题的调查权和处理权

各地社保机构对于农民工提起的与社保问题有关的投诉事项具有独立的调查权，

并且应该及时将调查与处理结果反馈给农民工。 对于进行投诉的农民工信息必须保密，

不得向企业透露， 避免投诉者被企业打击报复。 社保机构还应该跟进企业的处理结果，

督促企业落实社保相关事宜。

６ 普及 《社会保险法》， 进行社保知识的宣传教育， 让农民工了解社会保险制度

调查结果表明， 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知识非常有限。 当前一个可行的做法是， 由社

保机构牵头， 协调动员高校和志愿组织， 编撰社会保险知识培训教材， 制定系统化的

学习课程， 并组织农民工围绕社会保险相关知识进行集体学习、 集体讨论。 借助更多

民间力量开展社保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力求做到深入农民工群体， 深入基层组织， 使

农民工能够真正理解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 了解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 促进社保制度

的有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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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考察

杨思远　 宋志娇∗ 　①

摘　 要　 玛曲县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 既有草场和独特的畜

种资源， 又有高寒草原生态， 还有藏族牧民人口。 自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后， 牧户

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开始产生， 过度放牧造成草场沙化、 退化和黑土滩化，

导致草原生态恶化， 高寒草原特有的畜种资源也出现退化。 从化解定牧生产方式的内

在矛盾来观照， 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对维系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高寒草原畜牧业　 代际可持续　 定牧生产方式　 牧民专业合作社

玛曲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甘南州） 下辖的一个纯牧业县， 位于青

藏高原东端， 甘、 青、 川三省区交界处， 黄河第一弯曲部。 玛曲的高寒草原畜牧业不

啻在甘南， 即使在整个青藏高原畜牧业中均为一个典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８ 月 ８

日， 我们对玛曲县高寒草原畜牧业进行了考察。 在强制性推行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

政策初期， 藏族牧民爱护草场和增加牲畜数量的积极性曾一度被调动了， 玛曲草原畜

牧业的发展因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发生矛盾， 矛盾的激

化不仅造成草原退化、 沙化， 破坏了高寒草原生态， 而且导致牲畜品种退化， 藏族牧

户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夹击下出现了贫富分化。 草场和畜种资源、 草原生态环

境和藏族牧民人口， 都是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 若不能及时化

解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 势必威胁高寒草原畜牧业的代际可持续性。 近年

来， 甘南州和玛曲县政府有意识地引导藏族牧民发展专业合作社， 为化解这一矛盾做

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一　玛曲县高寒草原畜牧业的自然基础与成就

玛曲县地处甘南州西南部， 位于东经 １００°４５′４５″ ～ １０２°２９′００″， 北纬 ３３°０６′３０″ ～
３４°３０′１５″， 东北以西倾山为界与甘南州碌曲县接壤， 东南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若尔盖县、 阿坝县为邻， 西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 甘德县、 玛沁县毗邻，

北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全县面积 １０１９０ ８０ 平方公里， 距甘

００２

① 杨思远，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宋志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专业 ２０１４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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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会兰州市 ４５０ 公里， 县城海拔 ３３４０ 米。①

黄河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果洛州） 久治县门堂乡进入玛曲县木西河

乡， 流经全县七乡一镇， 流程 ４３３ 公里。 入境年流量 １３７ 亿立方米， 出境年流量

１６４ １０ 亿立方米。 从县境西、 南、 东环绕而北流， 再折向西进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 （以下简称黄南州）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形成著名的 “天下黄河第一弯”。 昆仑山

系之阿尼玛卿雪山 （积石山）， 从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 西秦岭山系之西倾山， 自北向

南绵延进入县境北部； 形成玛曲西北高、 东南低， 由西北向东南高度递减的地势。 境

内最低海拔 ３３００ 米， 西、 北部诸峰均在 ４０００ 米以上， 最高峰乔木格日为 ４８０６ 米， 相

对高差 １５０６ 米， 峰巅嵯峨， 重峦峭拔， 沟壑纵横， 河流湍急。 县境中部， 分布着两大

山系的山前丘陵， 海拔在 ３５００ ～ ３８００ 米， 东南为黄河二级台地， 地表平坦， 水草丰

茂， 是优质的天然牧场。

玛曲县属明显的高原大陆性高寒湿润区， 高寒多风雨 （雪）， 无四季之分， 仅有冷暖

之别。 冷季长达 ３１４ 天， 漫长而寒冷； 暖季 ５１ 天， 短暂而温和。 雨水集中， 日照充足，

无绝对无霜期。 年平均气温 ２ １℃， ７ 月份气温最高， 平均 １１ ３℃； １ 月份最低， 平均气

温 －９ ５℃。 因地处青藏高原东侧水气通道上， 加之海拔高， 地势高峻， 降雨较多， 年均

降雨量 ６１１ ９ 毫米。 全年降水日为 １５１ 天， 最多年份为 １７３ 天， 最少年份为 １１３ 天。 其中

以夏季降雨最多， 平均为 ３３２ ９ 毫米， 秋季次之， 平均为 １５５ ５ 毫米。 牧草生长期 １９０

天。 年均日照 ２６９１ ２ 小时， 日照率为 ６１％， 牧草生长期平均日照 ５ ５ ～６ ８ 小时。

玛曲复杂的地质地形构造和独特的气候条件， 造就了广袤的草场和优良的畜种。

草场类型属川西藏东高原灌丛草甸区， 为亚洲最大最优良的牧场。 有 ４７ 科 ４１３ 种牧草，

其中优等牧草 １３ 种， 良等牧草 ４４ 种， 中等牧草 ６８ 种。 玛曲县是甘肃省最重要的畜牧

业基地之一， 自汉代就以 “羌中畜牧甲天下” 著称。 经过漫长的牧业生产实践， 培育

了驰名全国的 “河曲马” “阿万仓牦牛” “欧拉羊” 和性能优良的 “乔科羊” 等， 发展

了黄河首曲草地畜牧业的优良畜种， 发挥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双重作用。 玛曲境内

河流纵横， 地表水和地下水丰富。 黄河与境内支流达 ３００ 条， 流经 ７９０４３ 平方公里。 年

自产地表水 ２７ １ 亿立方米， 地下水 ９ ２ 亿立方米。② 优质的牧草、 充足的日照、 丰沛

的水源和优良的牲畜品种， 是玛曲畜牧业发展的良好条件， 也是玛曲畜牧业类型区别

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畜牧业类型的物质基础。

玛曲是一个纯牧业县， 连青藏高原特有的青稞都未种植， 畜牧业是全县经济的主

导和支柱产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玛曲实行了 “牲畜归户， 私有私养， 自主经

１０２

①
②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 页。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 ～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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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长期不变” 的草场承包经营政策， 增强了牧民群众建设草原、 保护草原、 合理使

用草原资源的自觉性。 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 开展了人畜饮水工程、 治虫灭鼠、 草原围栏、

牧民建房、 牲畜棚圈、 防灾保畜基地等服务体系的配套建设。 到 ２００４ 年底全县七乡一

镇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 明确了草场 “责、 权、 利”。 以草原围栏为主的 “五配套”

建设取得实效， 围栏留床面积达 １４０ ５６ 万亩， 治虫灭鼠面积 ３７７ 万亩， 牧民建房达

９ ３ 万平方米， 户均达 １８ ６ 平方米， 同时修建了 ２９ 处人畜饮水工程和 １２６ 处标准化暖

棚。 近年来， 玛曲县牲畜存栏和出栏头数、 肉类产量、 奶类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均有

较快增长， 见表 １、 表 ２、 表 ３。

表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玛曲县牲畜增长情况

　 　 　 项目

年份　 　 　
总增各类牲畜

［万头 （只）］
总增率

（％ ）
出栏各类牲畜

［万头 （只）］
出栏率

（％ ）
商品出栏各类牲畜

［万头 （只）］
商品率

（％ ）

２０１１ ２８ ４８ ２７ ０９ ２９ ５９ ２８ １５ ２８ ０１ ２６ ６５

２０１２ ３０ ０３ ２８ ８８ ３１ ３０ ３０ １０ ２９ ３４ ２８ ２１

２０１３ ３１ ７７ ３０ ６０ ３３ ６４ ３２ ４０ ３１ ６６ ３０ ４９

２０１４ ３１ ５３ ３０ ４２ ３４ ７５ ３３ ５２ ３２ ７７ ３１ ６１

　 　 资料来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表 ２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玛曲县畜产品产量

单位： 吨，％

　 　 项目

年份　 　

肉　 　 类 羊　 　 毛 牛　 　 奶

总产量 同比增长 牛肉产量 同比增长 羊肉产量 同比增长 总产量 同比增长 总产量 同比增长

２０１１ １４５２７ ８ ７ １１３０５ １１ ７ ３２２２ － １ １ ５０７ ２ ０ ９ ３４８６９ ０ ３

２０１２ １５３７９ ５ ８６ １１９７１ ５ ８９ ３４０８ ５ ７７ ５０６ ４ － ０ １６ ３６０５８ ３ ４１

２０１３ １６４８１ ７ １９ １２８０１ ６ ９３ ３６８０ ７ ９８ ５１０ ４ ０ ７９ ３７１１８ ２ ９

２０１４ １７００７ ３ １９ １３１６８ ２ ８７ ３８３９ ４ ３２ ５０９ ４ ０ ３８５５０ ３ ９

　 　 资料来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表 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玛曲县居民收入水平

单位： 元，％

　 　 项目

年份　 　
农村居民年

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消费性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消费性支出

农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

恩格尔系数

２０１１ ４２８３ ４４９６ １３９１８ ９８７９ ２６ ５８ ９４ ３３ ９５

２０１２ ４７９８ ５１３４ １５８６１ １１０３５ ０９ ５７ ６２ ３５ １９

２０１３ ５３１７ ３１２６ １７０６６ １１８２２ ５６ １ ３３ ５

２０１４ ５９５９ ４８０６ ３４ １８５０２ １１７９５ ０３ ５０ ５５ ３３ ９

　 　 资料来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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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县下辖七乡一镇一马场一站， 七乡指欧拉乡、 欧拉秀玛乡、 木西合乡、 阿万

仓乡、 曼日玛乡、 采日玛乡、 齐哈玛乡， 一镇指尼玛镇， 为县政府所在地， 一马场指

河曲马场，① 一站指县属阿孜畜牧实验站， 现改名为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 ２０１４ 年，

玛曲县人口 ５ ６８ 万， 其中 ４ １２ 万人为牧民。② 全县总面积 １０１９０ ８０ 平方公里， 其中草

场面积 １２８８ 万亩，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８９ ５４％ ， 可利用草场面积 １２４５ ５ 万亩， 牧民

人均草场 ３０２ 亩， 平均每 ７ ８４ 亩草场可饲养 １ 个羊单位。③ 全县湿地 ５６０ 万亩， 是若尔

盖大湿地的核心部分。 ２０１５ 年牲畜总数为 １０６ 万头 （只、 匹）， 其中牦牛 ４９６８６０ 头，

羊 ５０６９４９ 只， 马 ２ 万余匹， 其余为河曲藏獒。 由于草场自然条件不同， 各乡牲畜的分

布结构不一样， 黑牦牛主要分布在阿万仓、 木西合、 齐哈玛、 采日玛和曼日玛五个乡，

以及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 欧拉羊主要分布在欧拉、 欧拉秀玛、 尼玛三个乡镇； 乔

科羊④主要分布在曼日玛、 采日玛乡境内的乔科大沼泽湿地； 河曲马则集中在河曲马

场。 全县建立的牧民专业合作社 ３２６ 个， 屠宰场 ６ 个， 其中以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规模最大， 拥有两条生产线， ２０１４ 年屠宰牦牛 ２０００ 多头， 羊 ５０００ 余只，

已通过 ＨＡＣＣＰ、 ＩＳＯ９０００、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认证。⑤ 玛曲县甘青川活畜交易综合大市场 １ 个。

２０１４ 年玛曲县人均纯收入 ６２０８ 元， 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９８９２ 元， 高于甘

南州的 ４５００ 元， 属于全州最富裕的县。

二　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

可持续性概念最初是由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兴起的自然资源经济学首先提出来的。 自然

资源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自然资源的跨时期配置， 其理论视域超越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

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实际以资源的代内配置为对象的研究范围。 自然资源经济学承

认后代人有自己独立的、 不同于当代人的利益， 主张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 从而

将代际经济关系引入经济学。 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 现代西方经济学将成本 － 收益分

析方法运用于公共工程项目评估中。 在计算工程成本和收益时采用正值贴现率， 将未

来发生的成本和收益贴现为现值， 以评估工程的效益。 正值贴现率概念凸显了当代人

３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据河曲马场场长卡召加介绍， 河曲马场于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成立，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河曲马场与甘肃省河曲良种牛羊

场 （兰州军区军马场） 合并成立甘肃省河曲种畜场， 并由甘南州人民政府正式移交省农牧厅管理。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又根据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０〕 １６１ 号 《关于将省河曲种畜场下放甘南州领导的通知》， 于同年 ７
月 ３１ 日由州办理交接手续， 并恢复甘南州河曲马场场名至今。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按州委、 州政府实行属地

化管理的精神要求， 正式移交玛曲县人民政府管辖。 现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副县级事业单位。
甘南州统计局： 《玛曲县近十年人口数》， ２０１５。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３ 页。
乔科， 藏语中意为湿地。
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传画册： 《雪域珍品话说牦牛》， 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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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代人之间不平等的利益关系， 因为即使贴现率很低， 只要是正值， 未来的成本和

效益贴现为现值会越来越小， 千秋万代后人的百万财富在今日可能不值一文。

可持续性概念今天已被广泛接受， 但大多数文献在使用这个概念时， 用的是 “可持续

发展”。 可持续性概念隐含的是一个非静态的经济， 针对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有观点

认为， 经济增长意味着数量增加， 在有限资源下难以持续， 而经济发展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改

善， 并非必然意味着资源消耗量的增加， 因而是可以持续的。 但问题在于， 发展是经济结构

的变化， 是质变， 从辩证法来看， 质变不可持续， 否则就失去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 只有

量变在度的范围内是可持续的， 因此恰恰是经济增长可持续。 所以， 我们不使用 “可持

续发展” 这一用语， 而以 “可持续性” 概念来研究代与代之间的经济关系。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 生态学家和政治家们， 关于可持续性发表了大

量意见， 得到公认的是 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

给出的规定： “可持续发展是指当代人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 又不会损害后代人满足他

们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本身包括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各种需要’

的概念， 特别是指全世界穷人的各种基本需要， 这些基本需要应被置于压倒一切的优

先地位； 以及关于环境能力的有限性的思想， 技术和社会组织状况决定了环境满足现

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①

为解决代际经济矛盾， 自然资源经济学还提出了最低安全标准与代际公平两个概

念。 希里阿西·旺特卢普 １９５２ 年在 《资源保护： 经济学与政策》 一书中所赞成的 “自

然保护的最低安全标准”， 仅指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应高于某一临界值。② 他认为生态环

境破坏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戴利等将最低安全标准具体

规定为三条： “社会使用可更新资源的速度， 不得超过可更新资源的更新速度； 社会使

用不可更新资源的速度， 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 可持续利用的可更新资源的开发

速度； 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 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③ 代际公平概念

最早由 Ｔ 佩基提出， 他认为如果当代人的决策影响到后代人的利益， 应当根据 “代际

多数规则” 来决策， 由于繁衍不绝的子孙万代总是多数， 因此， 不管当代人对此持何

种态度， 都必须按照子孙万代的选择行事。④ 但是， 代际经济关系与代内经济关系的一

４０２

①
②

③

④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３４
Ｓ Ｖ Ｃｉｒｉａｃｙ Ｗａｎｔｅｒｕ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２，
ｐ ２５３
Ｄ Ｈ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Ｄ Ｌ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ａｎｄ Ｊ Ｒａｎｄｅｒ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ｓｔ Ｍｉｌｌｓ ＶＴ：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Ｇｒｅｅｎ， １９９２， ｐ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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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８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考察
第 ５ 卷

个显著不同点， 在于后代人在处理代际经济关系时不在场， 不可能像代内经济矛盾那

样可由到场双方通过各种博弈获得解决， 只能由当代人说了算。 因此， 代际公平只能

作为当代人的一种观念和行为准则自觉去贯彻。

西方自然资源经济学有关可持续性的概念和代际公平观念， 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予以批判地吸收。 实际上，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代际经济矛盾的解决取决于解决

代内经济矛盾。 他认为， 只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才能对后代承担起责任。 “从一个较

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 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 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

私有权一样， 是十分荒谬的。 甚至整个社会， 一个民族， 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

在一起， 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 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 土地的受益者， 并且他们应

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①

马克思这段引文的重要意义， 不仅在于沟通了代际经济矛盾与代内经济矛盾之间

的内在联系， 主张通过代内经济矛盾的解决去推动代际经济矛盾的解决， 更在于提出

了代际经济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物质承担者， 即土地。 除了土地， 马克思还提到污染物

的排放， “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

因为 “原料的日益昂贵， 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②

经济关系不是物， 但离不开物。 正如使用价值是代内交换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一样，

代际经济关系同样需要物质承担者， 人口、 资源与环境正是这样的承担者。 马克思所

说的土地作为资源是代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承担者， 排泄物作为生态环境因子是代际经

济关系的另一个承担者。 对于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来说， 代际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

者就是草场、 环境、 牲畜与牧民人口。

草场之于畜牧业的重要性， 一如土地之于农业。 对于玛曲这样的纯牧业县， 经

济的可持续实际是畜牧业的可持续， 而草场是维系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持续的基础。

可持续性内涵的两个关键概念： 一是 “各种需要”， 二是 “环境能力”。 从需要来

说， 高寒畜牧业所提供的畜产品对于玛曲藏民来说可谓最基本的需要， 这种需要，

从远祖时代开始就仰赖草原畜牧业来满足。 祖代在满足他们对基本肉食、 饮乳的需

要时， 没有损害后代继续利用高寒草原畜牧业来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 而是将优质

草场完好留传下来， 在祖代与当代的代际经济关系中实现了可持续。 祖代所开创的

高寒草原畜牧业基础， 是留给千秋万代的， 这其中的任何一代按照代际公平观都无

权破坏和毁灭这一基础。 草原畜牧业是将植物能转变为动物能， 以取得肉、 乳、 毛、

绒、 皮、 骨、 角等畜产品的生产部门， 牧草的产量和质量是草原畜牧业存在的自然

５０２

①
②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８７８ 页。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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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草场的破坏通过牧草产量和质量的下降， 损害后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能力，

当然， 草场还通过提供具有不同微量元素含量的岩石供牲畜舔舐， 而影响畜牧业可

持续的生产能力。

从 “环境能力” 来看， 由于土质、 气候、 地形条件的差异， 不同草场的牧草生长

能力、 抗旱抗涝抗寒能力、 再生产能力是不同的， 同样面积的草场因产草量不同， 所

能容纳的牲畜数量也不一样， 这就是环境能力。 对于玛曲来说， 按照每 ７ ８４ 亩草场可

放养 １ 个羊单位计算， 合理载畜量即环境能力是 １５８ ９０ 万个羊单位。 其中， 亚高山草

甸草场 ６７３０１８２ 亩， 平均 ６ ８３ 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 灌丛草甸草场 ２６９７２４９ 亩， 平均

１０ １１ 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 高山草甸草场 １１２６６９９ 亩， 平均 ２１ ０２ 亩可饲养一个羊单

位； 草原化草甸草场 ９４７１４８ 亩， 平均 １４ ９３ 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 沼泽化草甸草场

９０３３００ 亩， 平均 ６ ３ 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 沼泽类草场 ４７５６０２ 亩， 平均 ６ ２ 亩可饲养

一个羊单位。① 山地灌丛草甸绵羊、 牦牛、 马放牧区， 集中在西北部阿尼玛卿山南北的

木西合乡、 欧拉乡和欧拉秀玛乡； 亚高山草甸牦牛、 绵羊、 马放牧区， 分布于中南部

丘陵的阿万仓乡和齐哈玛乡； 低湿地沼泽、 沼泽化草甸马、 牦牛、 绵羊放牧区， 集中

在东部河曲马场、 曼日玛乡和采日玛乡。② 不同放牧区的环境能力不一样， 超过 “环境

能力” 的实际载畜量形成过度放牧 （简称过牧）， 对草场再生能力构成损害， 导致草场

退化和沙化。

草场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基础， 草场沙化和退化直接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草

原生态具有独特性、 脆弱性、 难以恢复性和不可替代性， 草原畜牧业又是它的一个组

成部分。 草原生态系统的恶化， 不仅对全国生态多样性构成威胁， 而且直接影响草原

畜牧业的代际可持续。

草原畜牧业是利用已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或野生动物的生理机能， 实现植物能向动

物能转化的物质生产部门。 已经驯化的动物是草原畜牧业劳动的主要对象， 它同样是

草原畜牧业代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物质承担者。 玛曲县培育的主要畜种有高原牦牛、 藏

系绵羊、 河曲马、 河曲藏獒。 这些驰名畜种的品种性能和生产性能各异， 取得和保持

品种性能是实现其生产性能的关键， 优良的品种性能和生产性能是高寒草原畜牧业可

持续的基础， 好家长不仅要将优质草场和草原生态， 而且要将优良畜种留给后代。 相

反， 畜种退化后， 即使有优良的草场， 同样不能取得高生产性能的优质畜产品。 问题

在于， 牲畜私有化和草场家庭承包后， 既破坏了高寒草原及其生态环境， 也造成了牲

畜品种退化。

６０２

①
②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３ 页。
甘肃省玛曲县综合牧业区划分区图， 载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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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牧户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

千百年来， 玛曲县的高寒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是游牧。 草畜矛盾可以说在一切草

原畜牧业中始终存在， 但在不同的放牧方式中， 草畜矛盾的激烈程度迥异。 在逐水草

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中， 草畜矛盾最为隐蔽， 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主要是因为牲

畜采食对牧草的减少， 通过游走而在另一草场空间获得新的补充。 四季牧场的转徙和

长程迁移， 有效地化解了草畜矛盾。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集体经济时期， 玛曲实行的是四季轮牧制度和粗放的两季轮牧

制度。 两季轮牧即冬春牧场作为一个轮牧单元， 夏秋牧场作为一个轮牧单元， 两大轮

牧单元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一般来说， 滩地作为夏秋牧场， 山地沟谷作为冬季牧场，

在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严格的牲畜放牧途径和停驻时间。 冬春牧场利用时间约为 ６ 个

半月， 夏秋牧场轮牧时间约为 ５ 个半月， 采用的轮牧方式主要有： 有计划的分区轮牧；

大轮牧圈； 逐沟转牧等放牧方式。 在分区轮牧中， 除季节性轮牧外， 畜群在同一牧地、

同一季节有 “先羊、 中马、 后牛” 的排牧习惯。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玛曲县根据

地形和各类牲畜的不同习性， 采用划区轮牧、 季节轮牧等方式。 具体可以分为冬春—

夏秋两季轮牧， 冬—春秋—夏三季轮牧， 冬春—夏—秋三季轮牧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

式全县除欧拉秀玛、 曼日玛两乡外， 其余各乡场和阿万仓乡的部分村都普遍采用， 每

年 １１ 月初进入冬春场， 翌年 ６ 月初进入夏秋场； 沿用第二种形式的有欧拉秀玛乡和阿

万仓乡的洛尔隆、 贡塞、 沃特三村， 每年 ５ 月底出冬季牧场进春秋牧场， 短期放牧 １

个月， ７ 月初转入高山沟谷夏季牧场， 于 ９ 月底又转入春秋牧场放牧抓膘， １１ 月底转

入冬季牧场， 冬、 春秋、 夏三季牧场利用时间大致为 ６ ∶ ３ ∶ ３； 采用第三种形式的只有

曼日玛乡， 因沼泽及沼泽化草甸面积大， ５ 月中旬牲畜进入夏季牧场， 集中利用沼泽及

沼泽化草甸草场， 直至 ８ 月底才转入干燥的浅山地带进入秋季牧场抓膘， 于 １１ 月底进

入冬春牧场， 冬春牧场利用时间为 ６ 个月， 夏、 秋牧场的利用时间各 ３ 个月。① 集体经

济时代不同的轮牧制度同样维持着较为缓和的草畜矛盾。

但是， 草场实行家庭承包后， 可游牧的草场被分割开来， 以牧户为单位将各户草

场固定下来。 铁丝网封围的家庭牧场是固定草场的象征， 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为定牧。

尽管在草场承包过程中， 也注意区分了冬春和夏秋两季牧场， 但各户牲畜只能在固定

的较小的家庭草场上放牧。 牲畜采食和践踏过的牧场， 在不能获得充分休养和恢复的

基础上， 不得不接受持续的采食和践踏。 另一方面， 牲畜私有化后， 各户增加存栏和

７０２

①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８０ ～ ２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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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栏的积极性提高， 而政府在牧户自主经营条件下也难以干涉牧民增畜行为。 草畜矛

盾在定牧条件下开始发展起来， 成为威胁草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性的主要矛盾。

玛曲县落实草场家庭承包大致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步是牲畜私有化。 １９８１ 年开始

实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个人承包经营的生产责任制， 实行包产到户。 １９８４ 年在

中共中央 １ 号文件下发后， 在牧区推行 “牲畜归户， 私有私养， 自主经营， 长期不变”

的经营方针， 从不联产到联产， 从联产到承包到户， 将全县 ６１４７２９ 头 （只、 匹） 牲畜

作价归户， 实行私有私养， 户均 １５０ 头 （只、 匹）， 人均 ２９ 头 （只、 匹）； 第二步是草

场承包。 １９８６ 年实行以草定畜为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经过是年试点，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９

年宣传动员， １９９０ 年全面开始实施。 根据草场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使用权一次划包

到户， 允许牧民群众自愿联户承包草场， 谁承包、 谁建设、 谁管护、 谁受益等原则，

将欧拉、 欧拉秀玛、 阿万仓、 木西合 ４ 乡的 ５２９ ６ 万亩草场划包到户和联户， 确定了四

至界限、 面积、 载畜量， 技术部门发放草原使用证 ２３６７ 本， 并完成了勘测、 登记、 丈

量、 划界、 立卡建档等服务工作。①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年按照乡与乡、 村与村之间的草场界限

不变； 草场承包以 １９８２ 年的牲畜基数和人口数为依据， 结合各乡实际， 按 ４ ∶ ６ 或 ３ ∶ ７

的比例确定草场面积， 并划定 １０％ ～１５％的草场； 考虑人口、 牲畜现状， 乡域的草原、

草坡、 草山一律承包， 不留死角； 草场一经固定， 牲畜、 人口增减时一律不予调整。

到 ２００４ 年底， 全县不同类、 组、 型以及不同等、 不同级的草场分步承包到户或联户。②

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到户， 是家庭固定草场形成的历史过程。 今天看来， 如果

是单纯的牲畜私有化， 草畜矛盾尚不足以发展起来，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０ 年牲畜虽然私有到户，

但草场尚未承包到户， 因而仍然可以采取划区轮牧的方式进行放牧。 １９９０ 年以后， 公

共使用的牧场在 “不留死角” 的原则下全部承包到户， 家庭固定草场形成， 定牧成为

必然， 因为谁也不愿意别家牲畜到自己牧场放牧。

可是， 牲畜放牧方式在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到户后并没有改变， 在家庭固定草

场上放牧， 牲畜采食范围大大缩小， 采食导致牧草的减少， 牧草再也不能通过空间变

换获得补充， 在草场产草量下降和牲畜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草畜矛盾必然发展起来。

这个矛盾还会因为下述因素的作用而加速激化。

第一， 草场承包后牧户增加出栏数量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在有限的草场面积下， 要

增加出栏数量， 必须增加基础母畜和存栏数量。 早在 １９８５ 年， 玛曲县取消畜产品的派购

制度， 改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合同收购制度， 改变了单一的经营状况， 使畜牧业经济由

传统自给型向商品化、 社会化方向发展。 根据 “提高总增， 控制净增， 扩大出栏， 加快

８０２

①
②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３０３ ～ ３０４ 页。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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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 和 “压缩马、 发展羊、 稳定牛” 的牧业经营方针， 通过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例

等措施， 牲畜存栏数量不断上升。 １９９１ 年末牲畜存栏数量为 ６１ ８７ 万头 （只、 匹）， ２００４

年增加到 ６５ １５ 万头 （只、 匹）， ２０１４ 年末增加到 １０６ 万头 （只、 匹）。

第二， 高寒草原牲畜生长较慢， 每年新繁殖的仔畜当年不能出栏， 一般羊需要 ２

年， 牦牛需要 ５ ～ ６ 年才能出栏， 这样等于延长了放牧期限， 加大了对草场的压力。

第三， 由于畜牧技术、 防疫水平、 经营管理能力的增强， 牲畜总增率提高。 在 １ ／ ４

世纪里， 提高近 １０ 个百分点。 由 １９９１ 年的 ２１ ６１％ ， 提高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５ ３７％ 、①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８ ４８％ 、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１ ５３％ 。②

第四， 牧民商品经营意识增强。 在传统自给性畜牧业生产中， 出栏牲畜的自给率

高， 商品率低， 草场承包后， 商品率提高较快。 １９９１ 年出栏牲畜的商品率为 １７ ５２％ ，

１９９６ 年为 ２０ ２３％ ， ２０００ 年 ２２ ０９％ ， ２００４ 年为 ２４ ９５％ ，③ ２０１１ 年为 ２６ ６５％ ， ２０１４

年为 ３１ ６１％ 。④ 在不到 １ ／ ４ 世纪里， 牲畜出栏商品率提高了 １４ ０９ 个百分点。 “为买而

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 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 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 即

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 相反， 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 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 都

是货币， 都是交换价值， 单是由于这一点， 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⑤ 商品

率的提高不仅意味着牧民商品经营意识的增强， 而且是高寒草原畜牧业生产目的的改

变， 为市场而生产的比重在增加， 其中内置了无止境增加牲畜出栏的经济动因。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草畜矛盾发展起来， 其结果对矛盾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草场退化、 沙化和畜种退化相伴而行。

四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原的破坏作用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原的破坏， 建立在草场超载和过度放牧基础上。 不同类型

和不同等级的草场， 由于产草量不同， 载畜能力也有很大差别。

按草场资源的类、 组、 型三级分类系统， 玛曲县草场可分为 ６ 个草场类、 １１ 个草

场组、 ２０ 个草场型。 冬季草场面积 １１２ １ 万亩， 占总面积的 ８ ７％ ； 冬春草场面积

３９８ １ 万亩， 占总面积 ３０ ９％ ； 春秋草场面积 ８６ ５ 万亩， 占总面积的 ６ ７％ ； 秋季草

场面积 ２８ ４ 万亩， 占总面积的 ２ ２％ ； 夏季草场面积 ４７７ ８ 万亩， 占总面积的 ３７ １％ ；

天然割草场面积 ９ ９ 万亩； 人工种植草场面积 ３ 万亩以上。 退化草场面积 ９７６ 万亩， 占

９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６ 页。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６ 页。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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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总面积的 ７５ ８％ ； 鼠虫害草场面积 ３８６ 万亩， 占草场总面积的 ３０ ０％ 。①

根据草场的质量、 牧草适口性、 营养成分和利用程度来衡量， 玛曲县草场分为五

等： 一等草场 ４６７０７２ 亩， 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３ ７５％ ； 二等草场 ４９８４５９５ 亩， 占可利

用草场面积的 ４０ ２％ ； 三等草场 ３０３００６５ 亩， 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２４ ３３％ ； 四等草场

２６１３１１４ 亩， 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２０ ９８％ ； 五等草场 １３６０１１４ 亩， 占可利用草场面积

的 １０ ９２％ 。 根据草场产草量的高低， 分为六级， 其中一级草场 ６２２７３ 亩， 占可利用面

积的 ０ ５％ ， 亩产鲜草 ８００ 公斤以上； 二级草场 ８７０７０２ 亩， 占 ６ ９９％ ， 亩产鲜草 ６００ ～

８００ 公斤； 三级草场 ６０４６６２９ 亩， 占 ４８ ５５％ ， 亩产鲜草 ４００ ～ ６００ 公斤； 四级草场

１６５２４０６ 亩， 占 １３ ２７％ ， 亩产鲜草 ３００ ～ ４００ 公斤； 五级草场 ２４３０１５３ 亩， 占 １９ ５１％ ，

亩产鲜草 ２００ ～ ３００ 公斤； 六级草场 １３９３０９６ 亩， 占 １１ １９％ ， 亩产鲜草 １００ ～ ２００

公斤。②

玛曲县可利用草场面积为 １２４５ ５ 万亩， 按 ４ １２ 万牧民人口计算， 人均可利用草场

３０２ 亩。 按 ７ ８４ 亩草场可放养 １ 个羊单位计算， 人均可放养 ３８ ５２ 个羊单位， 全县合

理载畜量是 １５８ ９０ 万个羊单位。

１９８４ 年牲畜私有化时， 全县牲畜总头数 ６１ ４７ 万头 （只、 匹）， 其中牦牛 ２７ ２０ 万

头， 羊 ３０ ６１ 万只， 马 ３ ６６ 万匹。③ 按照 １ 头牦牛 ＝ ５ 只羊， １ 匹马 ＝ ６ 只羊的换算标

准， ６１ ４７ 万头 （只、 匹） 相当于 １８８ ５７ 万个羊单位， 已经超过合理载畜量 １５８ ９０ 万

个羊单位， 超载 ２９ ６７ 万个羊单位， 超载率为 １８ ６７％ 。 情况并不十分严重。

１９９０ 年， 全县年末牲畜存栏头数 ６１ ８２ 万头 （只、 匹）， 其中牦牛 ２８ ９６ 万头， 羊

２９ １８ 万只， 马 ３ ６８ 万匹。④ ６１ ８２ 万头 （只、 匹） 相当于 １９６ ０６ 万个羊单位， 超载

３７ １６ 万个羊单位， 超载率为 ２３ ３９％ 。 超载情况有所加重。

２０１１ 年， 全县年末牲畜存栏头数 １０４ ８７ 万头 （只、 匹）， 其中牦牛 ５１ １５ 万头，

羊存栏 ５０ ７２ 万只， 马 ３ 万匹。⑤ １０４ ８７ 万头 （只、 匹） 相当于 ３２４ ４７ 万个羊单位，

超载 １６５ ５７ 万个羊单位， 超载率为 １０４ ２０％ ， 超载 １ 倍以上。

２０１４ 年， 全县年末存栏各类牲畜 １０２ ６３ 万头 （只、 匹）， 其中牦牛存栏 ４９ ６９ 万

头， 羊存栏 ５０ ７０ 万只， 马存栏 ２ ２４ 万匹。⑥ １０２ ６３ 万头 （只、 匹） 相当于 ３１２ ５９ 万

个羊单位， 超载 １５３ ６９ 万个羊单位， 超载率为 ９６ ７２％ （见表 ４）。

０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１ 页。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１ 页。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３０４ 页。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３０４ 页。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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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玛曲县草场牲畜超载情况

　 　 　 项目

年份　 　 　
年末存栏数

［万头 （只、 匹）］
换算成羊单位

（万个）
超载量

（万个）
超载率

（％ ）

１９８４ ６１ ４７ １８８ ５７ ２９ ６７ １８ ６７

１９９０ ６１ ８２ １９６ ０６ ３７ １６ ２３ ３９

２０１１ １０４ ８７ ３２４ ４７ １６５ ５７ １０４ ２０

２０１４ １０２ ６３ ３１２ ５９ １５３ ６９ ９６ ７２

　 　 资料来源： 根据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３０４ 页； 甘南藏族自治

州统计局： 《玛曲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两份资料提供的数据计算。

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场的破坏是通过三个渠道实现的。 一是过度采食， 二是牲畜践

踏， 三是牧草再生产条件的改变。

由于超载放牧， 且不能长程游走， 牲畜在家庭固定的有限草场范围内采食， 不再限

于牧草的可采部分， 连不可采的部分也要采食。 采食量超过草场再生能力， 就会造成草

场退化和沙化。 此外， 连续不断的采食造成牧草难以获得再生产所需要的足够时间。

在固定的较小范围内采食， 牲畜践踏对牧草的破坏更加严重。 高寒草原牲畜都是

有蹄类动物， 连续践踏甚至将根浅牧草的根踢出， 牧草失去了再生能力， 为沙化准备

了条件。 据有经验的河曲马场牧民才桑加告诉我们， 家庭小牧场的固定放牧， 牲畜践

踏对草场的破坏甚至达到过度采食的 ３ 倍。 对于雨水条件较好的玛曲草甸草原来说，

只要牧草的根部尚存， 牧草恢复再生产较易， 但需要一定的时日； 而如果牧草连根踢

出， 就不可能恢复。

草场再生产需要经过牧草生长、 开花、 结籽、 落地等环节， 在家庭固定草场过度

放牧的情况下， 牧草生长往往等不到开花， 开花后等不到结籽， 结籽后等不到成熟落

地， 就被牲畜采食一空。 由于不同牧草品种的抗旱、 抗寒、 抗涝能力即再生产能力不

同， 恢复再生产所需时间和条件不一样， 过牧使得牲畜对所有牧草采食的选择性降低

了， 造成具有不同再生产能力的牧草品种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在相同时间

和气温、 雨水条件下必须同步恢复再生产， 而这根本不可能。 于是造成牧草品种多样

性减少， 优良牧草占比下降， 一些牲畜不能采食的毒草迅速生长， 甚至成为一片草地

的建群种， 造成草场退化。 我们在河曲马场德萨牧家乐周围， 及到曼日玛乡黄河边沙

丘地区， 一路上见到许多连片的以黄帚橐吾 （俗称马耳朵） 为建群种的严重退化草场，

这种草场的形成就是牧草品种结构退化造成的。 牧草健康再生长需要远距离授粉， 而

授粉方式除风吹外， 主要靠牲畜长程游走来实现。 由于固定草场放牧， 牲畜长程游走

已不可能， 短距离授粉和近亲繁殖， 同样会造成牧草再生产条件发生改变， 是导致草

场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 这方面的跟踪研究和监测在玛曲县尚未开展。

１１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第 ５ 卷

有一种观点认为， 玛曲县草场 “沙化的原因是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 主要有过

牧、 丰富的沙源、 气候干燥三个方面”。① 这种看法将自然和人为作用并列， 并举示三

个主要原因， 是一种模糊认识。 实际上， 自然的自在作用是条件， 人为的过度放牧才

是原因。 试想， 丰富的沙源自古有之， 为什么直到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玛曲没有沙化现

象， 六七十年代也是轻微的沙化， 难道那个时候沙源就不丰富吗？ 难道那个时候就没

有出现过干旱吗？ 都不是。 只是由于草场家庭承包后， 过牧越来越严重， 沙源才裸露

出来， 风吹形成沙丘， 干旱只是加速因素， 它和沙源丰富都不构成原因。 此外， 还有

一种观点认为， 草原鼠害是沙化的原因之一， 这同样是把沙化原因归结为自然因素。

“危害草地的主要鼠种有中华鼢鼠、 达乌尔鼠兔， 其次是甘肃鼢鼠、 西藏鼠兔和根田

鼠。 中华鼢鼠打洞掘土， 掘食牧草根系， 降低草地生产能力， 在沟谷台阶地， 禾草 ＋

杂草类 ＋矮蒿草型草场， 每公顷有中华鼢鼠 １３ 只。 达乌尔鼠兔采食牧草， 打洞掘土，

减少生草面积， 造成水土流失和地面凹凸不平， 对草地破坏率达到 ５０％以上， 使大面

积优良草地变为黑土滩。”② 中共玛曲县县委组织部格日巴同志亦持此种观点。 问题在

于， 鼠害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在高寒草原上即已存在， 已在打洞掘土， 啃噬牧草， 但

为什么那时没有出现沙化和黑土滩呢？ 过牧才是原因， 自然只是沙化和形成黑土滩的

条件与促进因素， 算不得原因， 否则解释不了草场生态演化史。 所谓条件， 就是有它

不必然导致结果， 但无它必不导致结果， 而原因则必然导致结果。 只有草场过牧造成

草场再生能力下降， 鼠害才能起到作用。

玛曲沙化草场主要分布在欧拉乡、 尼玛镇、 河曲马场和曼日玛乡， 沙化面积达 ８０

万亩， 其中沙丘面积 １０ ５ 万亩， 其余 ６９ ５ 万亩为沙化草原。③ 玛曲县沙化地属高寒草

原型沙地， 沙粒较细， 略显黑色。 流动沙自 １９８４ 年以来平均沙化速度达 １６ ２４％ 。 沙

丘分布由以前的斑点状分布的半固定、 半荒漠向集中连片、 全沙化和流动沙丘演变。

沙丘丘高 １２ ～ １５ 米。 沙化草原为平沙地， 有禾本科、 唇形科等草本植物生长， 盖度多

为 ５０％ ～８０％ 。 固定沙丘地与流动沙丘地呈镶嵌分布。 沙化土地基本沿黄河分布于冲

洪积滩地， 因黄河左岸阶地宽广， 沙化土地多分布于左岸。 有沙化土地分布的黄河河

段长 １１９ 公里， 占玛曲县境内黄河总流程的 ２７％ 。 沙化速度每年以 １００ ～ ２００ 公顷的面

积增加， 且年增加绝对值在不断扩大。 由于气候寒冷， 土壤流失， 植被恢复难度大。

玛曲县退化草场面积达 ７７ ２ 万公顷，④ 占全县草场面积的 ８６ ７１％ ， 其中严重退化

２１２

①
②
③
④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２ 页。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３ 页。
数字为玛曲县畜牧局局长宗文杰提供。
原文如此。 这里草场退化总面积与不同退化程度分面积之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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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２８ ３ 万公顷， 中度退化面积 ３８ ６ 万公顷， 轻度退化面积 １８ ６ 万公顷。① 退化草

场虽有植被覆盖， 且盖度高， 但牧草多为毒草、 害草， 牲畜不能采食。 严重退化草场

完全不能放牧。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植被覆盖率从 １００％下降到 ５０％ ～９０％ ， 过牧

引起牧草种群结构的变化， 以中生禾、 莎草、 蒿草、 苔草为主的结构被破坏， 杂草、

毒草比例增大， 不少地方毒草竟占 ４０％ ～ ５０％ 。 前述黄帚橐吾建群种的草场就是典型

的退化草场。

玛曲黑土滩主要分布在曼日玛乡。 全县黑土滩 ２００ 万亩。 表面上看， 黑土滩是鼠

害造成的， 实际上是超载放牧在先， 破坏了牧草再生能力； 鼠害在后， 造成肥黑土成

不毛之地。

草场是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 草场沙化、 退化改变了高寒草原生态的关键性因子，

使得草原生态出现恶化趋势。

五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造成高寒草原生态的退化

玛曲高寒草原生态是以青藏高原大陆性气候和四大地貌为地理前提， 以川西藏东

高原灌丛草甸区为植被类型， 以黄河水系 “天然蓄水池” 为涵养功能， 以高原野生动

植物和高寒草地的藏系家畜为多样性生物， 以藏民为主体构建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

玛曲平均海拔 ３３００ ～ ４８００ 米， 处青藏高原阴湿区， 属高原大陆性气候。 境内地形

可分为四个大区： 阿尼玛卿山、 西倾山高山区， 中部山前低山丘陵， 山间盆地与冲积

平原， 东部沼泽湿地。 根据中国植被区划， 玛曲境内草地植被属川西藏东高原灌丛草

甸区。 境内植被群落以耐高寒的中生灌木和多年生草木为主。 各种草甸组成的天然草

地是玛曲最主要的自然资源。 草原占全县总面积的 ８９ ５４％ ， 是亚洲最优良的牧场之

一。 全县森林面积 ７０４０４ 公顷， 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７ ３％ ， 其中高山阳坡分布的水源涵

养林面积 ４９３５４ 公顷； 黄河沿岸和部分沟谷分布的灌木林、 矮生柳的面积为 ２１０５０ 公

顷。 全县土壤可分为七类： 高山草甸土类、 亚高山草甸土类、 草甸土类、 沼泽土类、

泥炭土类、 黑盖土类、 浅色草甸土类。 土地类型随海拔高度变化， 呈垂直分布。 境内

河流属黄河水系， 流域面积 １０１９０ 平方公里， 占甘肃省境内黄河流域面积的 ５９％ 。 黄

河年平均流量 ４４０ 立方米 ／秒， 年径流量 １３８ ６ 亿立方米。 发源于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

南翼的黄河一级支流 ２８ 条， 较小的二级、 三级支流多达 ３００ 余条。 黄河从青海久治县

流入玛曲时， 水流量为 ５１ ３７ 亿立方米， 只占黄河总水量的 ２０％ ， 而流经玛曲境内再

返入青海省时流量增加到 １６４ １ 亿立方米， 占黄河总水量的 ６５％ 左右， 补充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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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９１ ～ 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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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１ 亿立方米， 补充水量达 ４５％ 。 玛曲属于半湿润过渡地带草原区， 成雨条件好， 境

内 １２８８ 万亩草场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沼泽草场， 构成黄河上游完整的水源体

系。 境内湿地分布广， 面积达 ５６２ ５ 万亩， 系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乔科沼

泽湿地为中心， 主要分布在曼日玛、 采日玛、 齐哈玛、 阿万仓四乡及河曲马场、 阿孜

畜牧科技示范园区等地， 对黄河水源具有特殊的涵养作用。 因此， 玛曲素有黄河 “天

然蓄水池”、 “地球之肾” 和 “中华水塔” 之称， 具有独特的生态保护功能。 境内野生

动物种类多达 １９９ 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黑颈鹤、 丹顶鹤、 雪豹、 黑鹳、 梅花鹿等

１０ 余种； 国家三级保护动物有马鹿、 白唇鹿、 棕熊等 １０ 余种。 境内野生药用植物分属

３９ 科、 １００ 属、 １５１ 种， 其中分布面积较大， 数量较多， 经济价值较高， 可以采集利用

的药用植物有独一味、 红景天、 冬虫夏草、 贝母、 羌活、 秦艽、 烈香杜鹃、 水母雪莲

花、 唐古特大黄等 ２０ 余种。 鱼类资源丰富， 黄河玛曲段的经济鱼类有 ５ 种， 属于鲤科、

腹鲤亚科的有 ４ 种， 鳅科 １ 种， 还有从美国引进的虹鳟鱼。 畜种资源均系高寒草地条

件的藏系家畜， 主要有牦牛、 藏系绵羊 （欧拉羊） 和河曲马等。①

玛曲以特定的海拔高度、 地貌组合和相对丰富的降水量， 使黄河首曲形成以草甸

为背景的生态类型结构。 玛曲高寒草原生态环境的这一独特性决定了其重要性， 可集

中概括为黄河 “天然蓄水池” 和 “中华水塔”， 从而具有不可替代性。 黄河作为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 玛曲作为母亲河的母亲， 具有不可替代性； 草原对畜牧业具有不可替

代性； 草甸、 灌丛和湿地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 防风固沙的功能及其为野生珍稀动物

提供生存环境的作用， 具有不可替代性； 玛曲作为甘肃省的主要畜牧业基地和主要牧

场， 草原作为藏族牧民的主要生产资料， 具有不可替代性。 但是， 这一生态系统又极

具脆弱性和难以恢复性。 玛曲气候寒冷， 牧草生长期只有 １８４ ～ ２０６ 天。 阿尼玛卿山和

西倾山发育于基岩之上的黑土层， 高山、 亚高山草甸土厚度约 ２０ ～ ４０ 厘米。 一旦水土

流失， 基岩裸露， 整个过程具有不可逆性， 从而造成山地草甸生态系统极具脆弱性和

破坏后难以恢复性。 山间盆地和丘陵区的黑土层较薄， 在 １０ ～ ３０ 厘米， 且山间盆地和

黄河谷地土壤母质多为沙质、 粉沙质和沙质黏土， 一经破坏， 修复难度大。

然而， 由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的过牧， 改变了这一生态中的两

个极为重要的因子： 植被和黑土层。 由于过度放牧和人为滥挖虫草和药材， 植被遭到

破坏， 失去对土壤的保护， 造成水土流失， 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成为基岩裸露区。 过

度放牧和不当取土， 导致山间盆地和丘陵草地大面积沙化， 冬春季节， 失去植被保护

的沙丘在风力作用下不断推进， 导致沙化面积不断扩大， 每年以 ２０％的速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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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６８ ～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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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所导致的玛曲生态环境退化已成难以遏止的趋势。 据县志记载，

１９９１ 年以来， 玛曲草原干旱现象加剧， 草场沙漠化扩大， 鼠虫害严重， 许多泉水干涸，

河水减少，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首先， 草地沙化严重。 沙化面积已达 ６１３２ ７２ 公顷，

共有 ３６ 处大型沙化点， 黄河沿岸已出现 ３２０ 公里沙丘带， 沙化草地面积达 ３９９９６ 公顷，

其中固定沙丘 ４０６０ 公顷， 流动沙丘 ２０７２ ７２ 公顷。 沙化土地面积加草地沙化面积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 ４ ５３％ ， 且平均每年以 ２９９ 公顷的速度递增， 年增加数不断上升。 草场

沙化导致沙化区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很多珍稀动物的栖息环境不断恶化， 许多

国家级保护动物濒临灭绝。 沙进人退， 可利用草场逐步减少， ２５００ 多牧民 （其 １６ ８ 万

牲畜已完全退出沙区）， 沦为贫困人口。 其次， 湿地、 河流萎缩、 干涸。 持续干旱经常

发生， 地下水位下降， 降水量、 河流量减少， 境内数千眼泉已经干涸， 黄河 ２７ 条主要

支流中， 已有 １１ 条常年干涸， 另外不少河流则成为季节河， 大部分山谷小溪绝流， 数

百个大小湖泊水位明显下降， 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 使组成玛曲湿地的乔科

沼泽大面积干涸， 干涸沼泽地面积达 ３ ５ 万公顷。 据水文资料分析， 黄河玛曲段水情

１９８０ 年平均流量为每秒 ６９２ 立方米， １９９７ 年为每秒 ５３９ 立方米， ２０００ 年为每秒 ４８５ 立

方米， ２００２ 年为每秒 ４００ 立方米， 到 ２００４ 年， 黄河首曲补给黄河的水量减少 １５％ 左

右， 玛曲对黄河水量的补充作用逐年被削弱， 严重影响黄河首曲 “天然蓄水池” 的功

能。 再次， 草场过牧， 草地质量下降。 严重超载过牧， 致使草地植被生态趋于恶化，

优良牧草种群减少或消灭， 杂草得以繁衍并上升为优势种， 草场质量下降， 草地承载

能力降低， 造成生态环境失衡， 诱发土地沙化。 复次， 草场沙化降低了固土防风功能，

河岸塌方与水土流失严重。 黄河干支流由于缺乏治理， 水蚀、 风蚀、 重力侵蚀现象恶

性循环。 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 出现频繁的泥石流灾害。 ２００２ 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２２６ 万亩， 河流、 雨水冲刷冲击， 使河岸疏松地段大面积塌方、 滑坡， 河岸塌方宽处已

达 １０００ 米， 破坏了草场， 也增加了黄河泥沙量， 年向黄河输入的泥沙量达 ５０ 多万吨，

并逐年抬高河床， 促使黄河频繁改道， 原河床河沙裸露， 随风泛起， 加剧草原荒漠化

进程。 又次， 过度放牧和草场沙化、 退化， 造成虫害、 鼠害严重， 中华鼢鼠、 高原鼠

兔、 草原毛虫大肆泛起， 鼠虫害严重地区许多草原逐渐演变为沙化区， 形成恶性循环。

全县鼠虫重要危害面积达 ３８６ 万亩， 占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３１％ 。 最后， 草场退化、

沙化， 造成生态系统多样化锐减， 野生动物种群大量消失。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玛曲

各类珍稀动物多达 ２３０ 多种， 到 ２００４ 年国家规定的保护种类仅存 １４０ 多种， 减少近 ９０

余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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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７１ ～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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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造成牲畜品种的退化

畜种资源是畜牧业的基础， 是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重要物质承担者。 玛曲高寒草

原畜牧业的畜种主要有牦牛、 藏系绵羊和河曲马。①

牦牛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中将野牦牛饲养驯化而成的特有牛种， 它对

寒冷的气候、 严酷的自然环境适应能力极强， 善登高山， 踏冰卧雪， 素有 “高原之舟”

之称。 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条件下， 它是提供乳、 肉、 皮、 毛的兼用畜种， 也是高寒

草原牧民骑乘和驮运的主要役畜， 是珍贵的畜种资源。 １９４９ 年玛曲地区牦牛只有 ３ ４５

万头， 到 １９９０ 年发展到 ２８ ９６ 万头， ２０１３ 年为 ５０ ５８ 万头， ２０１４ 年为 ４９ ６９ 万头， 占

全县牲畜总数的 ４８ ４２％ 。 在中部和南部居多， 尤以阿万仓、 齐哈玛牦牛最为优良。

玛曲牦牛结构紧凑， 头较大， 短额宽并稍突起。 鼻稍长微陷， 鼻孔开张， 鼻小，

唇薄灵活， 眼圆有神， 耳小灵活。 母牛角较细， 公牛角粗长， 角间距宽， 角基部向外

向后弯曲成弧形， 角尖向后对称， 颈短而薄， 无垂皮， 脊椎的棘突较高， 背低稍凹，

前驱发育良好， 胸椎较黄牛多一节， 肋骨多一对 （１４ 节）， 肋骨长而开张良好， 胸及

中躯发育良好， 气管特别大， 肺活量大， 腹大， 尻斜， 后驱发育欠佳。 四肢较短而粗

壮有力， 关节明显。 蹄小质坚， 蹄裂较深。 母牦牛乳房小， 乳头短； 公牦牛睾丸小而

不下垂。 毛色以全身黑色为主， 约占 ８０％ 。 成年公牦牛体高 １２９ ８８ 厘米， 体长 １３９ ５

厘米， 胸围 １９０ ３３ 厘米， 管围 ２０ ８２ 厘米， 体重 ３５３ ７ 公斤。 成年母牦牛体高 １１０ ４３

厘米， 体长 １２２ １１ 厘米， 胸围 １５７ ０１ 厘米， 管围 １６ ６６ 厘米， 体重 ２１０ ７２ 公斤。 阉

牦牛体重 ４１１ ３１ 公斤。 牦牛是高原特有牛种， 长期处于空气稀薄、 枯草期长的环境

内， 具有耐高寒、 喜凉爽而畏炎热的习性。 唇薄而灵活， 便于采食低矮而细嫩的青草

或枯黄而柔软的牧草。 皮下结缔组织发达， 易于在夏秋囤积脂肪， 四肢较粗短、 蹄质

坚硬， 能攀登陡峭的山坡， 穿越沼泽。 牦牛性情温和， 合群性强。 公牦牛性较粗野，

能与凶猛野兽搏斗， 保护牛群。 母牦牛较温驯， 母性很强。

牦牛生产性能高。 除产乳、 肉、 毛外， 还能役用。 玛曲牦牛 ４ 月开始产犊， ５ 月中

旬开始挤奶， １０ 月下旬结束， 泌乳期 １６０ 天， 产奶量与牧草质量成正比， ６ ～ ８ 月牧草

旺盛， 产奶量最高； 母牦牛当年产犊后未怀孕者， 次年可继续挤奶， 其奶量为当年产

犊的 １ ／ ２。 由于犊牛自然哺乳兼挤奶， 产奶量很难确切测定， 一般为 ３１５ ０８ ～ ３３４ ８ 公

斤 ／头， 产乳量虽低， 但乳浓稠， 含乳蛋白、 乳脂肪丰富， 脂肪颗粒大， 易加工成黄

油。 乳比重为 １ ０３４， 酥油率为 ８ ４７％ ， 干酪素为 ３ ０％ ～ ３ ５％ 。 秋季， 牦牛奶脂肪

６１２

① 有关玛曲县畜种材料均来自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８７ ～
２８９、 第 ２９１ ～ ２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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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高达 ９％ ， 比普通奶牛高出两倍以上。 青草季节， 牦牛有 “见青即上膘” 的牧谚。

膘情恢复很快， 膘情良好时， 肩、 背、 臀部均被一层黄色脂肪所覆盖。 肉嫩味美， 呈

红色而较暗， 纹理清晰， 含脂肪、 胆固醇较少， 蛋白质与灰分含量高， 是受人青睐的

优质肉品。 成年阉牦牛平均活重 ２６１ 公斤， 屠宰率 ４７ ３４％ ， 平均胴体重 １２３ ５５ 公斤，

净肉率 ３３ ９５％ ， 骨肉比为 １ ∶ ２ ５３， 平均产净肉 ８８ ５５ 公斤。 同时， 牦牛血营养丰富，

平均每立方毫米血中含 ６５０ 万 ～ ９００ 万个带氧红细胞， 为一般黄牛的 ４ 倍。 牦牛每年 ６

月中旬抓绒剪毛， 毛长约 １９ ～ ２１ 厘米， 每年剪毛 １ 次， 母牦牛全身都剪， 尾巴只留一

小束， 种公牛不剪毛， 驮牛只剪腹部毛及裙毛， 驮牛平均剪毛量为 １ ０ 公斤， 母牛为

０ ７ ～ ０ ９ 公斤， 抓绒量在 ０ ５ 公斤以下。 阉牦牛主要用于驮运和骑乘， 成年驮牛每头

可驮 ５０ ～ ８０ 公斤物品， 日行 ２０ ～ ３０ 公里。 有时长途连续一月余， 不显疲乏， 行走有

力。 牦牛是晚熟品种， 公牦牛 １ 周岁时有性反射， ３ 周岁开始配种， 利用年限为 ４ ～ １０

岁。 母牦牛 ３ 岁初配， 一般为两年一胎或三年二胎， 一胎一犊， 连年产犊的很少， 母

牦牛一生可产 ４ ～ ６ 胎， 配种产犊至 １４ 岁左右。 母牦牛发情期为 ６ ～ １１ 月， ７ ～ ９ 月为

旺季， 发情周期为 ２２ 天， 发情持续期为 １ ～ ２ 天， 妊娠期为 ２７０ 天。 玛曲牦牛繁殖成活

率为 ５６ ４４％ 。

藏系绵羊， 古称蛮羊， 是古老的粗毛羊品种之一， 产于青藏高原。 玛曲藏羊属草

地型藏羊。 由于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的综合影响， 玛曲藏羊形成了欧拉类型和乔科类

型两个地方品种。 １９４９ 年玛曲地区绵羊总数为 １９ １４ 万只， ２０１４ 年底玛曲县绵羊存栏

总数达到 ５０ ６９ 万只， 占全县牲畜总数的 ４９ ３９％ 。 欧拉羊主要分布于欧拉、 欧拉秀玛

两乡及尼玛、 木西合、 阿万仓乡的部分地区； 乔科羊主要分布在曼日玛、 齐哈玛、 采

日玛、 河曲马场、 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及阿万仓的部分地区。

欧拉羊体格高大粗壮， 头稍狭长， 多数具有肉髯， 被毛较短， 绒毛多， 而覆盖度差，

产毛量少， 死毛含量很高， 几无正常粗毛。 头颈、 四肢和腹下着生刺毛， 多为黄褐色，

白色极少。 公羊胸前着生黄褐色 “胸毛”， 而母羊不明显。 乔科羊体格较大， 被毛粗长，

覆盖度中等， 毛辫较长， 具有波形浅弯， 死毛含量高。 头颈、 四肢杂色， 以黄褐色较多，

黑花亦属常见。 欧拉公羊体高为 ７７ ２１ ± ２ ６６ 厘米， 体长为 ８４ ２５ ± ４ １４ 厘米， 胸围为

１０３ ５８ ±３ ８６ 厘米， 十字部高为 ７９ ０４ ±２ ０５ 厘米； 母羊体高为 ７２ ４４ ± ２ ０９ 厘米， 体长

为 ７７ ８３ ±３ ６９ 厘米， 胸围为 ９８ １０ ± ３ ３６ 厘米， 十字部高为 ７４ ０４ ± ２ ０８ 厘米。 平均体

重成年公羊为 ７５ ８５ 公斤， 成年母羊为 ５８ ５１ 公斤。 出生公羔重 ４ ２８ 公斤， 母羔重 ４ ２７

公斤。 乔科公羊体高平均为 ７５ ４１ 厘米， 体长平均为 ８１ １１ 厘米， 胸围平均为 ９９ ３０ 厘

米， 母羊体高平均为 ７１ ２０ 厘米， 平均体重成年公羊为 ６４ 公斤， 成年母羊为 ５２ 公斤。

在生产性能方面， 欧拉羊个体产毛量成年公羊为 １ ０８ 公斤， 成年母羊为 ０ ７７ 公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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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平均毛长公羊为 １６ ６３ 厘米， 母羊为 １５ １３ 厘米， 净毛率公羊为 ７３ ６７％ ， 母羊为

７５ ５４％ 。 无髓毛、 两型毛、 死毛含量公羊分别为 ６２ ８％ 、 ６ ２８％ 、 ３２ ８４％ ； 母羊分

别为 ７０ ０９％ 、 ６ １１％ 、 ２４ ２１％ 。 乔科羊个体产毛量， 成年公羊为 １ ３４ 公斤， 母羊为

０ ９５ 公斤； 毛辫长公羊为 ２４ ００ 厘米， 母羊为 ２３ ４４ 厘米； 净毛率公羊为 ７６ ２８％ ， 母

羊为 ７６ ０９％ 。 无髓毛、 两型毛、 死毛含量公羊分别为 ４９ ２５％ 、 １９ ６４％ 、 ２４ ３０％ ；

母羊分别为 ５０ ５３％ 、 ２３ ３４％ 、 １７ ９７％ 。 在产肉性能方面， 欧拉羊胴体重平均为

３５ １８ 公斤， 占活重的 ４５ ９６％ ， 内脏脂肪重平均为 ３ ３８ 公斤， 占活重的 ４ ４２％ ， 屠

宰率为 ５０ ３８％ ； 乔科羊胴体重平均为 ２５ ３０ 公斤， 占活重的 ４７ ９０％ ， 内脏脂肪重平

均为 １ ６０ 公斤， 占活重的 ２ ８１％ ， 屠宰率为 ４７ ９０％ 。 在繁育性能方面， １ ５ 岁母羊

开始交配受胎并能正常产羔， 但多不认羔， 繁殖成活率低， 一般 ２ ５ 岁母羊配种产羔，

公母混群放牧， 自然本交。 每年 ６ ～ ９ 月配种， １１ 月至次年 ３ 月产羔， 分别为冬、 春

羔， 怀孕期 １５０ 天左右， 每年产羔一次， 多产单羔， 双羔极少。 母羊母性好， 育羔性

极强。 母羊利用年限为 ５ ～ ６ 年。

河曲马是全国优良的马种之一， 俗称 “南番马”。 河曲马体型以粗糙结实为主， 属

兼用型略偏挽用。 毛色以黑、 青、 骝、 栗居多， 其中 ２４ １７％有白章特征。 体型结构匀

称， 头略长， 约占体高 １ ／ ３， 耳长敏捷， 鼻孔开放， 唇厚灵活， 脑深广， 胛较低， 背

长， 腰短平直， 尻宽短， 腹部充实， 四肢关节筋腱发达， 蹄广平， 质疏松， 有龟裂。

成年公马平均体高为 １３７ ２２ 厘米， 体重为 ３４６ ２７ 公斤； 母马平均体高为 １３２ ４７ 厘米，

体重为 ３３０ ９５ 公斤。 河曲马幼驹发育较快， 公马 ４ 岁， 母马 ５ 岁达到体成熟。 繁殖性

能较强， 营养良好的母马 ２ 周岁性成熟， ３ 周岁即可配种， ４ 周岁产驹。 繁殖期公马为

１３ 年左右， 母马为 １６ 年左右。 最长寿公马为 ３３ 岁， 母马为 ２８ 岁。 母马一生可产驹

１２ ～ １３匹， ６ ～ １２ 岁为产驹盛期， 受胎率一般为 ６７％ ， 最高可达 ８３ １６％ 。 繁殖成活率

平均为 ８０％ 。 河曲马性情温顺， 气质稳静， 挽力强， 速度中等， 能持久， 疲劳恢复快。

最大挽力可达 ３７０ 公斤， 骑乘速度最快每分钟可达 ８００ 米左右。① 河曲马对高寒多变的

气候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在终年放牧的条件下， 体内贮存脂肪能力强， 夏秋上膘快，

冬春降膘慢。 在海拔 ４０００ 米以上的高山乘骑行走自如， 特别具有善走沼泽草地的能

力。 剧烈运动后， ２０ ～ ４０ 分钟即可恢复正常呼吸和脉搏。 河曲马强壮的四肢， 结实发

达的筋腱、 韧带， 特别擅长负重远行。 由于解放军骑兵兵种的取消，② 以及摩托车在青

８１２

①

②

关于河曲马的品种特征与性能， 参见 《玛曲县志》 编纂委员会 《玛曲县志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４）》， 甘肃民族出

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３ 页。
据河曲马场场长卡召加介绍， 秦始皇兵马俑之马为河曲马， 唐代宫廷盛行的马球运动之马亦为河曲马。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百万大裁军” 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兵种被取消， 为保持历史记忆和庆典礼

仪场合使用， 仍留有一营一连编制， 一营编制在内蒙古自治区， 一连编制就在玛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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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高原的普及， 河曲马的数量较前大为减少。 １９４９ 年玛曲县河曲马数量为 １ ４９ 万匹，

１９５５ 年达到 ３ ７８ 万匹历史最高峰， １９６２ 年为 ０ ７５ 万匹， １９６８ 年为 １ ４５ 万匹， １９７８

年为 ３ ０６ 万匹， １９８８ 年为 ３ ７２ 万匹， １９９０ 年为 ３ ６８ 万匹， ２０１４ 年为 ２ 万余匹， 主要

饲养地在河曲马场。

适应高寒草原生态环境的玛曲优良畜种， 在家庭固定草场过牧中出现退化。 主要

表现为： 同种牲畜个体之间特性差异增大， 毛色不统一， 发育不健全， 畸形个体出现，

体格变小； 生产性能减弱， 个体体重和胴体重量减轻， 产奶量和产肉量下降， 肉质退

化； 繁殖能力下降， 繁殖期缩短， 繁殖成活率有所下降； 各种畜疫发病率提高。 畜种

退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

首先， 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到户后， 畜群的放牧由各户完成， 牲畜配种也由各

户独立完成， 牲畜近亲交配繁殖频率非常高， 造成牲畜品种退化。 此种情况在草场承

包初期并不严重， 但随着畜群再生产的反复进行， 情形就严重起来。

其次， 随着人口增加和藏族牧民商品观念的增强， 不断提高草场载畜量势所难免，

过牧造成草场退化， 牧草供应量不能满足牲畜采食需要， 造成牲畜营养不足， 体格减

弱， 胴体重量减轻和生产性能下降。

再次， 家庭牧场的有限性， 使牲畜采食的牧草种类单一， 营养失衡。 此外， 牲畜

除了采食外， 还会舔舐各种岩石以补充微量元素， 但在游牧方式转为定牧后， 各户牧

场所能提供的岩石种类并不全面。 各种营养物质摄取不平衡， 对畜种退化直接产生

作用。

复次， 牧户商品意识的提高， 使得哺乳期牦牛挤奶过多， 而牦牛乳兼具牛犊自然

哺乳与挤奶双重作用， 在产奶量一定的条件下， 挤奶过多势必影响牛犊哺乳需要， 造

成牛犊发育不良和牦牛畜种退化。

最后， 牧民单家独户经营， 由于经营管理能力差， 一些不善经营牧户的牲畜， 难

以抵御各种自然风险。 选种不良， 交配不当， 喂饲不精， 管护不到位， 造成受胎率、

繁殖成活率下降。 畜群疫病发现晚、 诊治不及时， 造成畜种退化。 例如， 生活在沼泽

地区的乔科羊， 因沼泽滩蚊虫多， 易患肝包虫病、 肺包虫病， 人吃了带病羊肉也会得

病。 由于缺乏专业兽医， 牧户不懂得及时治疗， 不仅畜种退化， 而且威胁到牧民健康。

曼日玛乡可谓包虫病重灾区， 而采日玛、 齐哈玛两乡也较为严重。 人得病一是因为与

牲畜接触， 二是因为吃带病羊肉。

牲畜既是牧民的生活资料， 也是生产资料， 而畜种是畜牧业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

畜种退化表明， 畜牧业将在萎缩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 优良品种难以传给下一代， 造

成畜牧业的代际不可持续。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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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玛曲县牧民人口的增加与牧户贫富分化

人口本身是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之一。 无论是人口数量， 还是人口质量， 或

是人口结构， 前代人口都决定着本代人口， 本代人口决定着后代人口。 但这种代际关

系指的是人口的代际联系。 当我们关注高寒草原畜牧业的代际可持续性时， 人口因素

是通过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

在玛曲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中， 家庭固定草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放

牧牲畜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这是定牧生产方式内在固有的矛盾， 或者可以干脆说， 这

对矛盾界定了定牧。 在这对矛盾中， 放牧牲畜数量的增加， 是矛盾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放牧牲畜增加的背后是牧民人口的增加和牧民财富观念的增强。 牲畜本来就是牧民

的财富， 牧民人口增加要求财富增加， 人口不增加但牧民的财富观念发生改变， 也会

要求财富增加。 何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牧民人口增加和财富观念的改变相并行。 因

此， 在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主要矛盾之外， 牧民人口与牲畜财富的矛盾是一个

次要矛盾， 牧民人口数量的变化和财富观念的改变会促进主要矛盾的发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玛曲总人口增加了 １２０００ 人， 其中牧民增加了 ６８００ 人 （见表 ５），

增长 １９ ８％ 。 牧民在总人口中约占 ７０％ 。 这样一种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要

维持牧民既有生活水平不变或提高， 注定要增加牲畜存栏数和出栏数。 尽管在存栏数

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母畜比例也可以增加出栏数， 但这种做法很有限， 最终只有增加

存栏数才能突破这个限制。

表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玛曲县总人口数与牧民人口数

单位： 万人，％

年　 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总人口数 ４ ４８ ４ ５１ ４ ６０ ４ ７３ ４ ７８ ５ ４９ ５ ５２ ５ ５７ ５ ６４ ５ ６８

牧民人数 ３ ４４ ３ ５３ ３ ６１ ３ ６５ ３ ７３ ３ ８７ ３ ８４ ３ ８９ ３ ９９ ４ １２

牧民占比 ７６ ８ ７８ １ ７８ ５ ７７ ２ ７８ ０ ７０ ５ ６９ ６ ６９ ８ ７０ ７ ７２ ５

　 　 资料来源： 甘南州统计局： 《玛曲县近十年人口数》， ２０１５。

牲畜户有和草场家庭承包， 使得牲畜财富的社会形式从以集体财富为主完成了向

以家庭财富为主的转变， 市场化又使牲畜财富与货币财富并存。 问题在于， 尽管传统

的财富观念依然留存， 但正在发生变化， 只要他们追求财富， 那么现实存在的经济矛

盾制约着最终的结果。 对于玛曲县的牧民来说， 这种结果包含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追

求家庭财富中出现贫富分化， 二是集体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解体， 代之以个体分散

的生产方式和孤寂的个体生活方式。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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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 私有化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改革

受这种经济学影响极深。 如果所有的外在条件均一样， 且每个人都忠实地仰赖劳动致

富， 或许这种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会成为推动生产进步的力量。 问题在于， 劳动的现实

进行离不开生产资料， 问题在于， 劳动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 问题

还在于， 有什么力量来保证每个人只是以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财富呢？ 一个牧民， 为了

发挥积极性， 自然增加牲畜， 在草场面积一定时， 势必造成草场退化沙化， 沙进人退，

面对一片沙漠， 人再有积极性亦是枉然。 尽管他可以从事别的劳动， 但畜牧业是不可

持续了。 如果他要继续从事畜牧业， 只能受雇于人， 这样别人就靠雇工发财， 不必忠

实地依靠自身的劳动维生。 所以，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性概念， 模糊了是什么东

西的积极性， 绝不是劳动积极性， 绝不是生产积极性， 而是雇佣和剥削人的积极性。

玛曲家庭草场承包后所走出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由于人们拥有的草场数量、 质量

不同， 由于各户的经营成本不同， 由于每户牧民在畜种选择、 防疫、 管理等方面的能

力不同， 尽管都有同样强烈的致富积极性， 结果是牧户中出现贫富分化。 玛曲县畜牧

局宗文杰局长告诉我们， 每年出栏牲畜穷户只有 ３ ～ ４ 头 （只）， 富户可达 ２０ 头 （只）

以上。

家庭经营体制的重建， 造成个体分散的生产方式和孤寂的个体生活方式。 牧民居

住异常分散， 牧户之间距离较远， 且交通不便。 夏秋放牧季节， 家庭主要劳动力一般

留在草场放牧， 老人孩子在定居点生活， 无人照顾， 条件艰苦。

牧民居住分散， 导致适龄儿童上学成为一个大难题， 主要劳动力长时间不在家中，

老人行动不便， 无法接送孩子上下学。 有的适龄儿童跟随父母到草场放牧， 教育问题

因此搁置， 不利于藏族孩子的成长， 也不利于牧民后代整体素质的提高， 制约了牧区

经济的长远发展。

受气候、 水质、 饮食习惯及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 牧民基础性的体检、 保健等无

从谈起， 一些高原心脏病、 胆结石等常发病难以防治， 牧民平均寿命仅为 ６７ 岁， 低于

全国 ７４ 岁的平均期望寿命。 牧区交通不便， 通信滞后， 牧民基本处于原始的生活状

态， 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

由于草场面积有限， 且 “不留死角” 全部承包到户， 各户只留出部分牧道供牲畜

通行， 但未留出牧民出行道路。 占用承包草地为牧道和道路， 国家并无相关的补贴举

措， 许多牧户不愿让出越来越珍贵的草场作为道路， 原来留出的牧道亦越来越窄， 导

致牧民和牲畜出行困难。

草场承包后， 冬季牧民一般在定居点附近所划分的草场放牧， 夏季便到偏远地方

划分的草场放牧。 全年基本都在草场， 住牦牛毡房， 饮用河水或井水， 使用光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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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看电影、 电视， 利用图书馆等， 无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

生产队时集体经营草场， 分组轮流外出放牧， 个体长期孤独在外放牧的现象并不

严重， 但草场承包到户后， 这个问题逐渐凸显。 与世隔绝的生活冲击了牧民的精神世

界。 人是社会动物， 社会交往的缺位和文化生活的匮乏， 阻碍了牧民健康的精神生活。

八　牧户专业合作社兴起对畜牧业可持续性的意义

高寒草原畜牧业盲目照搬农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 所造成的危害远超农区。 不仅

对草场、 畜种资源造成不可恢复性的破坏， 而且加剧了黄河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 更

造成了牧民生活水准的下降， 可谓这一经营体制的全面溃败。 由于高寒草原资源和黄

河天然蓄水池的生态环境， 是青藏高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 资源和生态

破坏严重威胁着子孙后代的生产能力， 因此， 这种溃败又可谓彻底。

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全面和彻底溃败， 源于其内在矛盾， 即家庭固定草场和

放牧方式的冲突， 因此， 必须进行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创新， 必须找到有效化解

这一矛盾的途径。 近年来， 玛曲县兴起的牧民专业合作社， 对维系高寒草原畜牧业可

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牧民专业合作社是牧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在自愿的基础上， 将牲畜和草场入股

共同经营， 按照一定的股份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新型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玛曲县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 （甘政

发 〔２０１４〕 ７５ 号） 精神， 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

社。 到 ２０１５ 年， 全县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社 ３２６ 个， 占牧民总户数的 ６０％ 。① 玛曲的牧

民专业合作社有三种形式： 一是原来各户基础较差， 直接以草场、 牲畜和资金入股组

建的合作社； 二是以某一户为主体， 吸收部分牧户草场或牲畜或资金组建的合作社；

三是以各户草场、 牲畜、 宅基地等所有权证反担保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经营而组建的

合作社。 第一种形式是所有社员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均加入合作社， 后两种合作社则保

留或部分保留社员户原有的家庭经营草场和牲畜。 这种新型经济组织在畜种改良、 草

场保护和建设、 提高市场应变力以及增加牧民收入上，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青藏高

原藏族牧民所欢迎， 因而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新型合作社由于打破了各户分散的草场、 分散的牲畜育养、 分散的劳动力使用、

分散的基础设施建设状态， 不仅经济实力增强了， 而且在划区轮牧基础上， 有效化解

了家庭固定草场经营与放牧方式的矛盾， 实现了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２２２

① 数字由玛曲县畜牧局宗文杰局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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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新型的牧户专业合作社， 有利于划区轮牧、 分工放牧、 集中围栏、 提高草

场利用率、 人工半人工草场封育， 减轻超载放牧， 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 沙化、 黑

土滩化等问题。 广大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草地放牧与草场合理利

用经验， 如划分季节草地， 实行季节轮牧； 在季节草场根据各类牲畜的不同放牧习性，

因地制宜划分放牧地段， 确定驻牧期限。 如繁殖母羊放牧干燥阳山， 母牛放牧沼泽草

地， 马、 阉牛放牧高山草地等。 不同季节采用 “夏放高山、 秋放半山、 冬放沟湾， 春

放河滩” 的放牧方法。 草场承包后单家独户草场有限， 制约了上述经验的推行， 成立

合作社则有利于科学合理地集中经营， 扩大牧场载畜量， 提高草地利用率； 有利于加

强饲草料基地建设， 夯实畜牧业发展基础， 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 有利于统一集

中灭鼠、 补播草种， 保护草场。

合作社的组建还为开展草场沙化、 退化， 黑土滩化治理创造有利条件。 严重沙化、

退化和黑土滩化的草场原本也已承包到户， 一旦治理， 需要牧户配合， 实行禁牧， 并

签订禁牧合同。 有了合作社， 大大减轻了禁牧户人口与牲畜放牧的安置问题， 有利于

稳定禁牧户的生产和生活， 不至于出现禁而不止现象。

例如， 优良欧拉羊繁育基地———玛曲县畜合隆欧拉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位于欧拉乡安茂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 注册资金 ３１６ 万元， 占地总面

积 ３ ３５４ 万亩。 合作社现有 １４ 户， 社员 ５８ 人， 其中， 管理人员 ８ 人， 专职兽医 ２ 人，

专职放牧人员 ３７ 人， 从事销售和信息收集人员 ５ 人， 从事饲草料加工种植人员 ６ 人。

合作社的饲养管理实行禁牧、 休牧、 划区轮牧， 改变传统的放牧制度， 建立了放牧 ＋

舍饲制度， 轮牧草场为冷季草场和暖季草场。 冷季牧场实行小区轮牧， 区内草地利用

率控制在 ６０％之内。 每年 １ 月份， 产羔前母羊开始补饲， 从 ４ 月底或 ５ 月初实行全舍

饲至 ６ 月底。 暖季牧场即原来的夏季草场， 实行地带型划区轮牧， 每年从 ７ 月上旬开

始到 １０ 月底结束， 利用时间 ８０ ～ ９０ 天， 草地利用率不能超过 ６０％ 。 种公羊、 繁殖母

羊和后备羊进入冷季草场， 其他羊淘汰出栏。 这种放牧制度扩大了冷季草场的面积，

进行划区轮牧有更大的周旋余地， 并且避开了牧草生长的春秋两个危机期。 扬夏季青

草期之长， 避冬春枯草期之短， 改单纯依赖天然草场全年放牧， 为夏秋放牧加冬春舍

饲、 半舍饲， 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出期短、 消耗期长、 掉膘损失严重， 以及母畜比例、

繁成率、 成活率低和个体产量低， 群体周转慢的状况。

其次， 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畜种改良， 提升牲畜生产性能。 按照 《甘南州牦牛

藏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规划》， 玛曲县以组建种公畜专业合作社和种公畜基地为抓手，

加大良种选育力度， 组建核心群， 积极扶持牧户规模经营种公畜， 加快牲畜本品种选

育和提纯复壮步伐， 实现畜种改良的低成本、 高效化， 防止种质退化， 不断提高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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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繁育水平。 通过引进半血野牦牛、 野盘羊等优质种公畜， 提高牲畜的生产性能，

不断增加养殖效益， 增加牧民群众的收入。 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 玛曲在畜种结构的调整中

坚持 “提高总增、 控制净增、 加快周转、 提高商品率” 的方针， 提倡 “压缩马、 控制

羊、 发展牛” 和 “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例”， 使总体结构趋于合理。①

牧民合作社对于改良牲畜品种、 抑制畜种退化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

用。 一方面， 合作社建立后， 各户牲畜统一组群放养， 彻底改变了近亲繁殖的格

局， 从源头上堵死了畜种退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 合作社的经济实力远较单家独

户为强， 在品种选育、 疫病防治、 平衡牲畜营养结构以及牲畜管理方面， 均能有

效抑制畜种退化。 此外， 还可以组建专门的畜种改良合作社， 利用少数牧民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培育优良种畜， 为其他牧户提供种畜服务， 力争将优良畜种留给

子孙后代。

玛曲欧拉乡欧强村扎西塘合作社为专门的藏羊合作社， 覆盖 ５０ 多户牧民。 ２０１４ 年

培育 ７０００ 只母羊， 适龄母畜比例提高到 ８０％ ， 而全州平均数仅为 ４０％左右。 该合作社

年底选育品质好的种公羊， 并筛选品质好的母羊留作基础母羊， 其余全部出售， 经济

效益好， 提高了牧民收入， 并将自给型畜牧业转化成商品型畜牧业。

玛曲县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了 “玛曲牦牛良种繁育协会”， 选择原牧工与周

边有经验、 有条件的 １０ 户牧户为会员， 养牛 ５０００ 余头， 由此组成了 １０ 个基础选育群，

良种率 ４５％左右。 协会注册设立了 “玛曲县阿孜牦牛养殖牧民专业合作社”， 阿孜村

２８ 户牦牛养殖专业户为合作社社员， 在政策、 资金等扶持下引导会员与社员提高良种

质量、 扩大良种数量。 根据州县安排， 合作社加大种公牦牛配送工作， 向阿万仓乡、

木西合、 采日玛、 曼日玛、 齐哈玛五个乡和河曲马场， 共配送种公牦牛 １５４６ 头， 在改

良畜种方面， 家庭经营体制难以望其项背。

最后， 通过合作社的引领， 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商品经济意

识大为增强， 入社牧户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同时有效抑制了牧户之间

的贫富分化。 牧户专业合作社发展还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 这些牧户可以外出打工，

拓宽了牧民的收入渠道， 增加了牧民的收入。 合作社充分发挥牧民的特长， 使人尽其

才， 才尽其用， 在分配中既体现按股份分配， 又体现按劳分配， 调动了不同牧户的积

极性， 使畜多草少、 畜少草多， 有管理能力无草畜、 有草畜无能力管理的牧户， 都能

获得收益， 贫富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当然， 在合作社发展初期， 存在权利不明确、 责任不清晰、 运行不规范、 分配不

４２２

①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甘南藏族自治州志》，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３９０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考察
第 ５ 卷

公平， 甚至以组建合作社为名套取政府项目资金的情况势所难免。 已经组建的牧民合

作社， 在规范管理和高效运行上仍处于初级阶段， 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主要有： 合

作社入户社员少、 服务范围窄、 合作环节少、 产业链条短、 发展资金缺、 造血功能弱、

带动能力不足、 人才紧缺、 内部管理和运行不规范等。 政府应按照 “积极发展、 逐步

规范、 强化扶持、 提升素质” 的总体要求， 从产、 加、 销、 服务等各个环节， 继续引

导扶持农牧民发展合作社， 全面开展科技服务， 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 不断提升各级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的服务能力， 支持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涉农企业和科研教学单

位开展技术推广服务， 加快推广优质饲草生产、 舍饲半舍饲、 品种改良、 疫病防控等

先进适用技术， 有效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益。

牧户专业合作社并不否定草场承包政策。 一方面， 牧民除了共同经营合作社生产

经营项目外， 可保留单家独户的独立经营， 有自己的牲畜和草场。 另一方面， 牧户专

业合作社入股的草场使用权、 牲畜及筹集的资金均为合作社成员所有， 以牲畜户有和

草场使用权包到户为历史前提。 因此， 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没有否定家庭承包关系，

相反是以后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然而， 牧户

专业合作社又不等同于家庭经营体制。 第一， 合作社将草场承包后的定牧改为划区轮

牧， 有利于化解草畜矛盾， 遏制以至消除草场退化、 沙化和黑土滩化等现象。 第二，

合作社划区放牧有利于平衡牲畜营养结构， 改良畜种， 避免多年来的近亲繁殖。 第三，

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 经济实力远超牧户家庭， 能够实现规模化、 标准化、 专业化、

技能化。 第四， 合作社重新将分散的牧民联合起来， 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情

感关系， 冲破了个体牧民孤独、 封闭的零社会生活。 因此， 合作社是牧户经营体制的

创新。

合作社是当前高寒草原畜牧业走可持续之路的主要抓手， 但需要配套工作跟上。

这主要有： 为大规模圈养创造条件， 安置好牧区转移人口就业， 发挥政府在合作社建

设、 草场沙化退化治理和畜种改良等方面的作用。

随着牧民人口增加和牧民对收入提高的要求， 牲畜存栏数量和出栏数量必然随之

增加， 长期高于合理载畜量 １ 倍的超载过牧问题， 即使在大力发展合作社条件下亦难

完全解决， 出路在于圈养和转移牧区人口。

圈养就是利用牲畜棚圈通过喂饲蓄养牲畜的一种生产方式。 圈养不排斥一定时间

的放养。 圈养对于保护草场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可以突破放养条件下所确定

的草场合理载畜规模， 二是消除了牲畜践踏对草场的破坏。 玛曲受高寒草原自然条件

所限， 实施圈养所需饲料只能为天然牧草， 也可以通过县际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 从

农区获得部分饲草料。 圈养突破了玛曲牧民传统的放牧习惯， 因此， 需要试点以总结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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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圈养需要以饲料产业培育为基础， 对防疫工作要求更高， 对牲畜管理尤其防止

畜种退化提出了新课题。 圈养在单家独户的条件下很难开展， 合作社则开辟了这种可

能性。 部分牧民可以专门从事打草工作， 将优质草场作为打草场来培育， 既可以保护

草原， 又能够提供优质天然牧草。 合作社也为疫病防治提供了可能， 大规模集中圈养

的防治费用会下降， 较大规模合作社还可以培养自己专业化的兽医， 并向单家独户经

营的牧户提供兽医服务。 圈养需要棚圈建设， 合作社依靠经济实力的积累并配以政府

支持， 能够承担相应的投资。 圈养通过棚圈改变了牲畜生存的小环境， 对畜种的要求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棚圈设施的改善， 未必不可以发展对耐寒要求不高的畜种。 同

时， 牲畜结构也会发生相应改变， 随着市场饮乳量的迅速增加， 可以适当提高奶牦牛

的比例。

在既有生产方式不变的条件下， 安置畜牧业转移人口似乎很困难， 但如果改变生

产方式， 则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 合作社的发展要逐步走上专业化道路， 这就为牧区

的饲料产业、 兽医、 运输业、 畜牧培训、 畜产品加工和销售、 沙化草原治理创造了条

件。 玛曲牧区转移人口数量并不大， 在国家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规划下， 围绕发展

专业化、 商品化畜牧业， 安置转移人口的就业并不困难。

现代政府是代内关系的产物， 由本代人选举产生。 由于代际经济矛盾最终只有通

过代内经济关系的调整来解决， 本代人的可持续理念和代际公平需要化为政府的政策

和行为。 对于维护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可持续性来说， 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 在合作

社建设方面， 甘肃省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７５ 号文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

确定了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这就

为玛曲县政府在实施示范社创建、 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联合社、 提升牧民合作社加工

销售能力、 加强牧民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 出台财政扶持、 实施合作社参与项目建设、

落实税收优惠、 规范工商登记、 加强金融支持、 保障用地、 保障用电和畜产品运输等

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而这些政策对于牧民合作社建设是不可缺少的， 尤其在合作社

发展的初期。

草场沙化退化治理的投入大， 技术要求强，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收益， 且治理

效果不够稳定， 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以政府为主体， 吸纳牧户参与草场沙化、 退化

和黑土滩治理项目， 才可能取得成功。

在畜种改良方面， 政府在保护畜种遗传资源多样性、 打造和维护驰名畜种品牌、

开展畜种研究和培育、 支持牧户与牧民合作社畜种改良、 推广优良畜种等方面， 都需

要制定政策并认真落实。 好的政府， 不仅要代表最广大牧民的利益， 而且要代表玛曲

子孙后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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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力量和一个人的影响∗
　①

———评弗雷德里克·李的 《非正统经济学史》

张　 林∗∗ 　②

摘　 要　 弗雷德里克·李的 《非正统经济学史》 从 “学界史” 的角度讲述了英美

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激进经济学在 ２０ 世纪的发展历程， 本文概述了弗雷德里

克·李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贡献、 《非正统经济学史》 的基本内容以及 《非正统经济学

史》 的价值。

关键词　 《非正统经济学史》 　 弗雷德里克·李　 非正统经济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年仅 ６３ 岁的美国非正统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Ｓ 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Ｓ

Ｌｅｅ） 辞世， 惊闻噩耗之时， 由笔者翻译的弗雷德里克·李的名著 《非正统经济学史：

挑战 ２０ 世纪的主流经济学》① （以下简称 《非正统经济学史》） 刚好完稿。 转眼一年过

去了， 在本书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 谨以此文表达对弗雷德里克·李的悼念。

一　弗雷德里克·李与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

弗雷德里克·李于 １９４９ 年生于纽约， １９７２ 年在马里兰的霜堡州立学院 （Ｆｒｏｓｔｂｕｒｇ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 １９７７ 年， 李与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

之一阿尔弗雷德·艾克纳 （Ａｌｆｒｅｄ Ｅｉｃｈｎｅｒ） 相识， １９７８ 年在艾克纳的指导下， 在罗格

斯大学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罗格斯大学汇聚了艾克纳、

保罗·戴维森 （Ｐａｕｌ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简·克雷格尔 （ Ｊａｎ Ｋｒｅｇｅｌ）、 妮娜·夏皮罗 （Ｎｉｎａ

Ｓｈａｐｉｒｏ）、 亚历山德罗·龙卡利亚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Ｒｏｎｃａｇｌｉａ） 等一批后凯恩斯主义者。 在

他们的指导下， 李成为一名后凯恩斯主义者， 并于 １９８３ 年取得博士学位。 李先后任教

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罗斯福大学、 英国斯坦福德郡理工学院、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２０００ 年起任教于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 Ｋａｎｓａｓ Ｃｉｔｙ）， 直至

１３２

①

②
①

本文标题模仿了弗雷德里克·李在他的老师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艾克纳去世后写的一篇纪念

文章的标题：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ｎｅ Ｍａｎ （Ａｌｆｒｅｄ Ｅｉｃｈｎｅｒ， １９３７ － １９８８）。
张林，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Ｓ Ｌｅ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该书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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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去世。 （Ｊｏ， ２０１４）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 李致力于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的研究。 他发现， 以卡莱茨

基理论为主体的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缺乏经验支持。 通过引入加德纳·米恩斯

（Ｇａｉｄｉｎ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Ｐ Ｗ Ｓ 安德鲁斯 （Ｐ Ｗ Ｓ Ａｎｄｒｅｗｓ） 等制度主义者和其他非正

统经济学家的理论， 李发展出一个以后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 基于经验事实的非正统

价格理论。 这个理论是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替代， 新古典价格机制在真实世界中并不

存在， 因为在真实世界中， 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是不可分割的， 李所阐述的价格机制

并不是通过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他认为， 价格是受到企业的管理的， 企业管理价格

的目的是让其以自己的方式、 按自己的偏好进入和控制社会供应过程。 李在这方面的

贡献集中体现在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 （Ｐｏｓｔ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Ｐｒ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一书中。 （Ｌｅｅ， １９９８）

如果不存在新古典价格理论那样的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价格机制， 那么，

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组织、 如何运行的呢？ 这是李穷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

１９９８ 年的李还是一名后凯恩斯主义者， 那么此后他已经成为一名致力于综合各学派的

方法和理论， 构建对资本主义社会供应过程的理论解释的一名非正统经济学家。 李坚

持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论， 以扎根理论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为经验研究方法， 以斯拉法

的社会剩余方法为基础， 坚持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货币和不确定性观念， 综合了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制度主义的社会构造矩阵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 方法、 社会经济

学 （和女性主义经济学） 的行动的人 （Ａ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 的观念等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的

方法和理论元素， 构建了一个由结构、 组织和能动性 （行为人） 三个层次构成的分析

社会供应过程的模型 （Ｌｅｅ， ２０１１ａ）。 这是近年来非正统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统一的非

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代表性成果。 与此同时， 李对这个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细

化工作， 努力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构建非正统理论体系① （Ｌｅｅ， ２０１１ｂ， ２０１１ｃ，

２０１２； Ｌｅｅ ａｎｄ Ｊｏ， ２０１１）。 但非常遗憾的是， 这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 李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团结非正统经济学

阵营， 推动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 用行动为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１９９９ 年， 李发起成立了非正统经济学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ＡＨＥ）， 并在英国召开了第一届大会。 ＡＨＥ 的每次大会都按主题设立专场讨论， 各

流派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可以就同一个主题充分交换意见。 ＡＨＥ 成立之后， 流派林立的

非正统经济学阵营有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 正如李所言： “多年前， 我认为非正统经

２３２

① 李反对新古典的宏观 － 微观二分法， 但认为一个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 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

上建立一致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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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非正统经济学家没有生存的愿望， 没有挑战主流

的愿望。 ＡＨＥ 及其积极分子和参与者的出现一扫阴霾， 因为它的经历和活动明确地挑

战了主流的霸权。 可以肯定， 面对主流压倒性的优势， 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是不

确定的。 但重要的是， 现在， ＡＨＥ 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愿望， 一种挑战主流的愿望———

现在有了可为之奋斗的未来。” （Ｌｅｅ， ２００２： ４３）

为了加强非正统经济学家之间的日常联系， 李于 ２００４ 年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 “非

正统经济学通讯”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不定期通过电子邮件向用户发送

各方面的非正统经济学消息。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该平台已向全球非正统经济学者

发送了 １８５ 期通讯。

李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努力推动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 他与英国著名学术出版机

构劳特利奇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出版社合作， 主编了一套 “非正统经济学前沿” 丛书， 出版

了大量著作， 为非正统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版渠道， 丰富了非正统经济学的

文献库。 ２０１１ 年担任 《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杂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主编后， 他在该刊先后组织了 “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 “非正统经济学的模

型分析” “学术评价与非正统经济学” 等一系列专题讨论， 扩大了非正统经济学的影

响。 此外， 李非常注重对年轻一代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培养。 ＡＨＥ 一成立， 他就以 ＡＨＥ

的名义组织了 “研究生方法论研究工坊”， 鼓励年轻人参加 ＡＨＥ 的年会， 让密苏里大

学堪萨斯分校成为培养年轻非正统经济学家的镇地。 在得知自己已处于肺癌晚期之后，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一个基金， 资助非正统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业 （ Ｊｏ，

２０１４）。 经他的精心培养， 他的学生宋泰熙 （Ｊｏ Ｔａｅ － Ｈｅｅ） 等人已经崭露头角， 继续

着他未竟的事业。

李对非正统经济学的另一重大贡献， 就是他耗时十余年完成的 《非正统经济学史》

这一著作。 这是本文接下来的主题。

二　 《非正统经济学史》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与一般的思想史著作不同， 李的 《非正统经济学史》 讲述的不是非正统经济学理

论的发展演变， 而是记载了英美两个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史。 他把这种类型的

思想史称为 “学界史”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指的是 “对那些促进和支撑经济思想和

理论的社会相互行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１）。 李的研究集中于两个群体：

英美后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 －激进经济学家， 讲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这两个

群体在主流经济学界的排挤、 压制甚至迫害之下， 如何顽强、 艰难地成长壮大。 李的

目的不仅仅是记述， 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 为整个非正统经济学界未来的发展壮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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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指明方向。 相应的， 本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讲述这两个

群体在美国和英国的发展史， 第三部分对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

建议。

既然研究非正统经济学界的历史， 就必须明确什么是非正统经济学。 “非正统经济

学” 这个词， 由制度主义者克莱伦斯·艾尔斯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Ａｙｒｅｓ） 在 １９３６ 年首次使用，

但含义不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 文献中多用非传统 （Ｎｏｎ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非新古典

（Ｎｏｎ －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和非主流 （Ｎｏｎ －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这些词来指称非正统经济学。 在李

的大力倡导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学界普遍接受了 “非正统”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这个用

法， 比如， １９９９ 年出版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中就收录了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这个词条。 那么， 非正统经济学指的是什么呢？ “非正统经济学指的是以各种

方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定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群体。”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６） 具体而言，

“这是一个多层次的术语， 指的是一个经济理论群体———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 － 斯拉法

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 激进经济学、 制度 － 演化经济学、 社会经济学、 女性主义

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它们对待主流经济学有不同程度的亵渎

性立场； 它也指的是一个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 他们采用一种或者多种非正统方法，

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这些方法持多元的态度， 不反对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不同衡量

标准； 最后， 它还指一种逻辑一致的非正统经济理论的发展， 这种理论来自各种亵渎

性地反对主流理论的非正统方法的不同理论贡献， 从这种理论中能够得到非正统经济

政策建议”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７）。 虽然非正统经济学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 完整的理论

体系， 也不是所有非正统经济学家都彻底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 但 “无论它们有

什么样的缺点、 矛盾和疏漏， 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发展方向都完全脱离

新古典经济学”。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６ ｎｏｔｅ １）

因为反对在英美经济学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 所以英美的非正统经济

学在一种严酷的 “竞争局面”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本书的第一、

第二部分通过一系列思想史事件， 讲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 － 激进经

济学在美国和英国走过的艰难历程。 在第一部分， 李考察了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在美

国经济学界确立其支配地位的。 他回顾了 １８７０ ～ １９００ 年新古典 （古典） 经济学在美国

的发展， 分析了 １９００ ～ １９７０ 年新古典经济学在组织上和学术机构上的支配地位的提

升， 最后重点阐述了 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０ 年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将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的排名用

作社会控制机制来保持其支配地位。 通过这些分析， 李明确了非正统经济学在美国面

临的竞争局面。 在这样的局面下， 李在 “战后美国的激进经济学， １９４５ ～ １９７０ 年” 一

章中， 详细记述了马克思主义 － 激进经济学家在 “麦卡锡主义” 横行年代的遭遇和抗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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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梳理了 “麦卡锡主义” 退潮之后， 在 “新左派运动” 哺育之下激进经济学的兴起

以及 “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 的早期历史。 同样在竞争局面之下， 在 “美国后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史， 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５ 年” 一章中， 李以一名经历者的视角记载了美国后凯恩斯

主义的历史， 以及英美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帮助， 共同推动后凯恩斯主义在美

国的发展。

第二部分记述的是竞争局面下英国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 在 “英国经济学的竞争

局面， １９００ ～ １９７０ 年” 和 “非正统经济学在英国，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６” 这两章中， 李分时间

阶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以剑桥大学为主体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

展。 除了记述历史， 这一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是详细分析英国 １９８９ 年开始开展的

“科研评估活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对非正统经济学的影响， 李用了两章

的篇幅来阐述这一内容。 就像美国的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排名一样， 由新古典主流经

济学把持的 “科研评估活动”， 通过贬低和排斥非正统经济学期刊和非正统经济学研究

成果， 成功地促使英国各高校的经济系在短时期内迅速完成了新古典化， 与此同时英

国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处境迅速恶化。

正是在美国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排名以及英国 “科研评估活动” 的触动下， 李深

深感到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非正统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排名体系。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

李在记述了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６ 年非正统经济学在英美两国的发展史之后， 详细阐述了他和同

事提出并完善的一套非正统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的排名体系。 这套体系与新古典排名

体系的重大区别在于， 不是通过排名去比较各经济系和期刊的水平高低， 而是通过排

名去促进经济系和期刊之间的交流合作， 推动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 如李所言： “通过

提高研究依存度来形成专门的经济学知识和整体性的非正统理论， 正是非正统经济学

期刊评价和排名的基础。”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２０９） 因此， 这个排名体系特别注重由期刊间

的相互引用率来体现的研究依存度。 显然， 这套排名体系是竞争局面下非正统经济学

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有力武器， 它 “表明非正统经济学家并非无足轻重的或者不引

人注目的经济学家， 而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平等的但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家。 在这样的

世界里， 非正统经济学家不能无动于衷”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２２６）。 李再次用行动拓展了非正

统经济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　 《非正统经济学史》 的贡献

首先， 《非正统经济学史》 是对英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激进经济学发展

过程中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最详尽的记录。 李在书中为这两个思想流派展现了鲜活的

群体形象。 与注重理论和人物研究的传统思想史著作相比， 聚焦于 “学界史” 的 《非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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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学史》 就像一部历史大片， 让读者亲临历史现场， 与作者一起去揭开一件件

尘封的往事。 这样的研究既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视角， 又填补了空白。 笔者曾将这种

研究方法称为经济思想史 “事件研究”， 它最大的优点是能把经济思想史的传统元

素———方法、 理论和人物研究———串联起来， 把 “学说史” 拓展为 “学科史”。 当然，

这种研究方法并非李首创， 但以这种方法去研究英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激

进经济学， 《非正统经济学史》 则是开创性的。

这种研究难度极大， 因为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素材来支撑。 而 “非正统经济学史

的组成元素是零散的、 孤立的、 未公开的， 从而非正统经济学家一般来说是不知道的”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２０）， 所以本书中的每一项研究都花了作者至少两年的时间， 有的甚至四

年。 而且， 李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 还要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发展非正统经济学理

论， 去巩固和强化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 “竞争局面” 下完成的。

李的学生曾问他， 为什么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写这部历史， 他的回答是： “总得有人去

做。” （Ｊｏ， ２０１４）

其次， 《非正统经济学史》 是对经济思想史中的 “辉格史观” （Ｗｈｉ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和 “连续性—多元化命题”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ｓｉｓ） 的有力回击。 简单

地说， “辉格史观” 就是认为历史是进步战胜反动的必然结果。 经济思想史中的辉格史

观， 自然就是把新古典经济学视为 “进步”， 把非正统经济学视为 “反动”。 与之相联

系的 “连续性 －多元化命题”， 是想要 “表明整个 ２０ 世纪都不存在替代新古典经济理

论的理论； 只有少数异端观点丰富了经济学话语， 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而那些没

有做出贡献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消失”。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１） 也就是说，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

世界里， 不仅没有非正统经济学的位置， 而且连非正统经济学的历史都被否定。 《非正

统经济学史》 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 找回了非正统经济学这个思想史上的 “失踪

者”。 它表明， 非正统经济学在 “竞争局面” 下尽管处境艰难， 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存

在， 而且经过李这样的一批非正统经济学斗士的努力， 它的处境正在改变， 正在努力

替代理论上逻辑混乱、 实践中毫无价值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这方面， 《非正统经济学史》 同样并非首创。 早在 １９９８ 年， 尤沃·约纳伊 （Ｙｕ⁃

ｖａｌ Ｙｏｎａｙ） 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度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的著作 《触及经济

学灵魂的争论》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出版以来， 思想史家寻找非正

统经济学这个思想史上的 “失踪者” 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除了约纳伊之外， 这

方面的研究以马尔科姆·卢瑟福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和李为代表。 卢瑟福的研究集

中于制度主义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２０１１）， 李的研究集中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激进

经济学。 他们的研究成果涵盖了非正统经济学三个主体流派的丰富历史。 在这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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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 “连续性 －多元化命题” 不攻自破。

最后， 《非正统经济学史》 是对今天所有非正统经济学家的激励。 在新古典经济学

处于支配地位的英美经济学界， 在本书叙述的 ２１ 世纪前的每一个时间阶段， 非正统经

济学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家都在被排斥、 贬低甚至迫害的环境中艰难求生。 就算是在学

术环境相对宽松的非极端年代， 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 “对社会经济问题保持缄默， 在

学术上封闭了经济学的不同路径， 通过贬低非正统经济学家 （和他们的博士生） 而拒

绝多元化， 嘲弄非正统经济学家不严谨、 弱智， 从而反对其理论； 他们培养的未来经

济学家对他们的学科不做 （或至少是偏向于不做） 历史的理解， 不知道非正统经济学

方法； 强化一种压制性的课堂环境， 不欢迎批评性的问题， 对这类问题的反应是意欲

威吓学生， 使其唯命是从、 闭口不谈； 拒绝那些包含非正统观点的博士论文和论题”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４９）。 即便如此， 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与 ２０ 世纪的环境相比， 今天非正统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

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 世界范围要求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声此起彼伏， 非正统经

济学理论本身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李用 “涌现”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这个词来描述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６ 年非正统经济学取得的进展， 认为非正统经济学已经掀起了一场 “社会运动”：

“也就是将不同的非正统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 交换思想， 共同研究， 以产生一个非正

统经济学家的团体， 进而努力发展一种非正统经济学理论。”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１８９） 这场

运动的产生当然得益于老一辈非正统经济学的努力。 与艰难处境中仍然坚持信念、 不

懈抗争的老一辈相比， 今天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 都应 “努力对非

正统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Ｌｅｅ，

２００９： ２２６）， 这是对弗雷德里克·李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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